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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书是由一个经济学家所著，但研究主题并不是通常意义“经济学”这一术语所描述的内容。之所以选择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因为我相信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本书包含了一系列紧密关联的独立文章，每篇文章都试图解释一个特殊问题，我希望它们之间具有整体性以及内在统一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那些在学术上和哲学上反对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设想的人来说，本书可当做我的一种回应。

在宪政的契约条件下，人们可以获得并维持自由的状态；在其他环境下这都是不可能的。这一看法概括了我在本书以及其他作品中的观点。但是自由是哪种类型呢？宪政的契约又是何种形式呢？这些都是相关的重要问题，但这里并没有给出答案。在开始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设计出研究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本序言的一个主要目的。如果在20世纪剩余的几十年之中，美国仍然是一个自由社会，那么一定能够形成真正的宪政讨论。倘若本书中的文章有助于解释这一讨论，同时为其扫除不必要的障碍，那么我的目标就完成了。我已经提到要回应某些学术上和哲学上的问题。从某种不同的意义上说，在尝试对于立宪改革分析之前，本书代表了我的全新理论观点。

本书这些文章的写作共历经了几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我从“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同事的建议和鼓励中受益颇多，尤其是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教授，他们的批评意见总是让我的哲学观点不至于太褊狭。在本书部分章节的撰写过程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提供了研究资助。

贝蒂·蒂尔曼·罗斯（Betty Tillman Ross）女士再次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暂且不说在手稿准备方面的帮助，只说她对于我的效用函数的理解力，就足以使我避免受到许多无效率的现代学术活动的干扰。

本书的某些章节是先前已经出版文章的修订版。这些文章的再版分别得到了版权所有者的许可。“契约论视角下的无政府状态”一文源于《美国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哲学年鉴》（The Yearbook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olitical and Legal Philosophy），该文再版得到了责任人和出版商诺摩斯（Nomos）的授权。“法律与看不见的手”一文得到了由伯纳德·西根（Bernard Siegan）主编的《法律的经济互动关系》（The Economics of Interaction of the Law，Lexington，Mass：D.C.Heath＆Co.，Lexington Books，1977）的许可。“好的经济学——坏的法学”一文最初是在《弗吉尼亚法律评论》［Virginia Law Review 60（Spring，1974）：483—492］上发表的，它的再版得到了出版商弗雷德·B.罗斯曼（Fred B.Rothman）的同意。“关于公众的选择”一文最初发表在戈登·塔洛克主编的《对于无政府理论的探索》（Explorations in the Theory of Anarchy，pp.27—28）一书中，该文再版得到了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许可。

“政治、产权与法律”一文首次发表在《法学与经济学》［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5（October，1972）：439—452］上，该文再版得到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授权。“学生反抗、学院式（academic）自由主义与宪政态度”一文来自《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 35，no.4（Winter，1968）：665—680］，该文再版得到了编者以及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许可。“撒玛利亚人的困境”一文最早出现在“利他主义和经济理论会议”（New York，in March，1972）上，后来曾收录在由埃德蒙·费尔普斯（E.S.Phelps）主编的《利他主义、道德和经济理论》（Altruism，Morality，and Economic Theory，pp.71—86，C 1975 Russell Sage Foundation）一书中。“罗尔斯差别原则的霍布斯解释”一文首先出版在Kyklos［Kyklos 29（1976）：5—25］杂志上，该文再版也得到了出版者的许可。

我非常感激赛奇出版社（Sage Publications）允许我再版“帕累托最优的相关性”［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December，1962）：341—354］一文。我也很感激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允许我再次出版在年会上提交的两篇论文。第一篇就是“契约再分配的政治限制”最初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May，1974）：153—161］上，这篇文章是与温斯顿·布什（Winston Bush）共同完成的。我很感谢布什先生的遗孀温斯顿·C.布什女士允许把这篇文章收录在本书之中。第二篇是“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契约主义范式”，它是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May，1975）：225—230］上刊发的。北荷兰出版公司（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允许我从《公共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Fall，1976）：17—29］中再版“财政交换中的税收”一文。这篇论文最初提交在1975年1月法国举行的“公共经济学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Public Economics）上。

在本书中，有三章的内容最初发表在《伦理学》（Ethics）上，此处再版得到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许可。它们分别是“政治与科学”［Ethics 77（July，1967）：303—310］；“道德法则、预期价值观与大样本”［Ethics 76（October，1965）：1—13］；以及“实用主义改革与宪政革命”［Ethics 79（January，1969）：95—104］三篇文章。最后这一篇论文就是本书第19章的内容，是我与阿尔伯特·迪·皮耶罗（Alberto di Pierro）博士共同完成的，我非常感谢他允许把这篇论文作为本书的一部分。

本书另外其他四章内容都是在学术会议中所提交论文的修正版。其中“关于契约中的正义”一文是在1976年7月俄亥俄大学“关于正义的研讨会”（Conference on Justice）上提交的；“道德法则、预期价值观与大样本”最初是在1977年3月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市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举行的“理性、价值和政治原则研讨会”（Conference on Reason，Values，and Political Principle）上提交的会议论文；“税收中的民主价值”是在1974年10月威斯康星州拉辛市举行的“税收中的民主价值研讨会”（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Values）上提交的论文；而“自由社会的标准：定义、诊断与治疗”一文，原本是1976年9月在奥地利阿尔卑巴赫市（Alpbach）举行的“阿尔卑巴赫欧洲论坛”（Alpbach European Forum）大会上题为“宪政的自由”（The Constitution of Freedom）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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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们生活、工作和娱乐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是非常复杂的。作为一个科学家兼哲学家，我的角色就是丛林拓荒者，描述可感知的现实以及设定有意义的概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着双重目的，既能为观察到的世界提供一个更好的解释，也能为未来的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由于肩负着这种使命，因而对社会生产的抽象分析尤为重要。

我最喜欢的艺术风格是抽象的印象主义。我欣赏艺术家的想象，尽管受制于有形客体的本质要素，但能徜徉在无形的空间之中。除了尼古拉·德·斯塔埃尔（Nicolas de Stal），其他人甚至是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和安德鲁·韦思（Andrew Wyeth）都不能理解我的想象。如果把艺术形式与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抽象的印象主义也展现了规范的和积极的特征。艺术家能抓住所描述作品的基本要旨，赋予理想化的形式，从规范的意义上说这比真实世界更令人折服。可以说，社会学家表述社会哲学主张的过程与此类似。对于具体层面的讨论需植根于对社会互动特征的广泛认识基础之上。构成社会共同体的绝不是约翰·罗纳德·托尔金（J.R.Tolkien）作品中的霍比特世界（hobbit worlds），而是现实世界中的人。然而，社会哲学家必须从纯理论层面描述真实存在的人的行为，因此需要祛除想象和环境中的“杂乱”部分，直接观察社会过程的本质特征。现实中的社会互动关系，即使在想象和环境的框架中解释也必须是建设性的。然而即使不是有意而为之，对环境的规范性选择也是必要的。

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提供了经济体系运行动力的建设性解释，他认为个人的自利主义较少受到政治规则的影响，但受制于法律体系和制度。但斯密又发展了这种解释，把它运用到所观察到的社会秩序（或失序）状态之中。在此我要说的是斯密为我的研究（包括本书在内）提供了一种间接解释。通过使用某些术语和侧重点，我将描述“社会契约”的特征，在大众看来社会本应具备这种特征。

任何有想象力的人，都能发现我假想世界中的某些制度要素；有人总结社会发展的历史，有人考察当代的社会，也有少数人放眼于未来。然而，包括我所在学院同事在内，现代人很少理解我提到的社会秩序的制度层面的含义。因此我的使命就是进行“解释”，为怀疑者释疑解惑，即证明只有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才是自由社会宏伟蓝图的基础。

这种“解释”既包括分析也包括说服。有说服力的分析能够改变人们的态度，然而却不能脱离社会关系的法则。[1]
 但如果不能发挥抽象概念的工具性作用，那么相关分析就不能令人信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遇到的难题之一。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抽象的阶级分析有悖常理。这种基于阶级身份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似乎受到太多外在因素的干扰，也没有经验证据证明其理论假说。

通过对照和比较烙面师和屠户两种职业，亚当·斯密把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对象转化成人们熟悉的案例。在这种有效的抽象分析中，呈现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追求诚实利润的屠户，而不是到处推销屠刀的行为。一旦我们认识到意识的主体是人本身（如是布坎南本人而不是“社会”在论述分析），那么利己主义作为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动力的解释就是合情合理的。但这并不是说人们普遍接受了利己主义的解释，抑或效用最大化的概念，更不意味着它能够承担当代激进的“经济学家帝国主义”（Economist imperialist）的使命。我的主张不是颠覆性的，但抽象的利己主义为社会现实提供了部分合理的解释。鉴于此，请允许我接受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即人天生就是社会动物，同时也赞成亚当·斯密的观点，即同情或朋友情谊在人的行为中占据重要地位。

回到《国富论》的比较案例当中，亚当·斯密声称在经济社会中曾经的劳动形式已经消失了。这种论断是有说服力的，原因是人们会发现该论点并没有超出合理的可能性。普通公众支持建设性改革的前提是论证必须有说服力——开发大自然的过程中，人们的默许态度为工业革命的萌芽带来了希望，同时也为直接打破政府管制创造了条件。在本书或其他地方，我将通过简单间接的方式描述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社会秩序的特征，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是理解，二是建设性的改变。对于亚当·斯密而言，市场经济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事实上——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然而经济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需要与“法律和制度”结构结合起来，这应该被视为必要的整合。

总的来说，现代经济学家总是忽视经济体系运行所需的宪政制度与框架。这也造成经济学家不能承受的失败，即他们不能理解经济体系如何影响自由选择的可能性。谈到本书分析的工具性目的，我将围绕两个重点方面展开。我希望引起从事理论研究也包括参与政策制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仔细思考“法律和制度”之中的经济运作问题。同时，也想拓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思路，深入对经济秩序基本原则的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宽泛意义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来说，政治经济学家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

在引言的开头部分，我指出我的角色是观察制度的复杂性，并为之设定有意义的概念，其中概念框架离不开社会互动理论的支撑。试图把政治法律的制度引入合理的解释框架当中是一个难题，然而公认的具有市场交换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家对此则轻松许多。相对而言，在由男男女女组成的“普通的商业生活”（ordinary business of life）社会中，大部分经济行为都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符合“逻辑”。但是，在描述法律以及宽泛的政治行为时，符合“逻辑”的说法显得甚为牵强。

在《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中，我和戈登·塔洛克检验了我们称之为“宪政民主的逻辑基础”。我们运用简单的经济学方法，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出发点为政治秩序创设了一套概念结构，而且看起来像是为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以及他的同僚们提供相关信息，至少美国宪政体制的运作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本书解释了美国宪政民主制度的许多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回应某些质疑美国政治传统的批评家们，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也考察了宪政秩序的历史事实方面。

《同意的计算》一书的良好反应，表明我们的研究分析在一定范围内是令人信服的。然而，这本著作的缺陷是理论分析力的过度解释。对于宪政改革来说，一方面是观察到的基本宪政结构的逻辑后果，另一方面是背离或扭曲的宪政结构，在这两者之间是很难区分的。自1960年以来，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干扰宪政秩序的侵害案例都发生在美国，将来也仍有可能是这样。根据互动理论，这种公然的违宪行为凸显了研究未来事态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另一本书《自由的限度：在无政府和利维坦之间》（Limits of Liberty：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是一部不断完善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同时，学术界也出现了包括官僚制与规则等理论在内的重要研究成果。[2]


考虑到我们遵守的制度源自真正的社会契约，逻辑结构或秩序，但这种制度变得越来越没有效率，因而从规范上说识别和确定的实证分析失去了效力。在批评重商主义问题上，当代分析家与亚当·斯密的态度越来越一致。人们倾向于对现有制度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是硬要从规范上选择一个替代性秩序的结果。

为紧跟对现有制度的研究，我们的制度分析可能需要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展开。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3]
 的分析相似，哲学家试图定义一些由社会互动进程塑造的抽象“原则”，如正义、自由和安全等。另一种可能是，更大胆的社会哲学家研究所谓理想社会中的精细操作性变量，目的是希望这种理想模式有更强的说服力。生活在3个世纪以前的亚当·斯密并没有超前的学术视野，因而这个责任自然由当代才俊承担。最后，社会科学家兼哲学家集中有限的精力批评社会进程，这似乎成了任何关于宪政改革对话的先决条件。

显而易见，本书这些单独成篇的文章大致上涵盖了上述三个层面的研究。在第一部分中，主要包括对几种替代范式的批评，这些范式与理想中的社会宪政秩序相冲突。在第二部分中，主要集中在对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态度的描述方面，以及如何确定基本契约自由的限度。在第三部分中，主要涉及的是总被人们忽略的一个主题，即如何保证个人和团体能够在一定的规则下行动。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通过经济学理论考量立宪主义的契约论的几种方式，包括关于“财政立宪主义”（fiscal constitution）的分析。我希望目前的研究能完善这些构思。最后在第五部分中，主要包括如何诊断当前“宪政的无政府状态”（constitutional anarchy），以及我个人提出的关于宪政改革的解决方案。

我的观点是折中的、温和的。如果我的总体论证是有说服力的，那么关于宪政改革的进一步研究就将一帆风顺。此外在本研究中，更侧重于实际政策领域的具体建议。通常而言在竞技体育中，一个团队在比赛中的精神状态可用“积极”和“消极”来描述。倘若我的研究是令人满意的，法律/政治/社会/经济哲学家的“积极”热情就能够推动宪政的考察、评估和改革进程，但愿美国人能够永葆自由。




[1]
 迈克·波兰尼：《认知与存在》（CF.Michael Polanyi，Knowing and Being，especially chap.14）。


[2]
 对此戈登·塔洛克等人有一些重要贡献，如戈登·塔洛克：《官僚政治学》（Gordon Tullock，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威廉·尼斯坎南：《官僚制与代议政府》（William Niskanen，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以及阿尔伯特·布雷顿：《代议制政府的经济理论》（Albert Breton，The Economic Theory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3]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第一部分　无政府状态、法律与看不见的手


第一章　契约论视角下的无政府状态

两种阶段的乌托邦

在哲学上我常常把自己形容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我所描述的理想社会中，个人的概念是确定的，他们生活在非正式政治结构之中，但同时又珍视合作与共处的权利。然而，在我对于现实社会的分析中（也即理想社会的低级阶段），我的假设是在无政府状态之中，个人无法形成统一的行为标准。通常脆弱是人类的本性，因此人们必须同意制定法律，并尽力推行这种法律，目的是建立一个接近于理想状态的自由社会。因此按照第二阶段社会秩序的标准，我又是一个立宪主义者和契约主义者，在这里我所说的立宪主义指的也必须是遵守宪政规则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过程的秩序规则；从概念上说契约主义指的是以个人的全体一致同意（unanimity）为唯一准则，来评价观察到的契约中的规则和行为。

这种规范性解释有着清晰的逻辑线索，让我相信理想社会秩序是由真实生活中的男男女女组成的。在第一阶段的社会秩序中，所有人只是想象中的存在，而在第二阶段的社会秩序中，人已经成为真实或潜在的实体，但社会秩序中的规则和制度则成为想象中的存在。然而需强调一点，我自认为应把第二阶段的社会秩序作为分析和讨论的对象。同时，从方法论上说第一阶段的社会秩序是有悖主题的，至少不符合我的要求。可以说我所研究的社会秩序基本结构的概念与之不同，我们可以选择其中的“法则”，最终置于人的控制之下，也是人类行动设计的结果。相比之下，人的行为基本特征不能是也不应该是有意控制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对第二阶段社会秩序的概念体系进行修正，这样分析对象才符合研究的规范。

在开始研究阶段，人们必须认识到宪政法则的必要性，并且承认共同生活的法则的重要性，绝对不能幻想出现任何替代的选择或者认为可以尝试其他法则的态度，我称之为“宪政态度”（constitutional attitude）的培养阶段。不管是否愿意，都必须考虑到作为个体的存在，人们是否认可这种宪政态度的必要性？如此看来，与其他研究一样，我对于理想化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秩序的分析也应该建立在理想化的绝对无政府状态之上。可是，与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相关分析相比，典型的代表人物如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1]
 ，我仍然认为我所分析的理想社会秩序更有现实意义，也更加合理和有效。我将谈到下面的命题，同时给出有力的证据。

权威的逻辑

在分析这个命题之前，我将检验如果放弃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视角，可能引起何种后果。与其说人们只是不具备必要的宪政态度，还不如说没有能力评估他们自己的长远利益，我们不过是生活在接近于绝对“霍布斯丛林”的冷酷无情的权威秩序中。然而，如果相信这种观点，人们需清楚地意识到建立一个秩序稳定的“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转变观念选择另一种权威标准，它包括追求明确的基本目标，同时为实现目标设计的社会结构的效率性。但是该标准取决于哪些人的价值观呢？此处，我已经拒绝了个人主义的立场，然而从一般意义来讲，个人主义又可能会形成这种权威标准。然而，如果它仅仅涉及某一部分人而不是全部人，那么又该做何解释呢？对权威的理想限制必须与共同体中的某些团体的明示或暗示的价值规范一致，这是一种必要条件。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价值规范仅仅反映了有话语权的人们的意志。

无论研究者承认与否，多数关于社会改革进程的分析都离不开这种脆弱的哲学基础。某位经济学家钟情于特定的政策措施，这不过是一种自我辩护，如他可以凭着自己的权威以及专业学科领域中的技术分析，主张应废除国际商会（ICC），但这个过程实际暗含着他自己的价值判断（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既然不同的人群与组织有着不同规则，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判断权威的一般标准。可以说无论是在纯概念层面还是在社会秩序的基本规则层面上，政策输出与个人之间都是没有关联的。

所有一切都意味着这种权威来自喧嚷的口舌之争，来自由此激起的权力争斗，毫无合法性可言，我们甚至可以从主观上推定这个术语的含义。在“权威主义”范式下，国家都失去了最基本的实用主义要求，即主权与个人（无论是谁）之间的霍布斯式契约。在这种范式中政府没有道德合法性，人们也没有理由去遵守法律的义务，也不会相互尊重彼此之间的权利和身份。

包括知识分子和学者在内，多数人都以这种视角来理解政府，更重要的是如果政府的代表也持有这种看法，那么无论是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的空洞说教就缺乏道德支撑。但是，如果事实并非如此，虚无主义的理论假设就能推翻道德合法性的合理基础——普遍化的个人价值？在社会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如果个人利益不是人类行为的动机，那么对于“想象的”（as if）社会模型来说，无政府主义者和立宪主义者的影响注定都是破坏性的——在经验上为社会进步而建立的规范性标准也是没有根基的。无论怎样，它们只能削弱人们服从现存的权威，同时也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替代选择，这不可避免地会破坏社会秩序。

个人主义的规范

无论是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是立宪主义者都会思考这一问题，然而他们的答案不一而论。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立宪主义的契约论都有某种特定的兴趣和意向，几个世纪以来两者同属于政治哲学论辩的核心，而且今后这种争论还将会继续下去。它们都离不开个人主义的框架和设置，与非个人主义没有关联。[2]
 在此我使用了非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的词汇，原因是它有着更宽泛的范畴，这属于一种政治学的真理检验范式（truth-judgment paradigm），在实践层面上既能产生集体主义的也可能是非集体主义的结果。

首先不管经验假定如何，我认为在规范上个人主义的模式是合理的。其次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变体更优于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变体。按照“想象的”假设，关于人类行为的终极定义是：人类的属性使得人们的行为动机出自个人利益，这种推理在规范上既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对人类的误导性行为进行经验观察和评估，绝不能取代这个“想象的”假设，在本质上它是无可替代的。倘若个人利益不适用于理解和定义人的行为？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人的利益和动机呢？事实上如果上帝真的是一个超人的实体，那么我们或许拥有了一个替代性的权威资源。倘若不是，唯一可能的权威必须来自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如某些近似于上帝的个人，抑或某些宣称近似于上帝的团体。然而，从根本意义上说，这种近似于上帝般的权威特性是不道德的：他们把其他成员的价值和身份等同于动物。

无论个性特质和成分如何，个人主义的首要价值是，在哲学意义上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一谈到人类，我们自然会认为他们在道义上是平等的，没有人比其他人更有价值。是否具有这种信念，是判断个人主义者与非个人主义者的主要标准。同时，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这种信念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与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分道扬镳。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哲学层面上两者之间的契合由来已久。

无政府状态与契约的秩序

把无政府主义者与契约主义者区分开来的是“猜想式的经验主义”（conjectural empirical）的议题。实际上倘若人们可以重新选择，那么可能倾向于选择概念上可供观察结构的社会秩序。然而人们是否会选择理想化的无政府状态，抑或通过契约使大家同意订立法律，建立用于限制个人或团体行为的某种机制？在经验上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社会发展从来都不是可以选择的。社会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在任何特定时间点观察到的社会秩序，从形式上看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契约主义的。

正是如此，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范式才最容易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如何区别两个社会秩序的形式，如何解释或解读（通过推理证明）社会中的包括事实或概念上的法律和制度，以及它们是受到契约主义还是受非契约主义的（noncontractual）限制（可据此推理是否合理）？即使契约主义的范式足以解释所有观察到的制度，它在判别式分析上仍是苍白无力的，可以说除了审美情趣之外别无他用。

然而如果谨慎地使用这种模型，还是能对两种不同的可供观察的制度进行区分的。如在契约主义原则下，政治上的多数人并不能掌控无限制的政治权威。在订立契约的情况下，人们不能预知自己的社会处境，无论议会、司法机构还是军政府中的适当多数选择，都不会同意授予某个团体无限制的强大政治权威。当然承认这一点，就找到了契约主义范式与立宪主义的契合之处。[3]
 但是宪政的界限在何处？依照契约主义的信念，在宽泛的宪政权威下应该废除哪些政府行为呢？

在没有第三方溢出效应的前提下，通过自愿的契约同意个人或团体达成的任何武断的限令或禁令，并不能形成令人信服的“社会契约”。比如最低工资的立法，以及拒绝接受关于职业、职位、投资产品以及地理位置的限令，原因是这与种族、民族以及宗教背景的歧视并无二致。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但也不是说没有合适的非典型案例。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分类形式不仅仅证明了潜在制度的合理性，还论证了可观察制度的可能性。然而从广义的概念上说，契约主义并不意味着契约制度已经形成。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按照契约主义原则制定的大多数政府限令和禁令，并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契约同意，很可能只是政治强制的结果。

举例来说，如1975年实行的每小时55公里的限速规定。依据契约主义的范式我们能否实行这种控制个人自由的限令呢？考虑到安全和燃油等因素，驾驶员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样看来在实施限速方面达成一般性共识是可能的，而每小时55公里也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规定。然而不论这个限令到底是不是“每小时55公里”，正如我们所见，它是一种具有广泛支持的一致协商的结果，但没有通过直接的全民投票的方式。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它仅仅反映了政府官僚的偏好，而且他们也有能力对立法机关施加影响。

宪政的契约

然而，如果在审查某种特殊的政策措施时过于严格，我们就忽略了宪政与后宪政（postconstitutional）阶段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差别。难道在后宪政阶段应该实行契约的标准吗？还是仅仅局限于宪政阶段？只要立法机关恪守宪法授予的权力行事，那么按照契约的原则每小时55公里的限令大体上是可接受的，任何单个案例的可观察结果并不必然与概念化的契约论保持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契约论极易受到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嘲讽。倘若具体的政治行为不能自我评价，只能通过是否符合宪政程序来检验，那么这种基本的范式似乎缺乏根据。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它可能要为由立法的多数原则通过的任何行为负责，也可能为由多数原则授权的官僚行为负责，甚至为那些难以辨别的严格执行行为负责。这种批评意见是合理的，相对而言，坚定的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更有助于归类，也更有吸引力。既然所有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行为都是没有合法性的，那么这一系列合理主张也是毫无意义的。

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必须重新回到评估阶段上来。如果它的理论假设，表明某些特定政治行为尤其是一系列孤立行为不符合契约同意的规则，那么就是需要重新审视立宪主义的授权行为。由宪法授权的国会和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限速规定符合契约的原则吗？由国会直接管辖的环保部门的活动呢？以及众多的管制部门的行为呢？这些问题表明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找出立宪主义的合理限度，尤其在政治机构干预经济自由方面。此外，许多相互联系的特定政治行为，从表面看都符合政治限制的要求，但事实上需要重新评估。应该承认，我们这些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者对此有所疏忽。可以说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工作，摆在我们面前的研究任务依然很艰巨。

同时，作为哲学上的旅者，我们欢迎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自己的论点，如他们在谴责对个人自由的政治迫害方面。我们既接受绝对的契约主义者的原则，同时认可无政府主义者直接谴责的某些案例。如我在其他地方强调的那样，[4]
 在现代人看来，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的有限政府（limit-ed-government）理想并不那么激动人心，考虑到政治权力易于过度使用，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无政府状态的理想可能有助于在个人主义和非个人主义之间达成平衡。

我承认关于现有政治制度的批评，在思想上无政府主义者可能比契约主义者更胜一筹。无政府主义者批评意见的最薄弱之地，也是契约主义范式最成功之处，或许这正是否定性批评意见与建设性设想之间的桥梁。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是不正当的。因此，他不会主张通过精心的政治计划方式废除现有政治结构。然而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的价值观，这样他就无法宣扬这些缺乏革命性的价值观。相反通过可观察的政治结构，契约主义者能够进行持续的实验。比如说这些基本的法律和制度是否反映了公民的全体一致同意？倘若没有，那么可以证明他的论点是有说服力的，为此关于相应的修正问题，在概念上达成一致意见也是可行的。这种游戏规则或许已经发生了改变，然而只要我们做出妥协这种游戏还会持续下去。然而，为什么不从根本上废除这个游戏呢？

要从哲学上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关于理想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契约主义者的本质区别上。如果废止所有的规则，社会游戏的运行完全依靠道德和伦理上的自我管制和自我监督，这显然是对人类本性的过度自信。为什么在日常的游戏中，我们离不开裁判员和仲裁员监督，必须要遵守规则呢？对这种非正式游戏的经验考察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它可证明契约主义者的核心假设：对于社会秩序来说，法律和规则是一种必要条件。

个人权利的定义

我可以就此搁笔结束，把余下问题留给其他经济学家。从传统上看，经济学家满足于交换和契约的分析，他们尽可能考虑到分析的复杂性来提出相关假设，即个体参与者都是完全的实体，他们有能力在多种选项中作出选择，对于不确定的法定产权和权利，他们能够达成全体一致同意。大多数实证和规范的经济学分析的给定假设是：人们之间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包括人性和非人性的要素禀赋。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走得更远；为了论证任何政治结构都是没有合法性的，他们假设个人之间的权利有着明确的和清晰的“自然边界”（natural boundaries）。这种“自然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尤其是因为个人权利易于受到未经同意的不法“侵害”。[5]


实际上，对个人边界或个人权利进行定义会引起很多问题，然而在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秩序分析中，离不开“个人”这一术语。个人指的是谁？如何定义他的权利？人们之间自愿的契约安排的标准和起点是什么？

我前面讲到哲学意义上个人主义的首要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进一步说，在道义上我强调有义务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就是没有谁比其他人更重要。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平等，这种观念仍旧也必须是一种基本的规范性框架。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接受了这种框架，但在应用时比其他信奉个人主义的人更严格。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强调的道义规范上的平等，指的是不论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多大差别，都应当尊重每一个人平等法定权利的“自然边界”。[6]
 假如存在这种“自然边界”，契约主义者可能把个体单位看做复杂契约安排的起点，并最终发展成为实际上或概念上可观察的政治结构。在存在“自然边界”的假设下，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假定，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在推理的经验层面这种相互依赖性更易于检验。

然而，这种“自然边界”或界限当真存在吗？一旦超越单纯的个人权利概念，上升到严格的实体层面，如何判断这种“自然边界”的特征呢？在所有案例中，任何单一的个体诉求都可能产生明显的或潜在的矛盾，那么此时“自然边界”又在哪里？假如罗宾汉（Robin Hood）和小约翰（Little John）恰好在人行桥上相遇，那么谁有权利首先通过呢？

参照“占有”（acquisition）的过程，罗伯特·诺齐克大胆尝试回答这一问题。他在论证人与人之间边界界限的合法性时，认为它取决于占有了何种权利，而不是一个人或团体的实际或名义产权的绝对或相对的结合。人们通过自愿转让的方式获得物品就符合“自然边界”的要求。无论是谁，如果通过非自愿的方式获取以前没有的物品，就不符合“自然边界”的主张。

关于是否存在“自然边界”问题，最终检验方式是什么呢？这必然取决于可观察到的人们自己的态度。我们是否看到人们的行为越过了正式的法律规范，如同真实存在着他人权利的“自由边界”？相关证据并不是单方面的。为了反驳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极端论点，我们应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在没有正式规则时社会互动关系依然会发生。无政府状态占据了人际交往的许多场合，而且行之有效。在拥挤的城市人行道上，并不没有规则来指挥行人的流动，再如没有规则来指导一群（如10人）人的日常交谈，也没有什么规则约束电梯间的行为。

然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有证据表明关于各自权利的边界，人们并不能同时达成共同的同意。但这确实是某些国家行为的契约主义逻辑，据此可以限定和规范个人行为的限度。然而，承认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政治权威可以做出武断的决策，如界定个人的法律权利，以及决定个人权利的分配方式等。倘若我们否认经验上存在“自然边界”，那么问题就回到了起点。结果是，又该如何证明个人主义是产生契约主义的政治权威的基础呢。

霍布斯式的环境

在没有正式规则的情况下，唯一选择似乎就是个人行为的分配和界定，这就是完全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环境下将会出现某种“均衡”，也维护了人们正当行为下的分配形式。同时，这种分配取决于人们获得满意的物品和资产的能力。可以说“丛林法则”处于支配地位，在人们的持有物相对分配方面道德合法性显得无能为力。然而从合理推理的层面上说，这一结构最大的优势就是符合逻辑起点，即从“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开始形成契约的过程。[7]
 在这种霍布斯均衡中个人不需要“自然平等”（natural equals），但人们发现契约同意能够为双方带来好处，如建立起理想的中立政府部门，进而限制他们的行为。

当“自然边界”或洛克式设想取代了霍布斯式设想时，或者不承认存在相互同意和尊重的个人权利的“自然边界”时，这种视角转变是非常明显的。在洛克式设想的诺齐克式变体中，无政府状态是没有正式规则的——没有法律也没有执行工具，这提供了一种有吸引力的视角。与之相对，在基本的霍布斯设想中，或由它派生的任何一种范式当中，无政府状态根本不是一种期望状态。在这种完全无政府状态中，人们的生活是“贫穷、污秽、野蛮和短暂的”。即使可能出现极端的契约同意抑或受到霍布斯式利维坦的威胁，坚持个人主义原则的理性的人们，需要防止出现这种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在法律以及制度方面达成全体一致同意。[8]


结论

我们分析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问题。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契约主义者有着相同的个人主义价值的前提。此外，大体上它们对社会失序的诊断都反对过度扩张的政府权威。进一步说在宽泛的政策改革领域，两者的议程也是一致的。然而在“好社会”（good society）的描述中，这两种政治哲学却大相径庭。至少在第二阶段的理想模式中，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使用了人性的霍布斯式假设的某种变体形式，把无政府状态看做一种恐怖的制度。抛弃了所有的法律，所有的制度秩序，成为一个由霍布斯人组成的混乱世界。而契约主义者必须坚持规范的视角，这远非易事，原因是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集体主义者都在使用这一视角。契约主义者寻求“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ordered anarchy），这是一种拥有最少正式规则和限制，同时能够为个人提供最大自由的状态。这源于经典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即在没有国家过多的直接干涉前提下，人们相互独立的行为可以自发地协调，通过类似于市场的机制以获得共赢的理想结果。但是，亚当·斯密坚持认为这种协调无法自然而然地发生，只有在法律明确限定个人行为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契约主义者需要仔细地区分两种情况，一是需要法律保护的人们的行为领域，二是最好没有法律干涉的领域。在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任何法律都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相信人们之间相互尊重彼此的“自然边界”，而集体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把社会失序看做政治上失控的人类活动的结果，对此立宪主义者的契约主义持有中间立场。可见，他们的世界在“无政府状态和利维坦”之间，不属于任何一种。




[1]
 穆瑞·罗斯巴德：《为了一种新的自由》（Murray Rothbard，For a New Liberty）。也见戴维·弗里德曼《自由的机制》（David Friedman，The Machinery of Freedom）。尽管他们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但我认为他们很明白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因此把两者混淆在一起显得极其荒谬。


[2]
 普拉特纳（Plattner）把公开的立宪主义者约翰·罗尔斯以及可称为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归为同一范畴的“最深层面”（the deepest level）。普拉特纳对两者兼有批判，并提出了政治学的超个人主义的先验主义观点。见马克·普拉特纳：“新政治理论”［Marc F.Plattner，“The New Political Theory，”The Public Interest 40（Summer，1975）：119－128，notably p.127］。


[3]
 对此详细分析的基础理论如，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James M.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4]
 请见我对于戴维·弗里德曼著作的评论［The Machinery of Freedom，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2（September，1974）：914－915］。


[5]
 罗伯特·诺齐克分析的一个优点是：他详细分析的潜在假设就是个人权利的“自然边界”模型。见《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Robert Nozick，Anarchy，State，and Utopia）。


[6]
 为了便于分析，我和罗伯特·诺齐克都可被当成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尽管诺齐克支持无政府状态下的最低限度保护性国家（the minimal protective state），在这一点上，他尤其反对严格的无政府主义的模型，他给出了详细的论据证明个人权利的自然边界的假设，这也是我在此分析的重点（Cf.Nozick，Anarchy，State，and Utopia）。


[7]
 罗尔斯在其饱受赞誉的《正义论》一书中，试图从人们观念上的契约同意推导出正义的原则，由于“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存在，人们处在“原始状态”之中。然而，罗尔斯并没有详细地描述“原始状态”的特征。


[8]
 关于上述论争，我在《自由的限度》一书中有过详细的分析。同时也见《无政府状态的理论的探索》（Gordon Tullock，ed.，Exlorations in the Theory of Anarchy）。


第二章　法律与看不见的手

自发的秩序

我经常谈到在经济学中只有一条值得强调的原则，由于受到了经济学家的诱导影响，大多数人也接受了这个原则。没有这个原则，人们也不会把经济学视为一门合法的学科，也不可能把它视为自由教育课程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我把市场的自发秩序原则看做18世纪最聪明的发现。

对于这条原则，体现的最明显的是亚当·斯密的著名观点：“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
 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曾说到经济学家的责任就是揭示如何最小化地使用最稀缺的资源和偏爱。无论何时，只要观察到任何有效提案需要加注爱的情感时，他都要求经济学家给出告诫。[2]


如何理解这一原则是很重要的，它代表了解释经济过程时的态度。对于无法理解该原则的人来说，它是没有秩序的，尽管这些人既缺乏正规的经济学教育（或受到荒唐的正规教育，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也没有关于社会现实最基本的洞察力。如果一个人受到习惯支配就很少会思考，但还是需要自我反思，然而这样他也不会理解这一经济原则，比如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每当他去超市时总是发现杂货商的架子上摆满了番茄汁。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这种环境下他很容易受那些旨在破坏经济正常运行过程的人的影响。番茄汁的持续供应倘若上升到政治意识层面，不论是偶然原因还是有心煽动，为获得稳定的供应（番茄汁或其他物品），经济文盲自然而然地拥护政府的控制措施。作为一个学科经济学存在的理由就是它的教育功能，即尽可能地减少经济学无知者的人数。

即使没有直接提到，我也间接地指出要理解这种自发协调的原则，政治的理由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还有另外两个理由有助于解释该原则。第一，如罗伯特·诺齐克在其饱受赞誉的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所声称的，关于现实的“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比其他解释更有智慧也更有美感。我不完全赞成诺齐克为其论断找出的复杂哲学基础，但从一般意义上说他的理由似乎是充分的。我们认为这一理解和解释具有正面价值，这引发了一些不负责任的预言。相比牛顿式（或后牛顿式）的解释，如认为行星运行与“上帝的意志”有关。经济学的解释就是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番茄汁会在货物架上，以及当某些具有内在价值的物品需求增长时，将会发生什么问题。

第二个理由就是效率的应用。我们知道货架上将会有番茄汁，然而也知道将会有更多的番茄汁、土豆、鞋子——更多有经济价值的物品——只要我们不去干涉而是依靠市场力的运作。如果我们把经济总值当成一个合理的目标，那么这就为其提供了一个解释协调原则的工具性理由。

或者我们可以引入迈克·波兰尼关于组织科学使用的类似原则。假如我们立志于探求未知问题，最好让科学家自己决定他们的研究。既然拼图游戏的“完整拼图”没有设定边界，或者即使设定了边界也没有人知道，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不同的人来确定小的拼图。

自发的失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发协调的原则需要对这三种理由进行解释，分别是政治的、审美的和经济的理由。如果把三者混淆就可能会造成应用上的混乱。在另一个例子中，我们不再使用杂货商架子上的日常商品，而是在圣地亚哥海滩上丢弃的垃圾（这里，假设没有相关法律禁止倾倒此类垃圾）。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垃圾让美丽的海滩变得脏乱不堪。与杂货商的架子上的番茄汁同样，我们可以理解和解释这个结果。人们在海滩上倾倒垃圾不是因为他们邪恶或恶毒（这种人可能是存在的，但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们也不过是一小撮人）。人们倾倒垃圾只是因为他们的利己主义，这一行为的含义可大可小。然而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脏乱的海滩不会比干净的海滩更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由自己丢弃的垃圾只不过是整个海滩的一小部分，同时他们自认为自己处理垃圾的成本可能更高。在大数情况下，相对而言个人行为对垃圾总量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可能的情况是，每个人一面继续丢弃垃圾而另一面却在谴责这个肮脏的海滩。

当然，这是经济学家熟悉的案例——外部不经济性的例子，它产生了公共的恶，也是广义上的囚徒困境。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已经出现了可观察的结果，因为产权还没有应用到海滩等资源上面。假如这类稀缺资源属于某个人或团体，他们将致力于维护清洁的标准，把外部不经济问题内部化，目的就是保证经济效率。然而，我的目的既不是分析这类特殊案例，也不是许多“市场失灵”引起的普遍问题。我的目的不是阐述关于“秩序”的“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显然对于那些满足于此种解释的人来说，这不是令人满意的。通过对个人行为进行观察，我们已经解释了海滩上堆满垃圾的原因，即每个人都在最大化自己的效用。这种行为互动关系导致了多种秩序模式，它不是由任何个人设计而成的。同样，这种秩序也不是源于该互动进程中任何行为体的主观性。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三个自发协调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下述案例。脏乱的海滩上出现的“秩序”，是由无政府状态造成的；也是没有政治的或管理的协调控制或管制的结果。我们完全理解这也源自于“看不见的手”的机制。在其他案例中，我们对解释观察到的结果感到满意，在由个人组成的互动关系中，出现了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行为，这让该解释显得非常“自然”。从审美的角度来理解该原则，这种方式与亚当·斯密的肉―面包―土豆的例子并无区别。

“看不见的手”的机制让我们认定海滩上的垃圾将会维持在特定范围之内，它实际上是由个人效用最大化决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必然产生混乱；即使在没有政府权威的特定管制和控制情况下，公共的海滩也不一定堆满成吨的垃圾。对于任何给定的人群，不论处于何种道德规范，关于公认的公共资源中的无政府状态也会达成某种均衡，通过术语等分析工具经济学家可以预测和描述这种情况。

使用经济的而不是审美的或政治的原则来分析海滩垃圾的例子，它不同于亚当·斯密的屠户、烙面师和烛台匠的例子，也不同于包括我提出的番茄汁例子在内其他广为人知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案例。按照自发协调原则的标准进行解释，在没有政治管制（当然，假定有完善的机制合法地保护产权）的直接干涉下，依靠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动力，可以预见我们将会得到更多的肉、面包、烛台以及番茄汁。假如我们普遍地承认多比少更好的价值判断，而且每个人都比其他人能更好地确定自己的利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有效率的。如果使用技术性的经济学术语，我们可以说市场运行产生了帕累托效率的结果，这意味着在正常的条件下，可以假定不存在这种安排，即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

然而，垃圾海滩的例子推导不出这一结论。在无政府状态的均衡中，每个人都独立或分别行使着无拘无束的效用最大化行为，而且没有改变这种行为的动机，也没有谁会有清理海滩垃圾的念头。然而，倘若所有人或大多数人改变他们的行为，主动去清理海滩上的垃圾，那么结果是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更好。这里生活的“更好”的意思有着特定的内涵，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在改善自己的行为之后，使沙滩的每个人都发现自己获得了更多的效用。没有谁会觉得获取的效用比以前少。这不过是“看不见的手”起作用的另一种说法，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个人的单独或独立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并不必然带来效率。通过垃圾海滩的例子，自发协调的原则解释了可能出现的经济无效率，这是无政府状态均衡的特征，也有助于解释亚当·斯密的案例，在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均衡（确定产权）下可能出现的经济无效率。从这个角度说，在本质上自发秩序的原则是完全中性的。它不必仅仅或主要限定在解释有社会效率的意外或无意识的结果。

法律的秩序

关于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原则，已经有了太多粗劣简单的总结。这也是我的主要目的，即检验那些不能归之为“经济的”人类行为自发协调原则的适用性。在通常情况下，这些行为不能使用生产、交换以及“好”与“坏”的交易来描述。同时我想要仔细观察“法律”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这里我的定义比较宽泛，它包括了全部法律制度。我分析的是在法律制度、立法改革、尤其宪政改革中自发协调原则的适用性问题。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F.A.Hayek）教授是一位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一位我尊重和敬佩的社会学和法学哲学家，他把我的分析和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3]


哈耶克把“看不见的手”的属性看做法律制度的演变，显然他没有合理区分自发协调原则正面的和规范的含义。从严格的正面意义来说，自发协调原则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法律制度。然而不论是从事实还是从概念上，通过评估观察到的秩序的效率或无效率现象同样有助于做出解释。现有的“法律”可能是亚当·斯密的面包和肉的例子以及前文我提到的垃圾海滩例子的混合产物。为了获得规范性的含义，我们必须仔细比较分析。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运转方式并不能保证最终会形成社会效率的结果。从历史上看，决定法律制度秩序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选择。这种制度都有“改革”的余地，可以变得更有“效率”。当然关于这种改革可能性的分析，需要在理解自发秩序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对法律制度过多以及不合时宜的干涉行为，不应妨碍我们追求革新的目标，对于我来说，哈耶克的观点似乎在强加给我们某种立场。

通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我将会详细分析这种论点。我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必须承认“我们开始于此”。任何关于社会制度的评估和分析必须与现实相契合，原因是它描述了真实存在的现实。为了这个目的需要确定法律的主体，也必须分析现有的整套法定规则和法律制度。相比之下法律的学校教育远远不够，达不到传播这种分析的作用。

对于所谓制度的“实证的历史”的研究，专业学者应该付出艰辛的脑力劳动。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发秩序的原则。不论是全部还是部分的，关于现有结构，如果法律史学家试图探求某种明确的或有计划的设计注定是要失败的。更重要的是，正如哈耶克强调的，法律是“进化的”（grows）而不是“设计的”（made）。法律史学家必须解释法律进化的根源，显然通过“看不见的手”机制该解释可能更有条理和清晰。但是，法律的某些特定部分还是“设计的”，它明显具有履行特定目的的痕迹。法律史学家应该区别这两种不同的部分。解释和区分——可能是实证史学家必须完成的工作。

然而，对于现有法律结构进行评估的人来说，原始材料比实证史学家的资料更有价值。再回到垃圾海滩的例子，假定精确的历史能够“解释”为何没有形成一套行为标准，以及为何没有对个人行为施加正式的限制。人口数量的增长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在半个世纪之前通行的行为标准，如今却变得不合时宜了。然而，判断“不适当”或“不需要”标准的概念基础是什么？为什么分析家把观察到的结果归为“无效率”，而史学家却在忙于解释结果是如何出现的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耶克的观点似乎起了误导作用。他认为制度是自发演化的结果，在选择面前每个人都有独立的行为，这体现了效率的属性。然而，就垃圾海滩例子的推理而言，“看不见的手”合理解释了最后的结果，并不需要过多暗示其他规范性意义。[4]
 然而，规范是如何形成的呢？这里我的立场成了哈耶克所说的“建构主义者”，这多少有点轻蔑的意味。不过，为了区分我的立场与建构主义的理想类型，我附加上了“契约主义者”一词。关于这一问题，我的答案是明确的。我们可以使用一致性来评估现有法律结构的构成要素，这种一致性“源自于”所有社会互动过程中人们之间完全的“社会契约”。[5]
 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没有主观设计或意图的法律结构，以及在历史某个时间段“争取”完成特殊目标的行为。分析家必须使用“近似”（as if）契约主义的标准来检验所有的“法律”。但是，除了对失败的可能进行预期假设，此类检验并无助益。按照分析家对秩序原则的理解，可假定使用海滩的所有人同意限制倾倒垃圾行为的某种规则，或者期望调整现有法律以禁止这种行为。他的假设最终检验结果是，人们之间的一致性同意可以实现某种变化。[6]


我不确定哈耶克如何认识我的这种基本的契约主义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分析的确“提供了判断现有制度是否符合契约主义原则的根据”[7]
 ，因此也可以归于建构主义者的范畴。但是，这种立场与理性主义者完全不同，比如在社会群体的理性规范方面。如果对契约主义者的立场正确地描述和解释，那么它应该是提供了一种合理的选择，相对而言，哈耶克只是暗示效率在社会演化过程中制度形成的意义，理性主义者的设想也不过假定了社会群体意识的存在性。我完全赞同哈耶克对理性主义者的批评，然而他似乎忽视了契约主义的选择，他的批评可能起了误导的作用，尤其是在契约主义的建构方面。[8]


倘若如哈耶克暗示的那样，没有也不应该存在评估现有制度的某种准则，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忠告。当然现有法律结构中包含多种要素，毫无疑问的是在效率方面它符合技术上的帕累托标准；尤其是考虑到它可能是一个演化的过程，没有任何人为设计的属性，同时这些要素本身也是选择的结果。可以说，法律制度的历史起源与它的效率属性没有任何关系。唯一与之相关的是制度的选择能力，即从多种有效率的选项中做出选择的能力。在每一个案例中，必须使用“近似”的契约主义的检验，即在检验之前预先假定现有的制度是符合“效率可能性”的。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效率”有着严格的意义，完全不同于在他处的内涵，如特定个人，或某个由个人组成的团体的效用功能。这里的帕累托效率建立在所有人同意的基础之上，至少是他们不同意进行任何特定的变化。

尽管如此，哈耶克强调许多制度的形成并不是有意识地设计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效率有了明确的定义。但是由于某些要素被认为是无效率的，哈耶克并没有注意到法律制度必须受到同样的检验。[9]
 从帕累托检验的角度来说，法律结构的许多要素或许被暂定为“无效率”。因此，那些理解自发协调原则的人们能够也应该提出关于改革的明确和详细的建议。该建议的框架应当指出变革的方向，这样社会互动的参与者，即公众才能够表达赞成或反对的意见。经济学家能够也应该制定规则和法律，才能对海滩上倾倒垃圾的人收费，从而建立一套解决最终问题的规则，比如说维护海滩的清洁。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案例具有误导的作用，原因有两点：首先，这一精心设计的案例暗示，为了更好的生活，在没有进行更多的详细比较、修正、多维的交流、政治合作以及补偿性支付的情况下，所有人的行为都可以同时一致地发生改变。即使是在经济学中最极端的状况，也不可能出现像垃圾海滩这么简单的案例。从这一点说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即参与者不可能一致地行使某种行为，而且也可能出现不满意的结果。假想一下沙漠中的采矿工作。只有一少部分人能够从采矿行为中获益；对于这些受益者来说，他们的预期收益超过了预期成本。而对于其他人，所有不是矿工的人们，或许会受到采矿带来的沙漠化行为的伤害。假定在现有法律中没有任何涉及此类采矿行为的规定，并且沙漠也不是私有的。那么我们观察到的结果是无效率的还是有效率的呢？无疑矿工们的行为受到了新法律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必须估算矿工们承担的成本，同时也要估算由采矿活动给不是矿工的其他人所承诺的收益或好处，才能得出假定或假设的判断。倘若没有相关法律，而且这种采矿行为被认为是无效率的，那么就必须制定一套可行的补偿措施，用于“贿赂”或“收买”采矿业的人们自愿改变行为。

这个案例远比垃圾海滩的例子复杂，但在对最后结果进行评估时，两个案例都存在很多问题。然而，对于这些严格的经济学案例，第二个误解的根源恰恰是由于它们都有明确的最终目标。对于法律结构的一般要素来说，对于最终目标的定义就是评价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请认真思考一个平常但有用的例子，如普通游戏的规则。不论是否存在演化和意外的过程，或者存在某种计划中的设计，游戏都是由它的现有规则来定义的。按照传统的帕累托标准检验，这些规则是有效率的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运用“近似”契约主义的检验？游戏的参与者会同意进行改变吗？

由于几乎不可能通过改变规则来实现既定目标，这就设置了概念性的障碍。前文提到的案例，设计的不过是某些“清洁”或“自然美”的问题。它们或许也会援引出“公平”的标准，但何种“公平”才符合独立同意的原则呢？[10]
 如果要改良普通游戏规则的原则，就需要参与者深入的内在化过程，而不是发展成为垃圾海滩的结果。很明显，在垃圾海滩案例中需要达成同意的评价标准（清洁的海滩比肮脏的海滩更好），这样分析家才可以进行观察，进而提出可能形成某种改变的假设。对这一假设的检验是明确的：参与者之间达成的同意。但是在这一特定案例中，分析家提出改革建议的困难是概念性的；经济学家提出建议的目的是改变经济政策，相对而言，在进行预测时立宪主义分析家必须更加世故。

我的观点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还有一些问题：为什么像哈耶克这样一个精明的学者会把效率看做社会演化过程的结果，其原因是否可与在限定的法律框架下出现的市场制度相提并论呢？如果无法理解市场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原则，就很可能带来政治和政府控制的侵入，造成许多错误的和破坏性的干涉。然而，难道这些侵入行为不是一般社会演化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吗？哈耶克何以证明这些规范，并把这些干涉定性为“界外”（out of bounds）行为呢？而对于总体结构立场的评估难道不应引起建构主义者的怀疑吗？当然哈耶克必须承认这些规则可能是无效率的，它们的出现（并非是“建构的”）是用来限制市场调节的。但是他的检验过程是什么？虽然他似乎赞成改革，赞成通过“立法”来纠正演化进程中的偏差，但没有提供判断的标准。我认为哈耶克最终陷入了可称为逻辑矛盾的处境，原因是他似乎担心在大多数案例中政治安排必然会引起社会破坏。尤其是在批评人们无法理解受法律制约的市场运作中“看不见的手”机制时，我认为他热衷于改变他的合理批评意见，也热衷于无根据地和自我矛盾地批评那些对于法律的形成和运作进行评估的人，而这些人通常使用的是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术语。

“内部规则”（Nomos）和“外部规则”（Thesis）

在我的分析中并没有对“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进行区分，而是分别引入了哈耶克的术语“自由的法则”（law of liberty）和“立法的法则”（law of legislation）。基本上，我反对使用“看不见的手”或演化的标准来对这两种法则进行评估，但该评估或许有助于描述哈耶克的区分方式。他强调的是“内部规则”，认为法律主体源自于自发调整进程中的独立判断行为。[11]
 英国习惯法的演化是一种历史模式，它的含义是很清晰的，即关于这一演化过程形成的结果被认为是有效率的，反之对这一过程进行干涉很可能是有害的。如我曾提出的观点，我无法相信法律的演化是由为了保证实现效率或最优选择的独立判断决定的。[12]
 从概念上，哈耶克把法律制度视为不同于且优先于立法的行为，这种设计或建构的法律规则是用来指导政府行为的。相对而言，立法标准不是由“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产生的，然而他对此鲜有评价。[13]
 显然他认为“立法”应包括宪法法律，虽然它不过是整个法律结构中的一小部分。哈耶克特别强调，“内部规则”就是自由的律法，是“对于法律人的法律”（lawyer's law），是独立存在的也是优先于立法的。

这里哈耶克与我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从积极的方面看，在经验上有许多社会和法律制度都源自于独立的设计和计划。但是，我们必须把所有“制度”都看成是可能改良的过程。人们必须坚信能够控制自己命运的态度，必须把自己看做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动物，就好像文明是自己的创造物一样。[14]
 在最后的分析中，从根本上说哈耶克的立场反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欧洲式态度。哈耶克完全代表了欧洲的经典自由主义，强调许多制度的演化之源，并把它当成个人自由的防护堤。而美国人不能也不应该忽视这种事实，即他们的自由遗产源于欧洲的先辈，但更重要的是源于詹姆斯·麦迪逊及其同僚深谋远虑的设计，这里并不存在“看不见的手”。为了“好社会”（good society）他们制定了一套宪法框架，并把它明确定义为“自由人中的自由关系”（free relations among free men）。两个世纪以来，这种设计经受住了考验。[15]
 但是在1977年，又有谁敢断言宪政改良是不可能的呢？如果出现了类似于麦迪逊思想的鼓动，又有谁敢断言我们观察到的传统自由不会受到用心设计的改革的侵害呢？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就必须坚持相信自己能力的信念，也就是相信他们自己设计的法律规则，而不是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法律规则。




[1]
 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p.14.


[2]
 D.H.Robertson，Economic Commentaries，pp.148－149，154.


[3]
 在《法律、立法和自由》一书第一卷“规则和秩序”中，哈耶克完全表明了他的立场。由于我熟读了哈耶克的著作，我的批评建立在解读他的观点要旨的基础之上。在某些地方，哈耶克即使不是全面也是部分地妥协了。此处并不是为了注解，而是提供一种有建设性意义的批评。


[4]
 我的立场似乎与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接近，一直以来他都对奎因（W.V.Quine）持批评态度。我完全赞同以下观点：“实用主义者描述的是整体上的感觉，是一种健康的进化过程。但在实际案例总情况大为不同。不论是普通生活，还是人类或人类认知的特定历史，都有依赖于路径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事例（生物的和历史的）不应该相互混淆；自然选择的机制、进化的机制，以及文化传播与积累之间有所不同（毫无疑问它们有着内在的差别），没有理由把这三者合为一体，即使是其中两者或全部都是合理和可靠的——显然并不会这样。”（Ernest Gellner，“The Last Pragmatist：The Philosophy of W.V.Quine，”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July 25，1975，p.853）


[5]
 关于我的立场的详细论述请见我的著作《自由的限度：在无政府与乌托邦之间》（The Limits of Liberty：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6]
 这里描述的基本方法论，详见我的文章《实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Welfare Economics，and Political Economy，”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October，1959）：124－128］。


[7]
 哈耶克：《规则与秩序》（Rules and Order，p.10）。


[8]
 我这里提到“误导”，是因为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的序言，以及第二卷“社会正义的幻想”中，哈耶克指出他的目标与约翰·罗尔斯接近，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有类似的分析。事实上，罗尔斯是公认的契约主义者，这表明合理的解释是哈耶克并没有使用建构主义—理性主义的方式批评契约主义。


[9]
 在对哈耶克著作的总结中，雪莉·莱特文（Shirley Letwin）暗示哈耶克估计到了自发调整秩序带来的“无效率”的结果。请见《关于哈耶克的文集》（Shirley Letwin，“The Achievements of Hayek，”in Essays on Hayek，ed.，Friz Machlup，pp.147－170）。


[10]
 哈耶克指出在确定的明示的“公平竞争”规则下，没有人会获得成功（Hayek，Rules and Order，p.76）。显而易见，这种观点与一般意义上经济学家强调的环境决定效率的看法不同。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大，正如其他社会游戏中的观察者，经济学家的最终标准必须有利于参与者达成同意。


[11]
 布鲁诺·莱奥尼（Bruno Leoni）在《自由与法律》一书中，分析了在调整模式中的法官创制的法律，这与竞争性市场秩序的运行有类似之处。


[12]
 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声称习惯法规则产生的影响是由经济效率理由决定的。见他的著作《法律的经济学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关于我对波斯纳的批评意见，请见本书第四章。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哈耶克的观点更加彻底。从狭义的观点来看，波斯纳认为习惯法的演化满足了经济效率标准。同时，他暗示这种演化过程也反映了社会的意愿，但并没有把它当成宽泛的“社会效率”的唯一标准。


[13]
 我相信在尚未出版的《法律、立法和自由》（Law，Legislation，and Liberty）的第三卷中，哈耶克将会更详细地论述立法方面的内容。


[14]
 我提出的这个观点明显不同于哈耶克的下述看法：“自由意味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我们无力控制的种种力量，而这似乎是那些建构论者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他们相信人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就好像文明和理性本身都是人的造物似的。”（Hayek，Law，Legislation，and Liberty，II，30）当然，哈耶克承认人创造了文明的某些方面，正如我也承认文明的某些方面源自于社会演化的“生长”（growthlike）过程。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侧重和含义，如关于社会改革可能性的态度方面的不同认识。


[15]
 演化论主义立场的辩护者或许会提出异议，认为麦迪逊及其同僚不过是写下了一部广为人知的和易于理解的英吉利法，并没有多少详细的设计。然而，对于一个新国家来说，他们建构的这种法律框架意识似乎清晰地烙在开国元勋的脑海里。


第三章　好的经济学——坏的法学

过去几十年中，在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法学家越来越把解释基本经济原则当做职业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经济学家涉足制度领域并为社会提供了实际帮助，目前这也激励着法学院的研究探索。在这一过程中，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该法学院的遗产包括驻院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阿亚伦·戴维德（Aaron Director），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以及经济学院的同事，尤其是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现在已经开始有了回报，如芝加哥风格的法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亨利·曼尼（Henry Manne）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他们居于法经济学这一交叉学科的最前沿。波斯纳在他的著作进行了最全面的尝试，试图把通常矛盾的法律和经济两者与社会互动结合起来。[1]


在对波斯纳的著作进行评价时，我将进行下述心理实验。我假定在法学一年级课程中，广泛采用了波斯纳的著作作为文本材料。更进一步地，假定这些学生都是有积极性的、勤奋的和聪明的，长期以来他们都记住了波斯纳讲授的基本经济原则。[2]
 那么，今后当这些法学家发现他们处于决策者地位时又会出现何种后果呢？如成为法官、立法者、行政官员，或法学家和教育家时，他们会自己写书并培养其他法学家吗？

或许可简单总结一下我的心理实验结果。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当权者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相关经济原则，那么立法决策水平肯定能够改善。按照实用主义的标准，经济学侵入法学领域也应获得高分。好的经济学如芝加哥风格，这就是波斯纳教给我们的东西，它肯定比没有经济学，或者从学术骗子和学术边缘的撰稿人那里轻易捡到的坏的经济学要好得多。

然而，好的（坏的）经济学的应用发生在法律的环境中。倘若这种法律环境是不变的，那么实用主义的标准当然是有效的。然而，如果使用更为宽泛的哲学标准，那么就必须对法律本身进行评估，好的经济学可能应用在坏的或受到概念误导的法律进程中，或许这种法律进程中的结构和程序变动是一种迫切需要。从这个方面说，波斯纳的著作没有通过我的检验。在法理学环境或框架下，他关于法律的全部经济学分析似乎经受不了严格的检验。

下述两节中，我将为“好的经济学——坏的法学”这一主题提供辩护。由于我是一个受过职业化培训的经济学家，也继承了芝加哥式的传统（前经验主义的），从谨慎角度出发，我应该把经济学分析放在首要关键的地位，本质上我还是接受了法律进程这一具体概念，或许后者原本最好由法学家来分析。但是法律是如此重要，因而不能仅仅留给那些法学家，尤其是他们越来越成了利维坦走廊中的人。

法律的经济学

在一系列相关主题中，波斯纳对于价格理论的做法是讲求实际的，而且常常是矫揉造作的，而所有这些都可归属于法律词汇。他用了数章篇幅来分析产权、契约、犯罪、侵权、垄断、反托拉斯活动、劳工、公共事业、价格控制、公司、资本市场、收入分配、税收、贫穷、联邦主义和种族歧视，以及其他并不是那么明确的“经济学”主题。波斯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在解决相互矛盾问题的法律途径方面，颁布新的法律方面，以及对现有法律条款的解释方面，经济原则能够提供指导性的建议。为何经济学能够提供有意义的帮助呢？除了日常知识以外，难道在其他问题上也是信息越多越好吗？从这一点上说，必须仔细区分实证经济分析以及与之相关的效率规范分析。后者包括了明确的价值判断，并不需要与前者一起发挥作用。人们太过热衷于使用效率标准了，而波斯纳并不完全赞同这种分化。实际上，只有间接地恢复原貌才能废弃这一标准。举例来说，对于一般犯罪——偷盗和强奸，由于罪犯与受害者之间潜在的交易成本较低，在某种程度上，他有保留地认可了独立的无条件的法律威慑形成的“价值最大化”。因此，自由协商和市场分配可能是比诉讼更有效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强奸犯提供的潜在好处超过了受害者遭受的潜在损失，这就形成了交易后的双方获益，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易可能会发生。波斯纳陷入这种论证的陷阱，在我看来这几乎是荒谬的，原因是他太过坚持无限制地使用“价值最大化”或效率标准。他似乎并不乐意承认法律之所以能推行就是因为它是法律，有时完全独立于外部的经济因素而运行。

尽管“价值最大化”和效率标准的规范性描述存在很多问题，但最终波斯纳还是让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些标准。然而，价值最大化并不是一个最终目标。相反在操作性方面，它可能与社会秩序规则保持一致性——这种规则规定了法律的功能角色。波斯纳认为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他认为：“如果法律不能按照价值最大化的原则分配责任，那么当事人之间将会出现附加的和有成本的交易，这将使得法律分配变得无效。”[3]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观点可被解释为法学家视角下的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原则：当出现共同获益时，当事人将会有达成交易的动机，以获取潜在可能的剩余价值。当存在共同获益时，如果试图停止或阻碍交易，那么就会鼓励代价高昂的规避行为。如果集体决策者不能理解这一经济学家熟知的基本推理，那么社会的合法性或许就会受到严重侵蚀。

我们可以信手拈来一个类似于波斯纳给出的案例，它更易于应用。设想如果油料供应的正规渠道面临着中断的可能，尤其是在能源需求急剧上升之时，如1973年末，许多美国政客（大多数是律师）开始严肃地讨论关于分配供应的管制问题，以及对民用燃油和其他油料的潜在消费者进行定额配给的必要性。对于全面“解决方案”的尝试所引起的混乱，我们必须给予理解，由波斯纳的著作培训出来的决策者的预测仍然是一种重要方法。当预测重点放在价格控制和定额配给机制形成的社会秩序上时，这位律师（也可能是法官、立法者、行政官员，或总统顾问）不会把经济效率放在最重要地位，然而对于实证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解迫使他承认，任何类似政策都付出了更多真正的社会成本。

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决策者积极寻求能够降低社会紧张，减少标准的行为规避事件，以及更好地遵守一般法律规范的制度选择。好的经济学建立在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市场功能的准确理解基础之上，而法律和立法从中受益颇多，这主要不是因为它把效率或价值最大化作为衡量的市场定价手段（当然，从本质来说效率规范或许是第二重要的地位）。通过对人的行为内在的道德限制或外在的法律—行政—政治的限制，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功能就是将需求最小化。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人们进行自由“交易”，想象一下这一术语的最大可能性，基本上它认为说教者和行政当局没有个人需求。在前文的例子中，如果允许和鼓励市场对于潜在油料消费者进行配额限制，这种为了满足“社会需求”，鼓励人们形成某种自愿行为不一定就那么重要。即使这种鼓励失败，也不需要公开的法律限制，而且法律限制很可能引起规避行为，如可能惩罚遵纪守法的人以及那些愚蠢的违法者，同时即使在人为制度约束下，通过共同受益的“交易”的那些人却能够获益。

在重要商品遇到无法预知的减少供应时，完全按照市场价格分配的结果注定是不合理的；但由市场定价带来的效率并不是制定政策的唯一标准。然而好的经济学还是能够具有指导意义，但在律师—立法者的价值观念中分配公平才是最重要的。他或许会选择立法，在限制供应物品的分配方面采取双向流通的措施；个人也能获得确定的配额（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配额的标准是武断的）。只要这些配额可以自由交易，市场价格就形成了，那么也可以避免重大的社会混乱。这样决策者追求的分配结果就出现了，同时也满足了分配效率的要求。

我已经分析了油料分配的问题，包括油料分配的相关政策，也包括在公共决策以及社会目标的个体选择方面，好的经济学是如何发挥影响的。尽管波斯纳的一系列尝试把人们从普遍接受的主要原则转移开来，但他的著作还是为律师兼政治家提供了一种基础的经济分析。这并不是说波斯纳的著作将彻底地被其他更严密更精确的经济学著作取代，受该书影响的律师不要指望从中获得像职业化训练的经济学家那样的建议和忠告。波斯纳的确犯了不少小错误，大多数并不值得提及。此外，有时他关于特定主题（如征税）的分析并不严谨，其中存在模棱两可的解释。关于获得和维护垄断地位后资源的生产效率问题，波斯纳显然是含糊不解的，资源是要垄断市场的，在企业生产产品的过程中，资源的生产是垄断性的。很明显垄断资源首次投资的社会效益是低下的，但二次投资的社会效益要高于竞争性企业中的同等资源。

波斯纳赞成一条重要的限制原则，这是由严格的芝加哥经济学灌输给他的。在他的著作开头部分（第10页）波斯纳摒弃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影响，他使用了“帕累托最佳状态”等词汇和术语，这不过是为了区别于“实证经济学分析”。然而，这也恰好指出了现代福利经济学存在的问题，迫使经济学家紧跟政治和法律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在下面章节的分析中，对于波斯纳的著作的一个主要批评就是他无法准确理解上述问题，倘若打破后奈特式芝加哥经济学的褊狭观念，穿越“帕累托最佳状态等”术语带来的重重迷雾，那么他的这种错误应该能够避免。

法律规范

在波斯纳的书中，有一系列经济学应用的法律规范理论。波斯纳对于法律历史的解释表明，在习惯法的发展历史过程中，至少传统经济学家坚持的效率标准起到了间接的影响，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那样，在波斯纳的价值观中，效率标准占据着尤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可以推断法官创制的习惯法比其他立法更优越，其中法律决定源自于政治家的行为。尽管波斯纳并没有引用过他的作品，但很明显这与后来布鲁诺·莱奥尼（Bruno Leoni）[4]
 的观点非常接近。莱奥尼有力地证明了“法律”比“立法”的优越之处，法律秩序源于法官独立的决定（受到判例的影响，而不是“最高”法院一致性意见的制约），自发的经济秩序源自于单个需求者和供应者之间的独立决定，其中人们的行为基础就是他所面临的有限信息环境。在这两种情形中，都不是某一决策者个人意志的体现。

然而在波斯纳的书中，并没有莱奥尼那样对于法律和立法的区分。莱奥尼的区分源自于一种深刻的、哲学上的保守主义，它又根植于严格的功能分化现象。这种独立的松散的协调判决一直是存在的，它追求的目标就是“法律”，用于确定和重新定义个人权利的结构，它不是溯及以往而是现行的社会制度安排。法律这种行为的运行机制，不是依靠指导也不应该受到指导，它有明确的标准即“社会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这种稳定的制度能够为人们提供必要的框架，其中个人受到的外部干涉是最低限度的，他们能够有预见性地安排自己的事务。对于莱奥尼来说，立法的不同功能在于它追求的是保证或实现明确的社会或集体目标。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由个人组成的政治团体为人们提供“公共物品”。

尽管莱奥尼对于政治过程的明确分类有很好的实用性，但我们不必赞同他对于政治家和一般政治过程的不信任。然而这恰恰妨碍了波斯纳的研究，他的法律理论隐含的结果与莱奥尼完全不同，对此我已经简单总结过了。显然波斯纳提出的一系列经济理论的应用，为以后的判决和立法等行为提供了可能的建议和忠告。但是，律师们发现他们的法学家角色与律师兼立法者不同。由于选择环境的不同，因此完全相同的“好的”决策标准只是一种偶然。

对于立法者来说，波斯纳教授给他们的实用经济学有很大帮助。不管有什么样的社会目标，他提出的公共物品的概念，将改良和创造新的或修正的立法行为，同时这一选择性建议的经济效应有助于为改革制订可行的计划。

对于法学家来说，经济学并没有多少价值，除了前文提到过的实用主义理念以及下面将要论述的内容。由于有必要对人们之间冲突的适当权利进行划分，无论是直接地还是在操作方面，法官都应该引入经济学家的效率标准吗？倘若引入了任何一个法律之外的标准，那么这个案例很可能是源于经济学的考量，如我在本章第一节分析过的。但是，在决策方面不正是“坏的法学”认为法官应该受到这一标准的检验吗？而不是应受到他所处的现有制度环境的影响。先例、习惯、传统、做事的预期方式、行为的预期模式——这些内在法律标准为有想象力的法官在处理疑难案件时提供了丰富的思维空间；这些标准完全符合法官的操作性角色。

或许有一个案例是有帮助的。垄断被认为是经济无效率的根源，也不会产生多少额外的社会价值。由于认识到这一点，立法者考虑和可能支持反垄断法规就是合理的。如果他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谈判，并引起了立法议会中议员的注意，那么该法规可能最终成为法律。如果法律制定源于由经济考虑，即由老练的律师—政治家组成的立法机关，那么这将“好”过由天真的律师—政治家组成的立法机关。然而现在请设想一下，反垄断法令不存在而且从来也没有存在过。对于涉嫌垄断地位的生产和销售公司，相对于其他现有或可能有的公司，即使没有公开掠夺它们的垄断也是一个事实，不满意的消费者—购买者将会对其提出控告，这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提高效率，受经济原则影响的法官应该改变基本的法律吗？显然波斯纳是这样看待不合法的垄断行为（见他的著作第20—30页）的，由于交易成本的障碍，将会制约潜在的购买者（如果可以安排的话）与垄断公司达成有效的交易行为。在这些案例中，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能承认存在交易成本，但这不是司法公然侵入立法过程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立法活动变得尤为需要，它可以为政治家设计需要的角色，假定他们代表了社区中所有人利益，包括潜在的消费者和购买者等等。[5]
 对于我来说法官不应该改变基本的法律，这是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立法行为违背了法官的角色。如果他无视指导自己决策的标准，那么就是在“创造法律”，由于民主过程的中心是代表性，而分散的利益群体具有复杂的摇摆不定的属性，这决定了他的决策行为是不受控制的。有种说法认为法官应该执行现有法律而不是创制新的立法，当然无论从经验上还是描述上，我都意识到这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我承认美国等级制的法院系统鼓励而不是限制司法对立法过程的侵入行为。尽管操作上可能存在困难，我还是强调希望能够通过抽象的概念把这两种行为区分开来。

不幸的是，波斯纳没能区分这两种至关重要的功能性角色，法律工作者常常从事政治事务，在他看来这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相对来说，在我们的法学院以及大学里很少有学者，甚至是在政治家和法官中也很少有人保留着对宪政民主的理解，这直接源于概念上的区分，即在规则约束下的集体决策——宪法——以及由这些规则限定的决策行为，可能是在生产或推广“公共物品”。[6]


由于认识到这一问题，我变得犹豫不决，到底是否应该支持法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律师和法学院在培训中尝试引入更多的经济理论，如果这是为了成为明智的立法者及其咨询人，我对此毫无保留的支持。但是如果他们追求的只是成为有知识的法官，对于为公众制定法律却无动于衷，那么这种实用主义的改良或许阻碍而不是促进了法律态度的改变，而这种态度对于形成操作性的宪政民主是十分重要的。我的心理实验让我想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时“波斯纳法庭”（Posner court）的过度行为，而这种法庭受到了法律之外的“价值最大化”标准的影响。在制造社会动荡和失序方面，这种法庭是否可以与沃伦法院（Warren court）相提并论呢？在司法裁决方面“价值最大化”是不是比“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更符合法律之外的标准呢？如果在法律培训方面引入更复杂的经济学的机会成本的概念，那么它的代价是失去更好地理解基本宪法理念的机会。总而言之，如果有其他选择，“好的政治和法律哲学”将肯定能与“好的经济学”齐头并进。但不幸的是，就算现代化学校里的知识分子都不提倡“好的法律哲学”的教学方式，那么“好的经济学”就应该主导所有实践课程吗？它充其量不过是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




[1]
 《法律的经济分析》（Richard A.Posner，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2]
 关于毕业后学生对于经济原则的记忆程度，经验研究表明这的确是一种大胆的假设。相关研究表明仅仅通过几年的学习经历，在决定重大经济事务方面，基础经济学即使有影响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如果说年轻法学家在职业上更具有积极性似乎是合理的。同时，他们从波斯纳那里学习到的基础经济学要比一般大学课程的内容更充实。


[3]
 《法律的经济分析》（Richard A.Posner，Economic Analysis of Law，p.99）。


[4]
 《自由与法律》（Bruno Leoni，Freedom and the Law）。


[5]
 通过几个类似于科斯提出的案例，我详细阐述我的立场，请见我的文章“外部性的制度结构”［“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Externality，”Public Choice 14（Spring，1973）：69－82］。


[6]
 在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这种区分形式。而在《自由的限度：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一书中，我更加具体地分析了这种角色区分的必要性，一方是“保护性的身份”如法官，一方代表了“制造性的身份”如立法者。


第四章　国家的自由主义合法性

在美国学术界，对于罗伯特·诺齐克的名著知识分子有着普遍的认同，对此我感到有些困惑。[1]
 我担心诺齐克已经或可能成功地把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与分配正义的“赋予权利理论”（entitlement theory）结合起来。应该出现这种结合吗？抑或它将损害和完全摧毁自由主义者基本立场的道义诉求。对于那些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不接受天赋分配机会这种公平的基本理念，同时也没有学术上的支持者，因而面临着许多内在的或自相矛盾的问题。我认为早先的担心是毫无理由的，原因是诺齐克理论设想的缺陷已经成为一种批判性思考。在学术研究上，这些非名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不必向诺齐克妥协，正如后来的评价，他的研究可能被视为一种持续讨论主题的有趣偏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诺齐克的同事约翰·罗尔斯久负盛名且被广泛误读的那本著作引起的。[2]


诺齐克关注的焦点是在个人生活方面国家和政府控制的道义合法性问题。当然他认为必须仔细考虑，致力于发现在管理和再分配方面存在的任意干涉的迷宫，但很少涉及最基础的哲学层面的思考。诺齐克没有把过多的学术精力放在利维坦的边界控制问题上，而是选择回到问题本源上来。他认为政治哲学中应该关注的首要问题就是适合的存在物，它可能被称之为“国家”。

最小国家

有些人拒绝承认国家的道义合法性，首先诺齐克可以对这一观点进行检验。因此，他的第一个明确目标就是证明最小国家是具有道义合法性的，这一证明过程目标就是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对立观点［尤其是穆瑞·罗斯巴德（Murry Rothbard）的观点］。[3]
 根据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的解释”，诺齐克推导出了最小国家的概念。他认为经过一系列市场化的交易活动，就会形成一个居于支配地位的保护性公司或协会，为人们提供服务（人身和财产保护），这些人的行为与屠户、烙面师和烛台匠并无区别。

为什么在书中诺齐克用了较多篇幅进行复杂的概念推理，要理解这一奇怪的现象，我们需要考察他的反对者即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是特有的美国式产物，无政府主义者鼓励私有产权和市场交易，即使是在提供具有公共秩序功能的竞争性组织方面也坚持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在他的理想化世界里没有国家的概念，其中有一些竞争性的公司为大家提供公共秩序服务。[4]
 诺齐克接受了这种范式，但承认这种系统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如果一个机构或协会中的受庇护人损害了其他机构或协会人们的利益，或者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将会怎样呢？这种情况下冲突在所难免，那么只有一方能够获胜。结果是失败的人们将抛弃原来保护他们的机构，转而寻求赢得胜利的机构的保护。通过这种方式，在某个特定地域中，最终将形成一个主宰公共秩序服务市场的保护性机构或协会。拒绝从任何机构购买保护的独立的人将不受处于主宰地位机构的保护，但他们也不允许对于其他组织的成员进行惩罚。他们被强迫不能够施加惩罚行为。为了让这种强迫具有合法性，这些人必须得到补偿，但补偿的仅仅是他们所付出的损失。

在这种解释中，处于主宰地位的保护性机构将维护本地的稳定，人们人身和财产安全能够得到保障。然而，这种机构也具有了保护性国家或“守夜人”国家的所有特征，或许它也应该贴上此类标签。那么在它们之间进行区分的意义何在？契约主义者认为通过人们的同意就能形成一个保护性国家，那么与之相比诺齐克又是如何体现出这种分类的一般性和简洁性的呢？我将会分析这一问题，但首先要总结一下诺齐克关于最小国家概念的应用。

诺齐克竭力证明推理出来的最小国家是具有合法性的，同时也在论证任何超越这种最小国家界限的行为都是没有合法性的。倘若没有第二个目标，关于最小国家的复杂分析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棘手。诺齐克分析的直接对象似乎是观察到的许多政府机关，约翰·罗尔斯曾提出“正义原则”是一般契约主义的基础，在第二个目标中诺齐克关注的却是罗尔斯的设计理念。虽然不存在明显的争论，但显然诺齐克觉察到依靠契约规范的任何行为都增强了政府强制干涉的合法性。他很可能拒绝使用契约主义的模式，也不会把它当成判断集体或政府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关于正义原则的推导是诺齐克批评罗尔斯主义原则的主要内容，只有对此论述之后我才能回到相关问题上来。

分配正义

诺齐克严肃地批评了所有的分配正义的结果状态（end-state）或模式的分配正义观。他的观点似乎是有说服力的。我们不能从结果状态来推断结果“不正义”（injustice）。任何判断必须建立在过程的基础之上，通过某种过程就可以观察到结果或结果序列。如果我们知道某种结果源自于共同盗窃行为，那么观察到的绝对公平模式肯定不能归为“正义的”。诺齐克尤其喜欢威尔特·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的例子，并用它来证明这个原则。首先让批评者对于他的理想化分配的结果状态提出假设，即假定它是绝对公平的或其他某种类似的状态，而篮球运动员威尔特·张伯伦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那么诺齐克向我们解释如何评估以下问题，即假如很多人都想看到威尔特·张伯伦打篮球并且自愿地追求这种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张伯伦获得了每年250000美元的收入，比该群体中任何一员的收入都多，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违反了最初假定的理想分配状态。但是，当这一过程产生了似乎无异议的结果时，那么张伯伦的收入还应该无异议地被改变吗？

从表面上看，这个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显然经过微小的修正就能改变它的结果。现在假设张伯伦一开始就不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而是独自生活在一个远离大陆的岛屿上，除非能够获得移民签证否则他没办法出卖可能有价值的服务。这样对于他来说，另一种结果是获得的仅仅是1000美元的真实价格。为了得到共同体成员资格以获得出卖天赋和运动技巧的特权，张伯伦必须付出249000美元的租金。不论是通过类似还是其他方式，很可能共同体的成员共同获得或分配这笔费用。或者如果他们慷慨大度，甚至可以按照张伯伦租金的适当比例返还给他，而这原本是他自己向共同体的成员出卖服务所得。

第二个例子或许更有帮助，它并没有涉及原初共同体成员身份问题。假如一个由20位渔夫组成的团体，每人都有自己的船和装备。这些人有着不同的天赋和工作意愿，而且在特定日子里他们的运气也有所不同。可以预见在这20位渔夫捕获鱼的分配中，显然每个人获得份额是不相等的。与另一种情形下进行比较，比如说有20位渔夫共同租赁了一艘装备精良的大渔船，在这艘船上每天每个人都有着固定的职位。在先前的例子中，每个人捕获鱼的量都是不同的。但在第二例子中，关于社会或团体分配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在第二个例子中，为了确保捕鱼团体中的成员资格，每个渔夫只能获得总捕鱼量的一小份额。大渔船是他们共同使用资本的社会产品，与单个渔夫分别独立地获得的社会产品相比，这是非常重要的。

有种观点认为整个法律和制度效率描述了可观察的社会秩序，而这两个不同的例子掩盖了这一观点与诺齐克立场之间的分歧。诺齐克明确把洛克的自然状态作为逻辑起点，其中个人和财产有着明确的和公认的自然限制。尽管诺齐克没有直接进行分析，但通过推理他认为无政府状态转变为最小国家状态可以提高一个人全部天赋的经济价值，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减少了剥削行为。如此看来，社会的相互依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从概念上说，诺齐克全部理论框架的有效性取决于人们对于原初状态的认可程度。如果可以绕过这一点，实际上大多数争论是可以解释的，然而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一系列基本问题，如定义和描述个人的“权利”、“边界”或“界限”的原初分配。正如诺齐克指出的那样，相对而言威尔特·张伯伦的案例并无争论之处。不管它的本质是什么，“结果状态”源自于一般的市场过程，由于这一过程似乎是无可非议的，那么原初状态也可视为是合理的。诺齐克把市场过程加入到原初状态中，这也排除了分析的回归问题。但是这种处理也易于泛化直接的互动关系，把所有内容都当成重要因素。可以说诺齐克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当一个完全合理的过程强加到原初分配状态时，比如说正义和公平，但它的合理性却没有任何属性时又将会怎样呢？[5]


这里诺齐克过分坚持与结果状态相对应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似乎把问题混淆了。显然大多数对于结果状态的批评都不是针对过程本身，而是间接地指向了前过程的状态，包括前过程中的权利分配以及取代市场组织的能力。当然，诺齐克完全明白他的全部分析结构取决于是否能够合理处理“起始点”（starting point）的问题。此处他明确提出了正义的“赋予权利”标准。根据这种标准，一个人的所有物只能通过公平的方式获得，也就是说必须符合合理的过程。因此在威尔特·张伯伦的例子中，正如上述推论他的250000美元的所有物是公平的，原因是其他人给予他的服务很高的价值，而这一过程具有自愿出卖服务的本质。

但是，这种推理似乎是有缺陷的。请记住我们原本假定张伯伦处于公平分配的原初状态，因而关于前交易状态人的天赋分配必然是合理的。威尔特·张伯伦可以向有意愿的购买人出卖他的服务，在这一交易过程中所有人都能够获得收益。与其说他们宁愿没有任何交易行为，不如说通过对于自己偏好的选择，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都可以“更好地生活”。但是，在张伯伦为共同体成员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也许还有其他多种替代交易安排，其中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能获益，这取决于如何判断他的宝贵天赋的租金价值。在前面诺齐克提出的衍生案例中，张伯伦仅仅获得了大约1000美元的收入，而剩下的一大笔金钱则由共同体其他成员共同分享。

让我们修改一下前面诺齐克提出的衍生案例，假定从一开始张伯伦就是这个共同体的一个成员。现在假设通过完全自愿的方式达成交易，张伯伦服务的所有预期购买者可以委托一个代理人与之达成相关协议。结果是张伯伦同意出卖他的服务，比方说是10000美元，那么租金剩下的240000美元将由所有消费者共同分配。[6]
 对于这种结果状态，诺齐克又将会作何反应呢？这里也不存在任何剥削行为，因此诺齐克不得不承认观察到的所有物获得是正义的。但是，显然这种权利有别于那种认为张伯伦应获得250000美元的观点。从这一例子中能够推导出权利理论或正义的标准吗？从而使得任何一种可能性的结果状态都能够定性为正义吗？诺齐克很可能会接受这种观点，但他会接受进一步的解释吗？比如认为这个经得起检验的获取过程本身应是无限制的。在我们假设的这两个案例中，选择了合理的过程，可以肯定的是倘若结果状态完全与此不同，那么关于正义的权利理论的内容就是无足轻重的。

对于这种批评诺齐克将如何应对呢？他不能通过所谓最小国家的力量强迫预期的购买者，让他们任命一个不具有资格的讨价还价的组织。在诺齐克的乌托邦中一定承认结社自由，尽管如此，但结果状态的结果可能描述了几乎任何可能的分配模式，这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自发交易组织。按照诺齐克的标准，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比其他组织更具有优先权。

权力理论的合理运用是否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呢？它是否能够证明在诺齐克最初的案例中，张伯伦应该获得全部的租金250000美元？这个问题使我再次想到了20位渔夫的例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船和装备。如果经济价值不能衡量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那么除非采取强迫手段，否则拥有有价值的资源或天赋的人不可能同意只接受部分租金价值。事实上，张伯伦不论是通过他自己的外部经济网络，还是共同体内部运作争取到的租金价值的机会，对于共同体来说都没有任何租金价值是应该的。在这个例子中，张伯伦只有通过威胁拒绝提供服务以及在他自己的经济网络中活动，才能确保获得全部租金的价值。[7]


这种推理指出了在最小保护性国家的有效管理下，一个人最低限度地获得有保障所有物的一般原则，这相当于在多人非合作博弈状态下获得的所有物。张伯伦应该拒绝在这种经济网络中提供服务吗？因为在这个经济网络中他提供的服务总价值为250000美元，而他自己的报酬仅仅是其中的1000美元。就个人而言，249000美元的租金恰当地证明了张伯伦的价值吗？还是只不过遇到一个有利的环境，即在这个共同体中他能够为其他成员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这里关于所有物所谓正义的权利标准并没包括什么内容，诺齐克也承认在许多案例中，使用这一标准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状态的结果，或许任何一个结果都可称之为正义。

社会租金

然而，如果把这种争论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必须承认在外部经济网络中一个人并不具有维持生活的能力。在该案例中，任何大于零的回报和报酬都需要共同体其他成员的合作才能获得，正如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经济网络中参与的可能性。言外之意是在这种环境中，不管他是出卖劳动服务，还是买卖活动或者固定资产的租赁等等，任何收入以及每一份收入都是“社会租金”，它有许多种划分或分配形式，可能都体现了权利的要求。这里需要仔细解释社会租金的定义，把它与经济理论分析中的租金概念区别开来。如果人们除了生活在相互依赖的经济网络之外没有其他选择，那么所有收入都成了“社会租金”。然而，这条规则并不意味着全部或大部分收入都是完全的“李嘉图租金”（Ricardian rent）。在经济网络内部，不同的收入分配形式可能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资源配置情况，而合理的分配形式必须考虑到效率因素，从而设置一系列边界和限制条件。但是，明确引入效率规范并不意味着就需要一个最小保护性国家。因此在诺齐克分析的结构性限制中，无论是从表面上还是本质上，关于收入的称谓似乎都可以叫做“社会租金”。[8]


对于这一不确定性问题诺齐克并不担心，原因是他的基本假设似乎就是在最小保护性政府的运作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秩序将会自然或自发地形成，与社会的基本技术特征或起点无关。因此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观点，引入权利标准的结果状态分配模式与边际生产率（marginal productivity）分配理论有相通之处。结果是以某种间接的方式，诺齐克的权利观念再次强调了这种观点，即道义上合理的所有物是竞争性市场秩序分配的结果。

法律和制度

这种基本假设有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由诺齐克的最小国家限制引起的，另一个问题则更为传统。根据诺齐克的解释，我们不应该有意地设计法律和制度，而应该在人们之间促成竞争性和阻止非竞争性的契约协议。在最小保护国家中，个人之间的自由联系或许会达成限制性和有效率的协议。尽管在某些热情的自由放任主义理论家的梦想中，关于国家公认的历史性角色就是限制竞争，不管是否存在具体的制度安排，我们似乎都无法相信“自然”力量的信条能够为经济网络提供一个可行的竞争性秩序。当然，这里将会存在破坏已有限制性协议的压力。但是在一个技术迅速革新的世界中，由垄断性和卡特尔式协定经营的分配所得可能吸引重要的资源，即使是在公开的国家保护完全缺失时，这些资源还是有助于此类限制性协议的形成和实施。[9]


在诺齐克的分析中，第二个常见的问题是即使使用过程导向的权利标准，在可行的竞争性市场秩序、隐含的收入边际生产率分配以及这种分配形式的道义合法性之间的关系也是含糊不清的。即使我们完全忽视上文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即使我们假设在诺齐克的最小保护性国家的法律框架下，将有利于形成和维持一个可行的竞争性经济网络，事实上结果状态的分配结果还是十分宽泛的。正如有特殊天赋的职业运动员和娱乐明星获得的收入那样，洛克菲勒家族得到的财富也是“正义”的。经过进一步的检验，诺齐克的论点似乎能够支撑问题重重的分配正义标准。倘若“权利”的定义是认可几乎所有可能的结果状态的结果，并承认它的合法性，那么在关于正义的现状方面，诺齐克的观点可能有着更有说服力的理由。[10]


还有另一种可行的方法，就是承认仅仅依靠最小国家并不能保证出现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秩序，即使能够出现这种秩序也有许多限制，这样它的分配结果就是不可接受的。然而，这种方法引入了关于法律和制度设计的详细分析，以及与在宪政阶段人们之间达成协议的契约来源。当然，这种方法我和约翰·罗尔斯已经分析过了。罗尔斯试图从契约过程中推导出“正义原则”，它发生于“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之下人们在各种制度之间的选择过程。[11]
 在他的构思中，在这种契约过程中形成的任何制度都是“正义”的。在诺齐克有限的分析框架中，契约过程发挥着同样的影响，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诺齐克赋予过程如此重要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所有物的获得，以及人们通过完全自发行为可能同意或拒绝制定某些规则和制度，或许还包括关于多种分配结果的严格限定。另外，在罗尔斯的分析中，他制造了相当多的困扰和混乱，他把规则视为超越过程的选择，同时试图把这些规则的内容具体化。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关于罗尔斯设想的详细评论并不是我的目的。

这里我要强调的重点是如何正确使用过程的标准，就像反对诺齐克和罗尔斯设想中的结果状态的结果一样。作为一个契约主义者，罗尔斯把契约同意形成的结果视为正义，事实上一方面是某种类似于罗尔斯式的差别原则，而另一方面维护的却是权利的形成过程原则。与此相比，诺齐克并不关注制度选择的过程。取而代之的是，他暗示通过正义的过程形成的任何结果状态的结果本身都是正义的，但这一观点只是严格适用于后宪政或后制度层面。诺齐克并不简单地赞同这种过程，原因是法律、规则和制度是被团体成员选择的结果。言下之意是，他不认为通过这种途径，现有的法律、规则和制度能够朝着改革和改良的方向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诺齐克抛弃和忽视了罗尔斯以及多年来其他社会哲学家关心的大多数问题。

我认为，诺齐克的全部尝试已经失败了。[12]
 不过，我很赞同他想要解决问题的态度，也认可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在我自己的分析中，这些问题或许是有帮助的。根据法律规定，我发现自己需要放弃年收入的一大部分，几乎全部都是工作收入或薪水，目的不过是为了支持一个我认为没有控制力的国家。我的投票并不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它们与我的立场没有关系。从表面上看，我似乎处于诺齐克的“奴隶的故事”的最后阶段。[13]
 使用我自己的标准来评价，很明显大多数政府行为是不合法的。但是，我和诺齐克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没有明显的原因可以把保护生命与财产的所有政府行为视为不合法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将直接引入霍布斯式的问题，即什么是我的和你的？我承认没有其他人的合作我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完全抛弃我所生活的经济网络不是一个最有效的选择。因此抛开现有的社会契约，即现有的整个法律—宪政—政治—经济的结构，我将不能对我现有的特定份额的收入或财产提出主张。

但是，我能够行使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承认这一点我就能够以满意的方式来解决诺齐克的“奴隶的故事”中的问题。在完全或部分退出经济网络时，我能够行使某些行为以保全我的收入或利益。即使忽略可能的移民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可以选择不赚取收入，以减少承担的所得税负担。这样做意味着我有效地做出了退出这个经济网络。只要我坚持这种选择，我就不会把现代民主制程序代表的官僚制民主视为主人，把自己看做奴隶属民。否认我的这种选择就是成为一个奴隶的关键一步，结果就是它对我的可能收入进行强制征税，同时也需要我为这个集体提供强制劳动。诺齐克的“奴隶的故事”清晰地描述了这一状况，但它是有误导性的，原因是他没有分析我上述讲到的概念差别。在他的故事的最后阶段，并没有指出这个集体是否保留着这样的权力，即能够强制性地得到人们的劳动，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对劳动所得进行征税的权力。[14]
 在更广泛的分析中，诺齐克似乎并不认为这种差别有多重要。[15]


如果必须对多数人的态度进行描述，那么忽视这种差别就会发生悲剧性后果。在当代美国人和西方欧洲人的评价中，现代福利国家的强制性征税与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在《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中描述的状态并无二致，事实上随后的异化行为成为整合这种差别的推动力。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就逃避责任，即不去控制经过我们的许可才建立起来的利维坦。诺齐克有一个著名的但有误导性的论调，他把所有越过最小国家界限的行为都看做不合法行为，如果这些行为限制了我们承担责任的意愿，那么显然这种论调是自我矛盾的。与此相比，国家权力的某些层面更不具有合法性。可以说，契约主义的自由主义至少为这种区分建立了一种令人满意的标准。




[1]
 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早期我对本书的回应，请见我的评论文章［“Utopia，the Minimal State，and Entitlement，”Public Choice 23（Fall，1975）：121－126］。


[2]
 《正义论》（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3]
 《为了新的自由》（Murry Rothbard，For a New Liberty）。


[4]
 关于这种思想发展史的简要分析，见《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论的探索》（Laurence Moss，“Private Property Anarchism：An American Variant，”in Further Explorations in the Theory of Anarchy，ed.，Gordon Tullock，pp.1－33.）。


[5]
 在诺齐克的分析中，他把这个问题看成通过不公平的手段对权利进行修正，但他的处理方案仍然是含糊不清的。


[6]
 一个现实的例子发生在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它有效地确保了高等院校的运动员只能获得他们全部租金价值中的一小部分。


[7]
 当然，这种解决方案反映了多人博弈理论的核心思想。在我们的例子中，如果张伯伦完全依靠外部的经济网络才能够挣到他自己的全部价值，就好像他处于这个共同体之内一样，只有这种分配方式才符合核心的解决方案。从另一方面说，假如他没有外部经济网络提供的机会，那么任何租金价值的分配都是符合核心需求的。


[8]
 关于“社会租金”的概念这里并不打算进行深入分析。显然这一概念与竞争性和垄断性的政府结构相关，同时也反映了“用脚投票”带来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流动性。


[9]
 这里分析的这几点问题，请见《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Frank H.knight，Risk，Uncertainty，and Profit，p.193）。


[10]
 尽管没有使用“正义”的标准，但我认为由于权利的分配现状是革新和改革唯一合理的起始点，必须制定让大家共同获益的契约，以确保所有参与者至少能够获得与起始点相同的待遇。参见我的《自由的限度：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一书。哈耶克有所不同，然而他也指出应该谴责所谓的“社会正义的幻象”的企图，原因是它的害处大于好处，然而，在任何适当场合都可以把“正义”视为权利分配的结果。见《法律、立法和自由》（F.A Hayek，Law，Legislation，and Liberty，Vol.2，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


[11]
 《正义论》（Rawls，Theory of Justice）。


[12]
 在哲学界诺齐克的一个同人也持这种观点，请见乔赛亚·李·奥匹兹（Josiah Lee Auspitz）著名的评论文章“没有法律的自由主义”［Josiah Lee Auspitz，“Libertarianism without law，”Commentary 60（September，1975）：76－84］。


[13]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Nozick，Anarchy，State and Utopia，pp.290－292）。


[14]
 尽管某些经济学家易于忽视这种差别，但征兵制完全不同于个人所得税，他们认为征兵制就是一种税收形式。事实上美国的征兵制是具有强制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公民可能不会越过诺齐克所谓的奴隶的阶段的定义。从另一方面说，与惩罚性征税相比，在越战期间征兵行为所激发的不满情绪完全不同，这表明美国公民还是能够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的。


[15]
 在诺齐克描述的乌托邦世界中，是由对“社会租金”进行限制的许多竞争性团体组成的，因此这取决于控制人们的政府权力的限度。我并没有检验这种乌托邦与诺齐克提出的正义的一般规范之间的关系，他本人也没有详细分析过。不过，这种分析应该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第五章　政治与科学

我对两个学者怀有着特殊的尊敬之情，鉴于此我的一个同事介绍了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在1949年对迈克·波兰尼《科学、信仰和社会》一书的批评之作。[1]
 在1964年再版中波兰尼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但仍没有回应奈特的主要批评意见。奈特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也是不能忽视的，因而在对于这两位学者的评价中，他们之间的分歧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论证过程。然而这一论证过程是十分艰巨的，尤其要考虑到现代政治科学普遍使用的方法论。

如奈特在他的评论文章开头指出的那样，有一种值得怀疑的观点认为，社会政治问题与科学问题是相似的，原因是它们都是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波兰尼暗示把社会秩序与科学画等号是一种非常有趣的颠倒。对于波兰尼来说，正如人们分析的那样传统科学方法并不能解释科学的过程。科学问题同社会问题一样，抑或所有问题都是这样，都带有个人评价（personal evaluation）的属性。奈特使用了常用的有说服力的“是，但……”的句式，用于批评那种认为直觉认识（对立面是观察）应该在科学发现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评价方式。总之从大体上说，他还是接受了波兰尼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

实际上，这两位社会哲学家之间的分歧是非常复杂的，但从一开始我们就忽略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一致性，那么关于两人之间分歧的解释都是有误导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奈特接受了波兰尼的认为科学共同体在捍卫自由方面的作用。这里我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奈特和波兰尼都很重视自发协调的过程，它主要指的是为了实现“好的社会”形成的市场交换。不论是一般地还是特殊地，他们都公开反对威权国家，同时也都支持古典自由主义下的个人自由。

奈特与波兰尼之间的分歧主要在科学和政治秩序中捍卫自由的合法性方面。社会组织与科学组织是否相似呢？适用于科学共同体中的组织规范和原则，是否可以适用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分析中呢？无论从外在层面还是内在层面来看，波兰尼的看法都是肯定的，但显然奈特持否定意见。从本质上说，波兰尼似乎主张：“尊重事实，你将得到自由。”奈特的观点却是：“哲学上的问题不能使用‘正确’或‘谬误’来判断，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在同一个问题上，乐观主义者波兰尼遇到了悲观主义者弗兰克·奈特，他们两人通过不同的视角对政治过程进行考察。

奈特和波兰尼两人都在试图提出新的（或维护已有的）某种社会秩序，但这种前景正变得暗淡，或许出路就在于他们之间的观点能够实现某种调和——即使不能调和，至少也应该达成相互理解。在某种类似于波兰尼观点的基础上，现代自由主义提出了许多混乱的甚至是越界的观点。对于政治过程，古典自由主义已经后退和降格到消极主义的地步了，而且通常把它解释成为一种难以名状的奈特式的社会秩序。[2]


拼图游戏

对于波兰尼这样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他可以把科学比作是一个需要不断填入和扩充的、庞大的以及永无止境的拼图游戏。[3]
 没有一个科学家知道这个拼图的最后图样，或许是它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科学研究就是由不断探索适合于无限变化可能性的拼图和图形，科学发现起始于相关形状和图像的初始直觉观念。按照这种理解，关于科学家的自由波兰尼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科学家应该在自己的职业良心支配下探索和寻找拼图和图形。事实上，拼图游戏的类比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而且在组织的比较方面也是非常清楚的。在组织多人进行单个拼图游戏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理解从所有拼图模块中进行搜寻。显然，在寻找拼图答案时预先计划是毫无意义的。尽管需要小心谨慎地进行这种类比分析，但它还是适用于科学组织和科学事业方面。可以说，为了完成具体社会目标而形成的计划或集中管理的科学组织，只会阻碍科学自身的普遍进步。

科学的真理

在捍卫科学自由以及科学进步的意义等方面，奈特和波兰尼并没有重大差别。然而在科学的“真理”的隐含意义方面，以及延伸到政治秩序的推理方面，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分歧。对于波兰尼来说，即使目前科学家们还无法认识到真理，但它早已存在于尚未被发现的事实之中，科学进步就是通过不断提高认识以发现这种事实。至于这种事实的全部和整体面貌，我们或许永远也不可能看得到，但科学发展仍可能会修正现有的概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新发现会取代废弃的旧观念。然而关于科学发展的过程还有一种公开的信念，即它的任何一个拼图或模型或多或少都是有意义的。[4]


对于科学真理工具性意义奈特的观点与之相似，但在概念层面似乎又有着重要的差别。尽管奈特与完全相对主义的立场相去甚远，但他仍采用问或答的方式来解释某种终极的和不变的事实。尽管他有意避开了某些普遍问题，但认为“真理”判断不过是有知识的人们之间达成的同意和共识。至于在拼图模型背后，是否存在本质上的事实已经变得不相关了。在这种奈特式的设想中，在任何特定时代的科学模型都是“真理”，是在相对的绝对限制下有知识的人们达成的一般同意。这些模型和拼图一直处于改变之中，有时显著有时迟缓。就这一点来说，“真理”一直处于变动的过程之中，即使是在某些乌托邦的状态下，它也是没有终点的。总之，假如我对于奈特式的立场解释正确的话，那么如同其他事物一样，科学真理具有“相对的绝对的绝对”（relatively absolute abolutes）这一特性。尽管在真理概念的操作层面两人的立场有趋同之处，但与波兰尼相比奈特的观点有更大的包容性。对于波兰尼而言，如果允许科学家自由研究和探索，那么解开那些尚未被发现的事实将会更有效率。在波兰尼的一次富有争议的演讲“探索家社会”（A Society of Exporers）中，题目本身就已经表明了他的主张。在发现真理的过程中，捍卫科学自由已经成为工具性要求，目标就是追求科学研究的效率。相对而言，即使从最广泛的意义来理解“真理”，奈特最终还是植根于一直以来的相对主义意识形态。如上述所分析的那样，如果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在科学研究的组织方面两位学者有着普遍的共识。比如说，两人都赞同组织科学研究应该建立在个体科学家判断的基础上，这样做将会“更高效”。

政治的真理

关于科学的真理，我对奈特和波兰尼的分歧进行了总结，这可能为分析更为复杂的政治的真理提供了基础。当然，奈特批评性文章的主要内容涉及的就是政治的真理。对于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真理的角色，只有通过这两位令人尊敬的哲学家的一般理解，才能为政治中的自由找到合适的位置。

什么是政治决策呢？假如像其他所有决策一样，是从多种选择中做出选择的结果，那么必须对政治团体中所有成员都有约束力。这种选择是如何与科学的结论（解释）进行比较的呢？在科学研究中，结论就是对于现象的多种解释中的其中一个选择，除非科学共同体中全部或基本上全部成员都接受该选择，否则这个结论都不会是最终的。反之如果大家都接受这一结论，那么该结论就具有了范式的意义。由此可见，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它们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别就是，政治决策的制定和推行是在人们形成普遍同意之前完成的。政治决策的结果是由决策权力决定的，不是依靠推理论证而形成的预先一致性同意。不过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面临的潜在选择是相似的。事实上，政治决策可以看成在许多“事实”的解释中进行选择，最终将会有一个“最好”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选择可以贴上“正确”的标签。假如古典政治的概念一直占据着现代政治科学的主流地位，那么波兰尼的扩张态度是有益的且有启示作用的。政治选择的本质就是“真理判断”，在多种选择中做出选择的规则应该建立在效率的规范之上，即如何从准科学更有效率地实现“真理”。自由的和公开的分析，容忍不同的意见——这些都是有效实现政治真理过程中具有的特征。

政治的真理判断模式不一定就是令人满意的。即使掌握全部相关知识，很可能无法让政治团体所有成员达成全体一致的同意。况且政治问题可能只有一种选择，但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的意见。这体现了内在的个体性和主观性，这就需要某种达成同意的客观标准。根据这种观点，政治选择是调解不同的人和组织的意见的必要手段，从本质上说它并不是发现真理的工具。通过有效的分析、交易和妥协之后，可以形成有希望的、更好的、理想的政治普遍同意。但是，即使多种的政治意见最后能够形成全体一致的同意，也不能说这就是“正确”判断的过程。在我们分析政治的话语当中，不应该简单地使用这一术语。

如果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要发现真理，那么政治的目标显然不是这样的，也不能期望它是一个人们之间自由和公开讨论的结果。就算对人们进行教化，也不一定就能达成全体一致的同意，在本质上美好的动机可能只是一个虚假的希望。政治是一个协调不同利益的过程。相对于个人选择，政治不过是集体选择而已。就个人而言，我可以选择把自己的房子涂成白色或者红色。我的选择可能受到某种物质限制，但即使这样我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品味和价值观做出决定。如果这个比喻恰当的话，那么以下观点就是站不住脚的，比如说为我的房子选择涂成白色就是正确，而选择红色就是错误的。倘若我的邻居，以及建筑色彩顾问也认为白色在审美学上更令人满意，那么他们同样是值得怀疑的。这种比较分析挑战了人文科学史上关于真理的古老话题，这并不是我的本意也不是我的目的。

我把政治的这种解释方式归功于奈特，对此我也很赞同，相对于我是否选择把房子涂成白色，政治就是一种相应的集体选择。为了实现效率，有时人们必须做出集体选择而不是个体行为。可以说，团体选择是一种必然趋势。然而当我们进行团体选择时，可能会遭遇个人的不同意见。如果房子是集体的，那么它应该涂成红色还是白色呢？情况很可能是一些人选择了一种颜色，而另一些人选择了其他颜色。政治过程就是作出原初选择之后，经过分析和妥协最后以某种形式得以解决。然而，革命或许意味着否定其他人的特定选择。当然，政治秩序或政治稳定需要人们对当前集体决策的默许。这并不是说为了迎合集体决策人们必须修正自己的偏好，一旦人们完全理解面临的选择，那么他们将会接受这种集体决策。事实上恰恰是不同意见的存在，才把真正的民主政治与洗脑式的变体政治区别开来。

即使人们拥有同样的知识，每个人的观点还是有所不同的。经济学家使用效用函数来解释，而普通人使用“好”（或“坏”）描述。但“好”（或“坏”）既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公共性的。按照我自己的效用函数，两年一次的欧洲游远比购买一辆新轿车要好得多。然而在我的同事看来，情况刚好相反，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按照我的效用函数，联邦政府在空间计划上花费的钱远远超过了扶贫项目。在我的同事看来，情况也是刚好相反。这种比较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后者决定了公共利益整合的政治决策结果。然而，我们接受这一结果不意味着达成了同意，这种特殊的整合并不是所谓的“正确”。[5]


关于政治的分析，奈特对于波兰尼的主要批评似乎是正确的。与政治的选择相比，科学的选择有自身的特征。对于后者来说，一系列的现象都具有多种解释选择，在研究初始阶段科学家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就科学发现过程本身来说，它是逐渐减少分歧的一个过程。由于掌握了一般性参考理论体系，同时也承认评估的一般性标准，科学家就能够否决那些“错误”解释，并用“正确”性解释替代。此处，“真理”是可以由同意来衡量的，因而这一术语本身是有意义的。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所有层面的科学不存在个人“品位”或“评价”。但是，科学的根本分歧并不是价值观念的分歧。它们之间的分歧指的是事实、分析、解释——当相关认知拓宽后这种分歧也将逐渐消失。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科学的发展“似乎”让研究者成了探索家，他们就是要揭示已经存在的事实，并不需要关注事实本身带来的哲学层面的问题。

正义和“好的社会”

政治的某些部分肯定是卑鄙的、准腐败的，它包括社会团体之间日常调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要求。它也是一种压力集团的政治，比如说政治分肥和精明政客（wheeler-dealers）等重要方面。但这就是政治的全部内容吗？难道不应该追求正义以及“好的社会”的组织原则吗？

如果将关注点转移到这些根本性问题背后的不同政治形式，那么奈特和波兰尼之间的立场或许可以调和。正如上文提到的，政治的早期阶段指的是公共物品的生产。但从更高阶段说，我们可以把政治定义为一种选择。政治被认为是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对于规则的选择。使用同一种政治术语来描述两种不同的现象，这是我们犯的大错，事实上这也给当前的研究制造了重大混乱。从这一点说，我将这种更高阶段的制定决策看做“宪政的”政治，这与人们通常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区别开来。当前人们把这两种阶段政治之间的重要差别几乎全部抛之脑后，这可以说是20世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众多悲剧之一。

考虑一下目前的宪政政治，即规则选择的问题。这里规则和制度的选择，为个人或团体之间的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选择提供了限定框架。宪政规则既限制了个人选择，也限制了集体政治行为。禁止偷盗的规则限制了我偷窃邻居的财物，而禁止歧视的规则，在我对公共物品缴税的同时也限制了我的邻居享受免税的待遇。

对于规则选择的过程我们将如何评价呢？它与科学的过程相似吗？抑或在不同的层面上，它更接近于前文分析过的一般性公共“物品”的操作性选择呢？

真正的宪政选择的合理状态似乎处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是科学解释的选择，而另一方面是公共物品供应的选择。实际上个人对于规则选择的评估可能存在许多差别——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差别反应了基本的价值排序问题。因而从这一点上说，人们不可能通过公开的讨论来达成同意。然而在许多例子中，涉及的不只是评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之间的分歧源自于他们对于规则选择的执行能力有不同的预期。只有在这个状态之中，才能做出有意义的分析和解释，对于选择的评估才接近于科学的一般过程。

在宪政的规则选择方面，与一种标准的室内游戏规则进行比较分析是有帮助的。在游戏开始之前，参与者将对相关游戏规则进行讨论，即使在游戏开始之后，也会就已有规则的修改进行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者追求的目的或目标是什么呢？应该不是也不能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单个参与者可能会强调自己的利益，但游戏规则必须具有不确定性，即保证规则不能决定特殊的利益。宪政选择的规则具有内在不确定性，这使得个人行为与已经明确的个人利益有所不同。任何一个可能的参与者，倾向于选择一系列预期自己能够获得“更好的”处境的游戏规则，同时这个游戏也必须“公平”、“效率”和“有趣”。在这种特殊选择环境下，这几个术语描述的是相同的内容。

现在考虑一下，如何制定一套能够达成团体同意的规则，即能够让所有参与者都接受的游戏规则。起初，人们或许有不同的关于理想游戏的看法。然而，随着相关讨论的进行，他们之间的分歧会越来越少，原因是争论的基础不是个人的价值观，而是预期选择的规则的执行能力。这种讨论是公开的、自由的，能够减少意见分歧；或许它还存在不同的意见，但这已经不同于科学研究过程，因为即使科学向前发展时，它探索和捍卫的目标也存在着基本价值上的分歧。

当我们把焦点从操作性决策层面转移到宪政决策层面时，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重新思考波兰尼关于科学与社会秩序之间的逻辑关系。然而对此需要小心谨慎，需要把两者之间的区别牢记于心。具体分析的宪政决策，就是政治规则的选择问题。如上文分析的那样，与自由的科学探索过程相比，政治规则的讨论、选择和同意的过程有着很高的相似性。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建立政治规则的目标是不明确的。科学表现为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它的衡量标准就是真理的全体一致同意。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我们相信科学理论的说服力。从另一方面说科学的证据是能够证实的；科学的命题也是可以证伪的。在一定条件下，以及合理的范围内我们可以确定科学的含义，如辐射治疗可以缓解癌症的痛苦。显然在同等条件下，基督教科学就没有这种功能。

与科学程序相比，宪政就是关于政治秩序的一系列规则选择过程。就这一过程而言，它是否就是一个发现或探索以追求“正确”的过程呢？很显然，一直以来政治哲学家都坚信这种观念。也就是说应该追求好的社会，因为它是唯一的。但是，这种观念合乎逻辑吗，抑或在本质上就是具有误导性的？

很显然，科学研究中的错误反馈效应似乎并不适用于宪政政治。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我们姑且假设调解社会互动关系方面存在一系列唯一最好的规则，而且也达成了一般性同意，事实上只有根据历史上全球社会的经验来评价，这种规则才是合理的。然而，这种规则必然是在多种选择中形成的，而不是根据最终的最好的宪政政治的标准。假如从一开始就发生了错误，选择了与好的社会不一致的规则。怎样才能让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错误呢？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必须生活在他们选择的制度之中吗？与下述例子做对比分析，即当一个理性的聪明的野人在跳祈雨舞时，通过他自己的感觉，他可能发现舞蹈并不会带来降雨。当然，尽管存在这种事实，但这种比较分析不能走得太远。

“最好的”社会秩序必然是运作的“最好”的社会。只有经过长期的实验政治规则才能显露出它的本质，然而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只能试用某一套规则。因此除非允许跨文化的比较，或者历史的比较，否则就没有可供直接观察的替代解释。再来做一个比较分析，一方是祈雨者的舞蹈，一方是专业的气象学家的人工降雨行为。在对有限个人行为模式进行观察前提下，科学实验是可能的，总之它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而不是单纯的概念比较分析。

存在一个“好的社会”吗

即使是在宪政规则的选择层面，政治与科学之间也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即解决方案是否具有唯一性。这与科学的真理的概念相关，前文已经论述过这一点，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一方面科学就是发现，这一定义意味着要发现和追求的目标是唯一的。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科学中的真理与可能的事实一样，都是唯一的。

当这个概念从科学延伸到社会和政治秩序问题时，又产生了一个主要问题。如果政治与科学研究类似，那么在宪政层面它也是一个发现和探索的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假定政治的探索过程以及一系列规则都是唯一的，这就是好的社会的基本要素。然而如果完成了这一探索过程，那么有教养的理性的人们会从根本上接受这种政治规则吗？在政治哲学中，最终会有这样一个通向彩虹之乡的终点吗？在政治上有这样一系列最好的规则管理人们吗？假如政治不是科学的拼图游戏的过程，也不允许有条件地进行反复的科学试验，而只通过自由的和公共的讨论进行选择，那么它还能够持续地维持这种政治规则吗？

对于比人类更聪明的万能的神来说，可能有着不同的和更高的秩序，如果神使用自己的评价标准来判断人类的社会关系，那么上述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但是对于人类而言，这种独特的存在似乎是值得怀疑的。就算在有知识的人们之中，彼此价值观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因此人们易于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即使我们在规则选择的执行能力方面达成同意，我个人的理想化“好的社会”还是唯一的，无论在总体上还是特定层面都与其他人不同。

可以理解的是，波兰尼这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似乎选择了肯定的答案。在科学研究中，通过自己的视角来观察自然的宇宙，这样人就变成了“神”。同样，“神”在观察人类时也可以看到社会秩序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歪曲波兰尼的意思，他把“神”看成一个角色，误以为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的发现是“神”的设计带来的启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奈特高度质疑“神”的方式，他不愿意使用自己的标准来进行超越人类能力的评价，他给人们的价值观赋予其他内容。即使在最大程度上，我们把政治视为对于宪政规则的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科学”和“政治”仍然相去甚远。

政治的科学

如果我对两位学者做出了正确的评价，那么他们之间的内在分歧是很重要的，但总体上说他们的社会思想有着很大的关联，远比某些具体分歧更多。最后，问题就是政治过程的这个概念。一直以来，包括那些叫嚷着谴责“科学”的人在内，政治哲学家都支持波兰尼关于科学的观点，关于政治的问题也是如此。波兰尼的观点与政治哲学的理想主义传统相切合，从这一传统开始，现代政治科学形成了一个学科。关于政治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被设计成为一个真理判断的过程。近来，美国的一位著名政治学家的观点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切。在一本专门论述“理性决策”的著作中，哈维·C.曼斯菲尔德（Harvey C.Mansfield，jr.）认为政治过程易于阻碍理性决策的形成，原因是它必须折中分散的利益需求。[6]


如波兰尼的例子分析的那样，政治中的真理判断过程或许需要对个人自由的捍卫，它的基础就是持续的和无止境的发现过程，如果要发现所有的真理，那么只有个人自由才能实现探索过程的效率。然而不幸的是，真理判断过程并不一定带来对于个人自由的捍卫。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褊狭态度，如人们坚持已经发现了某种政治的“真理”。[7]
 这隐含着“对的”的人们可以把“真理”强加给其他人，显然这些人是无知的、顽固的和盲目的，他们没有辨识错误的能力。对于不顺从的少数群体成员来说，他们可能拒绝接受政治过程中发现的“真理”，可以说他们成为了祈雨舞者的第一批同伴，当然也同样遭到了歧视。这种褊狭态度似乎是现代自由主义美国人的特征，他们统治着学术研究的圈子，对于他们来说，政治过程一定存在着一系列普遍的“真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政治决定的公开反对就是“不道德的”。

在奈特看来，政治的理想性概念和选择性概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哲学分歧。对于后者来说，政治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调和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个人和团体之间的过程，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真理”。这一立场包含了宽容的态度，这是不言而喻的。它对于个人自由的捍卫是非工具性的。总之，它建立在承认和接受个人价值的价值观基础之上。




[1]
 Frank Knight，“Virtue and Knowledge：The View of Professor Polanyi，”Ethics 59（July，1949）：271－284.


[2]
 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波兰尼和奈特都不需要对这种扩张越界行为负责。事实上，他们两人的理性立场为更严格的极端观点提供了调和的基础。


[3]
 关于这种比较的明确分析，请见“科学共和国”［Michael Polanyi，“The Republic of Science”（lecture delivered at Roosevelt University，Chicago，January 11，1962），pp.6－8］。


[4]
 首先需要记住的是科学发现是在探索事实的过程中发生的——事实是存在的，不管我们是否能感知得到。探索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而事实不是［Michael Polany，i“The Creative Imagination，”mimeographed（Oxford，April，1965）］。


[5]
 这里的分析限定于政治问题，其中分歧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同样这种分析也见于规范性伦理学问题中，事实上这与查尔斯·L.斯蒂文森（Charles L.Stevenson）在《伦理学与语言》（Ethics and Language）中的解释相似。斯蒂文森解释了信仰的分歧与态度的分歧之间的区别。由于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小，因而在本质上他试图澄清这种模糊性，总之他的立场与奈特非常接近，正如我在后面分析的那样。


[6]
 Harvey C.Mansfield，jr.，“Rational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Burke's‘Bristol Speech，’”in Rational Decision，Nomos Ser.No.7 ed.，Carl J.Friedrich，esp.p.197ff.


[7]
 在其他地方波兰尼似乎认可了这种观点：“由于学科的发展必然要求他追求事实，他（科学家）必须声明他的结果是普遍正确的……对于普遍正确性的声称只是为了表明它应该被所有人接受”（“The Creative Imagination，”p.19）。


第二部分　社会契约的结构


第六章　关于公众的选择

契约的解释

相对而言，国家的契约理论是比较容易建构的，但只有谨慎地使用这一理论才能形成解释性的意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在发现“科学”现象时能够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在对感性知觉进行分类和解释时，可能使用一些解释框架和模式会让我们“感觉更好”。如果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说，普遍接受强制性秩序是“好的”；那么人们就应该投入金钱、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从证明过程来说，关于国家的契约理论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社会政治的秩序和稳定是很重要的，人们可能认为这是政府过程运作的结果，从概念上说它建立在合作行为而不是不合作行为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契约理论公开和大胆地追求理性的目标。这里我们需要《法律的逻辑》、《同意的计算》以及《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三本书也涵盖了现代契约理论的基础。[1]


不论是规范性还是实证性层面，契约理论还有其他目标吗？从与其他团体而不是个人订立契约的过程中，可以找出制度的任何想象到的逻辑来源吗？关于社会安排的判断，是否可以不使用契约主义的标准，或者按照经济学的术语，不使用帕累托的标准？进一步说，这些标准就一定比其他标准更合理吗？

在早期研究中，我忽略了这些基本问题。不论如何复杂，我都致力于为政府行为寻找契约主义的基础，通常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这些政府行为，那么也存在改革的可能性。对于我来说，这种分析似乎是相关的，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或“公共选择”——它们很少或根本就不需要方法论，但被当成了难能可贵的分析视角。只有对社会政治结果的整个分析路径进行总结时，我才会停下来思考，这时我意识到必须对契约主义立场的基础进行彻底检验。

我们知道，至少从它的许多方面来说，无论是事实上还是历史上“社会契约”都只是一种神话。在某种原初状态下，就社会关系规则的同意问题人们不可能聚集到一起进行讨论。就算在某一历史时期人们这么做，也很难说他们的决定反映了所有后来者的契约意见。我们不可能时时从头再来，要么接受现有的政治世界要么努力改变这种局面。现在的问题是，判断是否需要改变的决定性标准是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契约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神话，它的目的就是证明已有的社会制度结构的合理性，那么是否可以使用契约主义推理建立一种标准，用于评价社会结构变革或修正的可能性呢？之前我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并没有论据。然而，某些聪明和自信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分析。

我们该如何建立一种标准，用于判断法律是否需要改变，或者判断权利的安排是否是正义的呢？对于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来说，变革的标准仅仅是“我喜欢”，甚至还有人把它粉饰为“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或“公共利益”等虚构词汇。对于我而言，这是一种逃避主义的立场；它陷入了一种关于个人价值的空洞争论之中，并不是一种理性分析。我的某些同行或许拥有神一样的品质，或至少他们自认为如此，但只有他们的神性被人们承认之后，才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在个人价值方面没有人比其他人更重要的前提假设下，对于社会变革的理性分析标准的适用范围进行检验。同意是唯一的检验标准吗？这里维克塞尔（Wicksell）—契约主义—帕累托式的答案是唯一合理的标准吗？如果的确是这样，我们愿意接受它的所有推论吗？它的全部含义是什么呢？在没有形成全体一致同意或准全体一致同意意见时我们可以阻止所有的社会变革吗？

姑且我们假定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可以向前迈进一步，借助于“立宪主义”这种科学规则为观察到的行为提供合理化的解释。可以说关于社会变革的特定提案并不会带来普遍的同意，只有当它符合现有法律结构时，才会出现相关选择或实施行为。这一推理似乎向前推进了论证的过程；我们似乎找到了走出两难困境的方法。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绝不意味任何特定提案都可以用“好的”或“坏的”来评价。使用非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则，可能产生多种结果或后果。这解释了我对于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 impossibility theorem）以及随后分析的最初反应。我的看法以前是现在也是如此，即在社会决策过程中的不一致意见是不足为奇的，原因是本来就存在一致意见的标准。这解释了我为什么不愿把宝贵和稀有的时间，浪费到以效率为基础的政策措施的困境之中。关于立法的提案，我并没有提供什么政策建议。但作为政治经济学家，我可以检验公共选择，也可以对制度发展作出预测。总之，我可以对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结构展开分析。

公平规则的概念

但是该如何解释宪政变革的本质呢？我们对此是否没有答案，或者在这一层面上只能使用契约主义（维克塞尔式，帕累托式）的规范吗？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观察到的情形很难支持这种观点。必须发生某些改变，以符合人们公认的完全的“立宪主义”，而不是越来越偏离全体一致同意的方向。我们是否应该拒绝这种无法控制的改变？还是应该基于其他原则建立新的标准呢？

普通室内游戏中的规则选择，或许能为我们的分析提供帮助。拉特利·瓦伊宁（Rutledge Vining）尤其重视这一选择过程，由于受他的影响颇深，我曾经认为这种比较分析是契约主义标准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设想，单个参与者处于完全不确定的环境中，对于之后的几轮游戏他们满怀担心，或许在制定一系列规则方面他们能够达成真正的同意。但“公平游戏”并没有什么真实的内涵，它也可以延伸到社会政治的制度问题。但是这种类比分析能够走多远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开始意识到在标准维克塞尔式的框架下，某些制度可能无法适应这种环境。然而我们能走得更远吗？能否像约翰·罗尔斯在他的大作《正义论》中那样，认为我们自己处于一种原初契约状态之中，接着把思维过程理想化为一种“规范”，进而“应该”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变革的标准吗？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我而言，它与一种可能的理性化过程的观点完全不同。理性、解释都不能形成提议，罗尔斯并没有指出这种重要的区别。一方面从概念上说，处于完全的宪政阶段的人们经过深思熟虑，在“无知之幕”背后之下决策，可能能够形成某种类似于我们实际观察到的规则，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说设想我们心智道德都处于一种接近于原初契约状态的环境之中，人们都遵守完全的“道德品德”，那么就应该强制人们遵守特定的规则。

然而，除非我们全部接受现有的任何结构形式的规则，否则只有通过同意或者全体一致同意才能寻求立宪主义的变革。社会哲学家不能容忍自己在规则变革时显得无能，在扮演上帝角色时显得无能，在大众中抬高自己时显得无能。如果对于维护现状他有一种固有的偏见，这或许是一种被界定——被解释成的看法，因为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只有在社会改革中才能找到合适他的角色［这种角色概念很可能反映了迈克·波兰尼和克雷·罗伯茨（Graig Roberts）所谓的道德颠倒：道德观念从自我救赎的个人行为转化为对于社会制度道德评价］。

逃离霍布斯的丛林

当人们不赞成改革权利的基本结构时，将会是什么情形呢？他们会这样说吗？即“既然我认为国家有权力管理社会事务，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支持国家作为实施改革的代理人”。要解决这一麻烦问题时，或许需要追溯历史求助于霍布斯。我们必须检验逃离霍布斯丛林的初始一跳。人们之间的同意是如何形成的呢？以及在实施过程又出现了哪些问题？

在图1的示意图中，坐标原点代表了霍布斯丛林的均衡状态。如果我们用纵坐标表示“B的守法行为”，用横坐标表示“A的守法行为”，显而易见的是，人们不能确保从其他人单独和独立的“守法”行为中获得收益（设想此处“守法”行为指的是“不偷盗”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如在公共物品的模型中，在完全独立的调整前提下，个人、民众或共同消费者可以制造出“好的”公共物品。然而如果把守法视为“好的”，那么仅仅通过自己的行为个人无法提高收益。除了能够提供一种“完全的”外部经济行为之外，别无他为；而这一行为的全部收益却归于其他人。因此在这个二人图表的坐标原点，这种独立调整状态包含了一个角点解。尽管不存在单边行动，但在这种霍布斯丛林状态中还是能够从交易中获益。

在图1中，通过坐标原点画出两条合适的无差异曲线，用来描述双方可能获益的帕累托区域。这两条曲线表明通过“自己”与“他人”守法行为的交易而获得的内在或客观收益率。这里使用标准凸性属性来描述似乎是合理的。然而，除非我们了解原初状态，或至少了解原初状态的描述性特征，否则这种分析就是空洞的。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个人是不平等的，或者说至少说不一定平等的，在这种环境中，不论是人们的能力还是最终选择都超出了可承受的范围。[2]
 假定人们之间存在均质性，这就等同于承认一种理想中的规范性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均等本身就是一种荒谬的决定性命题（当然，它不仅仅是社会哲学家易犯的一种错误，还对20世纪的司法精神起到了有害的影响）。然而，如果抛弃人与人之间的均等或均质的假定，就可以分析在霍布斯或自然调整均衡状态下，这些“赢家”和“输家”之间的相对价值或交易。为了方便分析，设想一下在我们的二人自然分配模式当中，A享有10个单位的“好处”，而B只享有2个单位的“好处”。两人都耗费了自己的精力，这就是建立和维护自然分配所付出的“坏处”。通过交易——在产权的法律或规则方面达成同意，可以减少或消除这种耗费。通过这种途径，双方都可以确保获得更多的“好处”。这种后交易均衡必然反映了双方在自然分配或后交易结果方面的改善。这就是从无权利的原初状态走向具有多种可能的后交易或积极的权利分配状态的过程，是一个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改进的发展方向。

我们假定达成了同意；每个人都同意产权的分配，进一步来说每个人都尊重这种权利的分配。为了更好地解释，设想一下所有好处的分配A享有15个单位，而B享有7个单位。因而，通过交易而形成的均衡性分配比例关系，可以保证权利的分配。然而即使存在这种均衡性比例关系，由于相对位置的变化，B能够获得比A更多的比例。在本案例中，A的收益提高了一半，但B的收益提高超过了两倍。这种相对增长表明，在自然分配中获得相对较少收益的人们，在后交易状态的世界里可能获得相对较多的原初分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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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达成同意时，双方都获得了比之前更多的收益。然而必须再次强调是，这里还是存在囚徒困境。任何一方都可以通过单方面违反同意来获取预期收益。在图1中，如果E点代表了同意的位置，向N点移动A就一直能够获得收益；同样，如果向M点移动那么B就能够获得收益。然而，通过单方面违反同意而获取的预期收益很可能是不均衡的。在自然分配状态中，获得相对较少收益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预期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违背规则的犯罪行为他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假如他的邻居是富人，那么与只有穷邻居的人们相比，他的盗窃犯罪行为很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财物。

在图2的矩阵图中，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困境，在IV单元格中表示的是原初后交易或自然分配的状态，而I单元格中表示的是后交易或积极权利的分配。如前文指出的那样，在自然均衡状态下B获得的收益相对较少，在I单元格中他如果单方面违反同意就能够比A获得相对更多的收益。在这一移动过程中，B的收益从7增加到12，而A仅仅从15增加到17。这个例子表明相对富裕的人更愿意去监管穷人的行为，同样地反之亦然。当然，必须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情形。但是，这有助于解释和分析一个更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实际上人们从未认真对待过这一问题。

自然分配状态中的变化

假设人们已经达成了同意，双方都遵守法律，而且都享有借此带来的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富人变得越来越懒惰和冷漠，而同时穷人不断增强了力量。这种变化修改了自然分配的状态。现在我们假设自然分配改变后的比率是6∶6。那么与穷人相比，富人更有强烈的愿意维持法律结构的现状，但此时在自然能力方面穷人已经不再是穷人了。结果是在无交易和交易之间的原初均衡分配比例关系也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在新的自然分配格局下，富人几乎获得了全部的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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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更详细地分析这个例子。假设这个例子接近于温斯顿·布什提到的案例。从一开始，问题就是天国的神赐之物应该如何分配给这两个人。如图中提到的那样，原初自然分配的比率是10∶2。首先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同时也要承认两人的能力，通过权利分配A和B都同意可以获得的比率变为15∶7。随着时间的推移，B相对地增加了他的力量，但是“好处”的分配比率仍旧是15∶7。以原初自然分配为基础的一系列产权的同意，不再能够代表或反映出现有的自然分配状态。考虑到环境已经发生改变，如果倒退到最初的自然均衡状态，相对给B造成的损害较少，而给A造成的损害较大。现在，可以说穷人没有多少意愿遵守法律。如果这种情况得以持续，自然分配按照这一方向发展下去，那么穷人甚至发现如果倒退到霍布斯丛林状态中，他自己可能获得更多净收益。

我们可以使用现代博弈理论来描述这一模型。如果原初自然分配状态保持不变，那么关于权利分配的同意就具有多人博弈理论的核心特征。无论团体其他成员持同意还是反对的态度，他们都不能联合起来违反这种分配或调配形式。可以说个人是无法改变局面的，或者说在这一环境中，自然分配是一种更优的形式。然而，受法律规则约束的分配形式丢掉了某些核心属性，原因是它在自然分配形式与“下方”现有权利结构之间摇摆不定。总之，现有权利结构的基础正处于变动的过程之中。

久而久之，这为财富的再分配和产权的改变提供了新的途径。即使没有明显的同意，人们对于财富的要求也发生了可观察的变化。这或许表现为，某些能够利用国家执行权力的特定群体，可能联合起来违背契约。显而易见的是，在图2中他们的位置从I单元格移向了II单元格或III单元格。当然，我们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联合起来。在不损害其他社会成员利益的前提下，如果一个人或团体可以单方面行动，那么他们总是有违背权利分配同意的意愿。从本质上说，在I单元格中形成的准均衡状态是不稳定的。这种均衡并不符合博弈论的核心思想，但必须记住这一点，我们分析的核心假定就是能够阻止人们之间的合作行为。然而为了更全面地分析，我们也需要分析在无法阻止人们之间的合作行为时的情形。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团体中其他成员无法执行权利的原初分配？

如果在自然分配状态下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动，那么将来人们遵守新的契约的执行权力可能是无效的，即使存在这种执行权力，显然也很可能是逐步削弱的。如图所示，在新的自然分配状态下，B几乎得到了与变动后一样的法定权利。因此，A几乎失去所有的限制性权力；这样一来，即使他提出威胁把共同体倒退到霍布斯丛林状态之中，也不能影响到B。执行契约（法律规则的结构，现有的产权的主张）的“意愿”与客观能力是同样重要的。就算A通过多次违反规则，以武力强迫B返回到原来状态，那么为了让威胁具有可信性，他可能会遭受不愿承担的损失。[3]
 在这种情况下，共同体中的守法成员可能发现他们正处于一种困境，即几乎不能限制任何对于社会契约的单方面违反行为。

从这个角度说，建立在分配“正义”基础上的规范性论点可能代表了一种对于现有权利结构的修正。如同契约主义的思想被用来理性化现有的结构一样，“正义”的思想或许被用来理性化强制性违反契约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这一论点的提出者以及信奉者都可能“感觉良好”，但人们常常无视他们这种的看法。我认为，这一推理不过是解释了特定社会团体对于再分配政策的态度。戈登·塔洛克部分地解释了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对此问题的观点。[4]
 这种解释更适用于富人的后代子孙对于再分配主义的态度，举例来说，如洛克菲洛家族和肯尼迪家族。约瑟夫·肯尼迪对于再分配态度要好于他的儿子们；约翰·D.洛克菲洛要好于他的孙子们。既然这一模型对于自然分配状态的变化提供了一个解释，那么就不再需要求助于心理学家。作为财富的监护人，富人的后代们远不如他们的祖辈。即使从支配的国家财富份额来说，他们也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天赋不足以与此匹配。显然，他们对于穷人们的怜悯之情不过是想要获得一时的安全感。

上述分析表明，在代际遗传的非人力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的行为差别。在一定程度内，生活在自然或霍布斯环境之中，人们的能力与人力资本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然而却与非人力资本之间无关。由此可见，与拥有非人力资本的人们相比，可能拥有人力资本的人们很少关心他的“非正义”地位，也很少关心修补社会体系漏洞的权益措施。如果现有的收益资产分配严重违反了潜在或现有自然均衡下的比例分配形式，我们知道这些主张被认为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拥有非人力资本的懒惰的富人们，倾向于与穷人联合起来以避免退回到霍布斯丛林状态。这种联合表现为对于穷人们的公然犯罪行为，富人们采取默许或者为其提供保护的形式，由于选民控制着大多数人力资本而不是非人力资本，那么也可以表现为明确的“沉默的大多数”政治剥削的形式。

上述分析在20世纪70年代有着一些经验基础。但是，对此剥削团体又将如何作为呢？中产阶级能够与富人们形成联合吗？尤其是后者是非常不可靠的。或者他们可以与穷人们结成联盟，前提是明确地没收富人们的非人力资本（从政治上说，或许会采取征收遗产税的形式），来换取严格遵守法律带来的好处？美国梦的神话可能会阻止发生这种情况。白手起家的新富们为他们的子孙积累财富，但后者很可能会心怀愧疚。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守法行为的归责原则越来越难以维持，从某种均衡的原因来说，它的结构违反了参与者设想的自然或布什—霍布斯式的归责原则。观察到的归责原则，或在现有宪法法律规则下建立限制性的归责原则，可能都与人们接受的自然归责原则毫无关联，因而这种法律标准的崩溃是可以预见的。

在分析改良规则的标准以及权力分配时，是否又涉及了我们讨论的一个原初问题呢？我已经指出契约主义或帕累托的规范与“我们从这里开始”（we start from here）的简单原则紧密相关。但是“从这里”（here），指的是现状，是现有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规则。因此，该如何区别法律中真正的契约主义变革与上述提到的变革之间的差别呢？难道说从现有的现状“改变”过来的变革都是合理的吗？在某种程度上，之前已经确定了产权，绝对的“交易”就能够形成，这样所有各方都能够从中获益。然而，现有的权利分配易受到国家持续性的重新解释的影响，人们失去了组织和达成相关的交易或同意的动机。这相当于说，一旦国家开始过于关注现有产权分配和法律规则条件下的财富分配状况，一旦开始思考个人或公众从违法行为中的收益，或者思考在现有的归责原则和在理想无政府状态下的预期行为之间的差别时，那么这必然阻止和妨碍了为所有人增加财富份额的潜在结构变革行为。关于经济刺激有一些根本性原因，这不同于人们熟知的论点，可以说对于“正义”的过度关注使得为所有人增加财富的情形无法发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20世纪70年代晚期似乎代表了一个世纪，而不仅仅是60年代以后的十五年左右，这一时期所有目标都是为了发展，同时也没有出现对于分配问题的新一轮关注。当然，这里问题变成了国家或集体行动的全部概念。当谈到对于现有宪政法律结构的接受程度时，我感到十分悲观。与美国两个世纪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相比，现在产权的基本结构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在第12章中，我提出了一个假设，部分地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我们见证了战略勇气的全面损失。而且情况可能更为严重，我们可能正在见证现行宪政权利体系的崩溃，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宪政”，在我们的司法专制者的眼里它不过是牺牲献祭物的内脏而已。面对这种局面，我的确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对于能够了解实际情况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一开始的问题：权利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得以实施？法律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从一般意义上说法律的合法性是什么？




[1]
 See Gordon Tullock，The Logic of Law； James M.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d 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2]
 温斯顿·布什在他的文章《无政府状态下的个人福利》中，已经描述了在无政府状态下形成的“自然分配”的正常属性（“Individual Welfare in Anarchy，”in Explorations in the Theory of Anarchy，ed.Gordon Tullock，pp.5－18）。


[3]
 关于这些问题的详细分析，请见第12章。


[4]
 See Gordon Tullock，“The Charity of the Uncharitable，”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9（December，1971）：379－391.


第七章　政治、产权和法律

沃伦·萨缪尔斯（Warren Samuels）使用了富有想象力的（Miler et al.v.Schoene）红西洋杉案例[1]
 作为论据，用于解释政治法律结构与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2]
 我和萨缪尔斯使用了相同的方法论，坚信只有超越经济理论中具体的限制条件，来分析政治、法律以及社会中经济行为的限制性因素，这样才有希望解释当前具体政策问题分析中的混乱状态。然而在关于政治、产权以及法律理论的解释方面，我与萨缪尔斯又完全不同。在红西洋杉案例的主要争论中，需要对于这一系列不同的概念进行检验，包括司法过程、民主制立法体系的功能，以及在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可接受效率等方面。虽然下列分类标准过于简化了，从某种宽泛的意义上还有一种简单的判断方法，即那些使用维克塞尔的术语解释帕累托标准的政治经济学家可以被称为所谓的“弗吉尼亚学派”（Virginia school）。[3]


观点总结

以下是从萨缪尔斯的文章中摘录的一些论据：

红西洋杉案例是一个涉及了红西洋杉和苹果树种植园主的例子。红西洋杉病菌是一种植物病，这种病菌在第一阶段是没有影响的，只是寄生在它的宿主即主要用于装饰的红西洋杉上，这对其并没有多大伤害。但在第二阶段这种病菌却对苹果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感染苹果树的叶子和果实。1914年弗吉尼亚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令，授权州昆虫学家调查此事，同时认为如果有必要，将无补偿地没收或破坏距离苹果种植园附近两英里的红西洋杉树。

在这个案例中原告是米勒等人，但在州法院的诉讼中败诉了，于是起诉到弗吉尼亚州最高上诉法院要求驳回判决。从表面上看原告的主张是既简单又直接的，但有着深刻的启发性意义。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立法机关为了苹果树种植主的利益没收或破坏了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在他们看来这是违宪的。（pp.436—437）

按照萨缪尔斯的解释，弗吉尼亚立法机关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保护性判决损害了原告的利益”（p.439）。立法机关宁愿选择保护苹果树种植园主，从而对红西洋杉种植园主进行惩罚。最高法院支持了州立法机关的这一判决。根据萨缪尔斯的观点，这一结果是一种“新的有效的物权法”（p.439）。红西洋杉病菌是一种无法预见和预知的自然事物，这样说来国家干涉和决策的做法不是侵害这一方就是另一方。

这种观念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对此萨缪尔斯的立场是比较明确的。当任何政党和国家通过立法兼司法机构和武器挑战先前已有的物权法律时，无论是否情愿，都必须在相互冲突的原告被告之间做出选择。据此推断，由于受到不同经济利益团体的相关压力，国家机关的协商和决策将会受到影响。即使没有必要进行补偿，萨缪尔斯还是相信它能够产生更多的预期收益。显而易见，萨缪尔斯的方法对于成本收益的分析家来说有着重要意义，他很可能认为相关的金钱价值与分配结果不相关，最后结果将是也应该是立法者兼法官主动做出的一项“正确”决定。

法定权利和交易机会

然而我与萨缪尔斯的主要争论核心，不是如何调和集体决策过程中的结果与经济学评论家所谓理想化的“效率”之间的矛盾。对此我的批评是根本性的。萨缪尔斯过于求助于国家决策行为，在本质上这种行为阻碍了交易以及有助于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如市场一样的压力，这或许构成了一些外部性因素从而导致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变。为了实现社会产品的利益最大化，我们不能保证国家会做出哪一种具体选择，即使国家有权利这样做，在萨缪尔斯的模型中也没有涉及如何实现共同获益，而这本是社会互动关系中使用经济方法的主要内容。

当然，像发生红西洋杉病菌这种自然事件是无法预知的，因此之前在相邻的土地上种植园主是能够和平共处的。在苹果树种植园主与红西洋杉种植园主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相互依赖经济关系，这一体系处于帕累托效率的边界上。在红西洋杉病菌发生之前，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潜在的交易或同意，也就说一切都是未知的。因此，这一体系是有效率的，同时也是最优的和均衡的。在这一案例中，这三个术语本质上代表了相同的意思。

接着这种自然事件发生了。但这种病菌并没有对它的最初宿主红西洋杉造成破坏，却对苹果树带来了重大损害。在病菌侵入之后，苹果树种植园主与红西洋杉种植园主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旦从交易中获得了潜在收益，那么这种新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很可能就解除了。然而在“交易”达成之前，个体参与者维护他们的产权。在这一案例中，从已有的权利结构来说，它很可能不允许苹果树种植园主去破坏相邻的感染病菌的红西洋杉树。这种“先前已有的权利”（previously existing rights）可能保护了种植感染病菌的红西洋杉的种植园主，免于受到苹果树种植园主的侵害。对于所有各方来说，很可能是这一结果公认的。

然而，这一案例描述的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个事实，并不能提供某种启示性的意义，或者为产权法律解释提供某种方法。在本案例中，红西洋杉种植园主有种植感染病菌的红西洋杉的权利，反过来说，苹果树种植园主也有种植健康的苹果树的权利，这或许也包括了不受所有其他人干涉的权利。然而对于解除由潜在交易而新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来说，该原则强调了某种结构，这一具有明确限定的权利是一个必要的起点。这并不是说，当出现不可预知的外部侵害时，这一权利结构是没有模糊性的，或者说不存在其他替代性解释。在本案例中，对于争议各方的行为法院作出限制性的判决，这是一项非常适当的和必要的工作。但是，法院的这种行为只是对于现行法律“设定界限”；而不是也不应该被视为是对于现有法律的新界定或改变。法院可以澄清问题的模糊性，确定问题的精确性，并在红色地带标出黑白分明的界限。一旦法院这样做，或者在争议问题具有模糊性时没有给出司法裁决，这就为双方达成某种同意奠定了基础，从而能够形成内部化的相互依赖关系。即使在已有的法律体系中，关于苹果树和红西洋杉种植园主各自权利的解释是模糊不清的，弗吉尼亚州政府也不应该诉诸于立法机关来处理。然而在萨缪尔斯的解释中，在这一层面上不存在任何争论；从法律本身来看，争议的各方都认为权利结构具有明确性。

假如对于物权法已经达成某种共识，同时也假定在苹果树和红西洋杉种植园主重新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关系，那么这就是双方“交易”的一个基础，为将共同受益创造了条件。如果我们只是分析某一个苹果树种植园主与另一个红西洋杉种植主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一模型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一旦确认存在红西洋杉病菌，显然苹果树的主人应该着手购买或者离开相邻之地，包括购买生长的红西洋杉树，或者补偿红西洋杉树由于砍伐树木而遭受的损失。争议双方可能预先采取讨价还价的策略，这样就可以达成一个有效率的解决方案，结果是在这一块土地上能够获得共同受益。在这一交易过程中，双方超越了发生病菌后的非均衡状态，也实现了共同受益。因此，也可以说双方的共同同意就意味着共同受益。

我们把这一观点与萨缪尔斯的分析进行比较。在萨缪尔斯的描述中，苹果树种植园主直接向州机关提出上诉，决定哪一方的诉求才是合理的。这样就变成了一种严格的二选一问题，这就需要有相关的信息。州机关如何判断哪一方的主张才具有更高的价值呢？在感染病菌的苹果带来的产量损失与砍伐未长成的红西洋杉造成的损失之间，如何评估谁的损失更大呢？在本案例中，曾授权弗吉尼亚州昆虫专家做出一个决定。但是专家意见易于产生一般性的偏见，这种偏见与萨缪尔斯的看法一致。在大多数相互依赖的情形中，并没有所谓的“专家”的意见，这可能是任何一种成本收益评估中的主要错误。更为重要的是，就算引入专家证人的证据，又有谁能认为集体决策的决策者将会或应该听从他们的意见呢？

需要强调的是，当争议各方自由地讨价还价并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同意时，苹果树种植园主对收成损失的评估就是他自己的一种标准，以此来判断他的最大损害并确保降低风险。从另一方面来看，红西洋杉种植园主通过估算砍伐红西洋杉来评估他的损失，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是接受还是拒绝相关补偿性方案。补偿的公平或不公平之间是直接相关的；在双方的交易过程中，补偿的具体分界点才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完成这一过程，利益直接相关的各方才能评估他们的相对价值。

复杂的安排

无论上述模型是否准确地描述了红西洋杉案例的情形，它都不过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我们假定已经确定了已有的权利结构，如果受到病菌感染的苹果种植园非常少，那么很可能不会形成集体性行动。通过相互依赖的各方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才能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案。在经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个人主义的力量能够产生重要的结果，这有利于社会产品的价值最大化。这里并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即决定是砍伐红西洋杉还是继续任由红西洋杉病菌感染苹果树。

然而，如果受到病菌感染的苹果种植园的数目非常多，或者超过了关键的“小数目”界限，那么常见的搭便车行为或许会妨碍自愿谈判的解决方式。由此看来，集体性行动似乎成为一种功能性角色。在这种环境下，民众的立法机关能够以一种适当的方式进行干预，那么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解释红西洋杉案例也成为可能。

举例来说，如果有N个苹果树种植园主与一个红西洋杉种植园主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但对于在尚未感染病菌的苹果树种植园主来说，他们可能不会达成自愿的同意。对于任何单个苹果树种植园主来说，或许不存在什么经济利益能够让他与红西洋杉种植园主达成同意，或者让他单方面购买相邻土地以种植其他果树。在本案例中，单个苹果树种植园主的行为受制于红西洋杉种植园主，但无法排除其他人享有消除病菌带来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消除红西洋杉病菌就变成了一种完全的“公共产品”，按照这一术语的现代用法，它的使用对象就是相关苹果树种植园主组成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或联合行动成为可能。原因就是这种双重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每个苹果树种植园主与红西洋杉种植园主之间，以及每个苹果树种植园主之间。在没有形成第二层相互依赖关系时，通过自由谈判的交易行为可以消除第一层相互依赖关系。然而，在形成第二层或公共产品的相互依赖关系时，或许会阻碍第一层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谈判行为。

但是只有在一个特定假设前提之下，即假定苹果树种植园主之间保持某种土地产权模式，那么如果谈判解决的方法失败就会出现无效率的状态。只要这种产权模式保持不变，公共产品的困境就会阻碍谈判的内部化行为。也就是说，如果这种互动关系包括了一定数目的苹果树种植园主，这一数目足以制造一种阻碍自由谈判解决的可能边界，那么就可以假设这一数目就是具有特定范围的不变的常量。如果在这一模式中没有超越该特定范围，那么在每个苹果树种植园主之间可能会获得由交易而产生的共同获益，而且每个苹果树种植园主都有整合成为更大种植园土地的意愿，以消除或减少一直存在的搭便车者的行为，这种行为或许直接阻碍了他们与红西洋杉种植园主达成同意的谈判。在一种非限定性的模式中，在这两个层面的交易同意有利于消除或内部化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第一个层面相互依赖关系中，许多苹果树种植园主同时都受到了红西洋杉病菌的影响，这将有助于把许多小块的苹果树种植土地整合或合并为一个单个所有者或产权之下。在第二层相互依赖关系中，通过谈判单个的所有者将会与红西洋杉种植园主达成同意，或者种植园主将致力于砍伐感染病菌的树。

这种非限定性的模式表明，通过整合多块土地的产权，苹果树种植园主之间的公共性或外部性将会内部化，在本案例中毫无疑问应当诉诸于超越初始权利定义的集体或国家行动，来执行这种契约。然而，只有对相关交易成本忽略不计时，这种模式才是完全适用的。“交易成本”的概念只是一种广义的范畴，它包括了谈判解决方案的边界。问题的关键是，在由红西洋杉病菌引发的苹果树种植园主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或许会产生一种很可能是新现象的经济内容。至于小块土地的合并方面，也许受到多种可变因素的影响。例如，对于大多数家庭规模大小的苹果树农场主而言，苹果是一种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在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下，合并小块土地的机会成本可能超过了收益，同时苹果收成的损失可能超过了砍伐红西洋杉的损失。

集体行为中的效率

这种分析表明，关于苹果树—红西洋杉案例诉诸于集体或国家行为解决或许是有效率的，但需要设定某种具体的明确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有多数苹果树种植园主卷入到这一案例中，如果交易成本决定了无法如预期那样形成关于土地合并的自由同意，那么由所有苹果树种植园主组成的集体可能合法地要求国家来解决这种困境。非常有趣的是，在弗吉尼亚州红西洋杉病菌案中至少需要10个自有土地保有人的诉状，州昆虫学家才被授权调查此事。这一事实表明，对于法律制定者的国家来说，多数人组成的当事人应该是一个必需条件。但是按照萨缪尔斯的分析，对于集体行为来说并不一定需要这些前提条件。

然而，假如这些前提条件已经得到满足，还是有必要对集体行为的适当形式进行检验。在相关问题上，国家可能会赋予超过一定数目的苹果树种植园主一些强制性权力。但通常来说，我们应当服从国家立法机关的直接决定。在这一系列行为当中，事实上国家又有哪些作为呢？如上述提到的，通过谈判有关团体无法达成公共物品的依赖关系之前，不会形成集体性的干涉行为。当然，非排他性描述了一种完全公共物品的特征。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关于公共物品的供应国家必须保证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能够获得。在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时，效率的标准和要求应该有明确的定义。也就是说总收益应当超过总成本，团体所有受影响成员总的边际价值至少必须等同于供给的边际成本。

这一政治过程中，问题就成为如何实施这一系列的效率规范。倘若集体性干涉的条件成熟，或者主观上认为已经成熟，那么集体行为又该如何保证最终结果符合而不是背离社会效率的定位？这里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提供了一种指导性原则。[4]


最初我们可能把集体行为看成一种孤立的和独立的事件。团体决策的制度结构将如何保证实现经济效率的标准呢？既然除了通过人们自己的选择之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评估个人利益的程度，关于团体决策维克塞尔建议应当采用全体一致同意的方式。共同体之中如果有一个人收益受到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损失就一定少于团体内其他成员从中获得的收益或好处。维克塞尔式的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则等同于帕累托移动，关于全体一致同意变革的不可能性成为维克塞尔式的标准，据此可以判断是否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标准。

因此，集体决策过程的理想模型就是有效的全体一致的同意规则，是共同体所有成员全部参与的选择。但是如果考虑到决策成本，这种模型是完全不适用的。通过立法机关，个人或次级团体的利益具有了代表性，它取代了全体参与的城镇会议制度结构，这是一种必要的方式。再者，在某些准理想状态的模型中，立法议会代表代表了所有成员，因此也代表了全体公民的利益。因而，维克塞尔式方案付诸实施的第一个阶段，就是通过适当地选择立法议会来推行一种有效的全体一致同意规则。

在参考弗吉尼亚州的决策之后，关于苹果树种植园主与红西洋杉种植园主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立法机关的集体决策提供了一种内部化这种关系的制度手段。在调解各方利益方面，这种法律程序是一种工具，它提供了一种妥协和同意的解决方案。据此看来，立法过程与司法过程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在公共物品的供应和维护方面，司法机关没有什么作用。这里必须强调这一本质性区别，但是萨缪尔斯即使没有完全忽略也至少是模糊了两者的不同。

立法机关严格遵守全体一致同意的原则并不具有可操作性。维克塞尔自己也承认战略性讨价还价机会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以至于决策成本变得非常昂贵。然而除了成本考虑之外，还有助于检验立法机关的行为类型，我们原本指望在1914年弗吉尼亚州议会能够使用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则。为了这个目标，我们简单地假设立法议会的成员真正代表了所有团体的利益，包括苹果树种植园主和红西洋杉种植园主的利益；进一步来说，假设每个议员都严格地代表选民的利益进行投票，不受策略性讨价还价或全体一致同意操作规则的影响。

在这一前提下，苹果树种植园主的代表或许会提案，政府应采取行动砍伐有病菌的红西洋杉以减少带来的损失。当然，除非给他们的选民相应补偿，否则红西洋杉种植园主的代表会反对任何一项类似的提案。为达到上述目的，苹果树利益的议员可能会提出替代方案，包括向他们自己的选民征税以支付红西洋杉种植园主的补偿金，从而确保对方代表的默许。在本案例中，所得的补偿金就是提供集体或公共物品的成本，就是所谓的减少或消除红西洋杉病菌给苹果树造成的损害。如维克塞尔强调的那样，如果苹果树种植园主的损失超过了红西洋杉种植园主的损失，那么某些类似的提案（征税和补偿金）必须赢得议会所有成员的同意。这是检验政治上制度化效率的唯一方式。效率增长原本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多种方式的征税和补偿金能够确保获得议会的全体一致同意。从某种程度上说，最终采用的替代方案取决于简单的规则，当然这种决策是十分武断的。

因此考虑一下这一独立的政治决策，弗吉尼亚州议会决定毫无补偿地裁决砍伐红西洋杉，并没有向预期受益者苹果种植园主征税，因而也就违反了维克塞尔—帕累托式的原则。州议会的这一决策绝不符合代理人的角色，关于各方的争议没有通过自愿商议的方式解决，对于上述提到的搭便车者以及交易成本的考虑，集体化才是必要的选择。从政治制度的历史来看，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哪种行为才是有效率的。

宪政限制中的立法

无论如何，对于红西洋杉案例的解释仍是不完善的，原因是不应该把弗吉尼亚州立法机关不具合法性的决策行为当成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也不应该这样评价它。在历史上，有许多政治选择及其替代方案的决策中包括了完全不相同的内容。许多“公共物品”是由共同体来提供和维护的，同时也有许多集体的提案被共同体否决了。上文已经提到，即使最终达成了同意的解决方案，在立法决策方面实行严格的全体一致同意原则的成本是高昂的。历史经验表明，全体一致同意原则只是一种例外而不是实际的规则，按照宪政原则授予立法机关的权力实行的是“少于全体一致同意”（less-than-unanimity）的规则，它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结构程序的多种类型的多数同意原则，通常情况下还包括一定的行政否决权。

任何违反严格全体一致同意规则的行为，都为尚未达到帕累托效率标准的集体选择提供了机会。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不过在特定的宪政阶段，就集体决策规则的结果来说，由少于全体一致同意投票原则产生的预期无效率，可能低于由更为严格的投票规则产生的决策无效率。

然而在立法决策的实际环境中，对于某一个选择行为的评估将是很困难的。在已经分析过的红西洋杉案例中，由于没能给予红西洋杉种植园主一定的补偿，显然这就证明了在处理各方利益的商议和解决过程中，政治程序并没有起到一个间接和多元的代理人作用。从宪政的角度来解释，我们可能认为对于实行强制性的多数投票规则的立法行为，苹果树和红西洋杉种植园主都会采取默认的态度，即使意识到共同体其他次级团体的经济利益可能由此受损，甚至损失比较大。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在集体决策过程中，民主的商议和选择以及真正的代表性议会被看做调解分歧或“讨价还价”以及“交易”的唯一制度手段，这是集体行为的必要条件。在本案例中，红西洋杉种植园主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对此他们还能否客观地使用投票权，来表达他们对于砍伐红西洋杉判决的反对态度。事实上，如果红西洋杉种植园主的损失明显地超过了苹果树种植园主的损失，那么弗吉尼亚州议会受到互投赞成票行为（logrolling interaction）的影响，很可能不会通过砍伐红西洋杉的法令。

然而我们知道，在执行砍伐红西洋杉的法令之后，红西洋杉种植园主起初向州法院上诉，接着又诉讼到联邦法院。现在问题就成为：法院根据哪一种标准来评估这项立法行为？在这一前提下，法院的唯一角色就是决定了这项立法行为是否符合宪政原则。首先，这一角色包括了对道德规范本身的检验，从表面上看它并没有什么问题。其次，法院的这一角色还可以用来评估即使不明显也是隐含的“财政立宪”（fiscal constitution）原则。

为了实现公共或民众的目标，国家的征税权让它有权处置私人财物。如果能够这样理解，那么这项法令就是在不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征税的前提下，无补偿地砍伐红西洋杉，可以说无论补偿的预算状况如何，对于法院来说它都有合理的理由来做出这项法令。这里，关键问题就是税收的无歧视本质。然而从形式上看，由于“征税”是涉及所有距离苹果种植园2公里以内的红西洋杉种植园主，这样就引起一个争论，即这一征税行为是否应该无歧视地适用于更广泛范围阶层的人们。在这种情形下，对于红西洋杉种植园主的“征税”行为，可能与桌球台、纸牌桌以及现实生活中其他使用平台的主人进行征税没有差别。

假如孤立地评估补偿一方的预算状况，那么法院也有合法理由来制定出这项法令。依照宪政原则，无论共同体内特定次级团体的职业性质、地理位置、企业性质以及其他属性，议员代表们都被赋予代表他们的次级团体利益的权利。事实上无论使用无歧视原则还是全体一致同意原则，对于相关团体征收的税金从来也没有使用在公共消费方面。[5]
 因此，作为给感染病菌的苹果树种植园主的补贴，从宪政原则说这项“费用”是有效的。

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法院审判从概念上考虑到了双方的财政状况，那么弗吉尼亚州议会的判决行为在宪政层面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它与根据宪政原则的联邦最高法院否决最初成立的农业调整署（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合众国诉巴特勒案”（United states v.Butler）中，法院认定州政府使用权力对某一特殊利益的次级团体征收的特殊税收是无效的。[6]


无论法院如何裁决红西洋杉案，萨缪尔斯都与我的看法不同，在我看来似乎应该有一种更好的替代方案。下述情形是没有合法性的，因为：“法院，是州政府的一部分，……［为］做出保护性裁决而损害了所有者的利益”（p.439），或者“决策者一方具有强制支配另一方的权力”。法院的角色应该被严格限制在裁决司法行为是否违宪方面，而不应根据任何选择的经济效率或无效率，抑或公平或不公平来做出裁决。

按照法院的实际裁决来看，并不能明显地看出是否越过了司法权限。法院会说：“为了保护某一阶层人们的利益而使得其他阶层人们的利益蒙受损失，州政府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这并不违宪，立法机关判决的标准就是如何给公众带来更大的利益”。（我自己标出的斜体字）按照这种观点，法院的裁决行为似乎与萨缪尔斯的解释并不一致；法院显然并没有加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司法裁决行为是否违宪。按照宪政的一致性原则，法院的裁决行为或许犯了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歪曲了它在民主政治过程中的功能性角色。

结论

只有在能够解释现代事物的相关性时，旧的观点才显得重要。关于红西洋杉案的解释，沃伦·萨缪尔斯与詹姆斯·布坎南之间有着明显的分歧，如果只是一种偶然的或者经济上无关紧要的冲突，那么这种分歧或许只是私人性质的，并不能引起公众的兴趣。然而萨缪尔斯的文章主要关心的是，长期以来这类冲突的普遍性质及其经济意义。我认为在集体行为方面，萨缪尔斯设想国家时刻准备着要干涉已有的产权，积极着手处理棘手的问题，同时重新规定权利的内涵，一旦遇到新的挑战便再次重新规定它的内涵。这种观点阐述了国家这种非常可怕的角色，长期以来它的生存环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包括自然事件、技术变革以及自身的因素。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每天都会发生类似于红西洋杉病菌的事件，在萨缪尔斯的理论模式中国家将永远不会满足现状。在任何一个时期内，权利结构易于受到实际问题的影响，往往需要政治改革家来决定同意或否决哪一方的主张。

如果A先生仅仅是不喜欢长头发的男人又该如何呢？在这个共同体中留有长发的男人就是对他的伤害，好比红西洋杉病菌对苹果树种植园主造成的损害。现有权利机构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保留长发，这样的话难道A先生应该被授权挑战这一权利结构吗？现在“合理的立法兼司法权限”（reasonable legislative cum-judicial authorities）就显得无关紧要了，结果是应该或者也许应该做出有利于处于被告地位的留有长头发男人的决定。在萨缪尔斯的理论框架中，应该妥当地处理对于权利结构的挑战，每一案例都有自己的特征，显然对于“先前已有的权利”不应当存有偏见。

对此我的分析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先前已有权利结构来说，还是有着明显的偏见，不是因为这种权利结构固有的某种道德属性，也不是因为不合时宜的改革行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只有这种偏见才能推动在各方之间达成自愿商议的解决方案。因此，这种偏见间接地使得诉诸于政府权威的效率最小化了。只有当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形成并持续下去时，才能保证集体行为的效率基础。而且，这一偏见还为立法与司法角色的区别和分类创造了条件，这在萨缪尔斯的理论框架中是没有提及的。

不幸的是，关于红西洋杉案，萨缪尔斯解释中的政治理论、产权以及法律等概念，反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智慧。这一智慧使得许多优秀的立法议案标准得以通过，它成了每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更重要的是，这一智慧还影响了积极的联邦司法体系，现在这种体系被公认是一种立法行为，就这一点而论它被视为一种立法的角色。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萨缪尔斯的论点看做为国家“无所不在的手”的辩护，由于法定权利易于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因而也就为这种无所不在的干涉提供了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调解所有相互冲突的主张，从各种要求中做出选择，它是一个“探索陌生未知世界”的过程，也是一个有助于承受“未来冲击”（future shock）的政治法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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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学生反抗、学院自由主义与宪政态度

学生参与

学生们应该参与大学管理的决策吗？他们应当享受与受薪行政官员和终身教授同样的权利待遇吗？目前在一些关于学生问题的相关案例中，必须更加严格地进行分析。学生发现自己正参与在一个游戏之中，但是在决策方面相关规则排除了他的参与。大学的制度秩序、传统程序、规章以及方式——都强加在他的身上。对此学生可以提出扩大参与权的权利要求，从而按照他自己的理想重塑和修正这种制度结构。[1]


对于学生，大学学者可能认为应该指导他的行为，而不是把他看做真正民主共同体中的一个参与者。学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住户，历经年岁的大学都有一系列的传统和惯例，这体现了学校自己的智慧。对于大学学者来说，让一个无知的、未受教育的以及不成熟的学生在大学管理方面指手画脚，这是一种不负责的行为。

显然在现有的权威人士看来，以上看法都是非常合理的，但都很难说服学生本人。从一种难以言喻的直觉意义上说，学生能够感觉到前辈们面临的困境，一个他们通常都会忽视的困境。比如一个高级的大学学者，在他的价值标准中有一种骄傲的自由主义倾向，主张捍卫真正的宪政秩序以及对于他个人世界的坚持态度。同时，这一信奉自由主义的大学学者无法接受这种事实，即对于宪政秩序和社会态度来说，他和他的同僚充当了破坏性的工具角色。学生看透了这种局面，他明白如果关于复杂社会过程的现代自由主义态度，开始转向扩散到大学环境里面，那么现有的大学结构就必须进行改革。大学学者有强烈的意愿来维护大学的现有秩序，同时容忍最高法院在内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对于宪政秩序的漠视态度，如果能够揭露这种虚伪行为，那么他也可称得上是一个才智非凡的人。

南方人替罪羊（Southern scapegoat）认可了学院自由主义者对于社会的“正义”和“非正义”规则进行认真的区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餐馆静坐事件违反了当地的法令，这些法令也是属于“南方人”的法律，当然应该普遍地谴责这种“非正义”法令。但是，在1968年违反大学规章的校园静卧示威运动就是合理的和“正义”的。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有人传递给我们一些错误的信号。但是在道义方面，又该如何判断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与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和马克·陆德（Mark Rudd）两人之间的区别呢？如果这时个人良知充当了裁决者的角色，那么为什么某些人的良知要高于其他人呢？如果有人认为所有人都必须接受按照他们的标准定义的“真理”，那么这些人不过是一群自负傲慢的家伙。他们持有褊狭的态度，把自己的原则标准说成社会目标，当其他人与自己的标准不相符时又变得很不宽容。这样学院自由主义者似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难道他应该屈从于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的州权维护者提出的“种族主义”或“煽动仇恨”的论调吗？

从事后看来，如果学院自由主义者全面地思考这一点，或许会把学生反抗行为看做一项主要的社会功能。假如在大学学者中间，聪明才智取代了褊狭的态度，那么在时机成熟时我们可以期待回归到有效的社会秩序。这种乐观主义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行为，原因是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现在，我们吞下了学者愚蠢想法的苦果。然而，至少一开始在思想上注入一种新的探索精神，这或许能为混乱的世界提供希望之火，使得我们不屈服于日益强大的法西斯主义的诱惑，能够找到生存的临时庇护之所。也许此处我强调的是，20世纪60年代只有依靠学生的过激行为才能打击充满暴行的极权民主制。在能够预见的未来图景中，或许我们期待着能够改变这一情形。倘若事情原本如此，那么就应当赞扬学生的革命行为。如果学者不再随心思考，而是对自己行为有正确的判断，那么我们的社会就能够恢复本来的秩序。

真理和学院自由主义

不管怎么说，任何乐观主义情绪都必须保持温和的姿态。从这一点上说，学院自由主义者是最不敏锐的人。在这一人群中间，难以传播重要的思想观念；他们仅仅接受那些大体上与自己相近的思想观念，显然这与他们的大学环境有紧密联系。他们始终坚持着捍卫既定的规则、规章和大学里的当权者，原因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是“真实”或“正确”的东西，而不是因为存在着合理的制度程序。即使沃伦法院被认为是中立的，他们还是迫切地希望摆脱由此带来的法律秩序旧传统。之所以这么做，原因是这些传统都是“错误的”。对于学院自由主义者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革命并没有合理地区分现有的规则，即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同时对于社会政策也没有区分“真理”以及“虚假”判断。人们总不至于对一个稻草人提出这种问题：如果关于大学机构的学生革命没能做出“真理”的判断，难道关于社会秩序的现代社会革命就不能做出一般意义上的“真理”判断吗？一旦他提出这种问题，学院自由主义者就打开了通往智慧之门（正如弗兰克·奈特教授指出的那样，苏格拉底必须死去，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无知，而是因为他知道其他人的无知）。

如果我们不断质疑学院自由主义者特有的“真理”观点，他或许会再次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质疑社会政策本身是否存在“真理”。对于“好的”社会的具体形态，理性的明智的人们难道不同意为此而奋斗吗？难道应该考虑那些被人轻视和鄙弃的偏执分子的意见吗？一旦学院自由主义者提出这种问题，那么关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真理判断”方式，他可能承认从根本上说这是非自由主义的和不宽容的。在最终分析中，“真理”必须受到同意的检验。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同意，就不存在“真理”。在这种是否达成同意的检验过程中，有助于形成尊重和宽容他人的态度，不论是谁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同意者。但是，这种态度截然不同于学院自由主义者作为非学院性角色时所拥有的态度——在学生革命行为中继承了这种态度，比如学生拒绝承认那些坚持自己观点的人们拥有同样的自由。在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的学生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傲慢和不宽容态度，不过是战后学院自由主义者的思想缩影。假如我们能够说服学生尊重其他人，尤其是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宽容地对待有不同行为的人们，最终接受这一观念即“真理”只能通过同意的检验，这样我们也可以把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置于这种检验之中，希望能够得到同样的结果。法律和秩序要求人们尊重现有的权威，遵守相关的规则——除非那些提出这种批判性观点的人们也支持这些规则，否则所有类似的主张都是毫无意义的。假如对于社会的宪政结构，学院自由主义者蔑视其他人的主张，那么他的观点也不过是一种伪善的论调。可以说，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是很难站住脚的。

立宪主义

应该如何谴责现代或学院自由主义者的态度呢？我的批评意见必须是合理的，然而还有一些问题，原因是这种态度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总之，我的最终观点是，由于受到20世纪50、60和70年代表面上“真理”的影响，这种具有复杂结构的社会可以被任意地改造。对于我来说，这严重地背离了宪政态度，开国之父们一开始就培育了这种态度，并且维持了第一个世纪，几乎占了我们国家历史的一半时间。在某些阶段，自由主义的思想变得很混乱，而且已经经过了重大的转型。集体的特定目标或目的具有优先地位，从等级次序的意义上说，传统的和古典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持，虽然有着不同的目标，但个人和团体能够生活在一种共同尊重和合作的氛围之中。一旦完成了转型，那么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就是非常必要的。至少在欧洲大陆，还没有出现这种混乱。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还保留着古典的本质；而在欧洲人的语境中，美国的学院自由主义者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在美国，这种混乱表现的十分明显，所以如何明确区分这两者变得尤其重要。当然也出现过许多种自由主义的变体形态，但无一能够被人们广泛接受。在早些时候，我曾建议使用左翼自由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的说法。很可能自由主义者一词比其他任何词汇都能更好地描述古典的立场。在第一章中，我指出古典自由主义、右翼自由主义以及自由主义者的立场都包含了宪政的态度，持有这种立场的人就是一个立宪主义者。这里我使用了这些词汇，这并没有特别地意义，然而它们的确描述出了我所分析和强调的内容的最重要特征。

为了避免这些学术术语引起的混乱，必须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我不会把“立宪主义”和“保守主义”混为一谈。真正的保守主义可能支持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的宪政体系，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了。但是反过来说不一定成立：真正的“立宪主义者”不一定就是保守主义的。关于社会结构他或许会寻求激进改革的方式。与学院自由主义者不同的并不是他的激进主义倾向，也不在于他的改革意愿，而在于他追求的改革目标。通过修正秩序的一般性规则，立宪主义者对社会结构进行改革，尽管有些不可预测但很可能顺应了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他的价值体系中，“为改革做好准备”要高于“改革要有明确的目标”。他把“过程”的价值置于“社会优先权”之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院自由主义者关注的是他自己的焦点，通常具有私利性和务实性，他认为集体应当关注那些具体的短期目标。他积极追求那些直接的“好处”，相对而言他不大关心追求的过程。为了达成这种目标，他保持着坚定的意志，如果有必要甚至会颠覆或破坏有序的改革进程。

关于现代自由主义，再次被认为具有不宽容的特征。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好处”和“真实”的东西，为什么不能采取直接的方式？既然所有不是偏执分子的人们都能够达成同意的选择，那么为什么在社会改革方面我们还是受到了立宪过程的困扰？难道改革本身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吗？当沃伦法院认为某些行为具有“好处”和“真实”特性时就认定是符合宪政原则的，那么在这一过程他又犯了什么错误？现代自由主义者可能对于这些问题不屑一顾，但其他人则不这么认为。可以说他不会想到：当人们有了不同意见时将会发生什么？尤其是这些不同意见者不能被简单地分为正确的思想者或者是偏执分子。

因此从根本上说，关于社会结构，立宪主义者与学院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是不同的。立宪主义者认为，应当形成一个有不同的价值目标的个人和团体组成的社会结构。当许多独立的目标之间相互冲突时，以及在合作生产一般公共物品和服务时，集体性组织和控制就变得非常重要。假如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立宪主义者的“好的社会”就体现出了杰斐逊式的“最小政府”（least government）思想。对于这些人来说，关于现代国家目标缺失的陈词滥调似乎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对于“国家目的”定义的任何尝试都是极其荒谬的。

对照而言，在自由主义看来社会秩序就是一个有机的实体，其中个人存在就是为了集体性的目的。在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实践中，很好地描述和践行了这种思想。在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信条当中，集体主义的倾向并不是很明显，尽管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是含糊的、滞后的甚至是迂腐的，但它仍然是唯一的一种一致性解释方式。

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革命中，表现出了一种古怪的混乱的态度。现代自由主义者明确地和绝对地反对学院自由主义中的集体主义倾向。他认为民族国家就是死去的上帝，而个人不能也不应该被当成是为了集体性目标的社会存在。这种个人主义的根基就是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学生革命似乎找到了与真正立宪主义者相同的基础。他的行动口号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与立宪主义者的态度是一致的。另外，学生革命也带来了学院自由主义的不宽容态度，有时甚至表现为极端的形式。他坚持“真理判断”的方式，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甚至采用了“负责任”的方式，但往往没有给尚未明确的问题保留余地。在所有这些形式的革命活动中，都没有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的相互矛盾性。每个人都有做好他自己的事情的自由，这就是所谓的建立宪政秩序的平等的自由原则。反过来说每个人都不同于其他人，因而这一原则也表明没有人可以越过自己的责任行事，从而妨害其他人的权利。

让我们假设一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学生革命者与学院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对话，再比如他们两者与其他立宪主义者之间对话。在第一组对话当中，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学院自由主义者或许会求助于价值观念。他很可能认为这种革命行为是“错误”的，同时他对于“真理”视而不见。而学生的反应大概是这些观念取决于价值观念，由于他拒绝接受美国中年人士以及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这样也就失去了分析的必要性。在尚未开始之前第二组对话就已经结束了，由于观察到了其他两者的沮丧情绪，立宪主义者或许会致力于创造一种真正的对话平台，其中所有各方都能够参与。他可能对学生革命者和学院自由主义者说道：“你们之间的价值观不同，与我的价值观也不一样，所谓的行为‘错误’或‘正确’，以及判断的‘真理’或‘谬误’，很可能取决于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念。但是我和你们两者都应该致力于建立和维持一种制度结构，其中我们自己以及其他人都能够享受同样的自由，即尽管有着不同的基本价值观念，但还是能够自由地生活在一起。我之所以批评学生革命并不是因为他是‘错误’的，而是因为他通常会否定其他人的类似行为。难道我们不应该确定这样一种规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和团体有着不同的价值标准，却能够和谐地和相互尊重地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学生革命者和学院自由主义者很可能都坚持自己的偏激态度，没有兴趣来分析上述问题，但至少立宪主义者能够为这类对话提供平台。

作为集体性存在的大学

在本章中，即使人们承认大学是一种集体性存在的形式，我还是不想把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大学之间的冲突比作个人―集体之间冲突的缩影。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着很多共同之处，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假设我们把大学作为一种集体性存在，那么它就是一种社会秩序。学生革命者拒绝接受那些他认为具有误导性影响的大学目标和目的。他积极寻求改革之道，通过他自己对于社会现状的理解来找出改革的替代性主张。关于现有的大学目标和目的，似乎被认为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旧式权威，对于当代的现实问题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关于大学，立宪主义者建议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模式，成为一种相互调解的平台。就这一点来说，他不承认集体目标、宗旨或目的的存在。他的模式就是一种“学者共同体”，其中每个人和团体都能够按照自己的目标自由地生活，就大学而言，应该建立一系列规则，主要是为了防止共同体内的个人或团体之间的冲突，同时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尊重。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在这种集体中还是不能自发地和有效地达成同意，那么其中强者的意愿很可能会强加于其他所有人。人们必须服从权威主义者设定的目标，并且强制性地执行相关政策。权威主义是唯一有效的宪政执行的替代物，不论这种社会互动关系是一个大学，还是一个当地社区或一个国家。当人们广泛地承认这一简单的真理时，所有各方必须承认和认可对于他们自己权力的限制，从而换取宪政原则对他们的保护，以免受到其他人意志的伤害。但即使已经建立了真正的宪政结构，相关决策还是必须采取集体性的方式，同时适用于这一共同体内的所有成员。

让我们再次使用大学的例子，目的在于拓宽这一观点的适用范围。在某些立宪主义者的模型中，我们或许把“学者共同体”视为一个互动的体系，如果这一体系内的自发的个人和次级团体较少或没有集权化决策，就能够建立一种完全自发性的社会秩序。如果设计合理，那么大学或许接近于这种理想化的社会体系。然而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大学还是保留着一些操作性功能，比如说一旦做出了集体性决策，就必须适用于所有成员。这等于说即使现代的大学被人为地剥夺了多种派生性权利，如控制所有成员的自由搜索程序的权利等，它还是保留着一系列适用于所有成员的决策。谁将会被承认具有成员资格呢？所有成员如何参与制定决策呢？该使用哪一种程序来分配稀有的经费资源呢？如何进行这些决策呢？以及又该由谁来做出这些决策呢？

这里我们又回到了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作为大学的成员，学生应该被赋予参与决策的权利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他们应当与受薪的行政官员和终身教授享有同样的权利待遇吗？聚焦于某一微观层面而形成的看似明了的答案，并不能轻易地适用于更广阔的民主政治世界，因而集中分析大学环境的相关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已经分析过自由主义者的正常反应：应当尊重学生的声音，但他只是一个无知的、未受教育的和不成熟的学生，更为重要的是他不过是一个历经年岁的教育机构中的一个暂时住户。这种一人一票的决策原则的大学民主程序并不适用于学生。可以说在这种共同体中，一些成员要比其他成员更有权利。

然而，如果大学里的一人一票的原则背离了最基本的合法性，那么在一般政治秩序中它还应该被赋予基本的合法性吗？再者，如果站在学院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那些有权力诉求的学生革命者或许能够觉察到这种矛盾。倘若根据一人一票的极端民主程序，自由主义者怎么能够一方面赞扬最高法院重新分配议席的裁决，在一方面又不承认这同样适用于大学的宪政程序呢？学生的临时成员身份，是否能够等同于那些短暂居住在弗吉尼亚州阿林顿地区的华盛顿官员们的临时公民身份？尽管学院自由主义者几乎普遍性地认同这一点，但最高法院还是认定弗吉尼亚州建立在官员临时身份基础上的做法，并不完全适用于重新分配议席的问题。

自由主义者必须再次面对这一问题，即对于相关规避行为留有了太多余地。他是一个多数主义民主的拥护者，是否在只有符合他自己的目标的前提下，他才会支持这种表面上的民主程序呢？是否只有当这种操作性原则能够保证获得具体的短期的集体性利益时，自由主义者才会遵守一人一票的原则？他是否认为民主主义是第一位的而集体主义是第二位的，或者说其他价值都是次要的？我认为他的价值观是颠倒的。对于现代学院自由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集体主义，据此他寻求完成政策目标的直接的和适当的方式，在他看来只有集权的政府权力才能做到这一点。相对来说，他对于制定决策的过程没有什么兴趣，如果有必要的话他甚至保留对民主程序的支持。正如在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已经充分证明的那样，对于侵害宪政程序的行为他是第一批拍手喝彩的人。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的总统权力，没有其他例子比它更适合于说明自由主义者的变色龙行为。他竭力提倡肯尼迪任期内权力的扩张行为；仅仅几个月之后在约翰逊掌权时他又完全改变了立场。当现代自由主义者意识到多数票原则将可能强制性地损害自己的利益时，他将会是首先抛弃一人一票原则的改革运动的人。

根据所谓的“学院自由主义者”的说法，这些人占据着大学共同体权力坐席中的许多重要位置，他们认为我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白费工夫。对于学生要求参与大学决策的行为，立宪主义者又该作何反应呢？首先，要回归宪政秩序就需要扩大集权决策涉及的人数和范围。对于这些问题，从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来说，立宪主义者的第一反应是根本不可能形成什么集体决策。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设想就是“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在这种设想中他再次发现了与学生革命之间的共同基础。从这一点说，倘若一种权力结构不能简单地取代另一种权力结构时，对于推翻现代大学的现有权力结构，立宪主义者可能会采取默许态度。但是在所有成员都认为应该采取集体性决策，同时学生要求分享决策权力时立宪主义者又该作何反应呢？总的来说，与自由主义者相比立宪主义者更可能拥护民主主义。然而，说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只是因为他看到了其他决策体系固有的更多的恶。同时立宪主义者可能会严格遵守杰弗逊式的政治平等原则，他承认在建立宪政秩序时必须考虑到这一设想的“近似”本质。因此，他很可能一方面同意赋予学生参与决策的权利，另一方面又确保把决策的影响最小化。更为重要的是，立宪主义者没有发现多数决策规则的优点，他或许认为对于不同行为，大学的宪政秩序应当制定不同的规则。从定义上说，一旦确立了真理判断模式，多数决策原则就意味着对少数人的压制，而立宪主义者希望能够把这种压制行为最小化。

正如多次提到的那样，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学生反抗现有大学权威的案例，我希望这一分析能够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这是显而易见的。从整体上说大学并不是一个微型社会，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比较分析是有意义的。然而综上所述，我将明确地从这种学生—大学的对抗分析中走出来，转向更为主要的问题。我将重新解释这一初始问题，既不参照学生的立场也不参照大学的立场。难道应该让一个无知的、未受教育的18岁或21岁的选举人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权利，来参与管理政治社会事务吗？即使他是一个成年人，难道像他这样一个未受教育的人应该被赋予选举权吗？现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少被人提及。当选择人能够决定他们毫不知晓的事务时，社会还能正常运转下去吗？难道人们应该理解那些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事情吗？自启蒙运动以来，这一困境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只有从宪政态度方面着手，才有可能找出满意的答案。如果人们能够相互学习，生活在一个多数人压制行为最小化的社会中，集体行为受到了宪政界限、政治平等以及普选制的严格限制，而这些内容本是一个自由的参与民主制的重要特征。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宪政进程遭到了破坏，再者如果集体行为得不到控制，那么政治煽动家就可以在下层民众当中鼓吹这两者之间存在相通性。这就是所谓的威权主义选择。近年来，我认为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兆头，就个人而言我对此不甚乐观。现在我们似乎必须经历这一艰难险阻的旅程，需要再次学习建国之父们才能真正理解的原则，很可能这一学习过程已经落后了。事实上，我们已经忘记了管理自由社会的简单原则。因而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紧要问题是：在这种破坏影响起作用之前，我们能否重新学习到这些简单的原则呢？




[1]
 应当指出在本章的分析中我较多地使用了这种模型，其中大学被认为是一种集体存在。事实上，许多人都认为大学就是这样，这让我的分析更加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我将要分析的社会秩序的其他问题，也只能通过这种大学—集体存在的模式来解释。然而我的分析并不是要排除其他理论模式，也不是要否认其他理论模式的相关性。关于现行的教育选择，有许多相互竞争的教育机构都在争取学生的认可，与此相似的是，如公司在公开的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服务。在这一分析模式中，如果学生拒绝接受某一教育机构的特殊规则，那么他就可以选择喜欢的其他教育机构。事实上，如果大学和学院的经费仅仅或主要源于学费收入，那么大学—公司的模式要比大学—集体存在的模式更加合适。当学费收入占大学经费份额减少时，大学—集体存在分析的相关性才会增加。关于这种关系的分析，尤其是对于加利福尼亚州零学费的政策分析，请见《零学费的经济和社会影响》［A.A.Alchian，“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of Free Tuition，”New Individualist Review 5（Winter，1968）：42－52］。


第九章　关于契约中的正义

半个多世纪之后，社会哲学重新获得了受人尊敬的地位，尤其在那些高等学府以及知识分子的期刊之中。社会哲学得以重生的催化剂就是约翰·罗尔斯的名著《正义论》，这本著作是在1971年出版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看到了致力于解读罗尔斯观点的许多重量级文章，不管是坚持支持还是反对意见，其中有一些还被收集到哲学、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期刊之中。同时，至少有两本著作对罗尔斯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这还没有算上一些博士论文的研究项目，也是以罗尔斯式的标准为基本参照的成果。

在本章中，我将以我自己的视角来分析罗尔斯的正义概念，他本是一个专业的（理论的）经济学家，后来他的兴趣逐渐转移到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方面。如我已经解释的那样，对于罗尔斯的尝试我持支持的态度，然而对于那些不论是友好还是敌对的批评家关于罗尔斯的概念的解释，我坚决持批评态度。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罗尔斯的著作意想不到地激起了关于正义概念的大讨论。但是由于受到罗尔斯正义二原则，即分配的差别和最大最小原则的影响，罗尔斯的最终结论可能因此变得含糊不清。我之前已经说过，通过真正的罗尔斯式评价过程能够形成一系列结果，而这种分配原则是唯一来自过程的原则，任何符合这一原则的行为都具有正义的属性。也就是说，我对于罗尔斯的正义属性理论框架的解释，直接源自于过程或程序的标准，而不是结果状态下的任何一种非程序性或独立的评估，以及实用主义或其他的标准。[1]
 当然在罗尔斯的设想中包含了契约主义的元素，这是完全没有必要但保留下来的内容，[2]
 显然这种解释方式不符合结果状态的原则。对于这一问题，实际上罗尔斯自己也感到模棱两可，或许一个完全一致性的契约主义立场应该提倡不要设定什么特定的“原则”，尤其是在他们自己看来没有包含过程的原则。[3]
 在第十四章中，我将解释为什么罗尔斯能够推导出差别原则。在这里，我想对契约的道德和伦理基础进行详细的分析。

契约主义者的规则

为什么在分析国家的道德基础时，需要引入“社会契约”的概念呢？关于国家政府的历史形成过程，只有那些无比天真的哲学家才会想到这种乏味的契约主义解释。然而，如果排除这一正面的解释，那么我们介绍这种公认的理论假设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根本上说，社会契约在人们达成同意以及共同体可能的或潜在的合法性之间建立了唯一的桥梁，而这一共同体的宗旨就是行使管理的权力。然而，事实上如果人们不同意这一系列规则——法律和制度——现有规则，在一种想象的理论解释中，把这一假设的同意作为评估判断的标准，那么这又是什么价值观呢？关于这个问题，机会成本这一术语就是最好的答案。假设的社会契约或准契约的替代性选择是什么呢？尽管存在着多种变体模式，但我还是介绍其他四种主要的可能模式，当然它们之间的属性边界还是相当模糊的。

无政府主义；这是第一种模式，我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视角，这种治理模式是没有合法性的，而且如果要对这种原本不存在的属性进行总结，这本身就是一种愚蠢和欺骗行为。不管国家的内部结构如何它都是无处不在的，它建在一些人压制其他人的基础之上，它的目标原本也是如此。个人之间自发的同意或许能够形成一种契约同意，但这不能作为非自发性的国家规范理论的基础。在被当成一种理想模型时，这种模式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而乌托邦模式建立在对于人的可观察行为看似合理的假设基础之上，关于社会它并没有有规划有计划的发展前景，但即使与这种天真的乌托邦模式相比，无政府主义模式也没有新意。就算所有国家行为都是不具有合法性的，我们又怎么能够期望通过“全面革命”（total revolution）的方式来推翻现有的结构呢？

进化主义；在第二种模式中，整个这种复杂的“法律和制度”规定了社会秩序，也包括那些政府行为，都被视为一种历史进化过程的结果。总的来说，关于“国家”或“法律”并没有形成什么建设性的概念，事实上这类概念常常否定某种可能性。从任何可观察的时间点来说，在遇到种种不同的社会问题时人们之间达成的特定调解行为，这就是所谓的制度结果的来源。英国式判例法为国家的“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提供了范例。竞争性市场中的自发协调机制很可能就是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自亚当·斯密以来这一直是该学科的主要内容，目前也包括了法律―政治―政府结构的形成过程等内容。

如果不是从静态或均衡的意义上说，而是根据长时期内是否更有效率的标准，那么可以发现社会革命过程的结果是有效率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现有社会结构并不能经得起“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e rationalists）的检验。因而人们应该默许和接受现有社会制度，他们没有能力进行任何重大的改革设计，就这一点来说是普遍公认的。如诺齐克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模式中或许会形成关于正义的权利概念。在哈耶克提供的一个变体案例中，可能缺少对于现有“正义”的属性解释。

马克思主义。我们熟悉的第三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的全部制度特征被简单地解释为经济上占支配地位阶级的权力的反映。政府和法律的工具是无处不在的，其宗旨就是用来镇压工人阶级。尽管这种“解释”方式有强烈的道德寓意，但在最绝对的设想中并没有这些内容。“改革”的方式不可能挽救国家的命运，对于国家而言阶级斗争是一种永远的固有的属性。令人惊奇的是“革命之后”国家却没有什么作为，在“消灭”资本家之后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实现权力结构的稳定，这似乎与基本的黑格尔式理论体系前后矛盾（非常有趣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吸收了其他三种非立宪主义的观点。与无政府主义者相似的是它不承认任何国家行为的合法性；而在重视历史过程方面，它又与进化主义有更多的相似点；同时它又要求实现“科学真理”，这是一种先验主义的方式）。

先验主义。在社会哲学中，这是一种最常见的模式，国家的合法性以及一般意义上讲到的“正义”的标准都源自于这种已有的价值，或者说来源于个人参与者独立发现那些已经存在的标准的过程。在自然界、科学界，或者理论推理以及上帝的方式都能够发现这种价值观念。在任何情况下，在那些巫医甚至是任何地方的智者看来这是肯定存在的。政治道德哲学专注于对这些永恒“真理”永不停息地追求，在某种程度上这超越了人们独立的和自主的判断能力。在这种模式中，是否达成同意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在传统和现代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当中，这一模式占据了统治地位，与其他非契约主义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模式相比，我认为它并没有多少吸引力。我认为与其承认任何人根据他自己的价值都能够发现“真理”，以及认为国家本身就是造物主的观点，还不如拒绝接受任何规则的合法性。双方之间的这种对话并不会形成高明的观点，反而很可能会引起一场有趣的但也是致命的争论。

契约主义的模式。概言之，上述四种模式以及它们其他变体模式，并不是仅有的合理选择。与其他假定的替代性选择相比，契约主义模式或方式找到了它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模式的应用有着必要的模糊性，这表现在它缺乏明确的范围和性质。在实践上它存在着固有的问题，但也并非是不可行的。这一模式很容易被人们滥用，不论是观察到的还是想象中的，几乎所有可能的国家行为都可以视为几种概念形式上的“社会契约”的结果。然而，这一问题不应该掩盖它相对于其他替代选择的优越性。同时对于政治社会中个人的责任问题，只有一系列的契约主义观念或原则才能得以解决。如果有人认为由他参与而形成的社会契约决定了现有“法律和制度”的结构特征，那么自然而然地就会遵守这些法律和制度。如果不使用外部评估的方式，只有契约主义才能很好地辨别各种国家行为，以及各种法律行为。接下来是对于几种替代性选择的总结，这或许是有所帮助的。

1.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所有法律都是没有合法性的；

2.对于进化主义来说现有的所有法律都是有合法性的，根据推理也是符合正义的；

3.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现有的所有法律都是工具性的，目的是维护经济上统治阶级的利益；

4.对于先验论者来说所有法律都是合法的和正义的，这符合了由巫医为他选择的外部道德标准；

5.对于契约主义者来说所有法律都是有合法性的和正义的，它可能来源于由他自己参与而形成的真正社会契约。从另一方面说，那些没有这种契约基础的法律就是没有合法性的，也是非正义的。

作为公平的正义

“公平的正义”的概念差不多是直接源于契约主义的设想，而在其他替代选择中则很少涉及这一内容。人们在观察到国家的权力和工具，以及法律的制度和实践时，又该如何使用契约主义的标准呢？从他自己的相对立场来说，并不能推导出关于社会秩序的“正义”标准。在检验整个社会结构以及这一游戏本身的运行机制之后，就会发现他不过是许多参与者中的一个，观察到的只是有限几轮游戏中的结果。进一步来说，也不需要什么复杂性设计来增加相对的可能性，以改变一系列观察到的结果。那么问题就成为：从这一系列规则和游戏中形成的结果就一定是“公平”的吗？这就回到了“公平”本身的意义这个问题。

我认为经济学这一学科为契约主义设想，尤其是为“公平”的标准提供了更好的解释，因而我需要介绍一些基础的经济学知识。假设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其中有两个交易者A和B，一开始他们就分别有两种消费品X和Y（如果你愿意，可使用苹果和橘子）。我们观察到他们可能进行交易来交换物品，最后达成近似于结果状态的一种均衡的结果。当交易停止时，这一过程改变了两人拥有消费品的相对比例。我们又该如何评估这个结果呢？是否有什么方式能够直接地评估这一结果？只要交易过程表现了人们之间真正的自愿的同意，即任何一方都不能采用欺骗性或强制性的手段，那么我们必须认为任何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必须承认这一自愿交易行为是有“效率”的，对于这一由参与者评估的过程我们认为这是有“效率”的结果。

如果进一步分析关于交易的案例，我们可以用“正义”一词来取代“效率”。[4]
 只要反映了参与者自由同意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一结果或后果是“正义”的。如果这一过程是“公平”的，也就是说“公平”的主要属性就是达成了自愿的同意，这样就可以进一步地认定结果也是“正义”的。

然而，如果我们不能直接地观察到这一交易过程，也就不能确定交易者是否与其他交易者达成了同意。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不过是对于交易物品的强制性分配过程，在一个政府―法律―制度的结构中常常设定了相关规则，从而强制性地调解人们的种种主张，同时在进一步的交易过程中还改变了分配的状况。既然这一历史过程有着固有的、不可观察的以及必然的掩饰，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使用“效率”或“正义”的标准来衡量这一复杂的过程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引入类似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的概念。我们必须反问自己，观察到的结果是否与一系列规则相关，而这些规则又是源自于某种概念化的规则制定或宪政决策过程呢？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从来没有问过这一历史性问题，即是否应当承认这种决策过程？以及这种同意是否真的发生过或没有发生过？当契约主义的分析不能很好地进行评估时，提出此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了。正如观察到的情况那样，或许社会秩序的许多不同制度只是有独立设计或意图的一种进化过程；或许它们只是一种独裁政体强加的过程；又或许它们只是反应了某一居于统治地位的道德标准的要求。制度的准确来源可能并没有什么直接意义，如果要进行改革必须对这些制度评估，但这并不一定就与它们的历史有关。按照契约主义的设想，我们不用去理会制度的来源，也能够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进行评估。

我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宪政过程或某种原初状态之中所有参与者达成的只是概念上的同意，对于公平来说这是最基本的要素。这里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或者和交易类比的分析是有所帮助的；如果得到了所有参与者的同意，那么任何规则都是“公平”的。这一解释是难以理解的，但与公平的规则需要得到所有理性参与者的同意的观点还是有着重大的差别。规则的“公平”属性取决于同意行为，或者说至少是达成概念上的同意；而不是也不应该是独立的同意行为。从这种定义方式来看，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在公平标准之下唯一性不是结果属性的必要条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简单的类比分析是很有用的。任何一个多次出现的结果，以及关于公共物品的后交易分配状态都可能被认为是“正义”的。即使在一个真正的无知之幕之后，处于原初状态的人们也可能会默许同意任何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一系列可能性规则，即任何一种形式的“正义原则”。这并不是推理出一系列特定的原则，通过罗尔斯式的检验就必然能够形成全体一致同意的意见。[5]


关于这一问题，有一个案例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知道美国的交通规则规定我们必须靠右边驾驶，而在英国规则却规定我们要靠左边驾驶。这两个规则可能都来自某种想象中商议的宪政过程，相关参与者达成了全体一致同意的意见。这些规则都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之上，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偶然的，对于参与者以及后来的其他人来说都可以称之为“正义”，久而久之人们发现这些规则成为他们现有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我将回到相关规则唯一性的缺失问题，原因是在这里罗尔斯过分扩展了他的基本设想，以至于遭到人们的广泛误解，可以说是他自己制造了这种模糊性。

制度评价的比较与理想化的原则

从这一点说，区别两种不同的契约主义设想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它们的“公平的正义”标准。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这种区别反映了我自己和罗尔斯的不同分析方式，似乎也代表了不同的契约主义设想的基础。在第一种方式中，我或多或少地使用了契约主义的理论框架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制度进行评价。在《同意的计算》一书中，塔洛克和我研究了集体决策的规则。在塔洛克的《法律的逻辑》一书中，对于更具体的法律制度他也使用了同样的评价方法。这就是制度分析和评价的比较方法。它的起点是观察到的现有制度的抽象模型，试图评估那些不符合契约主义标准的模型。社会实践者要建立某种理想化的原则，这并没有什么精确的前提条件。[6]


在第二方式中，很可能无法使用任何评估方法来评估观察到的现有原则，契约主义基本设想目的就是推理出理想化的原则。这是罗尔斯的方式，在原初状态之中生活在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们，遇到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达成预期的同意。关于正义的第一原则，这一方式认为有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组织人们的行为，这让哲学家罗尔斯设想有这样一种环境，其中并不需要什么先验的规范。与第一种方式相比他提出的问题更有深度，但这也意味着可能与现实有着更大的距离。关于现有的制度，如果罗尔斯不愿意使用某种严格的方式进行检验，那么他就必须大胆地推导出他的第一原则，也必须完全从头开始。对于我来说，这也解释了为何约翰·罗尔斯觉得有必要超越对于过程或程序的重视，同样也有必要超越他自己早期对于“公平的正义”的定义。由于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他的理论也是开放式的，同时由于任何宪政同意都具有不可观察性，实际上这种不可观察性源于无知之幕背后人们行为的无规律性，因而他的理论内容也是不严谨的。

然而罗尔斯的这种超越过程理论设想，还是有一些负面作用。在他对于正义具体原则的定义中，指的是在原初状态下，有思考能力的人们可能达成的一种概念上的同意，而且罗尔斯还发现有必要对结果状态进行分析，这关系到他精心设计的差别原则，尤其是在涉及主要公共物品分配时。既然从逻辑上很容易区分强调结果状态以及程序的标准，那么难怪对于罗尔斯的结果状态的主张，正反两面的评论家都认为他建立了一种不必要的上层建筑，目的只是提出一种有独立见解的理由。对于他设想中的平等主义的“朋友”以及反平等主义的“敌人”来说，他们过于忽略了罗尔斯对于过程的强调。

在保留正义的某种契约主义原则框架的同时，如何避免上述提到的错误解释呢？在我看来，罗尔斯曾经使用过公平标准来反驳正义的具体原则（诺齐克提出的权利原则？）[7]
 ，即使这些原则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契约主义设想的操作性功能，而且罗尔斯的观点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这也有助于建立一种合理的替代性原则，原因是这些原则是建立在概念上同意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关于社会公共物品分配的差别和最大最小原则被视为正义的唯一原则，这种唯一原则也源自于人们之间的同意，但它也只是一系列合理的替代选择中的一种规则。尤其是在批判差别原则时，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规则就是预期效用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成为罗尔斯理论主张的核心部分，同时也包括一些其他规则——举例来说，它们可能包括某些“保险”（insurance）的动机——按照结果状态的标准来看似乎并不是平等主义的。

罗尔斯观点的相关性

在我看来，罗尔斯并不只是披着契约主义外衣的先验主义者。在第十四章中我的分析表明，差别原则是规范性“秩序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它也是一种独立的规范性的“正义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人和团体都受到了个人主义的影响，但如果采用的是某种类似于差别原则的分配方式，那么就算游戏规则“不公平”这种秩序也是可行的。在政治统治中面包和马戏观赏（bread and circuses）是获得默许的必要条件，这是不可忽视的。某些评论家认为罗尔斯为社会主义的收入和财富再分配计划提供了理性基础，这似乎忽略了平等自由原则的优越性。

但是罗尔斯关注的是社会秩序中的正义问题，准确地说他的目标就是对“正义社会秩序”原则进行定义。他的主要成果就是从契约过程中推导出了两个原则，而且在逻辑上与结果状态的规范性标准并无矛盾。这并不说在其他假设下，就无法推导出其他替代性原则。合理的解释是，关于正义社会秩序的罗尔斯原则仍然是“好的”解释，原因是它们反映了原初状态下人们达成的概念上的同意；另外说它们又不是“好的”解释，原因是在罗尔斯或其他人的定义中，它们也都符合“善”（goodness）的先验性规范。

尽管罗尔斯“公平的正义”的主要设想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他的《正义论》一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在60年代写成的。罗尔斯与我们大家一样，都意识到了当时的美国社会似乎越来越受到了分裂的影响。正如在这本书开头部分指出的那样，对于社会哲学的基础进行彻底检验的时机已经来临了。为了他自己的信誉，罗尔斯不愿意去扮演上帝的角色，而这对于哲学和其他学科的学者来说，就有了先入为主的机会，可以说他的著作有着明显的相关性。除非有“救世主”或“救世主们”来搭救我们，进而奴役我们，否则的话就必须对制度进行改革。规则可以改变但游戏还是会继续下去，在这一问题上，很少有参与者愿意把代表性决策权力交给那些自命的巫医。在这一案例中，只有通过同意才能实施相关改革，也只有所有参与者都能够正视公平的观念，才能达成同意的结果。

从一开始美国社会就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即使到后来这仍旧是一种有用的原则。可以说人们获得了历史遗留给他们的自由遗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遗产也将会有所贬值，由于不能真正理解契约主义的基础，因此我们正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这好比是罗马人修建君士坦丁凯旋门时的情境。如果没有契约主义的基础，就不可能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秩序。在我称之为“契约主义的复兴”（contractarian revival）的过程中，罗尔斯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这一点上说，只有在一种无限制的利维坦之中才能推行结果状态的标准，但如果因此否定这一标准的评价平等时的作用，这就抹杀了罗尔斯的主要贡献，也是一件可悲之事。




[1]
 因此，我难以接受罗伯特·诺齐克的诱导性批评意见，他指责罗尔斯关于结果状态或分配的模式化标准的基本观点，在诺齐克的分析中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见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我知道H.斯科特·戈登（H.Scott Gordon）在他的文章中曾评论过罗尔斯、诺齐克和我的著作，他把我们三人都归为使用程序标准的类别。“新的契约主义者”［H.Scott Gordon，“The New Contractaria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June，1976）：573－590］。


[2]
 举例来说，请见“概念选择的社会评估”［Sidney Alexander，“Social Evaluations through Notional Choic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8（November，1974）：597－624］。


[3]
 这也是我的第一篇评论文章的主题内容，“罗尔斯作为评的正义”［Rawls on Justice as Fairness，Public Choice 13（Fall，1972）：123－129］。


[4]
 实际上亚当·斯密使用过“正义”一词来描述自由交易的行为。在他的“天赋自由”（natural liberty）体系中，曾同时使用效率和正义来评估相关的行为。自斯密以来，经济学家在市场的效率属性方面投入了太多的精力，以至于忽略了正义标准的使用。关于这一点，见我的文章“天赋自由的正义”［“The Justice of Natural Liberty，”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5（January，1976）：1－16］。


[5]
 H.Scott Gordon，in“The New Contractarians，”p.576，H.斯科特·戈登错误地解释了无知之幕的含义，认为在一系列唯一性的原则之下，原初状态成为达成同意的一个必要条件。


[6]
 一方面亚当·斯密有着自己的解释，而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学家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对于亚当·斯密来说，不论是否与他自己的天赋自由原则相容，经济制度都试图规定所有的行为。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首要的是建立一种理论上的完美市场体系的精细模型，然后再考虑相关制度的运行状况。


[7]
 在契约主义公平的理论框架中，很难使用关于所有物分配的正义的权利理论。生活在无知之幕背后，有思考能力的人们会赞成和采用这种永远不会重新洗牌的游戏规则吗？在这一游戏规则当中，即使所有参与者完全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相对处境，所有行为都建立在第一轮分配的基础之上，结果是这种规则很难维持下去。至少与其他允许偶然性甚至是局部性重新洗牌的规则相比，这一规则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


第十章　契约的应用与滥用

在本章中，我将对契约主义基本范式的限制性因素进行检验，以帮助我们理解观察到的社会秩序，并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当代的批评家至少从两个方面对契约主义进行了责难，对此我将严格捍卫契约主义的立场。一方面对于现代国家那些令人厌恶的行为，批评者认为社会契约理论为其提供了合法性，这让他们大跌眼镜。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理论遭到了人们批评的原因，就是对于现有统治阶级来说，它所提供的辩护似乎又不是那么严密。[1]
 按照批评者自己的看法，他的观点都是合理的。当我们对契约主义范式做出正确的解释时，就会发现这两者都是具有误导性的。

在对契约主义进行解释以及评估方面都存在着限制，同时这一限制还表现在如何满足对于美好世界的规范性要求。从某种程度上说，尤其是针对某些理论批评家的观点，这里我的目标就是要降低人们对于社会契约理论的过度期望，还原这一理论的本来面目。首先我将详细分析一下对于契约主义的解释和评估的内容。接着我将会分析社会政策的含意，我将会指出人们对于社会契约主义立场的严重曲解之处。然而从规范意义上说，为了反驳第一种批评意见，我的观点似乎支持那些谴责契约主义限制的人。在社会契约理论和维护现状的主张之间必须要做出大胆的判断。

契约主义的经济学家

我将按照经济学家的方式进行分析，这有助于建立一种好的解释模式。对于观察到的世界，经济学家们将会尽可能全面地做出分析。在交易分析方面他们是专家；他们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关于交易行为的不同制度。[2]
 对于观察到的社会关系，他们使用经济交换的术语来解释，这可能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用结果来适应交换模式的做法，据此经济学家可以推导出所有参与者都在追求收益，这是根据参与者自己而不是观察者的偏好来衡量的。

当然如果交易过程是能够直接观察到的，那么经济学家的工作大为简化了。当一个人可以自由地把物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另一个人也可以这样做，就评价手段来说，可以看出效率的结果与效率提高的过程之间有着相对清楚的界限。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制度结构，经济学家的解释评价工作涵盖了所有的内容。

经济学家可使用“市场失灵”的说法，或者也可使用上文提到的术语，来解释它不是一个“效率提高”的交易过程，也不是一个“效率”的结果，无论概念上还是事实上，在公共物品和服务供应的问题上，他都能够意识到在个人禀赋方面的非自发性变化。譬如说福利经济学家给出一个案例，当A 和B之间的交易行为损失了C的利益，而C又没有与A和B达成契约。显然如果他观察到不论是作为买家还是卖家，G和H都被阻止进行可能的交易时，他也很可能认为E和F之间的交易行为将会产生消极性的结果。

尽管很少使用到契约主义范式，但经济学家这种解释和评估性的角色却没有脱离这一范式。然而从经济学家再到社会科学家的分析中，经济学家的评估性工作是很重要的。在这种诊断性评价背后又有什么问题呢？假设在一种情形中某一特定位置被认为是“无效率”的，那么正是从这一点开始就能逐渐向“效率”的目标发展，这对于社会来说是值得称赞的事情。但是在如何判断这一点处于什么位置问题上，根据他们自己的契约主义模型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显而易见的是，它们超出了自发交易的界限。我们说某一位置是“无效率”的，这就意味着一定存在某种自由同意方式发展向“效率”的目标。包括那些违背参与者意愿的行为在内，并不是说所有“效率”结果的行为都体现了独立的意愿。按照效率的标准，任何称职的经济学家都可以判断出关税产生的无效率结果；但不能使用这一标准来建议应废除关税政策。

经济学家可以提出相关的建议和方案，通过所有参与者达成同意的方式，人们可能会采用这种改革方案，可以说是否达成同意就是对他的理论设想的检验。[3]
 在我们分析的关税例子中，需要得到补偿的企业主和工人们达成的同意，共同体其他人也承担了“购买”这种补偿补贴的责任，而他们希望消除关税壁垒来确保获得净收益。事实上如果关税确实产生了无效率的结果，那么它的收益也足以补偿其他人的损失。

按照经济学家的标准和要求，观察到的无效率结果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同意的宪政规则。在一系列少于全体一致同意的决策规则之下，注定会出现某种无效率的行为，而且如果要确保全体一致同意，那么因此而付出的成本可能更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某些经济限定规则，例如关税可能属于这种情况。从另一方面说，观察到的经济无效率可能超过了少于全体一致同意的决策规则所付出的成本，然而在这一案例中出现的情形，不同于在宪政状态下理性参与者达成的同意。

在后一种情形中，契约理论家遇到了一个最麻烦的问题。假设人们普遍承认现有的某种权利，但在宪政商议过程中，所有参与者自发的契约却是一种相反的结果。对于任何形式的改革，权利的持有者（或所有者）一定就是参与者吗？现有分配状态应该被当成某个起始点，在此基础上通过自由商议达成某种契约，从而为以后的改革指明方向吗？在我看来，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持肯定态度，从规范性评价的意义上说，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权利规则应该受到“尊重”，而且也没有什么合理的替代性改革方案。

诊断之后能开出处方吗

在几种批评意见之中，有一种可称为“伪契约主义”（pseudocontractarian）的立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在现有权利结构的评价方面，它似乎使用了类似于契约主义的逻辑，但是在对社会现状进行改革时，它没有任何契约主义的限制。可以说这种假设的契约理论，为政治法律结构改革中的非自发性强制行为提供了基础，这也是毕克尔所严厉批评的。按照这种解释，所有契约主义的观点只不过是一种具有“社会福利函数”的设计，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特殊版本。[4]


当我们由熟悉的经济学例子——涉及各行各业的关税和限定政策——转向政治和法律权利问题时，从规范的意义来说，契约主义的限制要求似乎变得越来越严格。我将介绍一个近来关于美国宪法的重要例子，即议员的任命问题。如果用社会契约的标准来评价，对于选区间的代表权失衡问题我们能够采取放任的态度吗？换言之，如果立法议会既包括人口较少的农村选区也包括其他城市选区，那么它们在契约主义观念上会有矛盾吗？根据宪政同意而形成的这种契约主义结构，选区内居民是否能够了解这一结构呢？对此，答案来自代议制的替代运行机制。如果这种替代性结构能够起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城市公民相比，农村公民的态度更具稳定性，可以说即使按照严格的契约主义理论，政治权力的表面分歧也能够走向理性化。

然而对比来看，设想一下在人口组成方面各个选区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与有意义的标准如稳定性等无关，显然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结果源于一种明确的差别原则。在这一案例中，根据契约主义原则，观察者可以拒绝任何现有的任命行为。但是这不一定就意味着在没有达成同意或全体一致同意的前提下，重新分配议席就是合理的。正如我们熟悉的经济学例子，从诊断性评价再到自发达成同意的行为，这意味着越过了契约主义的限制。在对现有制度进行评估时，建立在假设的契约基础之上的诊断将是很有帮助的，在改革的建议或方案方面，为了获得全体一致同意这种诊断是一种必要条件。但是对于非自发性强迫行为，它没有提供任何辩护。从这一点上说，这种假设的契约并不比我们熟悉的先验性规范更高明——经济效率、自然法、理性、真理、上帝的意志等等。只有在为了改革而需要达成同意时，契约主义设想的评价性诊断才是有用的。

但是为什么在现有权力分配状态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们会赞成进行改革呢？为什么来自少数人选区的人们会赞成平衡性重新分配议席的做法呢？我们使用关税的例子进行对比分析，由于企业主和工人们受到了现有关税壁垒的保护，要达成同意就必须获得他们的支持，这就需要其他形式的补偿措施。根据契约主义原则，与经济制度不同的是政治法律制度可能是“无效率”的，这似乎是因为在价值判断方面它们有很多差别。根据契约主义原则，它们两者是没有区别的，一者是对于现有“无效率”的关税政策保护下的人们进行补偿，目的是在改革贸易政策方面获得他们的同意；二者是历史上关于议员席位的改变选举区的做法，对于那些被赋予更多政治权利的人们进行某种补偿，目的是为了一个更有“效率的”和平衡的议席分配，这需要获得他们的同意。

不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我并不是说在制度安排的“无效率”发展到有“效率”的过程中，为了得到现有处于优势地位团体的同意，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制定出合理的补偿措施。我的意思是在没有达成契约上的一般同意或全体一致同意之前，我们不能认为某些团体比其他“改革者”有更多的权利。契约主义的限制也表明某些团体要想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改革，必须经过某种麻烦丛生的阶段，即辩论、分析、妥协、讨价还价、长期交易、互投赞成票、一揽子安排以及补偿性支付等等。在这一陈腐枯燥的过程中，即使看起来最有希望的改革方案也可能以失败而收场，从表明上看，在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中会也可能不会出现强制性权力，与之相比这种改革方案并无多少吸引力。

由于我是一个经济学家，同时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使用的是经济学的术语，因而很有必要解释一下补偿的含义，以免我的观点被人们误解。为了获得同意而给予人们的补偿支付，只有通过观察到的同意来进行评价，无论何种原因，在一开始，很可能有些人对于契约主义诊断而形成的改革方案持反对态度。再来分析一下议席分配的例子，如果按照契约主义的推理，使现有政治权力的持有者相信当前的分配结果是非正义的，那么即使与自己的经济利益相悖他们也可能会同意进行宪政改革。在这一背景下，这种说服性推理本身就是一种补偿行为；它满足了达成同意的要求。从这个角度说，这种建立在正义原则基础上的契约主义推理是富有成效的，也是约翰·罗尔斯分析研究的典型例证。在某种程度上关于改革问题，相关的推理、辩论以及分析能够促成全体一致同意的结果，同时人们对于公开补偿的要求已经大大减少甚至是完全没有了。不管补偿的方式是什么，它的目标就是确保达成同意的结果，进一步说就是实现完全自发性的改革计划。[5]


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从规范意义上考察契约主义范式，那么第二种批评意见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这一范式并不是用于建立一种标准，即一种强加于社会所有参与者的标准，那么只有通过一种自发的行为，关于社会现状的改革才能获得规范意义上的同意。也就是说，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获得认可的改革运动一定是符合“契约主义”的（当然在这几种层面的制度结构中，可能包含了契约主义的特征）。对于某些批评家来说，这种限制意味着契约主义为现有的权利分配状态提供了辩护。

契约与现状

我已经指出关于契约主义范式的第一种观点是有误导性的，它是一种不该被承认的“伪契约主义”。第二种观点更为重要，原因是它直接涉及契约主义观念的限制性应用，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毕克尔对伪契约主义持批判态度，因为这一范式过分地证明了它的适用性；而萨缪尔斯抨击了“维克塞尔式”的契约主义，原因是它能够证明的东西又过少。现有的权利分配状态就是一个起始点，即我所描述过的规范性契约主义限制应用的逻辑起点。从表面上看这意味着，这一起始点就是在为社会现状进行辩护。

这里不得不提到几种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对外部和内部评价以及行为进行区分。契约主义不承认任何外部观察者的角色，除非有一个全能的神置身于社会共同体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他的价值观与参与者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这样他就可以充当具有一定能力和偏好的观察者。如果契约主义者自己也是一个参与者，他也认可这一角色，就不能简单地“跳出来”充当上帝的角色。对于这个观察者来说，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对于任何社会结构他都可以根据自己意愿采取承认或拒绝的态度。对于追求社会改革的契约主义者来说，发生在接近于神之间的讨论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即使拒绝了这种外部评价的可能性，即使观察者意识到他就生活在观察到的社会秩序之中，在权利分配选择方面，还是难以阻止观察者融入私有或个人价值观念。[6]
 在这一评价中，可能认为与许多替代选择相比，现有的分配状态是不尽如人意的。如果说这种评价只是具有操作上的有效性，但缺乏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这位参与者兼观察者可能谴责现有的权力分配状态，但是除非他自己成为有权力的人，这样才能修正现有的社会秩序，否则将一事无成。如果他真的拥有了这种权力，他很可能会使用这一权力；这是一种其他人阻止不了的强制性权力。然而除非已经完成了相关的分配政策，否则很难承认现有的权利或利益分配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这就是说，关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权利分配现状，必须假定所有单方面改革行为都处于人们权力限定的范围之内。我们或许会问到：“在这种情形下，激烈抗议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抗议行动执著于某种观念，热情激昂地认为某种未来的生活要比现状‘更好’呢？”

当然由于抗议者使用强制性权力来进行改革，目标就是煽动人们结成新的联合，因而这些抗议活动可以被视为“革命”行为。从规范性分析的角度来说，社会政策也属于这一类别。大多数改革都主张人们应该积极说服其他成员，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联合，从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更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同时对于大多数改革者来说，不同团体派别之间的界限没有任何道德限制，他们能够独立地表达赞成或同意的意见。部分地看来，对于现有社会秩序的分配状态，这种非自发性的改革有其道德上的支撑，即政治问题中“真理判断”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广泛地承认政治问题中存在着“真理”，是一种可以发现和确定的理性问题。一旦发现了“真理”，那么在道德上就不存在是否履行相关政策问题的争论。在这一前提下，人们是否达成同意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任何反对意见都会被视为一种无知的、愚蠢的以及自私自利的行为。在任何例子当中，对于那些自认为代表真理的狂热分子的主张，将得不到人们的尊重。只有在改革者无法单方面地推行“真理”的前提下，才可能出现某种妥协。

关于社会关系中的智慧，从一开始契约主义者就承认并没有掌握这把万能钥匙。从根本上说，政治中的真理类似于科学中的真理。政治超越了真理；它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互动过程。在现有社会秩序下，一旦参与者确定了各自的权利，那么每个人的态度都和其他人同样重要。

在某种个体层面上，契约主义者可能会与观察者兼参与者的非契约主义者都批评现有权利分配中明显的“非正义”行为。通过政治上的联合他有能力改变这一切，但在道义上他也不会强制性地改革这种分配状态。当A的要求遭到否定而同时B的要求却得到肯定时，人们又该如何解释呢？对于契约主义者来说，对于这一问题他们不会坚持道义上的自大态度。更为重要的是，他不承认共同体内的任何人或任何团体采取这种态度的合法性。

然而，这一立场间接地为权利的分配提供了道德的支持，任何分配状态都是一种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现状。如果没有人认为A的要求应当以B的要求为代价，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就可以说这就是“正义”的，或者是否可以说至少是具有“合法性”的呢？正如我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关于任何改革，契约主义者必须承认分配现状就是一个起始点或基础。那么对于已经存在现实的承认是否就等同于一种正义的权利理论呢？可以肯定地说，契约主义者不必走得过远，可以说迄今为止对于分配现状问题，罗伯特·诺齐克提出了“正义”的原则。[7]
 根据他提出的设想中的契约，观察者或许可以证明和判断现有制度是否是“非正义”的。但只有在为商议提供相关信息时，这种证明和判断过程才是有用的。判断一种制度是否是“非正义”并不是让观察者跳过主要的道德标准，在没有达成同意的情况下就断定应当废除或改革这一制度。[8]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契约主义范式是更加合理的，但很显然其他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则不这么看，难怪在现代契约主义者的话语之中包含了一种逻辑的和分析的结构，这是经济学家特有的东西。如果仅仅应用于经济制度，那么契约主义的观念就是一种富有成效的真正的社会改革。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分析，这似乎是一种“无效率”的行为，如果两者可以折中，那么无论是从发展方向还是量化范围来说它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关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社会改革，我们很难发现契约主义范式的优越之处。与经济制度的绩效评价相比，就可以发现对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效率评估似乎更缺乏精确性。

这种评估精确性的差别只是表面上的，并非实际情况。即使在最简单的经济学例子中，当已经不能从交易中获益时，这一情形被视为“效率”或“最优”状态。除了对于交易者是否愿意进一步交易进行观察之外，不存在其他判断分配“效率”的客观性标准。对于契约主义者来说，经济制度要比政治制度更难以评价。但是在交易方面经济学家是专家，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契约主义的逻辑，也能够更好地应用于社会现实之中，这是他们具有的比较优势。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能够把关注点集中于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其中参与者有着不同的利益而且相互之间有所冲突，但是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也存在着潜在的收益。在博弈论分析中，强调的重点是一种正和的环境。

在某种程度上，现实世界中的制度改革必须能够产生双方获益，至于全体一致同意的某种最终组织形式，只有社会契约理论家在理智和情感上为其提供了最初的重要基础。对于改革，非契约主义者是没有耐心的，即使有可能他也不愿意去探求全体一致同意的方式。他的思维方式比较特殊，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经验上他都不同意区分正和、零和或负和状态。在另一方面，在绝对冲突之中的替代性选择方面，如在零和的社会博弈体制中，社会契约理论家必须认识到他们的无能。如果无法达成最广泛意义上的合作与同意的“交易”行为，那么所有的解决方式都是一样的。对于先验主义的几种变体形式来说，它们比契约主义更充分地分析了分配政策的变化，原因是这几种范式的思维方式包含了绝对冲突的因素，并以此来看待所有的社会和政治变化。

关于公共哲学

总而言之，作为公共哲学的组成部分，我要强调的是契约主义的重要性。即使在政治和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公共体系内所有人和团体都达成一般性同意；即使能够观察到在立法议会中多数团体能够决定许多政策；即使在很大程度上执行机关和法院能够修改权利的分配，但是对于决策制度来说，公众的态度仍然是关键性的。一方面，从后立宪主义层面上说这是违背契约的制度化过程，也是反对派为其利益的一种持续斗争的过程，不论是出于“高贵的”还是“自私的”理由，他们试图控制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以获取私利。另一方面，这些后立宪主义决策的制度形式可被视为第二好的选择，由于存在政治交易的成本，这种更为宽泛的决策规则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仍旧反映了立宪主义层面上的全体一致同意行为。在后一种观点中，对决策结果的评估仍取决于全体一致同意的程度，而不是一个团体相对于其他团体的“胜利”。

在后一种契约主义的观点中，所有形式的国家都被看做一种复杂交易过程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它能够产生双方获益的结果。而在前一种观点中，国家变成了一种机制或工具，在以其他团体的利益为代价的前提下，只有某些团体能够获得“好处”。社会哲学家应该认识到，对于国家的概念的认识他们的态度能够影响到其他公民。




[1]
 第一种批评意见就是后来亚历山大·毕克尔（Alexander Bickel）的名著《同意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Consent）的一个中心主题。与他的契约主义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毕克尔选择的是辉格党的方式。第二种批评意见很可能是由沃伦·萨缪尔斯提出的［“The Myths of Liberty and the Realities of the Corporate Stare：A Review Article，”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0（December，1976）：923－942］。


[2]
 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交易制度分析占据了重要位置；如果只是强调效用最大化的应用，那么他就不应该被当成一个经济学家，然而在现代经济学家的研究活动中，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从方法论来证明我的立场，请见我的文章“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What Should Economists Do？”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30（January，1964）：213－222］。


[3]
 对于经济学家这种基本的规范性立场的详细分析，请见我的文章“实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Welfare Economics，and Political Economy，”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October，1959）：124－138］；这篇文章收录在我的《财政理论与政治经济学》一书中（Fis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pp.105－124）。


[4]
 西德尼·亚历山大（Sidney Alexander）对于罗尔斯的著作的评价是一种解释，也可能是一种曲解［“Social Evaluations through Notional Choic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8（November，1974）：614］。


[5]
 与罗尔斯式的环境相比，我的观点更为直接。我们或许把《正义论》看作一部说服性的著作，同时通过某种暗示的方式，罗尔斯试图让读者们接受他提出的“正义原则”，然而从现有制度来看这些原则显然并不完全实用。在我看来，有一种关于罗尔斯观点的错误解释认为，通过自发同意的方式，拥有权力的人或团体能够对现有权力进行修正，其目的就是为他的欺骗性“原则”提供一种假定的规范性基础。


[6]
 为了简化这一观点，正如已经分析过的那样，我们可以假定这种评价不是建立在契约主义标准的基础之上。


[7]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Robert Nozick，Anarchy，State，and Utopia）。


[8]
 在这种背景下，“正义”被比喻为科学探索中的“真理”。一个科学家可能提出一种论点，这一命题很可能是“真实”的。他的论点就进入了科学话语之中，而且能够在他的同辈科学家之间建立一种共识。但是这种“真理”性的命题只是存在于这种同意之中，并不是源自于某种原初的客观现实。除了通过在同辈科学家之间达成同意之外，这个科学家也没有其他方式来证明他提出的命题。弗兰克·奈特曾指出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应该采用道德的标准，而不应该使用物理科学家方式，这就是他所要表达的意思。


第三部分　执行中的困境


第十一章　道德法则、预期规则与大样本

在道德法则之中个人选择的影响是什么呢？我将证明在人们有意识地互动行为之中，团体规模将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即使在道德法则的基本层面，在多数团体与少数团体中的个人选择行为可能有很大的差别。这一假设已经被广泛证实了，在一般的社会实践中也能够观察到这种情况。然而在我看来，显然伦理学家忽视了团体规模的重要性。

在导论中，我已经把我的分析与道德理论中的普遍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我受到了我提出的这种观点的必然性的影响。在伦理学分析方面我是无能为力的，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在下一章中，关于潜在的社会状态或环境，我将分析道德法则中的个人选择问题。如果某种特定社会安排是合理的，那么它的适用性应该得到承认。道德法则中的个人选择将取决于这种社会安排，同时也取决于对于“其他”相关团体道德选择可能性的计算。在“数目多少的相关性”一节中，我们将检验团体规模对于可能性计算的重要性，同时将给出一个简单的例子，从而证明数目规模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个人决策的。当人们发现自己是多数团体之中的关键性一员时，他将更加谨慎处理自己的行为。在“免费搭便车者和完全竞争”一节中，我们提出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个人选择的比较分析，即便没有完全证实，但至少可以发现团体规模的相关性。在最后一节中，我们主要分析了关于社会制度改革的适当规模的假设，以及它的某种可能性含义。

为了避免开头的误解，我要解释一下这一章并不是一篇短评。它不是一篇关于“道德”的短评，即分析个人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除此以外，对于聪明的读者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即无论是在传统意义上分析康德的真实意图，还是在现代意义上分析这种一般原则，它都不是要发展成为一种康德式的批评主义。任何对于个人选择行为的分析必须考虑到其他替代性选择，毫无疑问我承认这一论点，即在道德法则（moral law）与主观（subjective）准则或个人准则（private maxim）之间存在的某种类似于康德式的区分。这里我与贝克（Beck）关注的问题是一致的：“对于一个人来说，哪些条件使得他能够对法律产生兴趣，并且以此作为他的行为动机。”[1]
 无论是从普遍性还是从特殊性来说，对于是否能够在道德法则决定的行为以及个人准则决定的行为之间进行区分，我并没有太多的兴趣。我只接受那些适用于足够多的案例中一般性或普遍性的原则，在严格限定的范围内，这有助于我发展一种有意义的观点。[2]
 这一分析需要假定个人在道德法则之中进行的选择，以及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是某种类似于康德两分法描述中的选择。

在这一前提下，我想要检验这一选择的预期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检验的是不同法则下的行为，而不是特定环境下的不同行为。我的大多数分析适用于后一种情形，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不同法则下的限定性分析也是很有必要的，一旦做出相关选择，就能适用于预先设定的行为。

对于个人而言，可能面临着以下几个问题：他的行为应该采用哪种道德法则的标准呢？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他可以采用一种所谓的道德法则的法则，或者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他也可以采用个人准则的法则。如果选择第一种法则，他就把自己置于某种普遍原则之中。这就是说，不论具体后果是什么，他都将把自己的特殊行为普遍化。而如果选择第二种法则，那么预先他就没有设定任何特定法则。也就是说他将拥有完全的自由，每次面对特定的情形都可以采取私利的原则。需要强调一点，对于发现或观察到的这些特殊行为，这两种道德法则并不一定就产生不同的结果。不过对于那些拒绝接受道德法则约束的人来说，可能会完全接受这种特定环境决定的行为。由于这种原因，我关注的选择问题不应该被看做“道德”和“非道德”之间的法则。

社会状态的安排

只有引入一般性或普遍性的观念之后，个人行为才有了社会性的内容。一个团体在与其他团体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它的行为就变成了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一方面说，在我看来康德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似乎是过于个人主义了。无论是采用道德法则还是私利原则的标准，个人决定都必须建立在他自己对于其他人行为评估的基础之上，即评估他人行为社会不合作的相对程度。同时其他人也可能采用其他的法则，这也将决定社会状态或环境的描述性特征。

现在我们要检验特定社会状态或环境下的个人评估行为，最好采用把个人放置到替代社会安排之中，并对其后果或结果进行检验的方式。这些结果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他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法则。以下是关于社会状态的六种由低到高的不同安排：

1．最坏可能的世界（The worst possible world）：个人采用了道德法则，但是几乎其他人不会采用这种法则。他很可能完全受人支配，很显然除了受虐狂者之外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一社会状态。

2．残酷的世界（mondo cane）：第二种状态要稍微好于第一种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中，个人预料到几乎没有一个公民会采用道德法则作为道德规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可以采用私利原则的标准。他采用占主导地位的行为标准，以免遭到差别性影响的结果。

3．有责任的混合世界（Commitment in a mixed world）：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中，个人预料到大概有一半人会采取某种形式的道德法则，他自己也会采用这种法则作为道德规范。与团体内其他有责任的人一样，有时他可能希望按照私利原则的标准来生活。

4．采用私利原则的部分责任世界（Expediency in a partially committed world）：这有别于第三社会状态，主要表现在个人对于道德规范的选择方面。这里他采用的法则就是他自己的个人准则。在某些情况下，显然他希望从这种已有的自由中获得满意的结果。

5．普遍性世界（The generalized world）：从某种程度上，这一状态可称之为理想化的康德世界。个人可以制定社会安排，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们都把这种道德法则作为道德规范。相互尊重、诚实以及责任——有助于形成一种理想的社会互动过程。

6．采用私利原则的责任世界（Expediency in a duty-bound world）：在最后一种状态中，个人坚持把个人准则当成他的道德规范，同时团体中几乎所有人都遵守这种道德法则。对于个人来说，很明显这一状态是最好的。正如根据他自己的主观准则那样，在遇到特殊问题时他完全有自由采取私利原则的方式；同时他也可以选择严格遵守绝对责任的范式，在这一点上他也享有较大的自由。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认为最后一种制度安排是合理的。这一制度安排不同于建立在不道德的人们评价基础之上的社会状态，他们没有把道德法则视为一种明确的要素或规则。或许有人认为“应该”，抑或“愿意”选择遵守道德法则的社会状态，这是由于道德规则本身具有的某种内在价值。我不会与坚持这一立场的人争吵，也不打算这样做，我的分析与这些人没有关联，而且我分析的是道德规范而不是行为选择问题，这一点我必须强调。有证据表明，即使人们不认为道德法则高于道德规范，他也可能选择道德法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然而如果在宽泛的规则选择范围之内，他就很容易得出这种判断，即社会状态中所有事物都是平等的，相反在非常狭隘的选择范围之内的结果完全不同。

这种社会安排可以用从1到6的简单数字列表来描述。使用某种形式的数字刻度，能够更好地分析个人对于规则选择的倾向，然而这些数字之间只是代表一种简单的顺序，可以说数字刻度完全是随意的。为了简化起见，关于这几种可能的社会状态中个人的相对评估状况，我仅仅使用简单的数字列表来说明。任何为零的数字可以与其他数字相加，或者更为实际的情况是在列表中任何两个数字之间可能是倍数关系。在后一例子中使用了1、2、30、40、500、600的上升顺序，用以描述道德法则以及私利原则作为道德规范之间的区别。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赋值的数字在本质上是随意性的。但为了问题的简化，这里需要使用这些简单的数字列表。

通过一个简单的2×3的图表（图3），我们总结了个人对于规则的选择问题，其中横列代表了个人选择的道德规范，竖列代表了他预测团体中其他人的行为模式。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其他人道德规范选择人们有多种预测，那么结果是出现了许多竖列。

图中提供的信息并不详细，这很难让我们预测人们在两种道德规范中如何作出选择。从这一点上说，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能够判断其他人对于道德规范选择的可能结果。我们只能使用这种评价方式，否则就不能推导出他自己规则选择标准。关于个人如何赋予其他人三种行为模式的可能结果，我们并不需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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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我们假设他赋予第一种行为模式值为0.6，第二种为0.3，而第三种为0.1。那么图3就缩简为表1所描述的情景，括号里面表示的是预期的或赋值的可能性。在表1中我们设定排列中的这些规则标准，以及对个人选择可能性进行赋值，就能计算出个人对于预期规则的选择结果。在最右边一列中，预期规则的结果表明遵守道德法则的值要少于采用私利原则的值。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描述，可以预知个人将拒绝接受道德法则作为道德规范，取而代之的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他遵守的是他自己的主观准则。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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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预期规则取决于个人赋予其他人行为模式不同的可能性。然而需要小心检验数值描述的可能性变化，它并不能改变道德规范选择的结果。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假设可能性变化是从（0.6，0.3，0.1）到（0.0，0.4，0.6）。很明显在新的赋值情况下，两种法则下的预期道德规范也提升了；个人生活在“更好”的世界之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给定同样的等级顺序以及评价方式，如果采用道德法则作为预期的道德规范，现在结果就是4.2，要少于选择另一种道德规范的结果，它的预期结果的值是5.2。因此根据这一模式进行推断，不管个人如何预测其他人的行为标准选择，只要对于相对社会状态的评价仍然如这个矩阵图解所示，那么他就不会把道德法则当成一种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

关于个人对于社会状态的评估问题，伦理学家可能反对使用任何形式的数字来衡量，同时由于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可能坚持反对从其他学科引入期望效用的概念。当然我希望把“个人选择行为的最大化”称为某种形成的“效用”，在现代经济学中，这种源自于期望效用的分析是很常见的。然而我必须强调一点，关于个人的行为标准选择问题，数字衡量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但是任何把数字衡量、“效用”与“幸福”或者“快乐”联系到一起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不论是对于苹果还是这种道德法则，人们选择的是他们要选择的东西，它们都可以使用“更好”以及“更坏”来描述选择的结果。如果不这么做，就无法分析这种选择问题。关于社会状态问题，简化分析的唯一用处就是引入了一种随意性的数字次序。当然如果此时问题已经解决，那么这种矩阵图解就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累赘了。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证明这种设想并不能得出重要的结论。

数字的相关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例子是有欺骗性的，原因是它有意回避某种能够影响结果的重要假定。设想一下，对于能够决定采用哪种预期规则的人来说，其他人道德规范选择的可能性变化，并没有改变他的预期道德规范的次序。但这仅限于某些特殊的例子，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他自己选择的是哪一种道德规范，我们都假定个人都赋予其他人同样的可能性分布。关于表1中的矩阵图解，在每行中都列出了这种可能性分布。只有在个人认为他自己选择的道德规范不再改变或不影响其他人的选择时，这种解释才是合理的。

现在请考虑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其中这一前提条件发生了改变。在表第一行的可能性分布中，描述的是个人拒绝接受道德法则的情形，在表1中是不变的要素。在表的第二行中，描述的是采用道德法则作为行为的指导原则，我们可以引入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分布——先前已经应用在图解之中。现在这一矩阵图就变成了表2中的情形。注意在表2中，代表预期规则的“遵守道德法则”的选择已经超过了“遵守私人准则”的选择。可以看出，在个人对于社会状态的次序甚至数值性评价中，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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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问题是如何决定在什么条件下，个人通过理性计算将会选择哪一种可能性分布状态。也就是说在什么前提下，他将选择表2而不是表1的数值呢？这一分析的基本假设就是，互动团体的规模大小是影响赋值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一个少数团体中个人与其他人的互动关系中，他倾向于选择表2中的赋值可能性，相反在一个多数团体中个人与其他人的互动关系中，他却更倾向于选择表1中的赋值可能性。当然，这一数目大小的精确性并不是很重要。这里唯一的前提条件就是，在行为标准选择方面，个人选择与他所预期其他人的选择之间形成某种明确的联系。

从一般意义上说，这一假设在少数团体中是有效的，比如一个简单的三个团体案例中。在一个孤立的环境中有三个人，比如说生活在一个沙漠之岛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但同时也要考虑其他人如何进行选择。每个人都非常信任自己选择的规则，并严格遵守这种规则，在某种程度上其他两人也会做出相似的选择。既然正如我们已经给出的次序那样，假定三人中任何一人都希望选择生活在一种相互尊重的环境中，那么最有可能的一种结果就是，每人都选择并遵守某种类似于康德的绝对命令。[3]
 他的行为标准将发展成为某种形式的一般性原则。

在少数团体中更容易出现这种结果，这与在已经确定次序的前提下，个人对于这几种社会状态的评价方式无关。在康德的理想化世界与个人主观准则最大化状态之间的差别很大也可能很小。造成这种差别的关键前提条件是，这个矩阵表中对角数值加权的可能性分布。在右上方的空格当中，预期的行为标准趋向于0，原因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不大可能出现这种道德规范的组合结果。在少数团体中，个人不能指望出现更多的行为标准选择范围。

少数团体模式与多数团体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表1中的矩阵图解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个人可以认为他的道德规范选择不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实际上，其他人的选择被视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与个人的选择没有关联。在这一前提下，个人的可能性赋值必然符合表1描述的基本特征。在这一矩阵表中，行与行之间的值进行互换并不会改变其他人选择的可能性分布。

需要强调的是，我的观点不同于人们通常熟悉的一个例子，即生活在一群盗贼中间的一个诚实人所遇到的困境。在一个规模适当的团体之中，即使人们认为其他公民都是圣人，而且已经确定好次序问题，他也希望采用私利的行为标准。从数字上说，这一表已经很好地说明了问题，但是对于这一点进行解释也是很有必要的。个人选择的前提条件是，拒绝某种道德规范必须有一种理性基础，即是否“遵守道德法则”与预期中其他人选择的道德规范无关。

倘若这一分析适用于一个临界规模的多数团体，那么它也一定适用于所有组织。由于具有相互依赖性，每个成员（也就是所有成员）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一种绝对的困境之中。他可能认为关于描述的社会状态，居于矩阵表右边的值要高于左边。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在左上方的单元格中这种情况不再出现。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他不会采用道德法则作为行为的原则，其他人也不会这样做。因而在这种特定社会状态中，关于道德规范选择的可预测后果，所有人都拒绝接受道德法则作为道德规范，而是采用了私利的道德规范。然而在另一种社会状态中，道德法则被广泛地当成一种道德规范，根据自己的评估人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但是如果采取一种完全自主和自愿的方式，那么个人就无法选择一种更切实可行的社会状态。[4]


这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困境，它与“囚徒困境”十分相似，但与这种通常分析中的博弈论也不完全相同。在“囚徒困境”中，如果两个囚徒都尽力避免认罪，那么他们将会获得更好的处境，但由于处于特殊环境之中，每个囚徒都倾向于坦白自己的罪行。这里正如一般性事实那样，关于囚徒困境与多数团体道德规范选择困境的比较分析，表明前者仍旧属于一种少数团体中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结果，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由于在多数团体中，并没有多少交流或沟通的选择，从而可以有效地改变结果，所以在道德规范选择方面的困境更为严重。

在一个特定团体之中，到底达到何种规模之后个人计算的选择才会发生明显改变呢？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显而易见的是，少数团体与多数团体之间的界限将随着具体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里不再解释到底是哪几种环境模式。在相同的外部环境下，在给定团体中某些成员倾向于少数团体的选择方式，同时其他成员则倾向于多数团体的选择方式。[5]
 对于我们提出的假设来说，这种区分并不是很有必要的。我的假设认为在少数团体互动的过程中，个人可能会采用某种宽泛的道德法则，随着团体规模的扩大他很可能改变自己的道德规范，从而成为一个私人利益最大化者（private maximizer）。

关于这种解释方式，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可以观察到无数的例证。如在乡村而不是都市中心才有的消防部门的志愿者。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犯罪率却不断地增长。与工业化的城市环境相比，在部落文化中的非洲人更守规矩。在盗窃行为之中也有某种形式的荣誉感。黑手党有它自己的规则。在大学或学院中入学人数超越一定规模时，久经考验的荣誉制度（honor systems）就维持不下去了。与居民街道相比，在繁忙的运输要道上会发现更多的垃圾。甚至在古老的谚语当中，也有“永远不要相信陌生人”（never trust a stranger）的说法，这反映了对于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可，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关于道德规范的预言。再者，如成功的政治家在选区内组织基层的支持者等等。

在上述例子只有部分案例具有明确的道德属性，但是这些现象并不局限于道德规范或行为的选择。总之，多数团体的困境已经侵入到了社会互动关系的许多领域之中。

免费搭便车者和完全竞争

我的研究命题的范围涉及伦理学，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也属于经济学领域，然而在少数团体和多数团体中的个人道德规范选择方面有着重大的差别，对于这一问题尚未完全解释清楚。我将提出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通常被称为“免费搭便车者”，在伦理学中也有类似的问题，在本章中我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这一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个命题是一种逆向类比；也就是“完全竞争”的概念，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这一概念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在公共财政理论中，准确地说在公共物品供给理论中就会出现免费搭便车的问题。这种分析为公共物品的供给提供了一种解释，从而能够与私人物品中个人选择进行比较。问题是：从根本上说为什么会需要政治或政府组织呢？为什么市场或交易过程会“失灵”？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多数团体中物品和服务必须所有成员共有吗？对于通过自主或自愿的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均衡状态进行检验，就会发现它的结果显然是非最优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了消除由交易而产生的共同获益盈余，又该如何进行设计呢？答案就是每个人都是这种共有的公共物品的潜在受益者，是一个“免费搭便车者”。如果潜在收益是不可分割的，那么每个人都会发现拒绝自发地承担相应的成本，这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尽管对于所有人来说，由公共物品供应产生的总收益可能大大超过了总成本，但上述情形还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与不承担任何成本相比，每个人都认为付出相应比例的成本他们的处境会更好。然而关于成本问题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每个人可能都不同意以一种个人主义的和自愿的方式进行。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显然这一均衡状态并不是最优的，但是除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一规则，否则多数团体的困境将会持续下去。当然，只有在团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出现这种困境。也只有在这种多数团体中，个人才会认为他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没有实质性影响。[6]


然而使用免费搭便车这一术语，表明人们并没有完全理解多数团体困境的重要性。这一术语也表明，以其他人的代价而获得收益时，人们需要深思熟虑的计划。然而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会出现真正的问题，即个人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免费搭便车者，比如说“让别人去干吧”。这里并没出现个人间的互动关系。对于个人来说，他认为团体环境不过是一种“自然”因素，也就是说绝对不会影响到其他成员。

一旦我们理解了多数团体的困境，就发现市场失灵会产生最优的结果，进而解释了公共物品的形成过程。进一步分析就能得出一个论点，即解释了尤其是在分析政治和政府过程而不是市场过程之中，为何个人倾向于改变自己的道德规范问题。当然，制度或规则的改变能够影响团体内所有成员的行为标准。从这一分析可以看出，在概念上证明了在特定环境中，为什么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个人仍然会接受他们的受支配地位。

关于多数团体中的个人选择行为分析，以及在道德准则方面个人选择的公共物品成本分析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在根本上说，在经济学理论史上对于第二个命题的研究有很长的历史，但由于这一命题具有逆相关性，因此这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并不明显。第二个命题关注的是个人行为，或者说在完全竞争环境中的公司行为。事实上，这一情形被完全视为一种多数团体的困境。所谓完全竞争，指的是任何一个买者或卖者都不能影响某一产品总的市场需求或供应，就好像他自己的行为对于现有市场价格没有任何影响一样。可以说，每个卖家和每个买家都是一个价格接受者。

在一个单独社区中，所有卖家组成了一个团体，每一个人发现他自己正好处于一种类似于“免费搭便车者”的地位。每个卖家都希望出现这样一种结果，即所有卖家都严格控制供应（最终结果是市场价格将会上涨），但是由于每个卖家都是单独行动，因此这将不会产生由严格控制产品供应而形成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仅仅关注的是外部环境而已。

在竞争性环境下，多数团体困境不同于道德规范选择或公共物品的案例。在同一命题中，它的适用性与其他案例是相反的。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在完全竞争问题的案例中，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就是团体规模的缩减，或者说至少是修改某些规则以形成某种类似于少数团体才能够出现的结果。然而在市场体系之中，把买家和卖家都置于一种多数团体的困境之中。只有在多数团体的困境占据统治地位时，这种经济体系运作才是有效的，因而这种制度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扩大多数团体的规模。法律规则就是要加强人们之间的这种联合，但并不能对所有成员进行强制性联合。在道德规范选择、公共物品模式以及完全竞争模式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道德规范选择问题之中，团体就是一个包括所有成员相互作用的社会组织。与此相比，在市场过程中，生产某种产品的特殊卖家只是一个次级团体，它们发现自己处于多数团体的困境之中。改变任何相关规则可以给他们带来收益，但这一过程建立在对损害社会体系内其他次级团体利益的基础之上。如果对于整个体系“社会”宪政进行综合考量，那么这种经济制度决定了在多数团体内形成一个个深思熟虑的买家和卖家。从理性的角度出发，这不过是以另一方式证明了大多数公众可能会选择完全竞争的规则，以保证政策实施的可行性。

弗兰克·奈特多次强调：“完全竞争状态下没有竞争”。这一表述归纳出了多数团体困境的本质。在一个完全竞争性的市场之中单个卖家的选择，在公共物品成本方面个人的自发性选择，以及在多数团体中的个人对于道德规范的选择中——在每一个例子中理性选择都决定了他将倾向于追求最好的环境条件。最终选择要根据他所处的环境来判断，不掺杂个人情感地评价其他人行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公共物品的含义

在公共物品理论中多数团体的假设中，如果公共物品和服务具有“公共性”，那么就为政治和政府制度取代市场交易制度提供了一种符合逻辑的解释。然而在进行改革之前，必须回答这一系列相关的问题。首先，人们给市场过程加注了哪些唯意志论（voluntaristic）的价值观念，这些元素必须被抛弃，至少政治组织中应该抛弃？在自由的个人选择和经济效率之间合理的交易比率（trading ratio）是多少呢？即使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但另一个问题更为复杂：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分析家如何区别和判断物品或服务是否具有“公共性”？以上这些问题证明了公共物品的纯理论还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至于在具体制度改革问题方面，理论家想要为政治家提供某些规范性建议，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目前的国家理论来说，这一前景看起来似乎是悲观的，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经济学家坚持正确的立场，提出恰当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政治以及经济发展的过程，才能够为改革提供相关的建议，这或许就是理论形成的起点。大体上说，公共财政理论家承认了“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之间的区别，私人物品供应通过市场制度可能更有效率，但公共物品并非如此，它的供应不受社会控制而是由强制力量决定的。然而经过进一步检验，可能这两者之间的分界线是可变的。之所以这样说，指的是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市场组织给予人们更大的自由选择，目的是通过修改相关规则以保证物品供应的效率。对于法律和产权结构的谨慎分析，或许可以在这些案例中发现某种可能性，即个人免费搭便车的行为可能会产生最优的结果。

在本章中，并没有想要找出这两者之间的具体界限；我的目的是为道德规范选择的分析设定某些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在与道德规范选择的比较具有相关性时，对于公共物品理论的简要评述才是有意义的。如果历史经验表明，在特定行为标准环境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必然的和不可改变的，那么这一定也意味着有越来越少的人将会采用某种一般性或普遍性原则的道德准则。按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唯意志论的道德规范必须越来越具体。个人逐渐发现他们自己陷入多数团体困境之中，只有诉诸于政治和政府的过程，才能找到一种符合逻辑的解释，这样才能有效地改变规则，从而为所有人设定强制性的行为标准。从这一点说，即使这一分析并不适用于直接预测，但对于“道德的立法”（legislation of morals）它还是有所帮助的。在某些限定性案例中，由集体权威制定和执行的一般行为标准能够“提升”公共体所有成员自己的行为标准。然而这里“限定性”的意思是说，在这些案例中“其他人”中“一些人”希望追求这种集体性强制性的行为标准的绝对可能性。这里正如公共物品的案例，需要提出这一问题：“在唯意志论的道德规范下更多自由的个人选择，与在立法和执行的一般行为标准下更高的社会效率之间合理的交易比率是多少呢？”对于这一问题理论家并没有给出答案，可以说随着相关互动团体规模的扩大，自由的代价也随之提高了。

正如在公共物品的例子中，应该探索出一条改革而不是集体化的道路。在道德规范选择的环境之中，如果互动团体要保持效率它的规模应该更大吗？如果要把某种复杂社会互动体系缩减为少数团体模式，它的可行性方式是什么？在某些特定类型的互动模式中，关于产权的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修正，能够把私有市场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7]
 ，然而在制度分析中出现的这种变化，能够应用到伦理学领域中吗？在伦理学领域中，那些具有专业能力和兴趣的人应该重新审视圣经中的箴言“爱汝邻”（love thy neighbor）。在多数团体中，谁才是我的“邻居”？通过耶稣寓言式的方式，法学家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选择了回避。




[1]
 Lewis White Beck，A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p.219.


[2]
 无可否认，我阅读过的著作也是参差不齐的，但是我发现我与华纳·维克（Warner Wick）文章中的立场相近“普适性和伦理学的基础”［“Generalization and the Basis of Ethics”，Ethics 72（July，1962）：288－298］。


[3]
 这一分析的某种极端形式，比如说可以缩小为一个人的团体。在这种情况下，在道德规范的选择或行使方面，这种一人团体的分析将会形成一般性的原则。这种分析主要建立在对于私有产权的亚里士多德式辩解的基础之上。


[4]
 很明显，多数团体的困境与伦理理论家所熟悉的无数案例非常相似，但是多数团体自身并没有多少相关性。关于这一困境的某些例证，见《道德的普遍化》（Singer，Generalization，pp.69－70，86－87）。


[5]
 对于美国多党制体制下的个人投票行为，爱德华·C.班菲尔德（Edward C.Banfield）和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Wilson）有一个有趣的研究发现。他们认为这一差别的部分原因是族群分裂的“公共意识”（public consciousness）造成的。请见“公众关注是投票行为的价值前提”［“Public Regardingness as a Value Premise in Voting Behavior，”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8（December，1964）：876－887］。


[6]
 在克努特·维克塞尔的经典著作《财政理论研究》（Finanz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en）中最早提出了这一问题。这本著作的相关部分被翻译过来，收录在《公共财政学的经典理论》的“公正赋税的一个新原则”（“A New Principle of Just Taxation”，Classic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ed.，R.A.Musgrave and A.T.Peacock，pp.72－118）一文中。关于公共物品理论现代应用的一个典型问题就是免费搭便车问题，见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公共支出的绝对理论》［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6（November，1954）：387－389］；以及他的“公共开支理论的图形解释”［“Diagrammatic Exposition of a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7（November，1955）］一文；以及马斯格雷夫（Musgrave）的《公共财政理论》（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一书。本章分析的内容大多得益于奥托·戴维斯（Otto A.Davis）和安德鲁·温斯顿（Andrew Whinston）尚未出版的文章《公共支出理论的某些基础》［“Some Foundations of Public Expenditure Theory”，mimeographed（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61）］。同时关于这一问题，尤其是涉及大型组织方面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已经有过相关的分析，在本章的最初草稿中，我受到奥尔森尚未出版的著作《公共物品的一般性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Public Goods”，1963 ）的影响很深，也就是后来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


[7]
 CF.Spencer MacCallum，“The Social Nature of Ownership”，Modern Age 9（Winter，1964—1965）：49－61.


第十二章　撒玛利亚人的困境

本章是关于规范性诊断问题的一个论文。这篇文章代表了我的一个尝试，即把许多不同的社会问题解释为同一种疾病中的不同症状。因此，在相关诊断也不会把它视为多种疾病，事实上它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已。只有这种疾病非常严重时，才会出现某种缓解或治愈的治疗方案。然而，即使人们接受了这种诊断和治疗方案，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景仍然是不明朗的，正如从相关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原因或许就是现代人自己的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问题。为了我们自己更好的生活，也为了建设一个有序的和有效的自由社会，很可能是我们自己太过于富有同情心了。

正式结构

设想一个，在一个简单的2×2的收益矩阵表中，有两个参与者A和B。A选择的是横列，而B选择的是竖列。所谓收益就是效用指标，它们按照顺序依次进行排列；这里并没有必要给出效用原点。如图所示，从严格的博弈论来说，在第2横列A的值要高于第1横列。在这种简单的博弈环境下，无论B是否如预期那样进行选择，A都会选择第2竖列。进一步来说，即使A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正处于一种博弈游戏之中，他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对于本章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不管A是否意识到B的选择将使他处于一种博弈的局面之中，他都将第2横列作为自己实用主义的或独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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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需要注意的是，B并没有发现他也处于一种与A同样的处境之中。B的选择也建立在对于A的行为进行观察或预测的基础之上。如果A选择了第1横列，B也将会选择第1竖列。但是如果A选择了第2横列，B将会选择第2竖列。如果B知道了A的收益矩阵排列，他将预测到A会选择第2横列。因此在这一简单的博弈游戏之中，最后的“解决方案”似乎是IV单元格中的结果。如果我们仔细对这一结果进行检验，就会发现A的收益要比III单元格更少。在III单元格A的收益是最大化的，但是就其自身而言，并不应该得到这一结果。不过既然B的选择严格依赖于A，那么A就是决定向左还是向右的掌控者。通过某种适当的行为或策略，A就能够获得III单元格的结果。然而要想保证得到这一结果，A必须意识到他和B共处于一个博弈游戏之中。也就是说，首先A必须认识到他自己的选择实际上能够影响到B。其次，A必须采用某种“策略性”的方式；换言之，他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对B的行为后果进行预测的基础之上。如果A准确地知道B的效用收益，才能确保实现III单元格的结果。如果他根据虚假的收益信息进行博弈，那么这意味着他的效用指标将会在II单元格和IV单元格之间变动。

然而如果考虑到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和可信性问题时，那么A采取策略选择将是非常困难的。A不能简单地告知B他的策略是什么，并且也不能指望B会相信他。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是一个连续的博弈游戏，在这一游戏中A只有通过他自己特定的博弈行为，他的策略才会被人知晓。为了让B确信他采取的策略，实际上A必须让自己的虚假收益看起来是真实的。也只有通过这一方式，他才能建立起可信性。

但是由于A的真实收益矩阵具有明显的特征，因而如何使用这一策略也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策略行为中，如果A采纳了虚假而非真实的收益信息，那么他必须承担因此带来的效用损失。为了保证策略的有效性，当A观察到或预测到B会选择第2竖列时，他必须选择第1横列而不是第2横列。这一选择将会“损害”A的利益，必须承认的是效用损失或许只是短期的，在连续的博弈游戏过程可能抵消了长期的效用收益，一旦在短期的效用和长期效用之间达成了平衡，那么必须承认A主观的贴现率将会决定他的行为。如果这一贴现率足够高，那么即使A完全意识到他在博弈游戏中的位置，他也很可能选择非策略性的行为。

在介绍相关案例时我将再次回到这一问题上来，但首先分析一下第二种博弈游戏，与图4相比，这里仅仅改变了A在单元格I和单元格III的收益数值，如图5所示。在这一前提下，A的选择不再具有决定性特征；他的行为开始依赖于观察或预测到的B的选择。也就是说，这里我们希望出现的I单元格或IV单元格中的结果，将严格取决于谁先做出反应。为了达到检验的目的，我们假定I单元格中的连续解决方案是存在的，A也没有遇到这种困境，他并不需要采取策略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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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B已经知晓A的效用收益矩阵，那么他就可能采取策略的行为。在了解A将会选择第2横列时，他将独立地选择第2竖列的策略。当然在这一过程中，B将会遭受损失，但是这里我们假定他愿意承受这种短期的效用损失。由于B的策略行为，很显然A的处境不如以前。结果是，如果A被迫选择了IV单元格中的结果，那么就可以说B成功地影响了A。

如果从A的优势位置来考察这一过程，可以发现这一策略抵消了B的行为的影响，这与第一个博弈游戏案例分析的结果相同。为了避免受到B的利用，A必须不受B选择第2竖列行为的影响。同时，A必须让自己的效用收益看起来像是从单元格II到单元格IV反方向的变化过程。然而这一策略也是难以实现的，原因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必须承受效用的损失。在这种博弈游戏之中，由于B的策略行为，除非A默许IV单元格中的结果，否则他将肯定遭遇效用的损失。

特定的假说

尽管没有相关的验证或案例，但我已经详细地论述了这两种简单形式的两人参与的互动关系模式，可以说关于本章的题目我已经胸有成竹了。我已经对参与者进行了分类，原因是我想要在最大程度上，预测在本案例中出现的即时情绪判断问题。但是我不能越过这一问题，通过例证我将贴上特定的标签，把第一情形称为“积极的撒玛利亚人的困境”（active samaritan's dilemma），而第二种情形就是“消极的撒玛利亚人的困境”（passive samaritan's dilemma）。然而我要强调的是，我尝试构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假说，适用于描述观察到现代世界的大部分行为。使用撒玛利亚人例子目的就是为了更清楚地描述这一行为，同时我还没有发现更适合的例子，读者可以向我推荐更好的案例。这一理论假说并没有涉及目前福利改革的政策建议，这不是在此我要分析的问题，或者说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在大多数一般性陈述中，这一理论假说认为现代人没有能力作出决策，比如说如何防止他的同类掠夺者对他的影响。人们的这种弱点或许植根于他们的效用函数。由于这并不是一种建立在任何标准解释基础上的非理性行为，因而使用“困境”一词是比较恰当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困境的形成是一种经济问题，并且逐渐影响了参与者的选择。使用“困境”这一术语，为现代人已经“变得软弱”（gone soft）这种陈词滥调提供了依据。他的收入财富处境以及偏好排序，决定了他先前的选择是不可行的。所谓“策略勇气”要明显高于经济的利益，而所谓的“实用主义的同情”（pragmatic compassion）更要高于策略勇气。

如果人们接受了我的这一假说，那些明确认识到这种困境的人们，应该是相关改革和改良政策的最先拥护者。在“游戏”开始之前，参与者就必须了解这种游戏的存在。在有了这种意识之后，无论个人还是集体，参与者还必须接受策略行为而不是实用主义的行为。在某种层面上，这一游戏意味着某一个参与者可以控制他的对手的行为。在这个游戏中，一个参与者的最优选择取决于他预期其他参与者的互动性或反应性的行为。这一策略的目标就是影响其他人的行为，以实现满意的结果或方案。在通常情况下，这种隐含的策略将破坏假设中的非游戏博弈或自然状态下的效用最大化规则。

在已分析过的第一个游戏之中，我称之为积极的撒玛利亚人的困境，即使他的对手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博弈游戏的存在，这个撒玛利亚人还是会采取策略性的行为。换言之，即使他的对手被我称之为“潜在的食客”（potential parasite）采取了实用主义的行为，作为游戏的参与者这个撒玛利亚人还是发现策略性的行为是令人满意的。然而在第二个游戏之中，只有在他的对手采取强制性的方式，并造成了一种特定的博弈状态时，这个撒玛利亚人才会采取策略性的行为。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这种观点表明在个人选择方面，那些限制个人灵活性行为的规则具有一定合理性。它直接源于这一观念，即认为撒玛利亚人的困境是一种个人责任的道德规范，至少也是与此相近。从一开始，它只是分析了个人主义的选择环境，随着这一道德规范的普及，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团体卷入进来。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分析有一种扩张的倾向，它认为单独的个人选择之间有着明确的相互依赖性。

参与者的分类

为了便于分析，我把参与者A归类为“潜在的撒玛利亚人”（potential samaritan），把参与者B归类为“潜在的食客”。进一步来说，我们假设潜在的撒玛利亚人面前有两种行为选择。也就是说，他既可以对于潜在的食客毫无作为，可以表现出不宽容（横列1），也可以表现得非常和善。为了分析的需要，我们假设他的和善行为转化为每个月付给潜在的食客30美元（竖列2）。对于其他人来说，他可以有两个开放的选择。他既可以选择付出劳动（竖列1），我们假设他挣得一份收入，比如说数额是其他更有能力（或天赋和运气）的撒玛利亚人的四分之一，或者作为潜在的食客他也可以选择不工作（竖列2）。

正如在先前非分类性的博弈游戏中分析的那样，除非这个撒玛利亚人认识到这种策略行为对于他的影响，并作出相应的反应，否则IV单元格中的结果可能就是连续博弈游戏的最后答案。但是对于他来说，这种改变是非常困难的。由于存在着不明确的威胁或希望，这将妨碍了这个撒玛利亚人选择和善的行为，也就是说除非人们有意愿来帮助他，否则处于接受者地位的潜在食客将不付出劳动。但是谈到意愿，这个撒玛利亚人还是面临着重大的选择困难。他不可避免地观察到这个食客挨饿同时又拒绝付出劳动，这将极大地伤害他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当这个食客认识到这个博弈游戏并采取了策略性的行为时，这个撒玛利亚人的选择变得更加困难。如果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策略行为要想变得有效，首先他需要建立起一种策略的可信性，同时也必须接受相应的个人损失。

某一个家庭组织的例子或许更有帮助。一个母亲可能发现打骂犯错的孩子是令人伤心的（“与其他人相比她会更加伤心”）。可是打骂是一种教育孩子的必要手段，目的是让孩子害怕受到惩罚以免将来再犯错。如果双方完全认识到这种选择的暂时相互依赖性，显而易见他们的行为调整将与我们的分析一致。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收益矩阵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可能不会像图4那样。然而不幸的是，仅仅通过引入一种临时性的理性假设，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困境不会全部得以解决。由于这个撒玛利亚人缺乏有远见的能力，这就解释了我们观察到的一切，因而如何提高这种能力变得尤其重要。但是从本质上说，这种能力并不能消除所有案例中的困境问题。即使这位母亲完全不考虑对于孩子将来行为的影响，她仍然会发现打骂孩子是很伤心的事情。倘若这个撒玛利亚人想要让潜在的食客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必须承担短期的效用损失。如果他的目标贴现率很高，那么现值收益（present-value payoffs）表明和善或默许的行为仍然是居于支配地位的。

从客观的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贴现率“太高”了呢？这个比率完全是客观的，它直接源自于个人的跨期效用函数（intertemporal utility function）。如果没有考虑到外部的“社会福利函数”，就认定这一比率“太高”是不恰当的。

举例来说，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个人以10％的利率进行借款，同时以5％的利率进行贷款，那么他的这种投资方案是非理性的。所谓理性行为应该是所有投资选择的边际报酬率是均衡的。然而在投资方案中的适当贴现率，是否能够等同于一个人跨期行为的交易均衡呢？同时理性假设是否一定意味着必须达到这种均衡，这也是有疑问的。这个母亲管教孩子严厉程度的变化等同于这种投资回报率的变化吗？如果并非如此，那么就应该推翻这种均衡的假设。反过来说，推翻这一假设也意味着对于在一种生活接近于撒玛利亚人的环境中的人们，他们的贴现率将会远远超过投资行为中的贴现率。遗憾的是，目前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证据支持或推翻这一假设。

当人们完全认识到采取策略行为的短期效用损失具有虚假本质时，所有认为正的贴现率就一定符合理性的看法将受到置疑。对于这个撒玛利亚人来说，效用损失是因为潜在的食客怀疑他的策略行为的真实性。在某种程度上，食客相信这个撒玛利亚人实际上只是采取了一种策略行为方案，而且如果他服从了这一方案，那么他认为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说没有任何损失。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必须说服潜在食客相信他承担损失的意愿，以保证最小化他的预期损失。

我提出了积极的撒玛利亚人的说法，为这种困境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也能够有效地增加互信性以及降低效用的损失。在这种环境中，通过使用策略行为方式，这个撒玛利亚人获得了领先其他同伴的更多收益。由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提出的某种形式的领先责任（advance commitment），对于形成这种理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
 这种领先责任需要几个不同的步骤。首先，这个撒玛利亚人可以把某些选择的决策权力委托给一个代理人，其职责就是按照事先确定的某种策略性规范行事。这个代理人组织同时担负着两个目标，第一，潜在的食客更相信代理人组织会按照命令行事。第二，通过把权力委托给代理人，这个撒玛利亚人不必再屈从于某种令人苦恼的状态，如可能承担一大部分预期效用的损失。

我们可以再回到家庭组织的案例中。这个母亲可以把打骂孩子的权力委托给保姆，同时对于孩子犯错的具体行为作出明确和清楚的界定。这种委托行为有助于孩子意识到犯错的后果。同时事实上，这也消除了由于惩罚孩子而给母亲造成的苦恼。在母亲以及孩子的选择组合中，有效地消除了这种非打骂/犯错行为的选项（IV单元格）。

按照一般性解释，这一分析指出了个人行为最大化规则的选择，目的在于避免仅仅只有单个时期或单个状态中的选项。一旦采用了这种规则，这个撒玛利亚人不应该关注那些特定情形中的具体问题。他不应该就事论事地按照实用主义的态度行事。尤其是，这种观点驳斥了在某种撒玛利亚人的环境中情境伦理的理性可能性。

关于这一问题还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如判断福利资格标准的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的计划方案，都不应该授予可能处于潜在接受者身份的社会福利工作者自行处理的权力。这种制度安排将迫使社会福利工作者陷入到一种我们已分析过的痛苦困境之中。大学的管理者也不应该直接与“有关的”学生和教职工进行对话。如果管理者采取这种方式，那么就可以避免引起违反先前已有规则的麻烦。

消极的撒玛利亚人

目前主要分析都与消极的撒玛利亚人问题直接相关，对此我们已经在第二种博弈游戏案例中详细论述过了。在积极的撒玛利亚人案例中，双方都采取了实用主义或非策略的行为，显然这个撒玛利亚人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对比而言，只要两个参与者都坚持非策略的行为方式，那么消极的撒玛利亚人发现他处于一种最优的处境。与图4相比，在图5的例证中唯一变化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效用收益值在单元格I和单元格III之间进行了互换。

只要潜在的食客没有意识到这种博弈环境，他就会把竖列1看做唯一的选择。单元格I中结果，将稳定于某一种次序选择上。只有潜在的食客认识到采取策略行为的可能性，同时撒玛利亚人又坐失良机，才会形成这种消极的撒玛利亚人的困境。如果这个食客按照竖列2行事，这个撒玛利亚人为了避免遭受如单元格II中的损失，将会采用实用主义的道德规范。显而易见的是，结果正如单元格IV所示。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消极的撒玛利亚人的处境接近于积极的撒玛利亚人。消极的撒玛利亚人必须认识到自己处于一种博弈游戏之中，同时必须认真考虑策略的行为方式，而不是被动地行事。这一分析指出关于道德规范的相似预先选择，也就是说在特定选择环境之中，已经预先地独立地形成了相关规则。

与第一个例子相比，人们可能更熟悉这一理论模型在真实世界中的案例，比如国际关系和国内事务。厄瓜多尔和秘鲁扣押了捕捞金枪鱼的船只，因为他们假定美国不会采取策略性的行为。北朝鲜俘获美舰普韦布洛号，许多国家中恐怖分子绑架外交官的行为，囚犯们组织的绝食抗议等等。

适用性问题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一分析限定于一个两人参与者的互动过程之中，同时他们也都知道选择的预期后果。然而有几个案例已经表明，我们的分析还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同的参与者面临的是类似的选择环境，同时这种选择行为也是相互依赖的，因而它的适用性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首先，设想这个撒玛利亚人只有一个对手，也只有一种选择的环境。只有在无法预料其他对手的类似选择时，才会出现简单的效用最大化，或者说如果能够预料到对手的行为，那么他们之间也就不会形成相互依赖。另外，如果撒玛利亚人希望面对的是一个有多种选择可能的食客，当然每次只能有一个选择，同时他预测到他自己将会影响其他人的行为选择，那么与一个对手的简单连续选择相比，他采用策略行为的动机将会相当或者更强烈。大多数大学教员很熟悉这些例子，如修改一个爱抱怨学生的分数，能够使得这一行为的短期效益最大化。然而，有经验的教员承认这一行为将导致爱抱怨学生的数目急剧增长，由此可见，长期效用最大化可能需要严格遵守某种类似于禁止修改分数的规则。

只要在类似于撒玛利亚人的环境中，对于不同对手单个参与者都采用了策略的选择，在他们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那么我们仍旧停留在一种个人主义的决策模型之中。然而，当许多撒玛利亚人的行为之间形成一种普遍的相互依赖关系之后，那么这种分析的适用性就有了更为相关的含义。在如何处理一个潜在的食客问题上，每个撒玛利亚人或许都发现有必要做出一个最终选择。这种选择的唯一性保证了参与者不能直接预测到未来的结果；简单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决定了撒玛利亚人做出了最轻松的选择。如果对于其他潜在的食客也希望做出相似的选择，同时这种处理方式改变了预期的收益结果，那么这就成为了一个公共的或社会的困境，而不是个人的困境。在这一案例中，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利己主义并不意味着就是我们所分析的策略行为。这种行为的规则基本上类似于“公共物品”的性质，人们生产了这些公共物品但仅仅享有一小部分的收益。他的行为给其他撒玛利亚人，以及其他处于类似环境中的人们带来了外部经济性问题。

劫持飞机的行为是一个明显的案例。一个机长突然遭遇到这种局面，简单的效用最大化决定了必须满足劫持者的要求。不过如果拒绝向劫持者屈服，这个航班的机长（以及这个团体中的其他成员）的收益或许会远远超过全部的损失。对于受到潜在劫机者威胁的所有乘客来说，一个机长或全体乘务人员的策略勇气或许能够产生外溢效应。只有预测到潜在劫机者将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同时机长的行为也能够相应地调整时，才会出现这种外溢效应。如果我们假定潜在劫机者的选择是非理性的，那么这种外溢效应就不会出现。

道德规范的责任性

为了避免公共形式的撒玛利亚人的困境，就必须自愿地遵守个人的道德规范，或者通过明确地合作行动从而强制性地改变规则。如果不同的参与者自愿性地接受所谓的“负责任”的标准，那么他们就需要受到直接的明显的利己主义原则的指导。如果参与者认识到了这种行为模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就是说，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在这种普遍性博弈游戏中的处境，那么就会形成对于遵守这种规则的压力。个人道德规范的责任是一种类似于康德的普遍化原则（generalization principle），这里还是有必要把潜在的撒玛利亚人也包括在共同体范围之内。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也不能抛弃这种道德规范。然而，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或许被看做一种过时的历史遗留物，并不是对于一般性责任的自愿选择。对于我们定义的负责任行为的动机，这里至少有两个因素起到了破坏性影响。为了获得满意的结果，人们影响其他人的行为动机直接产生了有利于共同体各方利益的结果，同时这一结果也与团体的规模成反比关系。任何一个人对于其他人行为的预期影响，将会随着成员数目的增加而急剧地减弱。在这种撒玛利亚人的环境中，一旦超过了团体规模的临界点，人们将会发现他必须理性地处理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包括食客与其他撒玛利亚人等等，原因是这超出了他自己权力的影响范围。当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的选择中其他人的行为就成了一个变量；其他人的行为成为“自然状态”的一个部分。在他的主观计算中这种博弈的环境不存在了，同时也没有了形成策略勇气的理性原因，这原本是维护共同体利益的一个必要条件。

长久以来，有效率的共同体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原因是团体内互补性的推动作用，这也证明团体规模大小因素的重要性。在西方社会环境形成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潜在成员被授予了有效的“选择权”，这就是“民主化”的扩张过程。这种权力就是一个“建立”（establishment）过程，一个明确以及大小合理的团体领导者能够建立某种行为模式，这为以后其他人提供了一种道德规范，但这种规范的影响显然会越来越弱。有一种为人们所熟知的描述性陈词滥调，它把现代社会看做没有英雄人物的历史。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值得仿效的英雄，每个人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集体行动的含义

在现代行为标准的准革命变动之中，似乎并没有发生普遍坚持责任伦理的趋势。事实上，所有迹象都表明它是一个相反的发展方向，我们将会见证所有决策层面策略勇气的削弱。[2]
 这里或许并不能逃离普遍的撒玛利亚人的困境，除非是通过某种公共形式，如集体性地实行和执行某些可以控制个人选择行为的规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相关规则必须是强制性的，而且必须限定人们行为的自由。然而在某种协商的宪政阶段，这种限定并不意味着个人不能自由地选择。实际上，如果这种公共形式的困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采用这种规则也符合共同体大多数成员的潜在利益。[3]
 从概念上说，限定个人自由的相关规则与其他限定性规则并无差别，如为了支付共同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缴税行为。

如果对于所有潜在的撒玛利亚人，采取集体行动强制性地推行统一的道德规范，同时把这些行为规范付诸实施，那么潜在的食客也将会改变他们的反应模式。结果就是，共同体内所有潜在的撒玛利亚人都会享受到这种收益。在大学管理和劫持飞机的行为中都可以发现这种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骚乱中，比如说单个的大学管理者或许会欢迎一个全州和全国范围内的管理体制，这样在处理激进的学生事务时就能够强制性地推行统一的规则，这些规则有效地把学生的选择行为置于某种压力之下。与此相似的是，尽管没有任何一家航空公司发现实行强制性规章是可以获利的，但是它们可能希望政府制定关于处理潜在劫机行为的强制性规章。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在理论分析还是在具体案例当中，通常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困境是几种形式的混合产物。潜在的食客使得这个撒玛利亚人处于一种困境之中，对此食客可能有一种预期的选择次序，在本章的第一节“正式结构”中我们已经分析过这一点。然而同时对于不同的食客，这个撒玛利亚人可能希望能有一系列的选择决定。更近一步说，他或许也认识到了他自己的行为将会对其他潜在撒玛利亚人产生的预期成本或收益的影响。再来谈谈20世纪60年代大学的骚乱事件，在处理单个骚乱团体时，行政当局知道他们必须对相关一系列事件进行决策。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希望能够处理相同的骚乱团体，他们处于在“正式结构”一节中分析过的那种个人或私人层面的困境之中。然而，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既能够影响单个骚乱团体，将来也能够影响其他团体。最后，一个大学管理人员的行为选择能够对其他学校的骚乱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谁又能质疑这一点呢？

由于这种困境表现为几种混合形式，那么双方在调整行为方面存在着相互依赖。采用个人规范的行为目的是为了消除个人的困境，这也的确有助于解决同时存在的团体或社会的困境。策略的效用最大化可能减少了对于道德责任性信赖的必要性。相反地，普遍接受这一道德使得最优策略的个人计算显得没有必要了，同时集体行动也显得不再重要了。从另一方面说，由于集体性选择和实施的行为标准具有统一性，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道德最优选择上，这都减少了个人选择的压力。如果从策略的层面说个人没有把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也不遵守道德的责任性，同时对于制定大家都满意的行为标准问题也没有形成所谓的集体行动，那么这里这种困境就是普遍存在的。很可能这一状态也适用于描述现代的社会。

前景与可能性

经济增长已经成为许多解释中唯一重要的因素，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21世纪西方社会的撒玛利亚人的困境。如收入的提高，以及存量财富的增长，可以说人们越来越能够做出轻松的选择。[4]
 母亲可以通过给予糖果来收买犯错的孩子。如果国家尚未破产，那么领福利金的人数就会显著地增长。

然而根据某些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这或许会贬低经济学解释的重要性。在早期历史中，组织宗教的影响可以抑制个人的行为，无论这些宗教是仁慈的还是自私的，它们的目标只是为了满足现时的愿望。如清教徒的伦理，这也容易被解释为是一种类似于我们分析过的那种道德责任性。正如它在制度上的反映，基督教的爱就是“上帝之爱”，这有效地转化为一套个人行为的观念。

如果想要逃离这种撒玛利亚人的困境，可以说这种前景并不是很乐观。当前并无多少迹象表明我们能够返回到半个世纪之前的行为标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短期效用最大化似乎占据了支配地位，同时即使对于个人来说，与以往时期相比长期效用最大化也缺乏某种行为特征。[5]
 人们发现自己的处境与撒玛利亚人相似，那些撒玛利亚人不愿采用策略的行为，或者说不愿采用得到不同结果的道德规范。

与那些能够做出轻松选择的个人主义模式相比，观察到的集体组织的行为并没有多少不同。如果我们观察到集体为个人行为制定规则，那么这或许就是谨慎乐观主义的基础，但是事实正好与此相反。由于集体的政策工具和方式是分散的，因而同样易于做出轻松的选择。任何地方都可以见到松散的道德规范，而且这也鼓励个人做出相应的反应。当“给予罪犯仁慈”（kindness for the criminals）这种宣传口号被看做政府传统智慧的例证时，我们就不能指望个人都成为强制执行者。可以说，个人和集体之间的一致性反应是可以预见到的。政府只不过是反应了公民的意愿而已，同时对于那些做出轻松选择的个人来说，他们希望制定一些宽松的法律规定。

从最普遍的生物学环境来说，以下分析的现象是令人恐惧的。无论是单个的还是集体的，如果一个物种日益遵守某种行为方式，就鼓励了它的同类越来越习惯于寄生的生活方式，同时这将导致它的自养有机体最终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最终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对于某种撒玛利亚人的行为强加了某种自我选择的限制，否则这将会加速这个物种走向毁灭。由现有效用函数确定的某种限制性规则，或许并不能维护可行的社会秩序。我们也许相信某种强大的生物本性的信念，从而通过限制它们的行为进而保全这个物种。但这种信念是不可强求的，我们内在的行为模式必须有助于维护一种社会和民间的秩序，这完全类似于我们曾经有过的历史经验。

我的分析得出了一个悖论。如果你发现你部分地同意我的观点，那么至少我的假说部分地证伪了。至于说你同意我的观点，这表明你完全意识到了我已经分析过的那种困境，同时这也可能反映了学术界对于该问题的一般性看法。

从另一方面说，即使在这一案例中你和我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我猜想我的假说至少还是得到了部分的证实。这表明你并没有理解这种困境，同时也意味着你愿意接受进一步的论证分析。




[1]
 请见托马斯·谢林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一书。同时参见他后来的文章《博弈论和伦理体系分析》［“Game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Ethical Systems”Jouran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2（March，1968）：34－44，especially p.40］。在某种程度上，这篇文章间接地提出了此处分析的中心问题。


[2]
 关于这种分析的含义，我的态度是这种“改进”表现为相反的方向，它有助于全部或部分地逃离了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困境。当然，或许人们会否认这一价值判断。即使人们完全接受这一分析，同时完全意识到相互影响的脆弱性，那么由于“同情”行为而产生的收益可能大大超过任何试图鼓励更多差别性个人选择而付出的成本。


[3]
 关于宪政阶段和做出选择的操作性阶段之间区别的一般性分析，请见《同意的计算》（James M.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


[4]
 在早先贫穷时期，生存或许取决于人们的策略选择的意愿和能力，在现代环境之中，进化论的选择可能给那些非理性的人灌输某种行为特征。因为在观察到的行为模式中这些特征已经不见了，所以对于这种困境意识的认知的必要性增加了。本杰明·克莱因（Benjamin Klein）认为在保护产权方面人们有着绝对的动物本性，关于这一点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和其他人都强调过，认为这将有助于实现重要的“社会”目标，也有助于抑制短期或非策略环境中的行为。谢林详细地论述了人的本性对于行为限制方面的影响。请见《博弈论和道德体系》［Schelling，“Game Theory and Ethical Systems，”pp.36－39］。


[5]
 在这种关系之中，有趣的是短期效用最大化的标准正是长期效用最大化的对立面，爱德华·C.班菲尔德指出了下层阶级的行为特征。在这一前提下，如果我的预测正确的话，我们正在见证普遍向下层阶级行为转变的进程，请见《不神圣的城市》（E.C.Banfield，The Unheavenly City）。


第十三章　契约再分配的政治限制

关于分配的现代契约理论代表一种重大进步，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关于偏好这种有价值取向的模式是一种重大的理论建构。现代理论尝试着对观察到的制度进行解释，这建立在特定的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达成概念上的契约同意的基础之上。这些理论可以被分为前宪政、宪政和后宪政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假设处于一种前宪政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同时这一假设也推导出几种不同的产权形式。假定有一种产权结构与个人行为相关，那么就可以形成关于产权分配的猜想。[1]
 在第二阶段中，在宪政阶段的契约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明确个人（家庭）的处境；在这里，作为替代选择的制度安排将会持续很长一段周期。在第三阶段中，在后宪政阶段上的契约过程中，有一个明确的制度框架，同时作为替代选择的制度安排，可以保证共同体内的个人和团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实现转移支付。在第二阶段宪政理论中，我们把约翰·罗尔斯的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和相关保险原则（the related insurance principle）归为此类。[2]
 在第三阶段的理论中，我们认为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再分配模型属于此类，它建立在效用相互依赖的基础之上。[3]
 至于某种形式的中间模型，我们注意到最近杰佛瑞·布伦南（Geoffrey Brenan）提出了一种自我保护理论。[4]


我们把分析范围严格限定在宪政阶段由契约产生的制度方面。假定在某个周期中选择了适当的制度结构，但对于自己的预期收入—财富处境人们完全不能确定。如果说人们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也难免受到了罗尔斯所谓的“无知之幕”的影响。为了便于分析，我们认为这一假定就是人们作出实际宪政选择的一种实证性假设，并不是关于人们考虑如何进行选择的规范性描述。

我们想要分析的是由认知引起的具体问题，在宪政契约的周期内，收入或财富的转移支付必须在某一种制度环境中进行，其中个人对于收入—财富的处境非常了解。换句话说，问题就是“宪政契约的术语”（terms of constitutional contract）的预期可行性，这在一种实际运行的政治过程中实施过程是很困难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后期的反馈信息可能推动了宪政决策。据我们所知，在大量关于契约分配的现代文献中，并没有对上述问题进行检验。

在我们对于一种可行的宪政契约的定义中，认为在实行契约的原则之后，后宪政阶段的大多数人将会从中受益。尽管大多数规则是非常武断的，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可以说，这些规则也都符合理想化民主制度的正统观念。

首先，假设在宪政阶段，关于某种制度结构人们之间达成了同意，如果在这个周期内出现了相对富裕阶层向相对贫穷阶层的转移支付，那么这也可能是为了抵消在已有宪政解释的产权下由完全市场分配给资源所有者的非转移支付。[5]
 从一开始，我们就假定后宪政阶段只有一个阶段。具体来说，根据某种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契约同意就决定了最低收入者的后转移支付收入将会达到最大化。在表3中描述了共同体5个人独立的非转移支付和后转移支付分配（注意在这些例子中可测量的和相反的激励效应）。

如表3描述的那样，可行的分配方案将取决于市场分配的前转移支付模式。在第1分配竖列中，假设收入转移支付的契约规则是可行的。共同体的大多数成员将会从中受益；事实上根据定义，这里没有更好的规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第2分配竖列中，分配的宪政规则将会使公共体大多数成员遭受转移支付的损失。如果没有形成直接的效用相互依赖关系，那么关于分配已有的宪政同意规则将很难维持下去。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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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相反的例子。假设在宪政状态下，关于转移支付政策并没有达成同意，也就是说由市场决定的分配份额是不能改变的。请注意在这一案例中，只有出现第2分配竖列中情形才会出现这一结果。如果出现了第1分配竖列中的情形，无论是否达成了宪政同意，这都将有利于形成后宪政转移支付的结果。

这种单周期的数学例子是比较简单的，但它证明了一个中心问题。也就是关于收入—财富分配的任何宪政决策制度，都将取决于实际的前转移支付分配模式。因此，人们对于这种分配模式的预期将影响他自己对于收入—财富分配转移支付的宪政规则的选择。除此之外其他因素都是相同的，关于相对贫穷的阶层应该获得更多分配份额的问题，他已经预测到了这种前转移支付分配模式，可以说他的宪政选择更偏向于平均主义者。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结果仅仅取决于穷人们和富人们的相对人数，而绝对不是这两个阶层的相对收入状况。

我们暂时撇开这种单个周期的假设，检验在一系列周期内宪政规则选择的适用性问题。如前文一样，假设在人们完全不确定自己在市场分配中的处境，这将会出现在后宪政阶段的第一个周期之中。然而在每个不同的后宪政周期内，我们需要具体说明人们分配处境之间的关系。如果在所有周期内他的处境都是一样的，那么这种多周期的模型与单个周期的模型并无区别。从某种极端的形式来说，我们可以假定在不同周期内个人的处境是完全不相关的。这样人们会发现在第一个周期内，他们的处境是令人满意的，但他们完全不确定其他周期内自己的处境。考虑到在这个阶段几个不同的时期内，可以预测到会出现第1分配竖列中的情形。如已分析的那样，在某一周期内的宪政环境之中，罗尔斯的分配原则是可行的。只有宪政契约阶段的第一个周期之中，对于分配政策人们保持不变的态度或偏好的前提下，关于多周期内分配状态的假设才是可行的。关于不同周期内的分配状态，如果人们观察到自己的处境并无相关性，同时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收入阶层中转换，那么这种经验或许将有助于改变他们的态度。在某个周期内，政治上的多数团体成员可能不愿意实行受罗尔斯宪政理念影响的分配政策。根据更为相关的分析来说，它是关于分配选择态度的社会流动性结果。如果人们希望引入某种长期保持不变的政策，那么他们可能不愿意接受从相对的富人阶层的转移支付，以保证自己的收入最大化（受罗尔斯观念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引入一系列多周期的分配规则将会降低极端分配规则的政治可能性，如在所有周期内都通行的第1竖列分配规则。但是最终的结论就是，应该选择一种不太极端的方案，这才是一种可行的形式。

现在考虑一下，预期中的第2竖列的分配形式将赋予一系列后宪政周期的市场结果。如前文分析的那样，在单个周期模式中这种分配选择很难维持下去，同时非转移支付的政策可能是唯一的同意规则。然而在多周期模式中，能够形成某种处于这些极端假设之间的中间状态。但是相对富裕的多数团体中的人们，并不完全确定他们在未来收入分配中的处境，因而他们也有动机来建立某种转移支付的机制，一旦这种机制得以确立，在以后的周期内将很容易被人们接受。[6]
 为了建立这种机制，当知道收入分配结果之后，他们或许也可以接受净转移支付的损失。如果他们预测到了这一点，就可能达成宪政的同意，这样即使在每个收入分配周期都是第2竖列的分配形式，共同体的多数团体还是会执行这种宪政同意。

在单个周期模式中，多数点位仍然是合理的。与预测中的第2竖列的分配政策相比，预测中的第1竖列的分配政策更容易达成宪政的同意。我们已经从普遍意义上阐明了这一原则。如果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在宪政层面上达成了某种分配方案的同意，那么人们发现自己的收入处境是确定的，即使在一个单个周期之内，在关于分配的后宪政选择与收入处境之间是反相关的。在多周期模型中，揭开任何单个周期中的“无知之幕”，都将改变先前分配方案的成本和收益。

在真实世界通行的收入期望类型，无疑是处于这两种极端模型之间的某种状态。在任何单个周期中，人们的收入—财富处境与未来一系列周期中希望的处境相关，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在这一前提下，就可以推导出实际结果将处于单个周期和多周期模型之间。

由于只有两种不同的收入阶层的假设，因而这些例证可能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增加一个中产阶层的例证可能更具有现实性，也更加准确地描述了现有的分配模式。设想在一个9人的共同体之中，如表4 第2竖列中那样，并没有形成转移支付或市场收入的矩阵。假设在每个后宪政的周期之中，都会出现这种预期的市场分配模式，但是对于人们实际所处的处境，他们是完全不确定的。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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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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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开始，我们就假设只有一种后宪政的周期，与此相似的是，一旦确定了第1周期中的位置，个人的分配处境将会保持不变。从表4中所示，如果没有激励效应，那么完全平均的政策在政治上是行得通的。既然收入的平均值要高于中位数，至少这个团体中大多数人将会发现这是宪政选择再分配政策的结果。然而在这一模型中，如果考虑到了激励效应的因素，那么就不一定能够得出这一结论。这一系列转移支付必须有助于那些最少收益者的利益最大化，他们的预期分配排列不一定与政治结构保持一致。

举例来说，在不考虑激励效应的前提下，制宪会议将会采用完全平均的转移支付政策。然而由于人们的工资收入来自市场，因此他们部分地受到了这种纳税均等政策的激励。结果是，这个共同体的收入水平是每个人赚取了比如说仅仅是3500美元，但在没有预期转移支付时平均收入却是5167美元。

如果再引入某种不平均的分配政策，那么最少收益者的处境将会得到改善。如果处于一个仁慈君主的控制之下，那些最少收益者的处境或许将增加到4000美元的水平，在后转移支付收入的数列如表4中第3竖列所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严格的民主政治程序中并不会出现这种后转移支付的分配政策。与没有转移支付政策的环境相比，共同体9个成员中其中6个将会发现自己的后转移支付的收入会更低。

这一案例表明，在这种无转移支付的环境下，对于任何再分配规则的最少政治限制的必要前提是，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共同体成员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收入处境得到了改善。如果进一步思考，那么或许应该采用更为严格的限制。某些证据表明，在民主政治结构中观察到的收入转移支付的收益人是中等收入者，而不是低收入者，也许公共选择理论能够解释观察到的这种现象。[7]
 在已分析的这种模型中，必须有一个似乎合理的限制性条件，即需要共同体超过中位数的人们获得了真正的转移支付收益，而且至少与那些低收入者获得的收益相同。

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对其他限制性条件进行详细的检验。我们试图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论点，即在分析关于收入—财富再分配的宪政同意问题时，必然存在某些政治限制。当然在任何一种真实世界的环境中，关于制度规则如何影响收入—财富分配的分析，必须认识到现有产权的法律界定、现有的政治决策机制、收入分配的预期模式，以及其中人们对于自己处境的预期等等。




[1]
 请见《自由的限度：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James M.Buchanan，The Limits of Liberty：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以及“产权分配的无政府状态的某种涵义”一文［Winston C.Bush and L.S.Mayer，“Some Implications of Anarchy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Property，”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8（August，1974）：401－412］。


[2]
 见《正义论》（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以及《同意的计算》（James M.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


[3]
 Harold Hochman and James Rodgers，“Pareto Optimal Redistribu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September，1969）：542－547.


[4]
 Geoffrey Brennan，“Pareto Desirable Redistribution：The Non-Altruistic Dimension，”Public Choice 14（Spring，1973）：43－68.


[5]
 我们把分析范围限定在政府预算的“分配部门”，从马斯格雷夫使用的术语中可以发现这一点。见《公共财政理论》一书（Cf.R.A.Musgrave，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6]
 这里这种观点与彼得·哈蒙德（Peter Hammond）的文章中的观点相关（“Charity，Altruism or Cooperative Egoism”in Altruism，Morality，and Economic Theory，ed.，E.S.Phelps）。


[7]
 George J.Stigler，“Director's Law of Public Income Redistribut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3（April，1970）：1－10；以及《社会的困境》（Gordon Tullock，The Social Dilemma）。


第十四章　罗尔斯差别原则的霍布斯解释

在这一章中，我将对约翰·罗尔斯教授提出的正义分配原则提供另一种解释，他的《正义论》一书是许多相关分析和批评的主要参考书目，但据我所知这一原则早就出现了。对于这一原则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认为它规避了某些隐含的风险，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最大化原则”这一术语可以取代罗尔斯自己偏爱的“差别原则”。对于这一原则，我在早期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与其他批评者一样都心存怀疑。[1]
 然而我要分析的重点是，罗尔斯在这两种原则之间差强人意的调和：“（1）关于原初状态的解释和相关的选择问题，以及（2）这一系列原则……将会达成同意。”[2]
 我已经指出罗尔斯的主要贡献是，他精心设计的契约主义方式或方法，尤其是上述第一条原则，同时在寻求理想化同意结果的唯一性时，我认为罗尔斯和他的批评者都应该放弃某种功利主义的态度。这就是我的立场，正如下面的分析那样，但是按照他的解释，罗尔斯坚持认为他的这两个原则具有必要性和互补性，也是易于被人们理解。然而，罗尔斯并没有严密地描述这些假设，这使得他的理论模型缺乏内部的一致性。这些假设理应被看成霍布斯式的假设。[3]
 罗伯特·库特（Robert Cooter）已经详细地论证过其中某些假设，[4]
 但是他和罗尔斯似乎都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其中的含义。如果认真分析这些假设，就会发现与其他一般性假设相比，罗尔斯式的理论设想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

在本章的分析中，认为罗尔斯的分析与近来发展起来的霍布斯无政府状态的分析是紧密相关的。[5]
 尤其是，这使得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与我提出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均衡位置联系在一起，它们都是社会契约假设的基础。这种解释也把罗尔斯的理论设想置于某种实证主义的环境中。

一种克鲁索—星期五的模型

这种非常简化的两人模式分析是非常有益的，它把达成同意的程度降到了最低水平。这一模型是经济学家比较熟悉的，同时也演化出了某些最相关的论点。即使想象中的社会契约与这种“经济学”模型相符，但复杂的同意仍然需要更成熟的条件。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有益的分析方式，正如罗尔斯那样，在关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安排方面使用了概念上的同意原则。

设想只有克鲁索和星期五生活在一个小岛上。他们处于一种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之中；没有任何法律，同时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意愿生产并储存通用的消费品，也就是鱼。假设在这种环境中，每人每天的净收入相当于一个或两个单位的鱼。按照我们的解释这就是一种“原初状态”，能够形成某种理想化的契约同意。[6]
 罗尔斯并没有完全明确地解释这一点，同时也没有完全描述这一原初状态的特征，即在没有达成同意的前提下也能够维持下去。[7]


需要注意的是，在自然状态下克鲁索和星期五的净收益是相同的，但我不能假设他们之间是“天赋平等”（natural equals）的。这是也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同时这一模型应当允许出现收入的平等或不平等结果。我假定只会形成一种特定形式“自然分配”，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力量和能力维持自己的处境。[8]
 在这种原始的环境中，克鲁索和星期五都应该认识到合作、联合行动以及契约同意的好处。关键的问题是在原初状态之中，关于合作行为的结果参与者可能掌握信息的程度，以及合作行为所包含的基本技术问题。如这一分析将要证明的那样，在人们并不能完全判断个人处境的限制性条件下，关于在合作状态下产生的产品和分配，对此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必须有更全面的解释。从另一方面说，假设在收入或产品方面的合作行为必然会引起生产技术的显著变革，那么这更容易被人们理解。社会安排基本结构的不可分性将会越来越显著。根据这种简化的经济学解释，在罗尔斯的模型中，或许可以说只要克鲁索和星期五达成了同意，那么就可以开始共同用船捕鱼了，但在无政府状态之中这种合作是不可能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不能单独使用船捕鱼。这种合作安排涉及一般性公共物品供应和使用的参与问题。在这种理论框架之中，由于船这个物品是一个共有产品，因而不可能把它当成收入份额分给双方即克鲁索和星期五。

由于克鲁索和星期五赞成联合行动，在社会安排中就成了合作者；这样总的公共产品将会显著增加，但这也引起了如何分配的问题。进一步来说，在没有达成同意之前的原初状态之中，尽管两人能够准确地预测到提供的产品以及分配的份额，但在分配联合生产的物品时他们都无法预测自己的处境。如果两人采取了联合行动，在这种共同的同意之中，即使有一个数量的收益和产品他们也应该平均分配。这一结果表明在某一点是“产品分配”的可能性边界。与无政府状态下获得的收入相比，这种平均分配的制度需要为参与各方提供更高的净收入。[9]
 然而在不平均分配的制度之中，很可能产生不同的以及大量的共有产品。由于收入的激励，因而共有产品的总产量很可能会增加。在这种不平均分配之中，只有在最少受益者增加的收益优先于总收益的平均分配时，才能够达成某种同意。这就是经常谈到的“差别原则”，同时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必须看清楚为何在假定的环境中会出现这种结果。

通过撤销合作行为，两人都可以把这一体系退回到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之中。对于双方来说，在最初达成同意的过程之中是有可能出现这一结果的。每个人的“边际产量”（marginal product）值非常大时，“边际生产率”的支付将远远超过总产量的消耗。举例来说，设想有这么一种情形，在完全的霍布斯均衡状态之中，克鲁索可以得到1个单位的收入，而星期五可以得到2个单位的收入。两人的合作行为将会产生12个单位的收入，假定双方平分这些收入，每人都可以获得6个单位的净收入。这里每人的“边际产量”就成了9个单位，这种合作行为产生的边际产量与霍布斯状态下的总产量不同。因此，每人都希望由合作行为而出现的平分结果。

在这个问题上，罗尔斯提出的无知之幕非常相关。在霍布斯无政府状态的原初状态之中，由于受到相互间合作技术的限制，关于共有产品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各自的能力，也不知道各自的收入激励程度。在单边行动之中，他们只是知道依靠这种简单私利的撤销合作行为，可以把整个体系退回到无政府状态之中。因而，在原初阶段达成的同意将会赞成这种对称—均分（symmetrical-sharing）的结果，从概念上说这似乎是合理的。然而一旦达成暂时的同意，经过进一步思考，参与者就会发现通过引入不平均的分配政策，两人的收入处境都将会得到改善。如不平均的分配份额这种工作激励将会增加总的产量。这一阶段的同意可能会但并不一定就涉及如何判断哪些人应该拥有高收入。即使这两人有着相同的劳动付出，报酬的不平均分配可能比平均分配产生的结果更符合帕累托更优（Pareto-superior）的原则。[10]
 或者，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会促进相互之间了解工作激励的后果，也使得人们能够判断如何获得更高的收入份额。在其他案例中，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之间不存在嫉妒的前提下，从霍布斯无政府状态到一系列社会安排的过程中，契约的全体一致同意将会使最少受益者的收入最大化。

就预测的最终结果来说，这个方案赋予了“正义”概念不同的意义。在原初状态中的所有分配形式之中，由于存在着无知之幕，处于相对不利处境的人们无法形成平均分配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因为人们相互都认识到这一问题，他们应该会赞成收入分配的差别原则。[11]
 实际上，后一种立场或解决方案是一个必要的发展阶段，至少在霍布斯无政府状态和最终状态（final position）之间有助于达成同意。不平均分配存在着多种可能的结果，这可能是原初状态中帕累托改进的结果，但并不是在社会合作前提下平均分配的帕累托改进。由于无知之幕的存在，任何人都不甘心接受先前已有的不平均分配安排。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论点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冒险，事实上它似乎认为用“最大化原则”取代“差别原则”是一个错误选择。在原初状态之中，按照大多数罗尔斯批评者的看法，参与者没有考虑其他替代产品和分配安排。要保证社会结构的长期运转，就应当考虑替代性的选择，这也需要所有参与者的合作。如果这种社会安排要维持下去，那么就必须照顾到参与者最低限度的需求。基于这一点，这种社会安排可能会但不一定保证参与者预期效用的最大化。由于受到预期效用标准的影响，作为一种社会合作体系以及一种公共的契约产物，倘若这种社会安排无法维持下去，原因或许只是因为最少收益者的反对态度，而且可以预见在最初需要达成同意时他们就有了这种态度。[12]


使用简单的克鲁索—星期五模型，可以从数学上进行解释。具体来说，有四种特定的方案：（1）霍布斯无政府状态，（2）共有产品的平均分配，（3）罗尔斯的解决方案，即对于共有产品有利于最少收益者的不平均分配，以及（4）功利主义的解决方案，即保证总产量或收入的最大化。这些方案如表5所示。

按照这种解释，第四种方案中的预期收入（10.5）要高于第三种方案的（9），根据等概率的假定，这一方案似乎是最令人满意的。但是在原初状态下的第一种方案中，理性选择者将会避免选择第四种方案中的制度形式，原因是他们都预测这种制度是行不通的。在第四种方案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发现他自己的收入仅仅是5个单位，可以预见他将竭力把这一体系退回到平均分配的状态，这样他的收入将变成6个单位。由于对于共有产品来说，他的合作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可以坚持这种威胁态度。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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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学的分析

我们仍然分析这个两人模型，通过对罗尔斯理论的一种修正设计，从几何学意义上描述这些结果的含义。[13]
 这里我们的分析，有助于把罗尔斯的方案与功利主义的方案明确地区分开来。在图6中，我们使用两个坐标轴来衡量两人的收入。这种原初状态代表了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下均衡中的自然差别，也就是图6中的A点，这里星期五可以确保获得高于2个单位的收入。当采取联合行动时，就会出现平均分配的结果，在契约同意的基础上形成合作行为，如C点所示。[14]
 正如我们已经解释的那样，这种变化代表了包括双方收入在内的总产量的显著增加。在达成同意的过程中，这一位置是通向更为复杂的社会安排的中转站，或许实行的是不平均分配政策。随着C点向右上方移动，双方的收入也随之提高了。R点或R'点代表了罗尔斯的解决方案，对于原初位置中他们的角色同样都是完全无知的。从C点到R点（或R'点）的移动是一种帕累托更优，因此在最初的过程中应该能够达成同意。设想有一系列替代选择是离散的和不均匀的，那么处于C点右上方曲线的任何一点都符合罗尔斯的理念。但是如果对于全部的可能性选择进行检验，逐步达成同意的某一点似乎就是R点（或R'点）。

在U点（或U'点），这个两人共同体的总收入是最大化的，这是功利主义方案的结果。按照等概率的假设（很可能在U点与U'点的结果相同），如果选择了能够产生这一结果的制度体制，那么每人的预期效用都得到了最大化。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与较少总收入的平均分配体制相比，合作生产中的低收入参与者在U点（或U'点）上得到的收入相对更少。在原初状态之中，关于任何一种契约同意的适用性和可执行性，每个参与者都必须谨慎思考。在特定情形中，不论是他自己还是其他人，如果处在最少收益的处境，那么对于这种产生如U点（或U'点）结果的体制还会采取默许态度吗？如果人们没有预测到但发现自己处于U点（或U'点）的低收入处境，是否除非确保他至少可以获得平均分配体制中的收入，否则他就会威胁把整个社会合作体系退回到无政府状态？因此在原初状态之中，人们之所以拒绝功利主义的解决方案，是因为理性选择的参与者认为这一方案是异常脆弱的，原因是它受到了低收入者的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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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从两人模型到多人模型

当我们从两人模型转向多人模型时，分配的差别原则的局限性就更为明显了。在已分析过的两人模型中，为获得默许而形成的合作收益具有相关性，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从非合作转向合作行为的技术变化是相对增加总产量的一个条件。然而设想一下，一个社会是由N个人组成的。与前文分析相同，原初或初始的状态就是一种霍布斯无政府状态，其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贫穷、污秽、野蛮和短暂的”。在这种环境中，在净收入方面没有形成人与人之间大体上均等的必要条件；而这一必要条件就是，每个人实际获得的收入要明显低于他的预期收入，只有在一种社会合作体制中才能获得。在图6中的两人模型中，为何在达成同意的R点或R'点上，才代表了一种分配规则的理性选择呢？

为了检验这一结果，我们假设任何人如果发现自己处于最少收益者的处境，都可以退出他的合作行为，把所有人都退回到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之中，结果是所有人的收入都明显减少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保证所有成员获得收入的社会之中，如果任何一个成员出现背叛行为，那么整个社会结构就可能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就是与理想化的竞争性均衡完全相反的情形。对于竞争性均衡来说，在一定范围之内任何人退出合作行为的尝试，都不会影响其他人的福利以及收入水平。由退出合作而产生的边际贡献值，正好等于这个团体总产量减少量。在某些案例的极端设想之中，这个团体任何一个成员的退出合作行为，都可以把因合作而产生的全部产品数量降至为零。[15]
 在介乎两种极端案例之间的设想中，收益的数目是递增的，一个人退出合作将会减少其他人可获得的收益（这里存在外部性效应），那么效用多少可能取决于总收益函数的形状。每个人的边际产量或许超过了平均产量，任何人的潜在威胁将取决于他们之间意见分歧的程度。

如果合作行为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那么回报率逐渐增加的模型或许是合理的——只要社会结构安排需要所有成员的合作行为以提高净收入和产品的生产率。在这里，这一假定或许受到了罗尔斯的影响。但是，其他的论证也证明了罗尔斯设定的目标。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一个社会团体、一个共同体能够确保不因少数群体甚至是单个人的威胁而遭受损失？直接答案就是必须保证相关法律和法定权利的批准、制定和执行，有时对于那些试图破坏社会基本结构秩序的非合作的人来说，这些规则有着非常大的限制性作用。在一个社会体系之中如果没有法律，没有对于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也没有警察机关，那么一个持异议者实际上能够对其他所有人造成严重损害，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在这种背景下，罗尔斯或许暗示他只不过对于一个有警察的社会不感兴趣而已。[16]
 倘若从一种非常严格的意义上说，这种社会并不符合正义的合理标准。依照这种看法，罗尔斯尝试着提出分配的规则或原则，以解决没有法律和法律实施情况下出现背叛行为。罗尔斯的世界符合无政府状态下正义的规范，它的理想化模型就是包括那些最少收益者在内所有人都默许的一种社会秩序。根据这种看法，罗尔斯的全部理论设想与现代社会的一系列事件有着更为明显的相关性。

当然，如果我们把分配的差别原则从一人模型扩展到一个团体，那么就强化了这种相关性。这种适用性的扩展与一种隐含的假设有关，即假定共同体的法律有着潜在的强制性。举例来说，一个人在原初状态中可能做出理性的选择，原因是他假设那些持异议的孤立人群，甚至是一部分有组织的团体无力破坏有秩序的社会，或者无力显著地降低公共物品的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使用霍布斯论点中的差别原则。从另一方面说，在原初状态中，理性选择或许也体现了这种假设，即与得到高收入的某些少数人相比，大多数人或者说大多数持异议的少数人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不利的处境，如果没有强制性法律秩序，他们将会放弃支持的态度，结果这种社会状态是无法维持的。事实上在这种环境中，大多数人只是赞同某种类似于差别原则的分配方式，与原初状态中的一般性选择毫无关联。

当然，这并不是说分配的差别原则就一定适用于多数团体的模型。这里强调的重点是，关于有强制性的法律和适用于多数团体的分配原则之间有一种明确的关系。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大量持异议的少数团体可能会引起社会混乱，在相关案例中，对于这样规模的团体必须采取认真的态度，避免在后宪政阶段中他们获得的收入少于平均分配体制中的收入。

其他契约环境中的信息条件和结果

按照罗尔斯的分析，在原初状态之中理性选择的信息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人们必须完全了解这种合作行为的处境，它的位置可以由总产量和分配份额向量来描述。然而对于共同体其他成员而言，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或处境。对于这一问题，正如罗伯特·考特（Robert Cooter）的观点，一个人必然是大体上知晓但却不够深入。[17]
 如果承认了这一必要条件，同时在没有制度执行的前提下正义的规范仍被看成社会秩序的一个元素，那么在逻辑上可以预见对于收入分配的差别原则人们能够达成理性同意。

然而，我们可能把原初状态作为契约同意的一个有意义的基础，同时在没有考虑限制性信息条件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推理来找出社会秩序的规范。在霍布斯无政府状态的均衡状态中，人们不知道由合作行为而产生的总生产率，这是合乎情理的。人们改善自己处境的第一步就是承认能够共同受益，这源于对一种简单权利的界定，对人和物可能边界的划定。然而，除了承认能够共同受益的可能性，人们还需要承认对于达成同意权利的执行力。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执行力，那么就会产生违反已达成同意条款的免费搭便车者的动机，这也是对社会契约的背叛。原初同意属于理性选择的一部分，这种同意将会强化某种社会契约结构的执行力，也会增加人们违反同意条款付出的成本。[18]


如果做好了这些准备，那么就能够出现一种社会的结构安排，同时根据效率的原则，人们既可以独自也可以共同生产相关的收入和产品。然而即使在原初同意的过程中，人们也可能意识到了分配的多种要求。在选择了某种社会制度之后，他们或许要为分配的差异程度设定宽泛的边界或限制。但是，这些限制或许都没有意识到产品或分配安排的可行性环境。

我们再次使用图7中的两人模型来解释这种分配安排。一开始克鲁索和星期五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之中，与图6中描述的原初状态相同。然而与图6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在罗尔斯的环境中这两个参与者无法预测相关的可能性轨迹。取而代之的是，参与者仅仅知道从达成同意的权利结构中可以获得实际收益。但是他们同样也追求属于特定分配限制之内的最终收益。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说两人都同意，任何一人都不应该获得超过另一人两倍的净收入。这样关于收入分配的许可范围，可以使用图7中的T直线和P直线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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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原初状态的一系列制度之中，选择了M点的位置。就罗尔斯分配正义的标准而言，我们看不出来这一位置有什么含义。事实上，如果E点表示另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M点就不符合罗尔斯理论的正义标准。然而，如果E'点位于可行性位点的上方，它就代表了平均分配的结果，那么在M点上就具备了差别原则的必要条件。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与罗尔斯式的契约理念相比，源于这种同意的分配界限代表了最终收入的不平均。举例来说，如果E'点的发展方向是平均分配的结果，那么按照罗尔斯的观点M'点的分配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原初契约的一系列术语之中，按照保险原则的标准M'点并不符合这一结果。

社会秩序的脆弱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之前关于其他契约框架的思考偏离了本章分析的主题，即差别原则的霍布斯式解释。可以说，经济学家尤其不愿意重新检验他们的善意假设，即检验那些将要崩溃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脆弱性。经济学家、知识分子和政治学家都倾向于关注那些容易修正的缺陷，这代表了一种尚未得到承认的假设，即社会的其他要素必然都是不变的。比如说，经济学家更容易关注河流中的工业废弃物排放或者大气中的内燃机废气排放所引起的外部经济性问题，政治学家也会制定相关法律来加强管理，或者必要时征收惩罚性的税收。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如果使用一种有意义的测量方法，可以发现在社会实际收益损失方面，与由其他资源如水资源污染引起的损失相比，犯罪行为带来的损失可能超过了许多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多数美国城市的生活质量更容易受到街头犯罪的影响，而不是工厂排出的烟雾。在哪种情况下，经济学家能够把简单的福利经济学分析应用于由整个工业造成的可能社会破坏方面，尤其是那些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企业引起的破坏？

对于我们的生活，真实评价应该是法律秩序结构和个人权利已经受到了侵蚀，而且事实上由于各种骚乱和骚乱的威胁，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我们承认现代社会的相互依赖性增加了，但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由此引起的社会脆弱性问题。

从这一点上说，罗尔斯的分配原则是非常有意义的。如许多批评者指责的那样，对于那些主张把收入—财富转移支付强加于市场秩序的平均主义者，罗尔斯并没有为其提供一种哲学的和意识形态的基础。[19]
 罗尔斯曾多次告诫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他只是尝试着为社会基本结构推导出一系列原则。按照经济学家的设想这一假设是合理的，大概意思是社会应该重新形成由市场决定的分配制度，它可以为转移支付政策的分析提供一种合理的基准，但这并不适用于罗尔斯的分析。在本章的相关分析中已经解释了这一点，即在无法达成同意的情况下，这一基准和位置是一种有效的替代选择，可称之为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之中的均衡。罗尔斯并没有为平均主义的转移支付提供一种精巧的合理性，这种复杂社会秩序的基本结构被认为是不变的，相反他可能是试图让人们关注这种混乱社会结构日益增加的脆弱性。

我要强调的是，这种解释就是尝试着把罗尔斯的分析与我的分析联系在一起。我们两人共享了一种准康德式的契约主义前提设想，用于反对边沁主义者的功利主义思想。对于后者而言，罗尔斯的全部贡献不过是推导出了一种“社会福利函数”，这反映了对他的基本理论设想的一种误解。[20]
 对于一个契约主义者来说，如果不使用参与者达成观念上的同意为标准，那么就无法评估其他替代性社会状态。无论在数学运算上有多么复杂，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原初状态都是一种多余产物。但对于契约主义者来说，原初状态为相关分析提供了一个起点，从这里可以推导出社会结构的发展方向。由于存在无知之幕，人们无法精确地预知自己的个人利益，因而这一装置也使得人们能够达成同意。正如罗尔斯明确地指出的那样，他的理论设想并不建立基于动机的人的行为基础之上，而是个人利益。实际上在这一环境中，原初状态迫使人们选择公正的规则，因为它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

我在早期对罗尔斯著作的批评中，认为对于理想化契约过程的描述和分析就是他的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正义的补充性论点，这种分析方式既狭隘又混乱。在此我提出了其他解释，尝试着从逻辑上把罗尔斯的这两部分理论设想联系在一起。就正义的特殊规范而言，它源自于对规则执行中存在的困难及其必要性的认识。

罗尔斯的理论设想可能影响了制度改革，对此进行评价时经验性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秩序之中，人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相互依赖关系呢？当一个社会体系走向崩溃时，它又存在多大程度上的脆弱性？这些问题与法律制度的效力紧密相关。倘若不能预知到决策者有能力和意愿保护规定的权利，同时惩罚违反这些权利的人，那么人们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如果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态度中，掌握权力的人们不愿惩罚那些背叛行为，那么可以预见社会将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之中。

该如何阻止社会的这种发展趋势呢？我自己的看法是应该尝试这种可能性，即应该改变大众的态度，使得所有人和团体都能意识到，从权利和权利的有效执行的共识同意中可以获得共同收益。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社会的稳定性前景罗尔斯或许更为悲观一些。他认为除非主要分配政策符合正义的规范，尤其是符合分配的差别原则，否则社会制度的执行力很难维持下去。我把这种现象看做政治意志的损失，但罗尔斯或许把它看做没有建成正义社会的一个证据。

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按照罗尔斯的分析和设想，这是非常肯定的而不仅仅是一种佐证。他的部分论点似乎暗示除非现有法律秩序中的权利分配体现了正义的原则，否则人们不应该遵守这种规则。同时在原初状态之中，如果对于个人规范遵守和维持设置了限制，那么人们就不应该同意这一种社会安排。在制度的执行和惩罚方面，这种更为规范的设置与罗尔斯表现出来的混乱和矛盾情绪相一致，但是它引入了关于这些规范的定义问题。只有参与者能够做出明确的预测，在特定情形之中最少收益的人或团体将会退出合作，而且这种威胁是有效的，那么在原初状态之中差别原则才可以作为一种契约同意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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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经济学的应用


第十五章　帕累托最优的相关性

在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的“关于福利理论和帕累托区域”（On Welfare Theory and Pareto Regions）文章中，[1]
 拉格纳·弗里希适当地强调了仔细限定帕累托区域的必要性，只有在这个区域之内，才能使用帕累托的标准对各个位置进行区分。如已经证实的那样，这一区域将取决于引入限定条件的本质，同时将会有一系列不同的点或位置被看做“最优的”。在这里，在分析适当限定条件的本质方面，我和弗里希的分析方式和哲学基础不同。按照弗里希的观点，为了推导出限定的形式就需要引入“社会的价值判断”（social value judgments）的概念，既然它能够改变帕累托最优的界限，这样就不用去理会整个帕累托理论设想的相关性。对照而言，我将证明通过使用这一有意义的概念，能够确定“适当的”帕累托区域，同时通过使用“社会福利函数”或“社会价值判断”的概念，也可以把帕累托最优这一术语从一种无意义的框架中解放出来。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将证明只使用正统的经济学变量对“结果”进行分类，如使用社会团体中人们拥有的物品和服务的输入和输出来衡量，那么这种帕累托标准没有多少价值。相反地，我认为这一标准必须扩展到社会规则方面，这包含了个人行为。在分析这种“最优的”规则时，它可能表明这些规则产生的结果或许是“非最优的”。我们将使用三个不同的案例来解释这一明显的矛盾，在政策问题方面每个案例都有相关性。

游戏的规则

弗里希把这些能够确定帕累托区域的条件或限制因素分为两组，他称之为强制性条件（obligatory conditions ）和任意性条件（facultative conditions）。强制性条件包括一些外部性的条件，主要是产品的生产技术或物质限制的形式。当然这些条件是比较常见的，不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团体，它们都是政策选择问题的外部环境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那么也就不会出现选择问题。所以，我将关注的焦点直接放在这些物质限制条件上。而任意性条件包括团体选择的条件。也就是说这些任意性条件组成了“游戏的规则”，通过这些规则团体中的个人能够做出决策和组织行为。这一分析方式将集中在这一系列条件或限制性因素上。使用帕累托标准的福利经济学家忽视了这些条件或限制性因素，结果是他们的大多数分析是非常空洞的。

在分析任意性条件时，我将不使用弗里希的术语和分析方式。在这里，我将把这些条件或限定称为规则，它是适用于社会团体所有成员的行为标准。弗里希使用了任意性条件，这相当于我使用的结果变量，包括人们拥有的物品和服务的输入和输出。而且他把选择（selection）问题从实现（realization）问题中分离出来。在选择问题之中，他的意思在这一宽泛的范围内，位置的划分是由强制性限制因素和任意性限制因素共同决定的。而在实现问题之中，他提出是否存在一种“制度”（régime）或“制度群”，能够产生帕累托最优的位置。从这一方面来说，弗里希的方法似乎既难以操作又具有误导性，容易忽略团体内成员面临的基础性选择问题。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可能是与帕累托设想完全相关的唯一社会形态）之中，规则团体做出的是集体性选择或决定，这对于所有成员都能够起到强制性的约束作用。如拉特利·瓦伊宁教授强调的那样，这里使用游戏的比喻是非常贴切的。当然，团体成员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规则，同时以这些规则产生的预期后果为基础来创设新规则，但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只能在这些规则中做出一种选择。因此如果使用弗里希的术语，团体面对的问题只不过是实现问题。

在社会的任何特定时期，无论是由某种集体性组织依法制定和实施的还是约定俗成的规则，都将会起到约束团体以及个人行为的作用。假如团体成员是了解的，完全知情的以及理性的，那么这个团体做出的第一项决策，如制定任何一系列规则，发展到任何一个位置都将是帕累托最优的。

这一系列规则有助于确定一个“帕累托区域”，意思是在这些社会规则和物质限制的条件下，所有可以获得的位置或点集的可能性。从形式上说，如有限的“福利空间”（welfare space）的一个向量，这些位置是由分配给团体内每个人的物品和服务的输入和输出的向量组成的。约束个人行为的规则将会决定这一帕累托区域结构的变化。然而这一区域一旦确定下来，就可以使用帕累托标准把所有位置或点集分为两个部分，即“最优的”和“非最优的”区域。在这一严格限定的区域内，除非团体内某些人或所有人的行为是无知的和非理性的，否则最终到达的任何位置都属于帕累托最优的位置。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矛盾，倘若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和完全知情的，那么在现有社会规则的限制条件下他将最大化他的预期效用。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就不存在什么变化，那么在现有规则之内任何人都可以生活得更好。在这种环境中，只有有助于消除无知的范围或理性行为的边界，那么帕累托标准才是具有相关性的。帕累托标准这种应用方式是非常有帮助的；甚至在规则限制之内，观察者也可以证明人们是可以得到“收益”的。

然而，福利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帕累托标准仅仅应用于如此有限的一种形式。在通常的模型中，个人被假定是理性的和完全知情的。因而，根据定义所有可到达的位置都是帕累托最优的，那么可以说这种帕累托标准就失去了相关性。但是很明显，帕累托计划的目的在于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帮助，换言之，就是要改变那些限制个人行为的现有社会规则。然而即使承认了这一点，那么还是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相关规则的改变。

在福利经济学家的大多数实际分析之中，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有明确定义的“区域”，但是几乎没有注意到与之完全相关的必要条件，即这一区域必须被看做一种用于约束社会或组织的游戏规则的“宪政”限制。对照来说，如果它仅仅受到了强制性限制因素的约束，是一种完全开放的环境，由于在严格限定的案例中并不允许改变任何规则，因而帕累托标准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如果人们可以做到，那么是否允许规则的这种变化呢？一个人应该让所有公民变成他的奴隶吗？这些位置还是被分成了“最优的”和“非最优的”，但是很明显分类的内容却没有任何意义。

使用一种有意义的帕累托标准对这些位置或状态进行分类，必须对这些“区域”进行限定，即允许现有的社会规则出现某些但不是任何所有的改变。在下文第二节“全体一致同意的标准”中，我将证明团体内成员的共识同意（consensus）或全体一致同意的必要条件，为“宪政的”变革的帕累托区域提供了合理的界限。然而在证明这一点之前，我将给出一个简单的图解。

图解

假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两人、两个物品的世界。在生产这两个物品方面，两人有着不同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有生产一种物品的能力。关于每个人生产的可能性如图8所示，同时为了简化起见，假定生产的可能性曲线是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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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可以检验一下在前一节中严格限定的案例。假定已经存在这种规则，它绝对禁止这两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在这一规则之内，每个人都将他自己的预期效用最大化。A在生产Y产品时要比生产X产品更为熟练，在xa
 ya
 点上将形成个人的均衡；相同地，B在xb
 yb
 点上将形成个人的均衡。最后的位置形成了一个“集合”，可以使用xa
 ya，
 xb
 yb
 来表示，在帕累托区域内形成了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在本案例中，在没有发生交易的前提下，通过这两人在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PPa
 和PPb
 ，这一区域之内的点集和位置是可以获得的。举例来说，如这一位置就是xa
 ya
 点，而xb
 yb
 点也属于这一区域，同时它被划分在一个非最优的位置。然而在任何一个位置上，这违反了个人实现的机会原则。在本案例中，如果A是理性的和知情的，他当然不会停留在非最优的位置。

现在我们来检验第二种形式的案例。假定现有的社会规则允许这两人通过专业化和交换来进行合作，但是这种相互的规则，将制裁通过欺骗、抢劫、奴役和谋杀带来的蓄意剥削行为。这些限定条件把这一模型转化成经济学家熟悉的案例。A专门从事Y物品的生产，而B专门从事X物品的生产。关于总产量的个人平均份额如P点所示。在发生交易之后，沿着契约线αβ线可获得“均衡”的位置。在本案例中，如果没有交易行为，再加上图8阴影区域的点集（既然只有通过交易才能形成整个“盒状”区域，那么在这些点集的第二组数据或许可以通过图8中某一个点来表示），这样帕累托区域就变成了第一个案例中可能获得的全部位置。在这个确定的帕累托最优区域之内，沿着αβ线下降的点集就是帕累托最优的集合。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限制性因素发生了改变，那么这一帕累托区域就会随之展开，同时最优的位置集合也会改变。如果允许发生交易行为，在第一个严格限定的案例中整个帕累托区域，包含在第二个案例的帕累托区域之内。然而，在第一个案例中的帕累托位置集合与第二个案例的帕累托位置集合之间不存在交集。

可以设想一下第三个案例，关于个人行为没有任何限定性条件。团体成员选择了这种没有“规则的游戏”。很显然，这里是可以发生交易行为的，但一个人也可以欺骗对方，抢劫对方的财物，甚至是通过有效的暴力手段奴役对方。在这种极端模型之中，只有外部强制性因素才能限定帕累托区域。在这一区域之中，所有位置都可以使用图8中属于埃奇沃斯盒状图（Edgeworth box）的点集来表示，当然这与严格限定案例中的区域是相关的。在第三个案例中，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无条件的帕累托区域是无限制的，也包括第一和第二个案例中的相关区域。第三个案例中的帕累托最优位置的集合就是沿着Oa
 αβOb
 线的点集。为了便于分析，假如我们可以完全忽略B的生存条件，请注意如果A是这个两人团体中比较强壮的人，他就可以奴役B，这样就可以移动到Ob
 点附近的位置。尽管B处于完全受剥削的处境，但在Ob
 点附近的位置，可被视为帕累托最优。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案例中的帕累托最优集合之间存在着交集。在较为宽泛的定义中，这些位置是帕累托最优的，同时在第二个案例的区域中，那些包含在更严格限定的区域必然也是帕累托最优的。[2]


全体一致同意的标准

上文描述的这种图解模型表明，在福利经济学家的一般假设之中，在使用帕累托分类方案时，就隐含着在第二个案例中描述过的情形。在第一个严格限定的案例之中，只有在消除无知或非理性因素，帕累托标准才是有用的，但新福利经济学家的理论设想并不是建立在这种隐性模型之上。在第三个案例中也不存在这种情形，只有在物质或强制性限制因素能够约束个人行为时，它们之间才是相关的。几乎所有与埃奇沃斯盒状图相关的分析，都把帕累托最优位置限定在某些契约线上。对于“契约”线的限制意味着对于人的行为附加约束条件，只能通过相互接受的规则和规章，这些约束条件才是有效的。

使用弗里希的术语来说，这些任意性附加约束条件的特征是什么呢？上述分析表明，这些约束性条件并不完全指的是任何现有的一系列指导个人行为的社会规则。对于所有相关的政策分析来说，必须通过改变现有的一系列社会或组织规则，才能使用帕累托标准来对这些位置进行分类。但这种政策分析也证明如果规则可以发生根本性改变，那么这一标准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限制规则改变的程度呢？比如说在“宪政”的修正方面。

使用维克塞尔式的全体一致同意标准，能够回答这一问题。假定在某种程度上，任何改变已有的一系列社会规则是被许可的，对此团体内所有成员之间能够达成同意。说这些改变是被许可的，我的意思是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只有通过全体一致同意的原则，这种有效的帕累托区域才是可能的。在限制宪政改革方面，福利经济学家并没有明确地接受全体一致同意的原则，但这一原则还是隐含在大多数分析当中。

与自愿性游戏有效进行比较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的分析。在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游戏中，通常情况下我们假定每个参与者都保留着退出游戏的选择，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分析相关规则的变化。这一约束性条件有助于限制规则变化的可能性。在这种“宪政规则”之内，最优的和非最优的位置有着明显的划分，这些不同区域都是可以描述的，同时进行分类时使用了帕累托标准。在强制性游戏中，个人被迫完全独立地作出可能退出游戏的选择，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尚未完整地分析过。这种完全的“囚徒困境”就是一种强制性游戏，但是事实上博弈理论家一直把它当成一个异常或特殊案例，只是解释了自愿性游戏中的重点内容。

在改变约束个人行为的一系列规则方面，使用全体一致同意的标准，就可以确定一个唯一和普遍适用的帕累托区域。当然这需要从现有的一系列规则之中找出一个起点。任何一种有意义的分析，都必须从某个起点或位置开始。但这种评价标准不应该为社会现状提供正当性理由，也不应该把只针对社会的特殊层面进行评价。它应该对这个基本命题进行检验，即现有的社会状况必须得到改变，同时应该有目的地对改变方向加以限制，目的是把它控制在许可的范围之内。在宪政改革方面，除非使用全体一致同意的原则，否则就没有必要引入“社会福利函数”的概念，可以说团体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可能的结果。

根据维克塞尔式的方式，可以在两个层面使用帕累托标准。第一，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在现有的一系列规则之中，这种划分有助于消除无知和非理性。第二，在现有规则下这一标准可用来判断无法获得的位置，但是从概念上来说，通过团体内所有成员的同意这些位置又是可以获得的。应该注意的是，帕累托标准的这一应用和使用方式并不是弗里希的目标，这相当于说：“自由竞争是所有可能包含自由竞争的制度中最好的制度”[3]
 。当必要的附加条件（side condition）得不到满足时，关于宪政改革的全体一致同意原则将会违反自由竞争、自由交易的原则。在个人的效用函数或者个人的生产函数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这或许反映了不论是通过集体行动还是限定个人行为的方式以改变规则，从而可以获得“交易中的共同收益”。[4]
 然而，这种全体一致同意原则的确严重忽视了竞争性或市场过程。如弗兰克·奈特教授指出的那样，对于大多数市场组织的支持源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是从表面上看这是人们能够达成同意的唯一组织形式。

“最优的规则”的概念

在存在强制性因素的前提下，通过一种隐含的宪政限制条件，就能够确定一个明确的帕累托区域。那些没有在这一限定集合之内的改变，换言之，也就是团体所有成员没有达成同意。这一可能性表明，组织规则的改变可以被分成两个集合——帕累托更优以及非帕累托更优。我们将会证明，在规则改变的划分方面，使用帕累托标准要比效果或结果的分析更具有相关性。

如果团体的所有成员总是能够从规则改变中获益，那么很显然应该坚持做出改变。同时如果无法获得这种总是获益的结果，那么这一定反映了之前我们分析过的情形，即存在着对于改变结果的无知。因此即使是在规则改变的层面，帕累托标准只是在消除无知和非理性方面才有所帮助。但是显然与个人选择的有效性相比，在制定社会规则方面的无知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社会规则的改变必然涉及一种复杂性的预测行为，这比个人行为的习惯和模型预测要难得多。譬如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工作时间改变的结果进行预测是比较容易的，但要对整个社区工作时间改变的结果进行预测就非常困难了。对于政治经济学家而言，在证明从规则改变中获得预期的共同收益方面，使用帕累托标准还是非常有用的。

然而，这些假定的简单案例中引起了某些问题——更确切地说，那些案例产生的结果总是可以让相关团体的所有成员获益。如图8所示，现有的社会规则禁止在两人之间出现任何交易行为，在这一模型中的每个案例中，产生的结果是双方都满意的，或者至少是一方满意同时另一方是中立的。

有许多情形并非如此简单。在每一个案例中，任何现有规则的改变并不需要产生让团体所有成员都满意的结果。但是需要注意，这一情形并不意味着关于宪政改革的全体一致同意原则是不适用的。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规则改革方面团体成员达成的同意将产生这种结果，即根据传统的帕累托标准很明显是“非最优的”，换言之，“最优的规则”，被定义是一般性同意改变不了的规则，可能产生非最优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最优规则的定义与一个位置或点的最优化定义标准是相同的。

竞争的执行

现在我将要对三种不同的案例进行检验，在每个案例中只有通过一般性共识之后组织规则才可以有效地运作，如果只是在这些区域内进行划分，那么可能产生某种最优的结果显然是非最优化的。尽管存在这种事实，即使用传统的帕累托标准，观察到的结果或许被看做非最优的，也就是说，关于规则的任何改变，这里无法保证在团体所有成员之间达成同意。之所以选择这三种单独的案例，是因为在每个案例中的争议点都是不同的，但是我将把分析主要控制在三种重要的政策事务之内。

在某种程度上，由限制性规则产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人们熟悉的大多数案例中都是如此。必须对分配结果的可能性进行预测，包括能够让团体所有成员受益的那些要素，同时哪些是让部分成员受害的要素，这里受害和受益取决于相关事务的替代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规则一定产生必要的非最优的结果，同时如果从单方面来看，通过让团体内所有成员获益的方式，这一问题就能够得到缓解。如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指出的那样，在一个交通不拥挤的孤立地区之中，每次在一个路标或信号灯迫使驾驶员停车的过程，就是违反了帕累托最优的原则。很显然，在某个特定时间点去掉这些路标或信号灯，结果就是驾驶员处于更好的处境，同时没有人因此而受到伤害。不过实际上，我们观察到这些交通信号灯遍及各地，但很少有人认可驾驶员们的违规行为。这隐含着某种预测，即在所有情况下团体由非最优的结果而付出的成本，足以抵消在少数情况下由信号灯产生最优的结果带来的收益。在这种成本和收益之间，或者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在这一系列替代性制度和社会制度安排之间的比较很有必要。

在经济学中是否有一些与交通信号灯案例类似的案例呢？在许多共同体之内存在禁止特定商业活动的规则，目的是保护或鼓励竞争行为。这些规则的目的是防止一个行业中少数公司在价格、市场份额和合并方面形成完全自发性的同意。对于特定行业的子公司成员来说，这些规则等同于禁止交易或交换行为。对于这一子公司来说，解除这些约束性条件将会给所有参与者带来共同的收益。但是，在这一层面很少使用帕累托标准。对于某些更大的社会团体来说，包括我们分析中的这些子公司在内，这些限制性规则或许是最优的。然而如果这些规则是最优的，那么必须对其逻辑基础进行检验。为什么这种大的社会团体内，能够把这些禁止完全自发性同意的规则强加于它的成员们？我们能够预测到这些规则必然产生必要的非最优的结果。[5]


这里一般性准则就是预期存在的外部性［外溢效应（spillover）、邻里效应（neighborhood）］能够把这些限制性条件强加于个人。如果允许自由行动，那么某些行业中的子公司之间或许会达成同意，这将损害其他团体的利益，如消费者或潜在的竞争对手。然而这种常见的解释只是规避相关问题，很显然这些禁止性规则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形，这些子公司之间的自发性同意对于其他团体的效用产生了某种影响。婚姻契约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外部性原则的严格应用过程中肯定不允许出现上述问题。从某种平衡的意义上说，这里需要某种比较分析，在通过禁止自发性同意的规则产生的外部性效应和缺乏此类规则的结果之间进行比较。

实际上这种比较分析是很困难的。在这种自发性契约安排之中，如何损害第三方参与者的利益呢？如果人们可以自由达成契约的同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组织成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第三方参与者可能并没有遭受什么损失。因而，无论是否存在外部性问题，都没有理由禁止人们之间的“交易”。举例来说，如在这一案例中，并没有禁止公司之间合并的规则。如果在特定行业中公司合并会形成某种优势，同时这意味着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假定消费者之间是有合作能力的，他们的人数规模足够大但又不至于形成垄断性剥削，那么这将会出现某种组织安排。如果组织达成的同意是无成本的，无论是对于消费者还是所有者来说，公司资产的资本价值都是一样的。这样就形成了“讨价还价的范围”（bargaining range），人们之间也就容易达成交易行为。

禁止人们之间自发性同意的规则是否会带来效率或最优的结果，只有通过某些案例才能对其进行检验，在这些案例中既存在某种外部性效应，同时在不同的自发性安排中组织成本是不对称的。[6]
 当然，达成自发性同意并不是无成本的，而且所有这些安排付出的成本也是不相同的。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选择方面就具有不同的特征。如果预测到某种形式的自发性同意相对成本较高，那么严格限制团体内所有成员之间达成自发性同意的规则就是有必要的。如某些行业中的公司合并行为，似乎形成了这种必要的不对称状态。参与达成同意或可能同意的公司数目要大大少于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的数目。随着团体规模的扩大，达成同意所需的成本也会随之提高。[7]
 因此，接下来在商议或合并时付出较低成本的公司可能会达成同意，如果消费者不能就适当的补偿性方案达成同意，那么这将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一般性规则以禁止或严格限制行业团体内部的自发性同意，这对于更大更广泛的社会团体来说就是理性的选择。从全面结果来考量的话，这种规则获得的收益可能要超过相应的成本。

从我们分析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从观察到的结果来说，关于这种禁止交易的规则，在任何具体应用过程之中可能都是非最优的。由于我们观察到的大部分公司的规模太小，以至于无法形成完全的效率结果。从一般意义上讲，帕累托最优包括了对于违反规则的结果的评价。即使采取完全补偿的方式，在改变规则方面人们也无法达成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禁止公司合并为最优规模的规则本身可能就是“最优的”。按照传统的结果分类来看，仅仅通过证明某些行为是违反帕累托标准的，这并不能决定改变通行的相关政策。当然，关于任何政策改变问题，这仍然是需要证明的一种必要条件。

规则与权威

在规则与权威的一般性争论之中，或许应该使用第二个案例如货币政策为例证，按照全体一致同意而形成的最优的规则，在实践中可能产生非最优的结果。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某些特定事件，如使用一系列相关变量描述时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即关于预先处理方案的规则选择问题，行政当权者遵守的最优化原则。比如说货币当局是足够智慧和精明的，能够使用特定事件的特殊信息。这样一种当权者，被授权依据某种特定约束性规则独立地做出决策，与政策运行的任何自治或半自治的一般规则相比，它更接近帕累托边界。

然而，当权者采取具体决策或行动是不可能被事先预测的，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自治的规则是可以预测的。在许多案例中，当这种可预测能够带来某种好处时，即使这种一般规则产生的结果并不是最优的，但与松散的权威相比人们还是更容易接受这种规则。对于一系列预期中的事件来说，可预见性将会改变制定相关规则的行为，这比当权者的权威更加合理。在应对一种可预期的金融措施的规则时，如果个人和公司忽略这种措施的大多数需要，那么与最有效率的权威相比这一规则还是更让人满意的，但是很明显当权者的行为是难以预测的。设想一下，至少从概念上说在每一个孤立的具体事件当中，当权者能够为社会团体的所有成员谋求一个满意的结果。但是这一结果是在控制其他个人决策的前提下出现的，与其他相关规则无关。因而在同一个框架之内，在当权者与某种替代性规则产生的具体结果之间效能的比较是毫无意义的。[8]


关于这一问题有许多非经济学的案例，如关于人的行为模式，替代性制度安排起到了不同的重要影响。很可能我们最熟悉的案例就是关于死刑的争论。支持死刑的人们认为，这种必要的惩罚性“规则”将会阻止潜在的犯罪，但主张废除死刑的人们却认为，在每个特定案例之中，通过处决已定罪的罪犯并不能带来多少好处。

与前一节分析的第一个情形相比，使用帕累托标准把“结果”分为最优的和非最优的集合并没有多少相关性。如果某种规则是最优的，那么必须对最优的和非最优的预期结果进行比较，也就是前者要好于后者。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从概念上说在第二种情形中，每个特定的案例的结果都是非最优的，但相关规则却仍然形成了最优的结果。

集体性决策

在第三个案例之中，通过一般性共识同意的规则而产生了非最优的结果，这也反映了集体性决策的结果。举例来说，宪政的规则可能决定了某些团体决策，如在达成同意时是选择总人数的比例代表制方式还是代表性议会的方式。在民主社会中，尽管集体性决策的制度安排范围非常广泛，但简单多数同意仍是一种常见的设计。从最细微的观察中也能发现这一事实，即在许多政策决策中，比总团体规模更小的次级团体中的成员更容易达成团体的行动。

在某种条件下，在每一种诸如此类的制度安排之中这些结果一定是非最优的。为了保证集体决策的每一次结果能够符合帕累托最优，那么就应该使用团体所有成员的全体一致同意的标准，而不是在部分成员之间达成同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宪政规则决定了集体决策的制度安排是非最优的。即使采取完全补偿的方式，在宪政改革方面也不可能把团体所有成员的一般性同意改变为更具包容性的投票同意规则。

有一个具体的例证或许有助于我们的分析。假定宪政规则决定了一般团体决策采取的是简单多数的规则。比如说在一个三人团体之中，每个人拥有价值100美元的财物。假如我们完全忽略再分配的转移支付行为，同时通过多数票决策的规则，这个团体可以生产或消费“集体的”物品。事实上，是否有什么方案能够保证比私人投资的生产效率更高，或者说至少一样高呢？假设在某一个方案中，向每个成员征税33美元的普遍税收，但仅仅产生了价值70美元的收益，而这些收益却只被B和C获得。在这一案例中，由于实行的是简单多数的决策规则，只要B和C同意就能够执行这一决定，就能够为这一方案提供公共基金的费用，这种结果必然是非最优的。与之前的情形相比，团体所有成员的处境必须变得更好才行。[9]


在这一案例中，根据多数原则的宪政规则而实行的团体决策一定是非最优的吗？或者说反对任何形式的改变，人们会同意这种规则吗？考虑到达成同意的成本的计算过程，那么就不存在什么矛盾和争论了。在一般性日常集体决策过程中，要获得全体一致同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考虑到这种情况，在宪政过程中团体成员或许会选择违反帕累托最优的原则，实行少于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则。当然，多数投票规则只不过是许多制度安排中的一种可能。[10]


对于本质上相同的事物，人们也很容易做出不同的解释。如果讨价还价和协商的成本过高，那么在一般交换过程中，潜在交易者或许会被限制进行交易。或者，他们也可以选择遵守自己的惯例和规则，采取武断的方式来减少讨价还价的成本。在以前的经济结构中，由卖方来制定商品的价格这是一种惯例。这就减少了争吵和讨价还价的成本，但是正如多数投票规则的案例，如果使用福利经济学家传统的帕累托分类标准，肯定会产生必要的非最优的结果。

结论

我们的分析已经证明，在组织规则方面使用帕累托标准将会带来预测和分析的复杂性，在某些特定情形中这些问题是被忽略的。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完善的标准程序，即需要对某一位置进行检验（例如，关于资源的“分配”方案），这将决定了从这一位置开始进行可能的调整，在不损害团体其他成员利益的前提下，至少有一个成员可以从中获利。如果孤立地作出检验，那么严格来说有许多特定位置是非最优的。同时从概念上说，在一个孤立的调整方案中，通过达成最优的位置的同意规则，团体所有成员已经表明了他们的偏好选择。但是有多种原因表明，团体决策不能只依据一个单独案例中的原则。相反集体决策必须以在能够产生一系列有利结果的组织规则或约束条件下进行。在组织规则改变方面，一个单独案例中的非最优化并不意味着能够达成潜在的共识性同意。

在组织规则方面，对于最终位置或结果进行分类时使用扩大化的帕累托标准是矛盾的，但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可以肯定的是，只有通过对结果进行预测才能评价替代性规则，而在这一过程中帕累托的设计是有用的。然而，在社会宪政的实施层面来评估“游戏的规则”，从更为规范的意义上说，帕累托标准起到了不可能完成的作用。除非经济学家被认为是无所不知的，那么他对于最终位置的非最优化的划分，才不会被当成不可能被验证的猜想式假说。在福利空间最终位置之中，如果团体成员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那么某些成员的处境可能更好的观点就是不可靠的。对照而言，组织规则是否是非最优化的判断就是一个可以从概念上检验的假说。如果一种假定或表面上非最优的规则不能通过团体成员同意的方式发生改变的话，那么应该推翻认为这一规则是非最优的观点。

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这种分析与福利经济学家的帕累托设计之间的关系。如前文提到的那样，这一标准隐含在通过全体一致同意的宪政限制性规则下的帕累托区域之中。此外，在这些规则与结果之间符合一致性的案例中，它的最终结果或位置也不应该起到误导性影响。在资源分配无效率的大多数经济政策案例之中，并不意味着团体所有成员都会支持现有组织规则的改变。不过，我们不应该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规则与结果之间的一致性，通过强调在一系列社会规则或限制性条件的替代选择，就能够避免可能犯的错误。

从已有的任何一系列规则开始，以及由于技术限制而引起的外部性或强制性限制条件，在此基础之上经济学家才能使用他的全部分析方法，找出明确的帕累托区域。从概念上说，按照一般性同意的标准来判断，那么所有宪政结构的变化都是合理的。可以说，“社会宪政”改革的全体一致同意原则是唯一合适授权的任意性条件。

当然，有一种替代方式包括了“社会福利函数”或“社会价值判断”的内容。然而那些赞成这种替代方式的人也承认，在决定价值判断方面经济学家并不比其他公民更有水准。如何在社会价值判断中引入他的限制性条件，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还尚未完成。实际上他也可能轻易地从这一问题中脱身，这原本是他所专长的领域。引入价值判断之后相关分析就结束了，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要重新打开这一分析之门。他必须利用自己的专长，以这种方式来解释社会组织的假设：“我认为如果团体所有成员达成了同意，那么现有政策就可以调整为X政策”。他必须制定替代性的社会折中方案，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换句话说，经济学家的职责就是对人们不断的进行告诫，即“从交易中可以获得共同收益”，要强调“共同”一词的含义，同时要牢记这种“交易”不仅仅指的是市场体系中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行为。只有通过研究方式的转变，引入按照字面解释可称为“建设性的制度主义”（constructive institutionalism）的概念，福利经济学才能取得真正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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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契约主义范式

经济学家研究的目标就是“经济”，按照定义，这是一种社会组织，是选定的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我认为这是经常被人忽视的，所以我认为应该重新认真地分析这些基本知识。含蓄地说，我们研究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选择一个利益最大化的实体。这种“经济”并不是最大化的制度，同时在不改变分析重点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使用“政治”取代它。关于这些简单的观点，恐怕没有人会产生疑问。然而这一推理必须证明，没有任何单独的选择者能够决定经济和政治的最大化。把最大化的理论设想强加于这一决策模型之中，其结果是适得其反的。

作为一个学科，难道经济学起到了反面的作用？我认为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一书是一个里程碑。在书中作者把“经济问题”看做确定最大化和最小化的问题。以此同时，张伯伦（Chamberlin）和罗宾逊（Robinson）的不完全竞争和垄断性竞争的分析是一个理论转折点，也就是说——转变为相关实体的具体决策最大化问题。公司经济学诞生了，随之出现的是希克斯精心设计的消费者选择理论。[1]
 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一书中分析了所有这些内容，同时重要的是他深化了福利经济学的最大化理论设计，在这一过程中他使用了博格森（Bergson）的社会福利函数，对这一分析工具他尤为赞赏。四十余年以来，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一研究主题的许多变体形式，如到处可见到经济学家使用的最大化目标函数常常受制于具体的限制性条件。

我不能说最大化模型已经占据了统治性的地位。对于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继承者间接地进行了批判。弗兰克·奈特和他的学生们仍然把这一学科的重点放在社会组织方面。在博弈理论中，不是策略选择而是解决方案才是分析的重点。更为重要的是，公共选择理论是一种政治学的实证性理论，它把个人决策者视为一个复杂互动关系过程中的参与者，同时这也能够产生一定的政治后果。

但是，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自二战以来经济学家研究的主流领域。我并不拒绝接受那些精致的改良的关于个人和公司行为的利益最大化模型，但我认为这应当是家政经济学或企业管理的内容，并不属于政治经济学。我的批评直接指向那种社会组织利益最大化范式的泛化滥用，这原本不该如此。可以说在经济学家面前有一座从未越过的桥，这也造成了主要的学术混乱。尽管存在着稀缺的资源以及冲突的目标，但无论是使用最狭义的还是最宽泛的术语来解释，由交易或交换过程而产生的“这一过程”，并不是最大化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过程”就是“这一过程”，仅此而已。

为了对比分析，我们再回到博弈理论。一个有明确规则的博弈游戏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一个博弈游戏的外部观察者，不能通过直接操作的方式来改善处境。相反地，他应该着眼于改变规则后的情形，同时观察到的解决方案，为他自己对于博弈游戏的评估提供了信息。尽管福利函数包括了参与者的偏好，但解决方案并不直接由这些福利函数来“选择”，同时也不能为解决方案排序。在博弈理论中，显然这种强制性的解释方式显得很荒谬。尽管对于我来说，这种强制性的解释似乎源于经济学家的专业领域。事实上如果有人找到了解决方案，而且无论以何种方式它都与个人参与者的价值观保持一致，那么博弈理论家将会感到非常惊讶。或者至少可以说，如果有人可以证明这种方案是不存在的，那么他们不会感到有何意外。应该说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没有过这种经历，即见证肯尼思·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

对于阿罗的著作，我的最初反应依然是感到并不意外。[2]
 谁又能够期望任何社会过程都能产生符合安排的结果呢？在从个人转向社会最大化的过程中，经济学家越过了桥，这样他们就犯了方法论的错误，但没有意识到这在学术和思想上都是令人失望的。

尽管我谈到了阿罗不可能定理，但没有必要局限于这一主题。在从个人转向社会最大化的过程之中，经济学家越过了桥，原因是他们想要对政策选择指手画脚。他们极其需要掌握某种工具，以至于能够充当社会工程师的角色，虽然对于那些侵入他们自己价值观的行为，他们采取了逃避的做法。[3]
 根据社会福利函数的解释，他们就可以断言他们的政策建议是有操作性的，同时这也为他们提供了某种的内心上满足。他们依旧不愿意把帕累托标准仅仅视为一种分类方案，这是拉格纳·弗里希所坚持的做法，[4]
 同时他们也没有听从我的建议（见第十五章），即帕累托标准的应用应该返回到制度选择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人们达成同意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如果放弃社会最大化的范式，那么又会如何改变经济学理论研究重点呢？以及它和社会政策之间的潜在相关性又是什么呢？帕累托标准把所有位置分为两个独立的互补集合。一旦原初状态被明确地划分为“非最优的”或“无效率的”，那么我们知道从这一位置开始，至少有一种方式属于最优的或有效率的集合之内。对于所有人来说，原初位置至少属于效率集合之内的某一个位置。

这里不存在什么问题，使用他自己的学术知识经济学家完成了分析的第一步，但是他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呢？他既不应该回归到虚无主义，也不应该在社会福利函数面前做出逃避主义的选择。他的能力表现在，能够探求和创设符合改进方向的社会调整安排。如果观察到的一个位置是无效率的，那么通过预期的相互收益就能够达成同意，可以说一定存在某种改变的方式。在限制性的案例当中，为了达成维克塞尔式的全体一致同意就必须制定某种补偿性方案。然而，我们知道又有多少经济学家在致力于制定这种方案呢？由于公共或政府政策变化给人们的利益带来了损害，这就要求某种补偿方案（当然，这一定包括了结构制度的调整安排），那么又有多少经济学家为此感到困扰呢？[5]
 他们没有采取这种有建设性的做法，对于关税、配额、最低工资、价格管制、耗竭补贴（depletion allowances）、垄断经营以及税收漏洞等行为，不论是现有的还是计划中的，他们只是一味地对表达自己的反对态度。倘若在政治过程的运行之中，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建议，那么他们会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如维克塞尔在80年前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们认为自己似乎正在向一个仁慈君主提供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后罗宾斯以及后柏格森立场肯定是合理的。

在我看来，任何社会事物都一个有效率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理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效率作为一个属性，在政策改变问题上无法达成同意时，这证明现有状态一定是有效率的。广义而言，通过交易过程可以得到“潜在的可获得盈余”。但是交易过程的结果并不是唯一确定的，由于一定存在交换行为，同时契约又是在前均衡状态下达成的，因而参与者的代价就是不均衡的。在标准的假设之中，简单的交换行为就能确保获得一个效率或最优的位置，但是这仅仅是包含了几乎无限可能的位置集合中的其中之一。经济学家应该对这一结果感到满意，在这一理论框架之中，试图探寻结果的唯一性似乎是具有误导性的。如果这一标准假设并不是描述性的，那么这种简单的交换过程将不会产生有效率的结果，这也要求出现更为复杂的理论安排。但是，这些理论安排仍旧需要接受契约框架的检验。或许也会挑战政治经济学家的专业能力。为了促进这些复杂的交换行为，就需要团体的成员身份，也需要集体的和政府的制度作为保障。即使从概念上说，在政策改变方面达成全体一致同意是可能的，但是为此付出的成本却是极其高昂的。反过来说，在交易的某种宪政阶段，已经预先选择了达成集体的或团体的决策的规则或制度。即使人们可以预见到关于规则达成的可能性同意问题，使用基本的契约主义范式还是会出现某种状况，但是这种范式还是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可能。

不管契约主义范式是否适用于这种简单的交换行为，在明确的规则约束之下，在最基本的宪政阶段制度本身就是达成同意的目标，或者在宪政的任何中间阶段，交易过程的必然结果被视为许多最优的位置的集合，每一个位置都代表了一种可能结果，在这个集合之中没有哪一种结果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这种观点也足以表明我对博弈理论的偏见，与最大化理论的难以理解相比，这种理论倾向于使用数学运算。对于相关解决方案的持续追求——冯·诺依曼（Von Neumann）—摩根斯特恩（Morgenstern）的一系列估算（imputations）方案，以及一些核心术语与其他更为复杂的概念——在我看来都有助于理论家养成某种态度，也与我在这里分析的契约主义方式相关。

目前相关研究证明竞争性均衡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这也符合我对于方法论合理性的要求。在不存在唯一性的前提下，这种互补性分析为均衡的多样性提供了基础。这为瓦尔拉斯的拍卖人（Walrasian auctioneer）机制或埃奇沃斯（Edgeworththian）的完美重订契约（perfect recontracting）提供了需要的证据，但是我认为这些数学分析中的特殊技巧应该用于论证下列命题方面，即它的假设并不那么严格，同时也包括了非均衡代价的交易行为。

如前文所示，现在我们再回到阿罗不可能定理。在1973年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肯尼斯·阿罗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做了简明的总结，最后也分析了他的不可能定理。[6]
 不幸的是，阿罗似乎并没有超越最初的失败，即在他的社会福利函数的标准或选择过程与一个社会的自由人之间关系是自相矛盾的。在他的演说中，阿罗明确表示博格森的“集体”理性的必要条件要优先于他提出的社会安排的合理条件。阿罗早已证明了这些条件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但他仍然坚持认为“关于社会选择悖论的哲学和分配的含义是不明确的”。这就表明阿罗并没有留意到我和其他人关于集体理性的所有观点，这既让人不解也让人感到非常失望。

关于最大化范式与契约主义之间的复杂区别，可以通过所谓的社会选择悖论来做一个简单的例证。这里有A、B和C三个投票人，同时也有1、2和3三个不同的选择。集体选择规则就是简单的多数票决策。通过逐对地比较，个人的选择次序如下，相对于2来说多数票会首选1，相对于3来说多数票会首选2，相对于1来说多数票会首选3。只有在人们试图寻找结果的唯一性，试图把这种最大化范式强于一种并不存在的社会关系过程之中，这种周期性的结果才是令人困扰的。对比而言，对于那些接受契约主义范式的人来说，他们仅仅从人们之间的互动行为中来理解和解释这一问题，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矛盾。倘若假定所有的选票交易（side payments）已经完成，或者制度的约束性条件是不变量，使用经济学方法就可以分为1、2和3三个位置，它们都属于帕累托最优和效率的集合，同时不存在一个位置支配其他位置的情况。如果个人选择出现了这种一系列的结果，那么我们应该感到满意，同时不要再试图找寻那种本不存在的具有误导性的“哲学意义”。

在本章中，我再次表达了已经多次强调的一种立场。弗兰克·奈特喜欢引用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说法：“只有不停地反复强调才能把一种不同观念强加于那些不情愿接受的人。”我希望我的这种反复强调，至少不会给人们带来反感。我不会认为我的观点在方法论上要胜过其他少数同事一筹，同时对于在现代经济学当中最大化范式将会持续占有统治地位这一事实，我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我认为近二十年来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经历了为参与者制定最优的策略一系列令人失望的尝试之后，博弈理论已经转变为一种更为全面的、适当的解的概念。公共选择理论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分支，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政治学领域，目前都是非常繁荣的。但是事实上，社会现实的发展常常会使得学术研究变得黯然无光。那些来自街头或象牙塔之中的人们能够看到现代政府的失败，但他们却不能够提供任何建设性的帮助，这需要某些政治家的仁慈智慧。经济顾问几乎得不到什么信任，只有有这种政治智慧之后，他们的政策方针才能得到应用。有些做法也是不恰当的，如经济学家必须对自己工作的社会生产率进行评价。如果他们这么做，我认为他们将越来越多地依赖契约主义的范式。

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7]
 ，经济学更像是一种“契约的科学”，而不是一种“选择的科学”。在这一结论中，政治经济学家成了“科学家”，他们被看做一种完全不同的角色。仲裁者必然要取代了最大化者，这个局外人要在各种冲突的主张中做出折中选择。在我们的基础性教材中，最先讲到的图解就是埃奇沃思—鲍利盒状图（Edgeworth-Bowley box）；无差异曲线—预算线的结构与辅助性处理相关。冯·庞巴维克（Bohm-Bawerk）提到的一个主要案例就是马贩子，不是家庭主妇在超级市场杂货店的购买行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博弈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基础数学，同时N人博弈游戏的解决方案也取代了最大值和最小值的N阶条件。唯一的原则就是从交易中获益，而不是利益最大化。当然，这个原则只适用于个人选择者的计算过程层面，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所谓的“经济”这一社会关系层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1]
 《价值和资本》（J.R.Hicks，Value and Capital）。


[2]
 James M.Buchanan，“Social Choice，Democracy，and Free Marke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2（1954）：114－123.


[3]
 我非常感谢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Plott），他认为与我的另一种解释方式相比，柏格森—萨缪尔森的解释方式是更为合理的。


[4]
 Ragnar Frisch，“On Welfare Theory and Pareto Regions，”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no.9（1959）：39－92.


[5]
 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就是威廉·哈罗德·赫特（W.H.Hutt），在他被人们忽视的著作《一个重建计划》（A Plan for Reconstruction）中，他指出，战后英国通过补偿所有人和团体因政策改变而遭受的损失，为经济发展扫除了所有市场限制。


[6]
 “General Economic Equilibrium：Purpose，Analytic Techniques，Collective Choi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June，1974）：253－272.


[7]
 见我的文章“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What Should Economists Do？”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30（January，1964）：213－222］；以及我的文章“经济学是科学的选择吗？”（“Is Economics the Science of Choice？”in Roads to Freedom：Essays in Honor of F.A.Hayek，ed.Erich Streissler，pp.47－64）。


第十七章　税收中的民主价值

正义与民主

从本章的题目中可以看出，我们有几种不同的分析方式。一个具体的焦点问题就是征税的道德标准与政治过程之间的矛盾，通过政治过程才能完成赋税的征收和缴纳。那些试图逃避或回避这一问题的哲学经济学家，需要正视这种矛盾。许多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哲学家都喜欢充当上帝的角色，我的意思是他们只是详细地解释个人视角中的“好的社会”，却没有实施这些理论的方法和手段，甚至只是为这些理论与民主政治过程之间的关系进行辩护。

然而，如果在民主政治过程中出现了这些理论实施的问题，那么这两种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就浮出水面了。如果所谓制度上的“民主价值”产生的结果并不符合公认的“正义”价值时，还应该维护这些“民主价值”吗？还是应该遵守帕累托的标准，即如果民主制的结果不符合我们道德准则下的“正义的社会”，就把它仅仅当成一种政治过程。

关于这些问题，至少我的立场是为人熟悉的。我认为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去担心税收中的正义问题，同时却很少注意到对于政治过程产生结果的预测问题，在许多方面这就是民主制度的标志。在税收和税收制度以及征税过程方面，我呼吁应该进行更多的实证分析，而尽可能少提倡征税和税收的个人或私人的规范。从某种间接的意义上说，我的立场或许应该被看成认为应该把民主价值置于“正义”或“平等”的价值之上，人们可以把我归为反帕累托标准的一类。我将乐意接受这种划分，当然假如你们允许我使用自己的定义方式的话，那么我将会捍卫民主价值的首要地位。

在我看来，民主价值必然以康德的基本观念为基础，其中个人存在就是终极道德存在，严格地说人是目的而绝不是手段，同时也不存在什么先验的和超个人的规范。根据这种看法可以得出一个自然的结论，每个人都可以算作一票，但是只有一种集体性限制条件能够约束所有人的行为。对于民主价值任何有意义的定义和构想来说，这种政治平等的观念至关重要，但是就其本身而言，它对于一个人强制性地控制另一个人的行为并没有什么约束，那么民主价值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如果完全从形式上来看，政治平等可能仅仅指的是一种涉及所有人的公民权，也就是在公民投票的过程中没有范围的限制。在这一案例中，通过对于生命或和产权的威胁某些人或团体将会屈服于多数暴政，这样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就微不足道了。即使是一种理想类型，作为平等权利的一种，投票权也必须有其他理念的支撑，同时也必须具备制度实现的条件。无论如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都是一个必要条件，只有通过这一原则才能制定或修改法律。根据这种理念，必须严格限制多数团体把意志强加于少数人的行为。举例来说，不管美国国税局（IRS）有多么自私，但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都不能有差别地实施所得税法。在1964年他们不会支持林登·约翰逊总统利用国税局来压制哥德华特主义支持者（Goldwaterites），同样，1972年他们也不会强烈地反对尼克松总统利用国税局的企图。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观察到的政府过程并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实际上这已经违背了民主政治的价值。

征税的规范

目前来看情况还算不错，但我们必须关注征税的其他具体问题。税收是国家的一种强制性工具；有价值的资源或购买权从民众手中转移到国家。除了一少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外，我们大多数人都承认这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且最好由政府来提供某些物品和服务。这些物品和服务需要资金支持，这就需要某种形式的税收。如果国家有能力提供这些公共物品和服务，那么国民经济体系之中某些人或团体必须放弃资源和价值的私人要求。但是如果必须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标准，那么征税时应该遵守哪一种规则和理念呢？

关于这一问题没有标准的答案，这也意味着在分税制方面不存在唯一的原则。从一方面说，似乎只有平等的人头税是合理的。但从另一方面说，在收入或财产方面实行比例税似乎是行得通的，这也满足了平等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实行累进税又将会怎样呢？在最开始的制度安排中，为了税收制度的统一性法院可能裁定禁止征收累进税，同时这需要在法律平等原则的背景中进行描述和解释。据我们所知，目前在宪法修正中已经明确允许使用收入的累进税。但这一事实显然并没有回答相关的哲学问题，累进税本身是否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或者说它正好是符合这种基本的理念原则呢？

我们必须关注到公共开支的这一方面，只有我们意识到可以从由政府提供物品和服务中获益时，对于纳税人来说这些收益是相同的，才可能真正地回答这一基本问题。然而一旦我们检验财政账户的开支方面，那么税收的法律平等原则就是有争议的。如果忽略公共支出带来的收益，那么使用法律的术语来分析税收问题似乎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举例来说，实际上如果税收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是一个重负——比如说需要向外国支付财政赔款——关于平等这一最简单的法律标准或许是合适的。但是税收不是用来支付财政赔款的；而是用来支付公共或政府支出的，这些支出增加了个人的效用。税收成为纯粹的“财政交换”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与私营经济部门类似的公共经济部门。

税收与价格

在税收与物价之间进行类比有助于我们的分析。在物价方面，法律平等原则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有在缺乏竞争性制度的前提下，这种分析才是相关的，例如在公共事业方面的定价政策。但是受管制的垄断行为可能违背了这一基本法律原则，比如说与对面我的邻居相比，我的千瓦每小时的电费价格较低。同一种商品价格的非歧视原则肯定符合法律平等的标准。如果这种推理扩大到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分析方面，那么税收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在共有的团体中所有人都享有同样数量的公共物品，从准技术角度来解释“公共物品”的含义，这一术语的主要特征就是人们之间消费量的平等。国防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地享有的，再比如说整个法律体系。既然在公共物品方面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量，那么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每个人不应该付出相同的课税价格吗？然而这里忽略了某些内容，就是消费量的平等并不一定就源于个人的选择。在私营经济部门之中，个人可以调整消费量以实现统一的和非歧视的价格。但是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制度上来说，在公共经济部门之中，消费量的平等都不是个人的选择。对于一个确定的和统一的课税价格来说，最好是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消费额，但很显然这种方式是不可行的。因此对于人们征收相同的课税价格不一定会带来均衡，正如私人物品的非歧视价格案例所示。

这里不必详细描述相关的技术细节，但是这种分析足以表明，在我们试图把一种有意义的经济内容放置到简单的法律规范之中时就会带来某些问题。然而，如果放弃人们之间课税价格的一致性，那么又该如何确定课税价格的变化或差别的范围呢？在什么范围之内它才符合“民主价值”的合理界限呢？我们再回到这种两人的环境之中，如我与对面邻居之间课征方式的比较分析。在弗吉尼亚州的布莱克斯堡市（blacksburg town），我们享受了市政府提供的同样量的治安服务。那么哪一种税收结构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标准呢？如果与我的邻居相比，我认为治安服务具有更高的价值，那么为此我将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这似乎也是合理的。不管采用任何一种合理的标准，对于我的邻居征收高于我的税金似乎都是违规的。因而关于征税问题，只有在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个人评价方面提供一个好的代理人，那么违背法律理念的行为或许可以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如果我的财产比我的邻居有更高的市场价值，那么建立在财产价值基础上对税金进行估价，这或许与某些评价方式一致。但是，我应该多付出多少税金呢？看起来按照比例的规则也没有什么神圣之处，无论是实行累进税还是递减税的税率结构，或许这两者同样都是可容忍的。在本质上，只有通过对于公共服务相对评价的一种经验性估价，以及与分析中的计税基数（tax bases）之间的经验性关系，这里才会形成某种理想模式。

我们能够走多远呢？我们能够接受哪种形式的税收结果呢？以及从某种抽象的发展前景来看，我们应该接受哪种规则呢？关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一般目标而言，如外部和内部防卫的服务以及法律体系等等，按照我们的评价标准这些一般征税标准是非常合理的。人们对于这些服务很可能与他们的财产和收入直接相关。因此，建立在客观的可测量的代理人基础之上的纳税人，可能会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是由政府提供的服务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呢？在法律原则方面一般性税收的用途究竟有什么根据呢？赋税的缴纳基于代理人对于一般服务的评价，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不考虑征税的方式，为某些特定团体提供物品和服务呢？

财政的不对称

令人惊奇的是，财政结构中的法律原则是不对称的。关于征税的统一性或非歧视性原则体现在“法律”的精神之中，但是这种精神并没有扩展到财政账户的支出方面。从法律上以及宪法上说，立法机关能够让特定团体获得公共物品的利益，这些利益也是由征收一般税收产生的。由于在政治拨款项目上任意花费大量的金钱，国会已经变得声名狼藉。近来阿肯色河航道工程（navigation project）是最让人蒙羞的例子，但是几十年以来以地区利益为目标的立法行为一直存在着。美国财政状况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特定行业和职能团体获得了特殊利益。如果法律平等的原则适用于全部的财政政策，在征税方面和支出方面之间就必须形成某种对称性。与歧视性的征税相比，特殊利益和歧视性的开支更不符合一个社会体系中的民主价值。

正如已分析的那样，在试图确定由民主价值限定的财政结构界限时，我们至少完成了部分工作。在这一界限之内的财政改革是民主的，但在我看来，这与财政的“正义”理念相冲突。事实上，在本案例中情况可能正好相反。财政账户的征税和开支方面的对称性与任何财政正义的概念都能够保持一致。但是，由这一主题引起的主要争论仍然存在。

我们假定所有税收都是建立在个人收入和财产基础上的非歧视征收方式，事实上在政府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个人评估方面，这起到了理性代理人的功能。进一步说，假定税收全部被用来提供公共的物品和服务。如已经分析的那样，在宽泛的范围内这似乎符合法律平等和非歧视的理念。

转移支付

在这种财政结构之中，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方式，并没有涉及不同社会和经济团体之间的转移支付。在引入征税正义的概念之后，转移支付就是我们要分析的内容。许多观察家认为，财政体制应该用于分配的目标，它完全不同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应。根据这种观点，征税的目的就是对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人、家庭收入和财产之间的普遍差别进行调整。这常常给我们的分析造成很多混乱，原因就是它同时充当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功能性角色。

在一种可能包含民主价值的财政结构之中，这种设计主要目标就是实际收入和财富的转移支付，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一结构呢？根据一般的定义，一种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在结果方面必须是差别性的。如果发生了转移支付，某些人和团体一定是完全的输家，而其他团体则是完全的赢家。前文关于政府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分析中使用的财政交换模式，在这里是不适用的。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又该如何调和财政转移支付与任何形式的法律平等之间的关系呢？在对于民主政体的一般性理解的前提下，我不认为这两者之间的调和是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是一种转移支付机制，这样法律平等必然包含了某种有意的牺牲原则。

这里需要阐明以下几点。如果倡导法律平等的道德理念，同时公民和政治家却认为这种财政体制只是一种转移支付机制，那么如何把这种转移支付限定在道德要求的范围之内呢？从这一点上说，这种不受控制的民主政治的运行或许违背了财政正义的理念。如果提倡宪政的约束，那么该如何防止利己的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制定的财政政策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要求呢？或者更加可能的是，他们可以利用这种财政体制，来推行某种违背平等或正义规范的转移支付政策？当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为穷人们设计的收入转移支付的理想方案，通过立法过程被修改为一种服务于支配性政治联合体利益的方案，同时穷人们获得的补助不过是一种附带产物，那么他们应该感到意外吗？如果整个财政结构，包括征税和收益等方面，通过这一工具形成了零和的收入和财产的转移支付，那么简单的经济学理论就能够告诉我们，如何通过这一工具获得政治收益。根据政治的公共选择方式，可以使我们做出实证性的预测，即这种无限制的民主过程产生的结果既不符合财政正义的理念，也没有体现出民主价值的意义。

有没有一种方案可以解决这种困境呢？我们不能够指望政治决策者都是开明的有道德的领导人，即便可以，那么一旦不能与选民的利益保持一致他必然会被取代。一直以来自由主义的神话压倒了社会价值，但不论是采取私人还是团体的方式，如果希望个体公民能够自愿放弃现代财政体系提供给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那么这种想法是非常天真的。

宪政的规则

对于这种困境，我认为在实践方面是难以找到出路的，但至少在概念分析层面上是可以解决的。为此必须引入一种严格的概念区分，即我称之为在集体性决策的宪政层面和操作层面之间的区分。对我之前的分析进行总结的话，“正义”作为某种财政结构的一种属性只能在宪政层面得以体现，这也反映了一种与政治运行规则一致的民主价值。它必须保证能够根据宪政原则，选择某种形式的完全再分配政策，同时必须有效地约束那些支配性政治联合体的行为。我们必须放弃具有日常剥削性质的收入和财产转移支付的财政政策过程，同时必须拥护具有准永久性和本质特征的转移支付政策，这样也能够限制立法机关的权威。

关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在本质上我使用的是一种契约主义的方式，这一术语的含义就是一种社会的契约。建立在社会制度结构基础上的决策包括对政府行为的限制性决策的前提条件是，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个人或团体无法预知自己的可获得利益。在完全的宪政层面，个人和团体必须选择符合他们偏好的“游戏的规则”，同时也必须使用平等和效率的标准。关于我的一般性状态（general position）和约翰·罗尔斯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第九章中我已经分析了。

为了更好地分析财政结构，需要对布坎南和罗尔斯两人的理论构想进行换位比较。这一问题涉及在完全宪政协商和同意过程中是如何决定财政结构的特征的。更为具体的问题是，收入和财产的转移支付到底应该是多少才符合这种财政结构的要求？如塔洛克和我在《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一书中的观点，同时罗尔斯也指出财政转移支付将包含在宪政结构之中。我认为，与罗尔斯早期文章中的观点不同，他在书中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即过度把自己限制在预测所谓的差别原则之中，以及博弈理论中的最大最小（maximin）策略这一术语。对于我而言，任何再分配制度或许都源自于完全的宪政过程，同时我们不应该特别关注概念上的解决方案的唯一性。问题的重点不是描述这种制度的具体特征，而是强调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属性，从而选择相关的制度——宪政的过程。通过这一宪政的过程，我指的是日常选择中选定的准永久性的规则和制度，不论是私人性的还是公共性的，都应该制定和实施这些规则和制度。这一推理方式认为，一旦选择了某种宪政方式，那么财政结构不应该屈从于由民主的立法议会中摇摆不定的联盟带来的日常操纵和改变。无论是正的还是负的税率，收入累进税的结构或许都与宪政过程是一致的，但是无论公众还是政客都把它当成一种类似于永久性的社会环境，对于现行选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而言没有什么可分析的内容。与其重新调整基本收入的税率，还不如去改变人们非宪政的态度。这种重新调整的做法支持了这种观点，即认为与一种复杂的收益损失体系相比，政治过程的功能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总而言之，收入和财产的累进税基本结构或许捍卫了完全宪政契约主义的基础。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人们之间存在着绝对的经济差别，这种结构可能会要求财政的重新调整。同时对于通过税收工具为集体性的物品和服务提供资金的行为，这种结构也可能会加以限制，即无论是在征税还是分配过程中，都不允许出现任意歧视行为。既要考虑到财政体系的基本制度问题，也要考虑到任何歧视行为的可容忍度问题，这就要求对政治上的多数人进行有效的宪政限制。按照罗尔斯的术语，从概念上说“作为公平的财政正义”可能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价值”相一致。

然而平心而论，我必须承认这种概念上的调和与实际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任何对当今美国政治过程进行观察的人都能发现，在立法机构、法院等机构，以及令人遗憾的是在法哲学家之中，在我称之为“宪政态度”方面很可能更快地受到腐蚀了。除非我们直接从根本的基础的哲学层面来思考问题，否则除了继续保持普遍盛行的态度之外，我们几乎不能对政客进行批评，也不能对任何政策进行评判。坦率地说我们的宪政态度似乎是，除了基于直觉而偶然对最高法院进行任命之外，政府并没有受到多少限制，可以说我们任由最高立法机关扮演了某种扭曲的历史角色。我们的时代特征似乎是“宪政的无政府状态”取代了“宪政的秩序”。长久以来我认为“民主的价值”观点已经遭到了扭曲，而只有这种有政治收益和成本的游戏结果，才可以被贴上“财政正义”的标签。


第十八章　财政交换中的税收

在1972年罗格斯大学的哈利·C.卡恩（C.Harry Kahn）纪念讲座中，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Richard A.Musgrave）教授在《税制改革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ax Reform”一文中承认，在分析税收政策改革时亨利·西蒙斯传统中最薄弱的部分，就是忽视了财政账户的支出和收益问题。在单独评价实际税额制度（tax instruments）时，把公平标准放在一个支配性地位，这隐含着认为税收就是一种从社会经济体系之中完全抽取资源的行为，路易吉·埃诺迪（Luigi Einaudi）把它比喻成“税收冰雹”（imposta grandine），如字面上意思那样，就是“税收如同冰雹”（tax as hailstorm）。同样，无论是传统的超额负担（excess-burden）形式或者是现代更复杂的最适课税理论（optimal taxation framework），这种批评意见都适用于各种税收选择以及它们之间的比较效率属性方面。

即使从这篇文章的规范性研究领域来说，关于税收等概念也是非常不完整的。倘若目标只是对社会决策者提供建议，同时这暗含着遵守平等或效率的规范，在对财政政策分析之中必须体现这两个方面的原则。如果采用一种更为实证的分析方式，如果目标是解释在一种政治环境中为什么会出现财政制度，从一种更为明确的规范性意义上说，财政交换模式将是相关分析的一个必要起点。那些纳税的人们以及那些享受税收带来的服务的人们，都属于同一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所有人可能都是纳税人同时也是公共物品的受益人。

这里我的目的是检验财政交换模式的适用性。关于征税问题，我将证明只有这一模式才是完全相关的，这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分析方式，它把平等和效率的规范融合到这种解释框架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决策的结构仍然是“民主”的，从合法性的角度来解释，也只有财政交换模式为这种可驳倒的假设提供了推理方法，即关于原初选择以及税收工具的稳定性问题。在这种处理方式中，我并没有超越克努特·维克塞尔在1896年的分析。[1]
 但是如果在相关分析和解释最终能够达到维克塞尔式的层面，那么现代公共财政理论就能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在下一节中，我设计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案例，目的在于从传统意义上检验征税过程中平等和效率规范的应用问题。在同一种财政交换的环境中，这些规范起到了完全不同的作用。在抽象分析模型的理想化结果与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第三节“关于财政的现实”中，我将尝试着在这两者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在第四节中，我将致力于对财政转移支付的过程进行分析，在传统的假定中，实际财政过程的一个明显的特征似乎就是不适用于交换的概念。在第五节“财政立宪问题”中，这些假定已经改变了，同时财政立宪也不同于一段周期到另一段周期的预算变化。对于政治过程公众持有的普遍态度问题，在最后一节中分析了它的某种规范性框架。

简化的例证

设想在这样一种最简单的环境之中，有A和B两个人（如家庭），在一个共同体中他们互帮互助地生活在一起。从任何客观的标准来说，A和B都是完全相同的；他们有同样的收入，也都有同样的财产。进一步来说，他们的预期行为的公开信息表明，无论A和B采取何种形式，对于征缴税收问题他们都将采取类似的单边行动。

政府税收政策的顾问将会高举那些为人熟知的标语，再次宣扬横向公平（horizontal equity）的理念——处于相同处境的人应受到同等待遇——他将建议A和B应该承担相同的课税义务。在课征方式方面的平等体现了美国宪法的精神，同时如果孤立地分析这一问题，它似乎反映了法律平等基本规范的一种合理延伸。在这里，所谓差别性的纳税义务看起来是一种武断的歧视行为。因而不论收入状况如何，无论是根据人均、收入、消费、财产或者其他标准，对于A和B都应该使用同样的课征方式。

对于A和B进行征缴财政税收“最优的”方式，现在如果政府需要某个经济学家给出建议，那么这个专家最先想到的恐怕是定额税（lump-sum levies），同时在一种可观察的经济环境之中，如果他使用一种福利函数，赋予每个人相同的收入“社会边际效用”，他将建议对于这些一次性费用应该征收相同的税额。

在这一非常简单的案例之中，传统的平等标准与最优的征税标准是一致的，同时如果不考虑共同体的税收收入需要，对于A和B的相同课税方式似乎不会引起什么异议。但是就其本身而言，这一条件表明财政体系仍然是一种开放的选择环境。在这里不管使用哪种标准，关于公共物品供应量而言，我们都必须提出总的收入问题。维克塞尔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他的论证基础就是受益一方必然是分析课税负担分配的基础。

在第一个案例中我非常谨慎，并没有假定A和B在所有方面都是相同的。现在假设尽管他们有很多相同之处，但在公共物品和服务方面A和B的要求是不同的，A可能把某些服务的价值看得比其他服务更高。为了证明起见，我们假定有一种公共服务如警察的保护，同时假定尽管客观的经济条件是平等的，但在评估犯罪对于生命和财产的损害方面，A和B有着不同的主观概率。如果私营经济提供的物品或服务中存在这种选择偏好的差别，那么这反映了A和B之间需求量的不同，他们将调整需求量以符合他们各自的评估标准。然而对于公共服务来说，个人对于需求量的调整是不可能的。原因是这些服务本身的技术固有的特性（协同性效率或者非排他性），或者说这一制度环境需要供应物品的一致性，这样两人将只能受到同样量的服务。

如果人们在公共服务评价方面有着不同的假定，而征税是根据平等或者最优的标准进行的；因此，A和B将接受某种形成的定额税这样的公平税负（equal tax shares）。我们需要分析两种不同的预算决策模型。关于第一种模型，我们把它称之为计划的模型，假定决策是建立在预算规模的基础之上，总的税收收入预算是由一个外部选择者做出的，他完全知晓个人的选择目的。在第二种公共选择的模型之中，我们假定预算结果源自于在某种具体决策规则中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

计划的模型：如果设计者能够洞察个人的选择目的，他只需调整预算的规模，使之满足萨缪尔森提出的公共物品供应效率的条件，以及在边际评价和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之间形成总量的平衡。[2]
 在我们的案例中，预先选择的某种具体的收入分享（tax-sharing）方案将产生公平的税收份额，从而起到所谓的“社会福利函数”的作用，或更准确地说，在人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指定的税后分配，以及后效益（postbenefit）的财政盈余。在我们设定的条件下，无论是超边际的还是边际的，A和B都有不同的边际评价，两人被迫退出有效率的预算水平的“个人的均衡”状态，但是他们都没有从中获得收益。因此，这种解决方案只是位于帕累托最优的表面。

我们假设设计者对于A和B征收相同的税，同时改变了税收结构以更加符合公共物品的偏好，同时如果有需要，预算规模的改变将会满足萨缪尔森的边际条件。他使用了林达尔方案（Lindahl solution），这将使得个人的边际评估与个人的课税价格完全一致。从个人行为上说，现在他将观察到A和B都将同意选择这种预算水平，同时双方也都处于“个人的均衡”状态之中。

在税后以及后效益分配中的可实现财政盈余不同于在公平税负体制下的收益，同时公共物品的获得量也是不同的。对于林达尔解决方案的精确定义我们必须牢记。从行为的意义上说，“税收”已经被“价格”所取代。林达尔的解决方案把公共物品的交易转化为类似于私人物品的交易。摆在个人面前的是各种“价格”（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同时从心理上说他们希望以一种类似于一般市场行为的方式，来“选择”希望中的数量。考虑到他自己的行为，对于个人来说这一种或一类公共物品的“价格”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个人绝对无法修改这一“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德尔价格等同于对于每单位的公共物品征收的定额税。[3]


当然，无论是选择公平的人头税还是关于公共物品的林德尔评价方式，这个完全知晓的设计者都可以推行任何定额税形式的财政税收。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定定额税是行不通的，即使在计划的模型之中，如果在每个例子之中都使用某种标准的计税基数，必需的税收将会增加。如果不使用这些理想化的标准，那么任何违反定额税的做法都将带来“无效率”。然而，在这种假设的制度限制条件下，每种合格的解决方案都是有效率的或最优的。

从这种公平税负体制到林德尔价格体制的变化，或许被认为只是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取代了另一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都是“利己主义的”。这种规范性的林达尔方案或许建立在下列假设的基础之上，即个人效用既受到公共物品也受到私人物品的影响，同时关于公共物品评价的差别决定了相对的税收份额。这表明在财政交换模型的两个主要特征之中，其中之一就是它可能适用于一种非民主的决策环境。财政账户的两个方面（税收和收益）完全包含在社会福利函数之中，这为设计者的决策提供了信息。我们可以根据预期或假设的开支和收益的分配来确定分税制，并不需要从外部环境中推导出某种规范。

公共选择的模型：财政交换模型的第二个属性与非民主的环境并不一致，它尤其强调了交换行为的自愿性本质。如果不存在所谓的设计者又会怎样呢？同时即使创造或引入了一个设计者，那么我们会接受这个决策权威的代表性决策吗？财政交换方式是由克努特·维克塞尔提出的，即使是把计划的模型作为一种财政选择的分析工具，他还是非常明确地否决了。很明显，我们不应该为这个不存在的决策者浪费太多的智力资源。如果没有人们相互之间的调整过程，社会福利函数是不会孤立存在的。不管如何对“平等”和“效率”进行定义，只有它们包含在个人参与者的选择之中时，我们观察到的结果才具有这些特征。

对于参与者来说，税收必然被当成一种价格，就好像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消费物品和服务的一种必须支付的费用。如果参与者与这一账户的税收和收益之间没有任何关联，那么税收政策将无法维持下去。在这种决策环境中，对独立于收益分配的收入分享制定相关规范，这在方法论上就是荒谬的。

我们再回到这个A和B两人组成案例当中，使用维克塞尔式或公共选择的分析方法。与前文一样，我们假定A和B在所有经济环境方面是完全相同的，但对某种公共服务进行评价时他们的意见是不同的。通过某种维克塞尔—林达尔模型的讨价还价过程，形成了个人课税价格以及公共服务总量的边际调整，这排除了从交易行为中的获益行为，从而满足了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在这种“交易均衡”的过程中，个人边际课税价格将会等同于个人的边际评价，反过来说，这也保证满足了总的边际评价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全部条件。然而在这种决策模型之中，并没有使我们详细了解总的税收份额的分配状况。[4]
 在某种无限制讨价还价的调整过程中，在公共物品的供应方面，只有每个参与者都能够从中获得净收益或至少不会有净损失的情况下，对于总的财政盈余接近无限种政策中的任何一种分配政策才是有限制的。当然在某种程度上，随着财政盈余分配政策的变化，收入效应的反馈可能会改变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数量，这样预算规模也将会符合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在我们的案例之中，因为在超边际范围内总的税收份额分配或许会有很大的差别，维克塞尔过程的一个可能结果是，尽管A和B的边际课税价格存在着差别，这也是为了讨价还价过程趋向于帕累托最优的边界的需要，但是他们付出的总税赋是相等的。就这一结果而言，它可能是多种调整方式可能中的一个结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结果可以“插入”到开始阶段作为一种限制性条件，从而期望更容易地趋向帕累托边界。举例来说，假定A和B的讨价还价行为的前提是，在任何可能预算层面他们总的税收份额必须相等。既然关于公共服务总量的选择是不可知的，但必须从这种相互调整的行为中摆脱出来，这一前提条件意味着税收份额必须与任何可能的预算规模相等。反过来讲，这一规则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边际课税价格正好是边际成本的一半。在这种决策环境中，因为个人评价方式是有差别的，讨价还价的调整或许阻止了从交易中获得全部收益，同时也能够趋向于效率的边界。

从某种程度上说，维克塞尔式的调整过程能够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这意味着进一步讨价还价的行为结束了，很显然这一均衡状态就是帕累托最优的。结果是关于税收份额并不会出现重新安排，从而能够达成全体一致的同意，甚至也没有了选票交易的可能性。在维克塞尔式的模型中，如果所有潜在纳税人都能明白通过他们的行为，就完全可以发现在公共物品或服务甚至策略动机评价方面的虚假解释。在财政交换模式中，当边际课税价格等于边际评价时，那么就具备了效率的必要条件，但这无助于解决总的税收份额的分配问题。

关于财政现状

我有意识地选择了简单的两人模型的案例，目的是为财政交换模式设定一个最合适和说服力的环境。然而一旦我们抛开这种模型，把经验观察纳入我们的分析之中，那么财政交换模式的优点就不那么明显了。即使在一个民主决策的模型之中，在区分税制结构时可能使用平等和/或最优的征税规范，而不去考虑支出方面。

政治机构能够对许多人产生制约，包括许多潜在的投票人兼纳税人兼受益人，同时财政决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过程，它涉及政党、压力集团、政治企业家、不经常的定期选举、有序的委员会结构规则下的立法议会以及官僚阶层。在纳税与获得收益之间有一座桥梁，这似乎在小样本分析中能够解释得通，但在所有公民的计算中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如果纳税人没有意识到纳税与收益之间的关系，那么似乎有必要引入一种独立的规范。然而如维克塞尔所说，如果要形成任何具有民主决策形式的机制，从某种终极意义上说就需要在公民之间建立一座桥梁。我们观察到立法机关决定了是否进行征税，然而不得不承认如果投票的选民没有意识到公共服务的好处，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然而从严格的维克塞尔理论框架来说，如前文提到的两人模型，决策需要所有公民之间达成的一般性契约同意。在实际政治民主过程中，即使是立法议会的决策也很少需要达成一般性同意。从经验层面上说，在所谓的民主决策结构过程中，通常实行的是少于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则。这违背了纯粹的财政交换模式范式，由此带来的后果要比公民无法在财政收支账户的收入和支出两方面之间建立桥梁更为严重。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全体一致同意规则的缺失意味着，有一定人数的团体根本不用去考虑纳税与收益之间的某种关系。设想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中有两个团体J和K，在立法议会中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比例人数的团体。J代表了多数团体； K则代表了少数团体。如果J团体的成员能够对于K团体的成员征缴全部的税收，同时确保他们自己能够获得政府服务带来的所有收益，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发生财政交换。多数团体的成员不用缴税就能获得收益，而少数团体的成员完全不需要计算成本收益就必须缴税。

一旦意识到政治现实中的这种问题，关于课税负担分配的公平规则就是一种宪政标准，可以用来防止财政政策过程中对于少数团体的剥削行为。不论任何一种征税公平的规则，应该涉及政治公共体的所有成员，或者建立在某种非歧视原则的基础之上。如果征税的对象是所有成员，那么即使多数团体能够从公共支出中获得所有收益，这一做法还是能够限制财政政策过程中的剥削行为。不是说要满足多数团体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而是多数团体预期的边际收益等同于边际税收时，代表多数团体的政治企业家才会扩大财政预算的规模。

从这个角度说，仅仅关于征税一方面并没有公平理念的传统应用的基础。关于公共支出的公平规范，可以扩展到人们之间利益的分配方面，它能够有效限制财政政策过程中的剥削行为。如果在征税方面只使用这种一般性标准，同时如果公共支出限定于保证所有人和团体都能获得收益的公共物品，那么多数团体以少数团体的收益为代价获得更多收益的权力或许能够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当然在一系列预算计划中，可能存在关于公共物品评价的差别，相对于少数团体来说，多数团体在预算的制定和选择方面更能满足他们自己的偏好。如前文提到的两人模型所示，由于在财政结构过程中引入了公平的规则，在许多情况下或许并不能达到帕累托边界。但是，与违背全体一致同意的决策规则而形成的财政剥削相比，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无效率就是无足轻重的。

事实上，如果在个人关于公共物品的评价和征税公平规则的一般性基础之间，能够形成某种合理的一致性和关联性，那么在理想化维克塞尔式的交换结果与公平原则的民主过程形成的结果之间似乎就没有多少矛盾了。实际上，如果能够适当地衡量人们的收入和财产，那么它应该是公共物品评价的一个好的替代，根据维克塞尔式的财政交换理论，关于个人收入和财产的一般性征税似乎是非常公平的，也是非常有效率的。

然而，上述结果的实际操作主要取决于假定人们的行为反应不存在重要的差别。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有效的理想化的定额税是行不通的，同时纳税义务必然与某种形式纳税人控制的税基相关。倘若大体上所有人都有相似的行为反应模式，那么通过改变人们行为进而改变纳税义务的税基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可以说，收入的预先调整可能为公共物品的评价和需求提供了一个理性的代替人，同时由于纳税义务的计算是以收入的后调整为依据的，那么相对课税价格也不一定会出现大的改变。然而，如果在税收调整方面人们有着很大的差别，与预先调整或计划阶段的预期决策相比，在后调整环境中的课税价格可能有着很大的不同。人们有着不同的兴趣和机会，这使得他们能够从征税的基础（例如测定的财富收入），转移到能够获得不同收益的非课税替代物（例如休闲时间）。在这种环境中，应当反映出后调整收入的税率结构，即使从大体上看，维克塞尔式讨价还价过程与基于传统的平等规范的税率结构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如果按照一般性的解释，通过对税基即“收入”的适当重新定义，那么可能修正这一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的过程

在许多有阻力的税制改革中，认为应该接受这种财政交换模式，这可能是不愿抛弃这种规范性观点，即认为在财政政策过程中，换句话说，在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和团体之间的实际收入和财产转移支付过程之中，这种范式起到了即使不是主要也是一种辅助性的功能。征税和公共开支的过程为市场的分配结果提供了一种指导工具，它可以改变这一分配结果的发展方向，从而获得更高的道德合法性。

从某种分析层面来说，在财政政策过程中引入这种特定的分配工具，必然违背了财政交换模式的原则。如果实际收入从一群人转移支付到另一群人，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果不是存在效用的相互依赖，那么这里并没有发生交换的行为。在关于税制改革的分析中，这种财政政策过程中的分配性工具可能是一种“不完美”的财政交换行为，并不是源自于实行少于全体一致同意规则的集体决策的实际预测。在这种分析中，可能有人设想财政政策过程中的分配目标必须由独立于这一决策结构之外的主体来设定，比如说仁慈君主很可能会否定维克塞尔提出的这一重要反对意见。

我们应该孤立地看待财政政策过程中的完全分配或完全转移支付行为，把它从资源配置以及那些似乎能够解释效用相互依赖的转移支付行为中抽离出来。对于财政决策过程中的完全转移支付行为来说，这基本上等同于零和游戏的情形，其中的参与者必须把游戏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普遍性投票权的一个标志，政治平等将会推动可以预见的转移支付政策，但是在对改革进行分析时并不会偏重于穷人们的偏好。[5]
 他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以分配为动机的税制改革的倡导者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呢？他们是否应该说服公民把自己的效用偏好与其他公民协调起来呢？是否应该建议政治企业家坚持与自己的选民利益相悖的立场呢？

我不认为这些改革家会有意识地致力于规劝说服活动之中。但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有了明确的价值判断，那么所有理性的人们都“应该”遵守。但是这种价值判断的基础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必须对社会的基本观念，以及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相对关系进行检验。在短时期内，财政交换模式的假设是人都是具有明确意义的实体，既涉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包括物质实体，是由包括可允许的和可实施的行为定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交换模式认为必须接受权利分配的现状。如果不承认社会现状具有“正义”或“公平”的属性，这暗示着拒绝接受财政过程的交换模式。这里仍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地方，在维克塞尔的分析中也没有涉及这些内容，它包括在财政过程中的权利分配与复杂的交易行为之间的绝对差别。[6]
 无论是在学术分析还是在政治现实层面，如果把财政过程看做一个双重角色，一方面要平衡人们之间的天赋和能力的差别，另一方面是发生在人们之间公共物品的复杂交易行为，这只能引起分析上的混乱。即使在最绝对的财政交换模式，即维克塞尔式的全体一致同意环境中也存在策略性行为的个人动机，以确保从交易中获得相对多的总收益。由于违反了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则，那么采取策略性行为的动机也会随之减弱，但是即使没有发生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行为，多数团体对于少数团体的财政政策剥削还是能够抵消这种动机。考虑到这种复杂的政治交易过程，对于参与者以及政治企业家来说它就是一种工具，能够影响收入和财富直接转移支付的结果，在试图掌握和控制集体决策方面形成了资源的浪费，这可能导致不会再有可获得的财政盈余，而它原本属于公共物品分配中的份额。进一步说，如上文所示，我们完全不能保证净转移支付与“正义”道德理念下的转移支付大致相等。

财政立宪主义

在先前的分析中，我们讲到了少数团体在遭遇政治剥削时公平规范起到的限制作用，并且在宪政规则与定义中的规则下的决策行为之间做了区分。根据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对交换—契约主义的范式进行重新解释，让其符合观察到的财政转移支付行为。然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放弃这种假设，即认为在财政政策过程的几种传统模型中，对于收益流向以及资产值的个人主张有着明确的定义。

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关于个人禀赋和能力的赋予和分配有着某种时间维度时，同时任何人对于未来处境的判断都是不确定的，那么从概念上分析立宪主义框架下的财政制度问题就是可行的，这相当于说在财政决策层面排除了财政交换的理论框架。在早期的著作中，我已经指出这种集体决策属于“宪政”的层面，它不同于在完全确定条件下权力分配的集体选择，对此我称之为“后宪政”的层面。

我们可能在一种宪政层面对财政制度进行了分析。这种完全的宪政选择层面的特征就是，这些选择具有稳定性或准稳定性的本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在财政政策选择过程中个人预期具有不确定性，他不清楚可能付诸实施的政策选择。由于存在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因而他们倾向于选择符合普遍性原则的标准如“公平”、“平等”和“效率”，而不是完全明显的利己主义标准。由于人们不能确定未来的收入和财富处境，这使得能够就一系列财政制度和财政立宪主义框架下达成一般性的契约同意，从短期来看通过个人和团体之间的净转移支付行为，或许可用于缓解贫穷问题。[7]


从哲学上说，契约主义—立宪主义的方式有一些优点，事实上它给独立的个人选择树立了某种道德标准，从而能够形成一套财政制度。从逻辑上说，如果能够给民主选择程序施加宪政的限制，那么它与净财政转移支付之间并不一定就是矛盾的。无论我们观察到的净转移支付是否代表了某种计算的宪政选择，也无论完全交易行为是否能够决定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应，它们都属于严格的经验性问题。这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但除非能够对宪政—后宪政层面进行必要的区分，它们才是能够检验的。当我们对于不同时期内的分配决策进行分析时，可能认为长时期结构改革是符合“宪政”的，那么这种区分易于混淆政治的现实。

结论

如我已经分析的那样，批评家认为交换—契约主义范式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现象，但无法预测任何结果，这种批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尽管我们很容易获得可检验的结果，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批评意见有一定的优点。然而在这里，我们提出财政过程的交换—契约主义范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便于科学预测。我们也可以使用非操作性的方式进行征税，这样就能够更有效地反对上述分析中的课税方式，而这种课税方式体现了传统的公平目标或效率—最优化目标。我的目的就是对财政过程的其他范式进行检验，通过不同的视角对已有和可能的制度进行评价。倘若使用其他的方法论，那么就决定了可推导和可检验的预测性假设，很可能更重要的是，这种评价性判断只是为了迎合“改良”的前景。

在我看来，我与维克塞尔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交换—契约主义是与所谓的“民主制”或者具有“民主价值”的社会秩序完全一致的唯一范式。从某种终极意义上说，关于财政过程的其他视角取决于共同体所有成员的态度，同时也取决于这种改革提案是否符合修正的结果。对于观察到的结果进行评估，发现它并不符合关于结果的规范性标准。举例来说，如对于“递减”税这种课税结构的评价就很低。相对而言，在交换—契约主义范式的评价中，使用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的标准。按照这种标准，相对来说它与递减税或累进税的税制结构无关。即使不那么完美，但这种决策过程中还是反映了所有人在个人价值方面拥有大致相等的权重，那么选择哪一种税制结构以及预算支出模式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视角为政策改良提供了不同的目标和方向。传统公平目标的倡议者担心这将侵蚀收入所得税的基础，比如说，他观察到的政治现实与理想中一般收入所得税并不一致。从另一方面说，在交换—契约主义范式中相对很少有令人困扰的税制漏洞，也就是说，这些税制漏洞本质上是政治交易过程中的合理结果，可以说在他看来这是多种决策结构中“最不坏”的选择。很可能他观察到的结果是诱发性通货膨胀引起了收入所得税实际税率的增加，这违背了法定的税制结构，而这种税制结构制造了而不是消除了财政幻觉（fiscal illusion）。

最后，税制方式和财政制度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影响了所谓最终投票者、纳税人以及公共开支的受益人即公民的态度。财政交换的理论框架有助于培养理解政府过程的建设性态度，从而强调了人们的合作倾向，也强调了所有公民都能获得共同收益的属性。而在其他理论框架中，可能强调了公民与政治代言人之间政治竞争的输赢方面，这使得优势的团体能够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少数团体之上，同时反过来说，它也有助于推动少数团体接受准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他们把政府过程看做一种剥削行为。在国民产值中公共或政府部门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大，因此公众的态度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这一点说，我认为在美国历史上相对较少发生公开的财政剥削现象，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于财政交换模式有着普遍的和广泛的共识，对于宪政和后宪政的决策过程有教养的公众能够进行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从政治上说这种财政过程可以被看做一种获得收益的机会，它不受宪政理念的制约，不管财政政策的目标如何设定，我们都能够预测到它能够促进财政政策的公平，但同时却违背了效率的原则。




[1]
 《财政理论研究》（Knut Wicksell，Finanz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en）。


[2]
 不是设计者本身，而是说设计者的决策体现了他自己的效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假定设计者也是利己主义的。


[3]
 对此更深入的分析请见《公共财政的过度负担和自愿交换理论》［David B.Johnson and Mark V.Pauly，“Excess Burden and the Voluntary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Economica 36（August，1969）：269－276］。


[4]
 如果林达尔的课税价格是用来解释为何每个人的边际税价格必须一致性的，那么这种讨价还价式的调整根本不会趋向于帕累托边界。


[5]
 在我的文章“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特权”（“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ranchise in the Welfare State，”in Essays in Capitalism and Freedom，ed.，Richard Selden ）中，我已经检验了财政转移支付特权的某些普遍性影响。


[6]
 我尝试着分析基本的权利分配问题，请见我的著作《自由的限度：在无政府与乌托邦之间》。


[7]
 关于财政分配的这种保险方式，主要源自于一种立宪主义的模型，对此详细分析请见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James M.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一书。罗尔斯在他早期的文章以及《正义论》一书中都提到过一种基本的立宪主义范式，显而易见的是它与我们的立宪主义模型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这两种模型的第一个区别是，在我们的模型中关于个人处境的完全不确定性是一种设计，这使得个人具有我们所需要的态度，与此相比，罗尔斯认为即使对于个人的处境也需要有明确的定义，一个人的行为就好像是在“无知之幕”背后进行选择。第二个区别是，罗尔斯试图描述的分配原则源自于原初契约（original contract），也就是所谓的差别原则。相比之下，在我们的立宪主义理论模型中，允许出现多种可能的选择。实际上，我们关注的重点应当是过程本身，而不是特定的结果。我们的这种分配的契约主义方式，与马斯格雷夫在预算的拨款和分配部门之间的分离分析完全一致，而且很可能还对其有所补充。参见《公共财政理论》（Cf.R.A.Musgrave，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马斯格雷夫的这种契约主义方式认为，这两个部门从制度上正式分离可能会带来某些好处，在政治商议方面这是一种与其他两种方式完全不同的暂时性视角。


第五部分　前景


第十九章　实用主义改革与宪政革命

我会牢记你的所有忠告，但只有大自然的力量才能征服我

克吕西普（Chrysippus）

在任何情况下，关于复杂制度持久性和稳定性的预测都需要足够的谨慎。人们对于社会秩序的态度似乎是普遍不适应的。古老的精神偶像以及仁慈的民族国家，既不能让民众由衷地服从，也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现在人们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偶像。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在挑战物质主义的理想，他们轻蔑地看待中年人和自由主义政治家的那些陈词滥调。在这样一个混乱不堪的、无法控制的集体化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一种异化、社会幽闭以及沮丧失意的状态之中。民主程序的运转是失常的，政治领导人的信仰已经差不多完全坍塌了。虽然政策制定和政策建议正以一种可预见和预测的模式改进，但就算人们不是哲学家，他们也会质疑这些基本价值观念。[1]


我们没有必要泛化这种关于年龄差别的描述，这本身就充斥着肤浅的内容。对于学术发展来说，这不过是迈出了很小的一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经济学家的专业工具和方法进行解释。这些方法提供了一种关于历史经验的解释，可以很好地补充其他解释性假说。对于已经提出的这些模型，我们认为其中因果关系的重要性既不是独有的，也不是主要的。

我们的假设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但是从不太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说，它为关于人的行为分析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物质主义动机。我们的分析有三个理论来源：一是机会成本理论，二是外部性理论（关于公共物品、公共财产等），三是集体性决策理论。使用的基本方法论是个人主义的。对于个人行为，我们需要检验在特定时间内人们的一系列集体性或政治性选择。我们证实在某一时间点上个人的理性行为，在长期时间段内可能产生无效率的结果。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分析模式不同于传统分析，它不一定就趋向一种无效率的均衡状态。事实上在我们的分析模式之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就是它能够解释被认为是无效率或非最优的政治组织大幅度波动问题。如果仅仅从组织规模的变化，就推导出个人参与者的行为选择，显然这与我们的分析模型并不一致。在整个时期内的选择结果可能突然间颠倒过来，同时在这种“革命性”结果出现之后，也可能出现重复性行为选择的周期模式。

然而从一个宽泛的框架来看，我们的分析与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C.E.Lindblom）关于政策分析和政策制定的渐进决策方式相关。[2]
 从实证的意义上说，我们接受林德布洛姆的命题，即通常情况下政治变革都是一个细微的渐进的过程。然而在我们的假说之中，并不会出现林德布洛姆坚持的那种规范性或准规范性的含意，原因是非渐进的或量子变化（quantum variations）源于渐进性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扭曲累积。在我们的假说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的内容，事实上在渐进的政治改革过程中它可能带来了效率和稳定。

总之，我们的观点是非常简单的。在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内，通过一种渐进的侵入过程，国家逐渐向社会延伸它的控制力。社会也在试图逆转这一过程，同时只有通过对国家进行“革命”的方式才能重获自由。[3]
 在这种周期循环过程之中，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的。我们的分析建立在关于个人行为选择的一般观点之上，即个人参与者的身份既是国家的公民也是社会的成员。我们的分析并没有求助于不同的权力结构假设；我们并没有分析特定团体或“活动的”少数团体的权力侵害行为。相反的是，我们试图描绘出一条通向革命的“民主”之路。[4]


对于我们提出的这种理性选择模型，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在一段时期内个人将会同意集体化决策方式。在某特定时间点上，个人可能会采取独立的决策方式，但根据他的成本收益计算，无法得出跨时期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外部性问题。然而在某些关键时期，由先前决策引起的环境改变能够影响个人行为。从这一点上说，个人不会一直满足于一种无效率和集体化的均衡之中，他或许会支持目的在于显著改变集体化过程的政治改革行为。在某种条件下，实用主义的或宪政的革命或许会接踵而至。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整个这一周期循环可能会重新开始。

在本章下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将提出一种非常严格的理论模型，在这种模式中将不会出现以上问题。接着，在“不完全预测、机会成本和制度的严格性”一节中，将会适当放宽这种极端假设的适用条件。在第四节中，将会继续对这一假设的适用条件进行放宽，同时强调自由的不可分割性。在第五节“人与人之间的外部性问题和集体性决策”中，将会解释由集体性决策引起的某些特定问题。在最后一节中，将会对相关结论进行简单总结。

平等共同体的对称性

我们将描述一种理性选择的模式，它不包含任何我们强调过的结果。在这种极端的假设中，结果必然会否定我们提出的解释性假说的普遍性。首先不论是当前还是未来的时期内，假定在我们检验的每一个人的决策计算之中，他们对于所有替代选择有着全面的了解，同时也包括某些外部事件以及他自己的效用函数。其次，个人行为是以无限长的计划周期（planning horizon）为依据的；他的行为方式似乎是自己将会永远活下去。最后，个人是高度敏感的；在他的选择行为中并不存在阈值现象（threshold phenomena）。当然，由于我们的目标在于分析集体性行为，因而并不能孤立地看待个人行为。在这种严格假设之中，我们还假定共同体是由所有方面都相同的人们组成的。同时集体性决策建立在所有公民同意的基础之上。

在这种严格的环境中，不论是跨时期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共同体的集体行为中不会产生相关的外部性问题。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假定一开始所有行为都是属于私营部门的，并没有提供任何集体性的物品。共同体成员将会意识到，只有通过共同生产和消费某些物品才能获得净效率。因而他们也会全体一致同意这些集体决策行为。既然所有人都是相同的，那么将会很容易计算出物品供应的数量和成本分配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任何集体化行为都将减少个人的自由。集体性结果必须适用于所有人，然而观察到的事实是对任何人都开放的选择是大打折扣的。[5]
 在任何情况下，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表明由联合行动产生的效率收益，要高于自由选择以及集体化行为中所承担的成本。在私营部门转为公共部门的行为问题上，个人应该投赞成“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意识到他正在进行一种集体的或团体的选择。同时对于其他公民来说，他的行为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外部经济或不经济效应。他的“投票”行为增加了其他人的成本，也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即使在这种极端模型之中，仍然存在集体性决策内在的外部性。然而在这种严格的假设中，具有内在的对称性，因此并不会产生无效率的结果。那些投票赞成集体化行为的个人面临着一个选择，即实际上在私人或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或社会边际收益之间的庇古离差（Pigovian divergencies）是非常大的。然而按照比例来说，由于在公共体中他承担的成本与得到的收益大体上是对称的，因此通过计算他可以获得有效率的结果。在财政账户的成本或收益方面，人们之间是不存在差别的。

在这种模型中，集体性决策的组织行为将会是非常有效率的。考虑到所有行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对于这种组织决策个人不会感觉到有任何懊悔。当然从描述性意义上说，组织行为也不一定就一直保持在不变的均衡状态之中。可以说个人的效用函数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但只要这种变动是可以预测到的，那么根据全体一致同意的原则，对于社会结构的适当调整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不完全预测、机会成本和制度的严格性

只有把这种严格假设的适用条件放宽时，才更加接近于现实的选择。从一开始，我们只是假设个人的行为是能够完全预测的；包括平等世界（world of equals）在内的其他条件都是不明确的。现在对于未来时期的预测可能是不完全的，其中包括个人效用的预测方面。[6]
 在这一模型中，一个时期内的决策可能会对其他时期内的个人产生相关的外部性效应。事实上除非个人具有完全的预测能力，否则在其他时期他将变成另外一个人。在一个时间段内，人们的选择或许反映不了其他时期内的偏好。

如果我们假定，在每个时期内的一开始组织决策都可以重新制订的话，那么这时个人就是白纸一张（tabula rasa），对于他来说这些选择都是无偏见的，因此在这种严格的模型之中，不具有预测能力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这一假定让我们的全部分析变得没有意义。个人肯定不会参与到这种“社会契约”之中，即所有政策都可以从头再来。实际上在他们参与的社会决策过程之中，组织结构处于不断改变的状态，即从现有状态改变为任何可能的状态。如果承认这一简单的事实，同时完全理解机会成本的含义，那么对于所有组织选择不可逆转性的偏见就非常明显了。[7]
 当前关于结构变革的成本正是以往时期的政策行为造成的。为了实现某种变革，在当前决策时就必须承担这一历史成本。对于现有一系列组织规则来说，人们总是存在着关于现状的一种偏见。[8]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在经过认真考虑之后，个人在组织行为问题上将会“投票”赞成从私人部门到公共部门的转变。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他应该这么做；在他做出决策时预期的收益超过了预期的成本。既然在共同体之中所有人都是相同的，那么集体性决策也应该建立在全体一致同意原则的基础之上。现在设想一下，在某一时期内形成了某种组织选择，同时也实施了这种集体性的政策选择，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外部性事件还是个人的效用函数都不同于一开始时期内人们预测到的情形。进一步来说，让我们详细说明反对转变为集体化决策的主观“交易条件”，如果人们能够预测到新的信息，那么这一转变足以让他们改变一开始的决策行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后来时期内和开始时期人们的选择并不相同。因此，事实上个人可能不会推翻已经形成的组织决策。原因是在开始时期，政策选择中的集体化决策承担了机会成本；这将会完全改变后来时期的政策选择。很明显，即使在前一时期内组织决策的预期收益超过了预期成本，在前一时期内的组织决策中理性地颠倒过来之前，对于预期一系列收益的评价将会大幅度降低。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尽管我们假定个人的认知模式具有高度敏感性，但是个人选择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还是类似于一种阈值敏感性的反应。

对于组织决策的两个重要特征“过往规则”（bygones）和“沉没成本”（sunk costs）进行比较，这将有助于我们的分析，无论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决策行为，它们都是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决策行为的一般特征。在后一种决策行为中，消费者或企业家面对的是一个特定时期内给定的选择。当然，这一约束性条件可能持续到以后的时期内。但是在每个案例之中，经过一段时期后决策就会变得过时，这时就有必要做出新的决策。购买的商品是用于消费的；每周消费者都需要去超市购物。生产资料也会慢慢地消耗；同时企业家也必须更新旧的机器设备。即使政策选择的环境条件和效用函数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但还是有必要达成一种新的或替代性的政策选择，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当整合之后实现某种长期的均衡状态。当然也有可能永远达不到长期的均衡状态，但只要这些选择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本性，那么这种体系就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

从一般意义上说，组织决策或者规则选择并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只要这些规则是不断修正的，那么就不存在“自然的”或“行为的”时间的限定。对于是否需要制定新的或替代性的决策，这里并不存在什么自然的必要性；宪政是不会过时的。这种组织形式的选择能够调整所处的环境，因而能够保持长期不变。因此考虑到人们的预测能力是不完全的，他们必须把从过去时期继承的组织结构当做类似于一般形式的外部性问题。先前的选择影响了他的效用水平，即使这些选择完全是由他自己做出的，他仍然会感到有所懊悔，考虑他所处的环境要进行改变恐怕是非理性的。可以说，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他只能随其自然。[9]


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放宽这种极端严格模型的一个主要假设——人们都具有完全的预测能力。显而易见的是，只要放宽这一前提条件，那么将会强化前文提到的那种结果。如果对个人的“计划周期”进行限定，同时不再假定人们能够永远活下去，那么这种跨时期的外部性就转化成了代际之间的外部性问题。任何现有的政策环境结构似乎是由其他人而不是他们自己这一代人决定的。相对于由先前时期人们的选择而引起的懊悔情绪，现有的问题肯定更让人感到沮丧。很可能继续保留而不是推翻现有的组织结构是完全理性的，个人或许能够感觉到现有结构与所谓的“长期均衡”状态之间的差距，我们的意思是宪政模式将会是一种最优化的选择。

然而，如果在现有的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任意地画出一条对称的分界线，那么这似乎违反了组织结构的最优化原则。如果在某一此行为选择过程中人们的主观交易条件倾向于反对集体化的决策方式，那么在其他选择中他们也会这么做，反之亦然。这就表明对于我们观察到的政治改革来说，个人的不满情绪可能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违反了长期均衡的状态却能够获得全部的“收益”，同时如果在合理的时间跨度范围内外部事件或效用函数发生了单方面的改变，那么即使不是同时地，至少在整个一系列选择过程中也能够跨越有效决策的界限。因此即使在这种接近于完美的平等世界之中，由于人们缺乏预测能力，再加上人们在计划周期方面存在的限制因素，因此在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应方面可能会出现私人组织向集体组织之间的转换。政治部门和市场部门之间的分界线可能不再处于或接近于长期均衡的状态，当然这也是处于变动之中的。只有在这种重要的时间间隔中，以及超越有效决策的界限时，违反均衡状态的平衡性力量才可以发挥作用。

自由是不可分割但可耗尽的商品

在本节中，我们认真地考察了共同或集体决策行为的成本问题，当个人行为受到集体决策控制时，个人必须服从于这种对其自由的限制。由于个人自由具有不可分割的本质，因而在集体决策中如何确定这种自由的成本是非常困难的，由于人们的预测能力是不完全的，在独立的个人决策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关系，而这并不完全表现在一系列选择结果之中。

在个人和集体行为（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处于非集体主义者的分界线之上，人们必须做出自己的组织选择。经过理性思考可能表明，集体性决策对于个人的限制，或许并不能保证人们进行谨慎的评价或过度的价值加权（value weighting）。在大量的决策选择过程中个人自由仍是可能的，对于个人选择来说只有一种限制性条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由于越来越多个人行为受到了集体决策的控制，这种控制是一种累积的过程。在某种阶段，人们进行理性思考的成本变得更为相关，也就是说随着集体化决策范围的扩大，这一成本也将随之急剧增加。因为个人自由具有不可分割的属性，从这些决策行为中抽离出相关的成本是很困难的。从一方面说，当人们再次遇到其他替代性组织决策选择时，他很可能会感到手足无措。如果他忽略集体决策对于个人自由的限制，那么大体上预期收益可能会超越预期成本。从另一方面说，他将会承担这方面的成本，由于他的选择范围缩小以及无法选择自由行为，他承认在这一过程增加了相应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与先前时期负担了不相关成本的政府决策行为相比，人们或许会认为这种决策行为具有更高的净效率。然而我们已经分析了原因，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些无效率的决策行为可能是非集体化的。在这一争论中，加尔布雷思分子（Galbraithian）似乎战胜了戈德华特分子（Goldwaterian），至少是完全背离了一种理想中的状态。但是在某些关键时期，人们会把个人自由的成本看做所有集体化决策行为的结果，同时由于自由的不可分割性，他将不会考虑到独立决策行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结果是，他可能同意把极端的政治改革当成一种宪政革命。

对于那些认为自然资源是不可耗尽的人来说，在经济学中有一个相似的案例。在使用这些自然资源的过程当中，他似乎认为这些资源的供应是无限的，总能够满足他的需求。然而过了一段时期之后，他发现这些自然资源是可耗尽的；这时他就意识到原先的资源使用是无效率的，是在浪费一种稀缺的自然资源。自此开始，他可能会急剧地减少资源使用率，同时如果有必要，他将采取保护自然资源的措施。在这一认知转变过程之中，可以说在人们的行为方面可能经历了一种革命，这种类比分析似乎并不那么牵强。在个人行为方面，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之门关闭了，人们也突然间意识到他的选择并非是没有限制的。[10]
 在这些问题上，集体决策的控制越来越令人窒息。人们不仅会反对进一步的集体化行为，同时他可能会采取积极的措施，以改变这种组织模式。因此关于个人行为的这一特征，我们在下面一节中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人与人之间的外部性问题和集体性决策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的分析严格地限定在极端平等世界的模型之中，这种设计旨在强调即使可以完全忽略人与人之间的外部性问题，当我们对于组织选择行为的历史顺序进行检验时，还是会出现跨时期的外部性问题。然而很明显的是，如果我们提出了这种平等世界的假设，同时允许集体性决策采取某种非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则，那么整个分析就变得更有说服力了。

人们之间是千差万别的，对于同一种组织行为他们选择偏好也是不相同的。有些人选择了集体化决策；其他人倾向于由私有部门来供给这些“物品”。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这种不同态度标明了分界线。由于这种不同态度，集体性决策的全体一致同意规则可能会造成无法接受的延误。

然而如果在一定时期内使用一种非全体一致同意的原则，那么在政治决策之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外部性问题。占据支配地位的多数人，在任何特定决策过程之中都能形成一种有效的联盟，从而把某些净成本强加于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身上。因此，即使对于跨时期变革之前形成的选择，由公民组成的少数团体也可能不同意这种由集体形成的决策。由于组织结构源自于个体决策者的选择行为，因而这一分歧增加了组织结构大幅度变动的可能性。随着多数团体中的人们对于先前时期的组织选择感到懊悔，这样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满，从而为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来说，受剥削的少数团体也可以转变为多数团体，同时这种新价值模式的特征就是共同体决策者具有平均的或代表性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两个时期的转变过程之中，有效选择者的效用函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原因如前文所述，即对于组织结构的现状人们有着普遍的偏见，但只要跨过这一门槛，多数团体构成要素的改变或许能够引起宪政模式的量子变化。

结论

我们的一般假设就是占据支配地位的多数团体每次将会选择一种决策，从完全信任的自发性互动过程到有意识的集体主义，在宽泛的宪政组织范围之内逐步形成了集体化的决策行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某些关键阶段，共同体内大多数人能够感觉到集体主义对于个人自由的限制。从边际效应的角度来说，这能够形成某种均衡状态，由进一步集体化所引起的损失或许可以抵消它的收益。然而这一均衡状态将是无效率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分析过，由于存在某种强制力而容易形成过度的集体化。人们忽略了个人自由潜在的可耗尽本性，同时政治决策过程本身也可能会产生相关的外部不经济性。由于对于不可逆转的组织决策存有偏见，那么在相当长时期内“长期的均衡”状态也会因而受到影响，这就会激起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将形成一种新的多数团体。在这一时期的某一关键阶段，关于完全宪政改革的某种方案将会赢得广泛的支持。[11]
 因为自由本身的不可分割性，从集体性控制到某种空白（tabula rasa）的制度安排，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突然的和剧烈的变动。尽管这种宪政革命或许不会以暴力的形式出现，但它仍然是一种革命。

社会科学家经常使用钟摆一词来描述历史的变动过程，尤其是在集体控制方面。比如说，从极端的放任主义到集体主义之间的摇摆的分析方式。在19世纪的早期阶段，很显然是非集体主义摆动的终结。从一开始的学术分析再到后来的公共政策行为中开始回摆；开始出现了集体化的决策过程。现在从这种类比分析之中，我们就能够预测到摆动终结于何处。我们的分析并不取决于对于历史周期中某一阶段的具体预测，但在20世纪剩下的时间内或许可以预见到一个转折点以及逐渐逆转的过程。在我们的假设中，并没有涉及这种钟摆的类比分析。尽管我们研究的是某种周期性的过程，但不存在对称性的分析对象。

如果能够把个人或集体选择行为限定在自发性或单周期的模型之中，那么这将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分析。但是，我们已经尝试着对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行为选择现象进行分析。因此与一般限定条件相比，这是一种更具有启发性的分析，也必定不是那么严谨的。不过从概念上说，根据经济学家的方法而提出的这种假设是可验证的。20世纪已经走过了3/4的时间，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社会都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们如何看待集体控制对于宝贵的个人自由的侵害现象。如果这一表述是相关的，那么根据我们的假设就预测到集体化进程将会缓慢下来，这一征兆可能是很明显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期望能够见证人们对于集体化控制制度的不满，以及对于一般性官僚程序的不满，从而为广泛的宪政改革讨论创造条件。如果我们的分析仍然有效的，那么或许在这一过程中就能够形成真正的宪政革命，我们希望它采取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却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当然在我们的分析中，并没有对这一范式的内容即这种革命包含了什么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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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C.E.Lindblom，“Policy Analysi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June，1958）：298－312.


[2]
 Cf.C.E.Lindblom，“Policy Analysi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June，1958）：302.


[3]
 关于现状以及未来形势的一种有争议的观点，请见“对进步的反思”（Ignazio Silone，“Resthinking Progress，II，”Encounter，April，1968，pp.27－40）。


[4]
 在一种动态的环境之中，关于民主选择理性限制条件的介绍性评论，请见“团体行为的帕累托最优的界限”［Clement A.Tisdell，“Some Bounds upon the Pareto Optimality of Group Behavior，”Kyklos 19，fasc.1（1966）：81－105］。


[5]
 这里强调的就是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提出的“消极的自由”：“人们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这有别于他提出的“积极的自由”，主要表现为自我实现的观念。关于这些定义请见《自由的两种概念》（Berlin，Two Concepts of Liberty）。


[6]
 即使在最简单的决策模型之中，在引入个人效用函数时问题就变得复杂化了。关于这种问题的复杂性分析，请见“动态效用最大化的浅薄和矛盾”［Robert H.Strotz，“Myopia and Inconsistency in Dynamic Utility Maximiza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3（January，1956）：165－180］。


[7]
 James R.Schlesinger and Almarin Phillips，“The Ebb Tide of Capitalism？ Schumpeter's Proghecy Reexamined，”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3（August，1959）：448－465.


[8]
 这种观点与人们所熟悉的一句财政学格言相似，“旧的税法就是好的税法”（an old tax is a good tax），参见《民主进程中的公共财政》（James M.Buchanan，Public Finance in Democratic Process，pp.69－71）。


[9]
 组织选择的特征就是对于社会现状持有偏见，这使得即使在我们这种严格的模型之中，不论是个人选择还是团体集体性选择都需要引入跨时期的外部性的概念。然而在组织规则的重要性方面，个人行为和团体集体行为之间还是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对于个人来说，通过长期遵守某种例行规则他的行为越来越具有制度化。在某种程度上，这里相关分析描述了个人的行为。然而对于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来说，组织规则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10]
 在一系列连续的市场选择方面有一种相似的观点，请见“小决策的暴政：市场失败、经济学的缺陷和限制”［A.E.Kahn，“The Tyranny of Small Decisions：Market Failures，Imperfections and the Limits of Economics，”Kyklos 19，fasc.1（1966）：23－47］。


[11]
 关于超越特定限制的环境改变，引起人们行为的量子改变可能性的简要分析，请见《创造的行为》（Arthur Koestler，The Act of Creation，p.554）在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推理中，在存在外部效应的前提下，无论个人还是独立的行为都能够产生一种均衡状态。然而这一推理也证明，这种独立调整的均衡状态是无效率的或非最优的。如果具体的组织成本可以忽略不计，那么通过某种集体化行为来表达人们的偏好选择，相对来说这能够让所有人的处境变得更好。然而在这种环境中，当外部性问题已经内部化时，从个人调整行为到集体化行为的“量子跃迁”（quantum jump）相对较少令人注意。福利经济学家很可能认为这种“革命”起源于一般的集体性决策过程，即人们广泛地感觉到存在外部性问题，同时认为对于集体决策来说这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包含了外部性问题的个别行为之中，从独立的调整行为到集体化决策的量子跃迁的这种比较，以及在历史时期已经集体化的所有行为中形成的过度集体化的量子跃迁似乎已经结束了。在某些关键阶段，问题是集体化本身已经包含了外部不经济问题，人们将会逐渐认识到这一点。


第二十章　自由社会的标准：定义、诊断与治疗

如我的其他著作一样，在本书中我以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身份对政治、法律和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检验。这种分析有着内部的一致性，然而这并不是说不存在任何模糊性。在最后一章中，把这些看起来零星的分析整合到一起或许是有用的，在判断自由社会之前最好能制定明确的分类标准。我认为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美国社会是与这些标准相抵触的，从概念上说这表明这一命题需要其他前提条件。为此我将提出以下几点：

1.只有在相关规则和法律的框架之内，自由才是可能的。

2.在宪政社会中的选择规则，从属性上必须被划分为私人的规则和公共的规则。

3.决定社会秩序结构的选择规则必须是适用于公共体所有成员的一种内生性的规则。

4.在我看来对于个人自由而言，实用主义以及对于结构变动漠不关心的态度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危险后果，这些无效率的结果可能不是任何人设计的，也没有反映任何人的主张，而且从某种终极的意义上来说，也没有体现出任何人的愿望。

5.从概念上说这些诊断表明社会改良是可能的；对此我们能够开出一般性处方，但要给出具体的处方就困难重重了。

简而言之，这些必要条件可总结为法律的规则、立宪主义、契约主义、社会的困境，以及宪政革命的前景。它们可以用来作为下面章节的标题。

法律的规则

从任何有意义的层面上说，这一命题都是没什么可争论的，即只有在法律以及隐含相应后果的规则框架下个人自由才是可能的，同时“法律”必须在某种集体性存在如国家之中实施。只有无政府主义者即浪漫主义的或自由主义的变体形式的拥护者，才会质疑这一命题。当然涉及法律和规则的起源问题，在下一节“立宪主义”中我将进行简要的分析。一方面是有法律的社会，另一方面就是没有法律的社会，也就是无政府状态。因此为了论证的有效性，我们只需要对无政府状态作为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这一命题进行检验。

从某种终极意义上来看，对于那些认为个人自由具有很高价值的人来说，无政府状态必然代表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在这种理想化的社会中，人们关于稀缺资源的分配主张有着一系列相同的界定，他们相互之间尊重这些普遍公认的主张。在这种环境中，个人之间的主张被认为是没有冲突的，同时也不会发生侵害或“越界”的行为。但是我们大概不会认为人们可以生活在这种世界之中。如我们观察到的或者想象到的那样，人的本性使得有权利主张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冲突，同时这些主张也会遭到公然的侵害。即使是在分析最好的制度安排时，社会现实要求限定我们的观点，同时拒绝把无政府状态视为一种自给自足的组织原则。

然而我们绝不能忽视在无政府状态组织原则下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范围和差别，这并不一定就会倒退到混乱状态之中，在社会哲学的分析中，我的分析是从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入手，在本质上它是一个“红牙利爪”（red in tooth and claw）的野兽，是所有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这些孤独的人们的生活是“贫穷、污秽、野蛮和短暂的”。这一分析模型是有建设性的，因为它加大了在这种没有法律的世界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团体中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处于最差的处境之中；关于人的行为达成同意的法律以及一般性规则，一旦采用并且得以实施，那么很可能改善每一个人的处境。自然而然地，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则、一系列替代性的规则以及一系列替代性主张的分配也将成为可能。这种同意的达成不应该引入某种先验的道德或伦理准则，也不应该强加自封的人或团体自己偏爱的价值观。

然而在法律安排方面关于一系列规则的同意，并不足以消除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相关的规则必须得以执行；对于达成同意标准的侵害必须受到惩罚；同时这种惩罚行为必须是可预期的。这种执行—惩罚的功能应该由一个能够代表共同体所有人利益的代理人来执行。结果是，这个代理人就成了我所说的“保护性国家”。

立宪主义

对于一系列确定和限定人们行为的要求和权利，以及给予违反行为适当的惩罚，一定不能与这些要求和权利的决策过程相矛盾。后者可称为决策的宪政过程，也就是全部的政治法律制度安排，包括对于个人、团体以及国家权利的限定。这就是所谓的宪政，从宽泛的意义来解释这一术语，无论是个人的决策，还是以国家执行机关的决策，或者是通过我称之为“生产性国家”（productive state）的集体性决策，它都为这些后宪政阶段的选择或决策施加了限制或约束。

宪政规定了游戏的规则，在本质上规则的选择过程与执行过程是不同的，参与者、调解者或仲裁者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在担任仲裁者的角色时，他并没有参与到规则选择的过程之中，从抽象的逻辑分析来说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并没有做出选择行为。从理想状态来看，他无法观察到相关的社会现实。他会提出这种疑问：为何会有这些规则？人们违反了这些规则吗？应该采用哪种惩罚性的规则呢？作为执行机关或仲裁者不应该提出这样的疑问，同时也完全不应该提出如下问题：好的规则应该是什么？应该使用哪种标准（正义、效率等等）来评估其他替代选择？

我之所以强调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原因是恰恰在这一层面上国家的角色出现了复杂的和终极的混乱，即在制定宪法和修改所有法律安排以及对于个人权利和主张的限定方面。从这种混乱中产生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形式，这是非常引人注意的，这表明“法律”就是国家规定应该做什么，个人的权利应该是什么，这都必须由国家来进行界定，结果就是所有行为都取决于国家。从国家自身以及它的机构和组织来说，它们不会服从于这些内部规则的限制。在那些认为可以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奇思怪想的人面前，个人是容易受到侵害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一种有意义的宪政形式。

尽管如此，对国家行为模式进行描述还是相对容易的。在现实世界中的许多领域之内，关于权利和主张的精确边界是不明确的。在这些争议点上，就产生了人和团体之间的冲突，保护性国家的执行机关的机构和组织，就是要在看似不存在的各种主张之间划分出明确的分界线。在这一过程中，显然国家就是在“制定法律”。但是对于国家权力施加某种规范性限制来说，这种做法和设想是非常重要的。只要这一推理认为国家机构就是要找出隐藏在冲突背后的边界，对于国家机构或它的管理对象来说，它们就没有兴趣侵入“法律”领域，即那些法律的明确界定和解释，或者说主张权力可以对现有法律进行修改要高于法律自身的模糊和冲突。

在基本规则选择的宪政决策阶段以及私人或公共行为的后宪政阶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混乱，或者说已经选择的一系列规则都源自于一种难以理解以及有害的形式，我们可称之为“法律规范主义”（legal normativism）。与最一般的法律实证主义一样，在这一形式中国家仍然决定了“法律”的内涵。但是在这种规范性的变体形式中，国家行为受制于外部诱发性标准的影响。法官能够“制定法律”；这一点是公认的。但一般来说，他们的行为依据就是正义、效率或其他标准。根据这种观点，“法律”就是社会改革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它约束相关游戏行为的功能已经不存在了。

目前对于“法律”是改革的工具这一观点，在美国法学院和司法机关的研究和工作人员之中普遍盛行。人们已经滥用了宪政的重要意义，同时就我本人而言，要维持一个自由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在宪政态度上进行重要的转变，然而对此我感到甚为悲观。美国宪政的结构和历史的特征是很重要的，也是非常相关的。在美国历史中，如建国之初的宪法性文件规定的那样，国家政府的司法部门承担了规则执行机关的角色。通过立法和执法机关，它的执行权力延伸到了政府自己设定的边界交叉领域之内。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传统的以及通常熟悉的变体形式即我称之为法律规范主义，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从未如此重要过。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美国，我们都可以发现无论是由国会还是由总统修改司法机关定义的“国家大法”（the law of land），都是不适合的也是无能为力的。目前在某些特定领域（而不是在其他领域中，如我在下文中提到的）中，美国的公共政治哲学中包含了对于立法议会或行政机关修改规则权力的严格限制——修改宪法本身的规则。然而，这些限制并没有应用到司法领域当中。我认为在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公共政治哲学中，情况完全不同。从基本的宪政意义上说，在制定法律的行为与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议会中民选代表的行为之间是不同的，哈耶克强调了这种差别，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正确的。

当然从本质上说，在宪政阶段和后宪政阶段的混乱是相同的。美国司法机关把法律看做提高“社会效益”的一种工具，它的内容则是由法官决定的，同时在这种“权威”之下，在司法机关不愿进入的领域，尤其是所谓的经济立法事务中，也允许立法机构参与提高“社会效应”的决策。在经济政策事务中，国会决定了美国现行宪法的本质；对此司法机关采取了放手的态度。与美国相比，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中由国会或议会裁决的范围，很可能对现行宪法的限制更加宽泛，而对司法机关的限制更为严格。但是在宪政阶段选择的某种变体形式中，只要国家目标被认为是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益”的，那么也能够制定法律，并且在“法律”的约束下形成集体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法律和政府的制度以及公众持有的普遍态度，反映了国家目的论的观念，这必然削弱了宪政的基础。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宪政就是一系列规则，用于约束人们或组织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或目的的行为。无论直接地还是间接地认为宪政本身包含或应该包含一种“社会目的”的观点，都否定了它的真正意义。

契约主义

在先前的分析中，我已经对立宪主义作出了宽泛的定义，在我的理解中这一基本概念相当于，把过程或程序的主要标准用于反对结果状态的标准。[1]
 通过对规则的过程而不是内容进行评估，来制定相关规则。根据这一推理，规则产生于一种合理的过程，实际上合理性指的就是没有超越这一过程本身的独立意义。

非常有趣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这种定义方式的哲学讨论中，所有主要参与者都是立宪主义者。哈耶克、诺齐克、罗尔斯和我都认为，使用过程标准来评价基本法律宪政框架是具有相关性的。从属性上说我们把基本规则即“法律”与这些规则下的行为区别开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立宪主义者。然而如果超越了概念上同意这一点，那么我们之间的分歧就出现了，如这些规则是如何制定和改变的。从法律如何形成的实证性解释来说，哈耶克和诺齐克或许都可以被看做进化论者。然而他们走得更远，从规范性推理中得出建设性改革的结果是行不通的。法律的形成是一种自发性过程，就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是人们对于特定环境作出相应选择的结果。英国式判例法就是一种范例，或者从更为普遍的是，如在去中心化过程竞争性市场产生的自发秩序。

与进化论者相比，我认为罗尔斯和我都可被看做契约主义者。根据契约主义的立场，我们并不一定就否认进化论者关于基本规则形成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这种解释，在社会改良过程中对现有宪政秩序的要素进行评估，那么某种类似于契约主义者的主张就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这与现有规则是如何形成的无关。但如果认为我们观察到任何制度都必然是“有效率的”或“正义的”，那么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

但在不使用结果状态标准的前提下，该如何引入“效率”或“正义”的标准呢？在这一点上，同意和准契约（quasi-contract）的概念就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在游戏的所有参与者达成同意时，这种规则才是合理的。这里我们希望能够用合理来取代正义标准，如果从语义学角度走得更远一步，甚至可以用公平代替正义标准。或者更有说服力的是，我们可以接受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这种定义方式。需要强调的是，按照这种方式规则的属性源自于同意，而不是任何与规则无关的属性或性质（当然在规则的选择过程中，如果人们要达成设想中的同意，他们必定对其他替代选择的预期运行性质进行检验）。在这一论点中，并没有涉及某种本质上属于“善”的概念。

这种理想形式的契约主义论点或许是合理的。如果观察到在所有人之间达成了同意，那么选择的规则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存在着一系列法律规则以及一种宪政秩序，对于这种秩序这里并不能观察到人们达成同意的行为。对于现有的任何具体规则，都不存在明确的可观察到的达成同意的行为。对于这一问题，契约主义者的观点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个人是由法律规则限定的社会秩序的一分子，但不能参与到规则选择的过程之中，他一定会提出这种问题：从一系列替代选择中选出的规则是源自于所有游戏参与者的同意吗？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人们不应该把他自己的处境仅仅看做任何过去时期结果状态的结果。他必须认真检验这种处境，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一系列的博弈过程人们的相对位置都发生了变动。他必须对这些结果的概率性进行解释。在进行评估时，需要使用某种类似于罗尔斯提出的掩藏在“无知之幕”背后的“原初状态”的概念。

个人在评价过程中容易出现某些问题，如在宪政改革方面——目的在于改变现有的规则。关于立宪主义者的观点，人们倾向于认为概念上的赞成或同意为宪政改革提供了一个标准，而这与改革本身无关。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一个法官（或一个议员）可认为自己被赋予了改变法律的权利，根据契约主义的逻辑，他能够对现有规则进行罗尔斯式的评估，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然而恰当地说，这种观点的确代表了契约主义的主要立场。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必须把同意置于首要的地位。只有通过所有参与者的同意，才能修改现有的一种或一系列规则，从而为契约主义者提供一个正当的理由。

契约主义者的这种立场容易招致批评，根据这种解释，这相当于为社会现状提供了一种辩护的理由，即不论规则的历史起源于何处，现有任何一系列规则都是应该存在的。他们必须直面这种批评意见。如果改变的现有规则并不需要达成同意，那么就必须引入某种外部标准。显然除了达成同意的标准之外，契约主义者并没有更好的出路。

然而对于社会现状的限制性方面，或许我们应该坚持建设性的态度，在改变规则的问题上，使用共识性同意要比简单的一致同意的标准更加适用。首先必须牢记的是，我们关注的是一种真正的宪政规则，它是一种接近于长期不变的规则，一旦进行了某些修改，那么可以预期在一定长时期内它将会保持不变。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分析和争论中的人们认为它是接近于长期不变的，所以任何一个人的立场都必然是不确定的。在一种特定的未来环境中，个人不可能知道到底哪一种具体规则能够让其获益。因此在理性的理念驱使下，他被迫采用一种类似于罗尔斯描述的态度。[2]
 其次，在达成一般性同意方面，与任何个别规则改变相比，整个宪政秩序以及整个一系列基本规则更有可能发生改变。这一系列规则改变的可能性必须考虑到交易、妥协、补偿和选票交易。它们都是达成同意的工具，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个人偏好的影响。如果现有规则的改变对个人的处境造成了有限的伤害，但是可以换得其他人某种形式的同意，这样就为一系列规则改变创造可能，最终他也将获得更多的利益，那么他或许会同意修改现有的规则。

社会的困境[3]


我已经指出，目前美国社会的现状就是一种“宪政无政府状态”。有效的宪政秩序已经被侵蚀了，法律结构内在的可预测性已经受到了严重威胁。造成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就是所谓的“实用主义的驱使”（pragmatic drift），无论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对于社会问题他们喜欢进行渐进的调整，从未意识到这种结构设计是一个整体。事实上对于那些认为进化过程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哲学家，我的主要批评意见建立在对这一过程的结果的解释基础之上。但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错误。这给我们造成了几种主要的困扰，而且已经破坏了我们对于“宪政自由”的理解，而这原本是美国之父曾经拥有的东西。

我的主要诊断性假设认为社会现状是没有“效率的”，即使从最有限的契约主义理念来说，它也不符合“公平”或“正义”的标准。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法律宪政秩序（或失序）把我们所有人都置于一种困境，一种类似于霍布斯丛林状态的困境之中，在这里每个人的理性行为将会产生一种对于所有人都不利的结果（这种诊断也解释了我对于如何逃离丛林状态分析的兴趣）。对于所有人或者对于绝大多数参与者来说，这种发展趋势将会越来越糟糕。总有一天，我们终将被这一贪得无厌的利维坦所吞噬。目前我们拥有的自由，将持续地受到无所不包的官僚管制的侵蚀。

这些正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对于不情愿以及不知情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并不是要制定某种宏大的制度设计，旨在破坏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社会秩序。我非常明确地拒绝承认这一点，即在西方民主制中“制度内进军”（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不并不意味着否定已有的全部尝试，循序渐进的修正就是在为改革积累潜在的力量。但如果把注意力过度集中在微不足道的破坏性阴谋方面，从而忽视了这一明显的事实，即个人实用主义的、局部的以及毫无意义和目标的破坏性或建设性的无意识结果，那么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化论者对于我的诊断性解释是有兴趣的，如哈耶克、奥克肖特（oakeshott）和诺齐克等人；按照“看不见的手”的逻辑，我们能够完全解释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甚至是否也可以由此推断，到底应该由谁来判断行为选择是满意的或可接受的？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一逻辑来理解和解释看到的世界，那么也可以用来评价社会改良的理性基础，如通过人们之间达成的同意来描述，这也让我们坚信了契约主义的理念。如果我的诊断是正确的，那么关于社会改革就一定存在达成一般性同意或者说共识性同意的方式。根据这一诊断，我们大家或许都陷入了一种所谓的“宪政的困境”之中，这里游戏的基本规则已经被腐蚀、漠视且逐渐失去意义了。

宪政革命的前景

在这种诊断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我的治疗方案是一目了然的。完全宪政革命是有可能的。1978年，在美国如果要取代已经存在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安排，在谨慎设计和协调的前提下，可以说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人和团体是能够达成同意的。然而当我们超越一般性的看法，那么就会引起重大的问题。这种宪政革命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在旧规则继续发挥作用的条件下，游戏的规则是如何实现变革的呢？

对于这些问题，我承认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我提倡坚持一种“宪政态度”，这样关于基本规则的选择和实施之间的差别，就能够做出合理的解释和理解。但是我的分析并没有走得更远。假如通过某种教育过程中带来的奇迹，普遍的公共哲学迅速转变为我所欣赏的那种类型。在这一环境中，我们假定所有人都坚持这种基本的宪政态度，进一步来说，假定每个人都能独立地达成我们给出的治疗方案。

这种想象中的世界是一种理性存在，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他所遇到的困境，但是仍然面临着宪政革命的组织问题。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公共物品的问题，这使得在推动宪政革命时个人行为变得无能为力了。为什么个人要与其他人一起共同商议，把他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关于宪政改革各种选择的评估之中，并通过某种方式做出集体性选择呢？

当提出这一问题时，关于宪政革命的前景人们很容易产生悲观的态度。但是经济学家容易忽视人们的兴趣，通常这超越了狭隘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概念。实际上，一种新宪政秩序的宏伟设计能够激起人们的情绪，这可能冲破了公共物品的本质限制。有些人是有意愿采取这种行动的。但是这些人是否愿意设计和提议改变某些规则，但目标却并不符合他们自己或自己所在社会团体的利益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些人承认大多数人不愿也不会采用必要的行动，来理解和解释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那么他们是否愿意接受在所有参与者中达成同意的实验性做法呢？

我的目的是提出相关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但至少在这一章中，我是以一种完全消极的方式收尾的，这使我想到了1976年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的庆祝活动。1776年除了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之年，也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的出版之年。那么这本书带来了哪些重要影响呢？毫不夸张地说，半个世纪以后发生在英国的完全宪政革命就是一个证明。在1976年之后，我们正在接近某种复兴的信念，同时相信社会权力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对此我们是否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呢？对于政府解决方案的不信任，是目前西方公共哲学中盛行的主要内容，也许我们尚未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已经迈出了完全宪政革命的第一步。




[1]
 罗伯特·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分析了过程标准与结果状态的标准之间的差别。


[2]
 在未来的时期内关于规则适用的不确定性，戈登·塔洛克和我在《同意的计算》一书中给出了一种设计，目的是在集体性决策问题的有效规则制定方面，有助于达成概念上的同意。这种设计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的概念有着相同的作用。


[3]
 这里对于这种困境我作了简要分析，而戈登·塔洛克在他的著作中，检验了这种一般性困境的几种适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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